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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是长期以来卓有成效的合作伙伴，

两家机构在过去３０多年中，结合各自资源和优势，针对全球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

题合作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国际学术活动，通过头脑风暴，起到聚智集慧、咨政建言

以及引领舆论的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中外学界和政策界的互动交流。自从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作为一个升级版的全球宏观经

济协调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为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就这个主题召开了数次国际研讨会，邀请了Ｇ２０主要成员国的

专家学者就Ｇ２０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特别是对Ｇ２０在加强和促进全球宏观

经济协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及加强其有效性、国际贸易和

投资一体化、国际发展新议程以及各大国之间关系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讨

论。本书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外与会专家对Ｇ２０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影响的最新观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样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使得它成为Ｇ２０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之一。这种身份

使得中国在Ｇ２０中的作用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维护和追求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有责任与发达国家一道，致力于构建和

维护更为开放和平等的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另外，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产业链和价

值链的重要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

对外经济关系的模式也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为此，本书在第

一部分主要讨论了金融、贸易、投资和发展等政策议题，在第二部分主要就中国与

美国、欧盟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Ｇ２０的发展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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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讨论。

中国是２０１６年Ｇ２０峰会的主席国。我们希望这本汇聚各国专家智慧的论著

能成为这次峰会前各种学术和政策讨论的一部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中国

顺利主办这次峰会以及Ｇ２０峰会更有效地发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作用作出些

微贡献。我们要特别感谢拨冗参加历次会议的学者和官员，也非常感谢历次会议

的组织者，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这种连续性及富有成果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很

难实现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陈东晓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

［德］史丽娜（ＣａｔｒｉｎａＳｃｈｌ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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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峰会六年及中国角色

叶　玉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升格为首脑峰会，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为止，Ｇ２０

峰会历经６年９次，虽仍处于发展演变的初级阶段，但一些趋势性的发展值得我

们作一客观评析。英国前首相布朗和巴西前总统卢拉分别称之为开启了一个“新

的世界秩序”和“标志着全球政治发生变迁”。但是其后，出现越来越多的悲观论，

认为Ｇ２０不过是又一个清谈馆。２０１４年２月Ｇ２０财长会议首次提出未来五年使

世界经济提速２％的量化目标，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士气，但并未根本上消除舆论的

普遍怀疑论调。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最大的增量和变量，其一举一动广受瞩

目。从２０世纪末对七国集团（Ｇ７）／八国集团（Ｇ８）峰会的怀疑和疏远，到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年间作客八国集团峰会，到２００８年底以来正式成为Ｇ２０峰会一员，再到

２０１６年主持Ｇ２０峰会，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完成了由客人到主人的地位、

身份和心理的转变，但其行动、作为和影响仍然受到不少质疑。本章拟对Ｇ２０峰

会六年表现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作一客观评价。

)*Ｇ２０+,-./0

（!）"#$%
无论是１９９９年的Ｇ２０财长会议，还是２００８年的Ｇ２０峰会，都发端于Ｇ７／Ｇ８

内部，而后者运行三十多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组织议事方式及内外沟通机制。

在经历了６年９次峰会之后，Ｇ２０机制初步成型，在继承了Ｇ７／Ｇ８核心要素的同

时，又有适应新格局新形势的灵活创新，为其今后专注于处理技术性问题奠定了

基础。Ｇ２０峰会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提升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适应性。Ｇ２０匹兹堡

峰会正式确认，Ｇ２０峰会将每年会晤一次，作为今后协调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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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这标志着Ｇ２０峰会“全球经济治理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国际体系转型由“量

变”走向“质变”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具有深远

的意义。就本质而言，该突破有望为国际体系改革提供更为公正的程序，是“第一

性规则”或“初级规则”的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体系意义。正如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总干事拉米（Ｌａｍｙ２００９）所指出的，全球治理正在形成由Ｇ２０提供领导力

的“新三角”格局。

二是内外沟通和运作机制创新。Ｇ２０继承了Ｇ７／Ｇ８的软机制理念和“跨政

府网络”运作模式，其虽未应不少人的要求设立正式的秘书处，但戛纳峰会最终确

认，前后三届峰会主办国共同组成的“三驾马车”将继续负责今后Ｇ２０峰会的内外

沟通，实为一种小型、非正式、动态的秘书处。相比于Ｇ７／Ｇ８而言，Ｇ２０的代表性

明显提升，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１而不是人口、地域或社会为基础的Ｇ２０，自

成立起便面临不少批评。首尔峰会积极回应由新加坡牵头，瑞士、智利等小国和

发展中国家组建的“全球治理集团”（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３Ｇ）的要求，承诺

Ｇ２０今后将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增进外部磋商，与联合国、地区组织、市民社会、

贸易联盟及学术界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并邀请不超过５名非成员方与会，其

中至少两名来自非洲。

三是建立了成员国驱动的多边监督机制。Ｇ２０相对于Ｇ７／Ｇ８的一大机制创

新在于，模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启动了一个成员国间的同行评审和监

督机制，即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评审机制（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Ｐ），目的是探究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大国尤其是

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巨额贸易盈余国的相互政策评估和协调，同时亦为Ｇ２０的职能

逐步由短期危机救助向长期经济治理转型奠定基础。这也是２００９年匹兹堡峰会

确立的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ＳＳＢＧ）框架的一部分。２００６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曾启动一个旨在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多边磋商进程，美国、

欧元区、日本、中国、沙特等国参与，但成效不大。ＭＡＰ的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其属

于Ｇ２０成员驱动性质，ＩＭＦ只是应要求提供技术协助。该机制不具有任何法律

强制性，运作仍存在很多问题，到底能否将主要大国的经济政策纳入多边框架仍

有很多疑问；尽管如此，其仍被称为“历史性的尝试”（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２０１３）。它表明

Ｇ２０成员的合作意愿和对一种全新合作方式的探索，意味着发达与新兴大国努力

在核心问题上相互协调的开始。

（&）'()*
一是应对短期危机。Ｇ２０的危机应对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二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应对欧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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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三是２０１３年以来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的关注。Ｇ２０应对危机的主要行

动是在全球范围动员资源和提升相关国际组织的行动力。Ｇ２０峰会伊始，就达成

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协调性最强的全球救市计划，包括各国财政与货币双放松

和对国际金融机构的１．１万亿美元注资，迅速阻止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其行动力和

有效性获得广泛认可。虽然该１．１万亿美元中的相当一部分在Ｇ２０峰会前便已

动员成功，但是峰会至少增强了各国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Ｇ２０在欧债危机应

对过程中的表现要逊色得多。欧债危机爆发近两年后，即２０１２年上半年，Ｇ２０方

成功推动各国对ＩＭＦ进行４５００多亿美元的临时增资。这主要是因为，Ｇ２０成员

起初普遍认为，欧债危机首先应是欧盟治理而不是全球治理的问题，欧元区和欧

盟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法德陷入无原则的外交博弈，致使问题久拖不决。不

过，Ｇ２０与ＩＭＦ的延迟介入对于欧债危机的缓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体

现在Ｇ２０和ＩＭＦ的参与大大增加了欧盟核心国家要求债务国实施缩减措施的合

法性和实施力度。（ＰｉｓａｎｉＦｅｒｒｙ２０１３）近两年来新兴国家经济出现波动，尚未发

展到危机的程度，但Ｇ２０增强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工作，以防范可能出现的

新一轮危机。

二是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Ｇ２０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第

一，为全球经济的长期治理奠定了基本框架，即２００９年匹兹堡峰会所确立的强

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ＳＳＢＧ）框架，旨在实现世界经济“又快又好”增长。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ＩＭＦ２０１１）界定，所谓强劲，指“超出潜在增长率”；所谓“可持续”，指

“更多的增长由私人部门驱动”；而所谓“平衡”，指“覆盖Ｇ２０全部成员的基础广泛

的增长”。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和２０１０年欧债危机实际上使得世界经济经历了

一个“Ｗ”形复苏，Ｇ２０议程也因此呈现某种“Ｗ”形曲折。２００９年ＳＳＢＧ推出，但

实际上直到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俄罗斯、澳大利亚主办Ｇ２０，促进增长才真正成为最

重要的议程，而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ＰＰＰ）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成为最重

要的抓手。刚刚结束的布里斯班峰会宣布于悉尼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ＧＩＨ），

以帮助更好地把握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第二，加强金融监管及其他结构性改革，防

范危机再次爆发。过去八次峰会无一例外地将加强金融监管作为核心议题之一，

包括要求金融机构提高资本金要求、修改薪酬规则和标准、加大对系统重要性金

融机构的监管、加强信息交换、打击避税天堂、金融稳定论坛被重组为具有正式国

际法人资格的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ＳＢ）等。不过，新的监管标准在各国的落实被打了

折扣，其能否防范下一次危机重演仍有很大疑问，但打击避税天堂的确取得很大的

进展。今年Ｇ２０财长会议通过了确保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的“共同报告标准”（ＣＲＳ），

有望于２０１７年实施。降低政府债务是Ｇ２０推动的另一项结构性改革内容，起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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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如今新兴大国也开始面临政府债务的累积问题。不

过２０１０年多伦多峰会提出的２０１３年前发达国家财政赤字至少减半的目标并未

能实现。第三，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２０１０年ＩＭＦ与世界银行的一揽子改革

方案为代表。目前世界银行的增资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已生效，而ＩＭＦ份额改革

尚被美国国会绑架。两者在美国国会的不同遭遇或是由于前者要求美国永久性

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６３０亿美元，虽然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在２００９年通过

临时性安排进入ＩＭＦ账户；相比而言，世界银行改革对美国的新增成本要小得

多———世界银行主要是靠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多边机构。乌克兰危机仍未使ＩＭＦ

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但今年Ｇ２０重申将另择出路，加之金砖国家应急

储备安排等新机制的涌现，压力破点或正临近。此外，Ｇ２０还推动贸易与发展议

程等，但影响相对有限。值得肯定的是，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峰会在简化会议形式、促进议

程聚焦和连贯性等方面做了重要努力，峰会宣言只有３页，而２０１３年俄罗斯峰会

宣言长达２７页。

（+）,-./01
如何看待Ｇ２０峰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各方有相当大的分歧，批评的声音日

渐增多。相对于柏林墙倒塌这样的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一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趋

势和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Ｐｅｅｌ２００９）Ｇ２０除了在若干次会议公报中

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外，未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遑论制定和

推行实际的措施。（宋国友２０１３）最极端的看法是认为Ｇ２０是想完成“不可能的

任务”，而更多的批评认为其说得多、做得少。本章认为，Ｇ２０的议题成果和意义

值得充分肯定。仅援引加拿大和俄罗斯研究机构合作的Ｇ２０信息中心（Ｇ２０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对Ｇ２０承诺遵行的情况进行跟踪评估的结果，该研究采用１９９６

年起对Ｇ８承诺遵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的方法，将峰会文件中的承诺及各成员国

遵行情况进行量化，即按－１～＋１区间对各国在峰会结束后１年内遵行各条承诺

的情况打分，然后进行汇总和比较。从前五次峰会遵行报告看，首次华盛顿峰会

总体得分最高为０．６７，伦敦峰会大幅下降为０．２３，但其后三次又稳步回升，分别为

０．２４、０．２８、０．５０，体现了一个新的机制回归理性的过程。若折算成０％—１００％，

五次峰会的遵行率分别为８４％、６２％、６２％、６４％、７５％。应该说，Ｇ２０作为一个

软性机制，完全靠各国的自觉能有这样的遵行表现，已经非常不错。

当然，该评价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批评声音的背后隐

藏着对Ｇ２０的不实期待。全球治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决定性和主导性的

地位，其角色限于提供便利和约束，遏制大国国内治理及地区治理不足带来的负

面影响。比如Ｇ２０的诞生便是为了遏制美国次贷危机治理不足所引发的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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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Ｔｈａｋｕｒ，ＷｅｉｓｓａｎｄＲｕｇｇｉｅ２０１０）在一个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利益主

体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力量的上升，使得政府面临的此种约束日益突出，国家治

理与全球治理的难度均不断加大，Ｇ２０的能力局限无可厚非。Ｇ２０作为一种非正

式的、软性的国际制度和集体领导力的载体，并不能消除各国间存在的深刻利益

分歧，但是可以促进各国交换信息、求同存异、缓解国际冲突。可见，Ｇ２０不过是

一张更大的谈判桌，对其应有合理期待。第一，能诊断问题，但未必能克服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最为关切的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难题，仍然是口号多

于行动。对美联储量宽政策退出的影响只能谈“外溢性”而不能谈“负面影响”，但

Ｇ２０即便谈了也无济于事，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使然。第二，能救助危机，但

未必能消除危机。加强金融监管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防止危

机是有很大疑问的。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和频率的不断增加，危机几乎是不可

预见、不可避免的不可抗力，Ｇ２０所能够做的就是促进全球范围的防火墙和保险

机制的完善。第三，其是最高合作平台，但未必是最重要平台，中美欧等主要经济

体的双边和地区协调实际上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如果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

比作金字塔形状，Ｇ２０位于塔顶，但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是主要大国的国内治理和

地区治理。

但是，Ｇ２０仍然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包括提供最高领导力，就最紧要、最

复杂的经济议题展开对话，对增进国家间互信、促进知识分享具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对于先天不足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言，各国如果能够坐到一起，商讨进行修

修补补的路径，亦不失为一个次佳的选择。相对于霸权格局，多极化世界的治理

要复杂和困难得多，Ｇ２０供不应求是必然的，其需求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同时，

它也是一个长期进程，对它的评估需要用长远眼光。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莫里斯·戈德斯坦（Ｍｏｒｒｉｓ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所评价的，Ｇ２０的表现可以打一个稳稳的

“Ｂ”，称不上“很棒”但是还不错（Ｇｉｌｅｓ２００９）。德雷兹纳则更全面客观地叙述了

Ｇ２０的表现（Ｄｒｅｚｎｅｒ２０１２）。

%*Ｇ２０$"#456

（!）犌２０23456789:;.%<=>%?@
虽然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便参与Ｇ８框架下的“Ｇ８＋５”对话机制，但是，这不过

是Ｇ８峰会期间邀请５国首脑共进一顿早餐或午餐的活动，主客界限分明，议题完

全由Ｇ８主导，并且日常活动由ＯＥＣＤ管理。相反，Ｇ２０新平台可以让中国平等

地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话，为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也可以使其更为主动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包括更为积极地承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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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我们不应小看这样的平台意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也就是让中国“有了一个说话的地方”（吴建民２００６）。中国政府亦十分重视

Ｇ２０平台的意义。Ｇ２０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四个多边外交平台之一。２

Ｇ２０对于中国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具有形式和象征意义，但是很大程度上

形式创造内容。比如，Ｇ２０的扩大带动了金融领域一系列国际机构成员范围的扩

大，比如中国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全球税收论坛等三大国际金融

标准制定机构的新成员，成为国际证监会组织核心机构———技术委员会———成

员。（金中夏等２０１４）Ｇ２０亦加快了ＩＭ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

对于中国话语权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犌２０A45BC5DEFGH.IJ

Ｇ２０诞生以来，中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资金贡献明显提升。２００９年美国财

长盖特纳亲自促成了ＩＭＦ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份额由２５００亿美元翻三倍至

７５００亿美元。然而由于该改革进程在美国国会受阻，未能如期生效，该份额出资

至今尚未实际履行。作为过渡性措施，为应对欧债危机，２０１２年ＩＭＦ以借款方式

向各国融资获得Ｇ２０的支持，中国借款４３０亿美元，约占总额十分之一。２０１３年

底，世界银行集团下属国际开发协会（ＩＤＡ）第１７次注资谈判结束，在西方国家对

外援助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中国承诺捐资３亿美元，较上一期

几乎翻了一倍，也是有史以来中国对国际组织捐款规模最大的一次，为此次ＩＤＡ

捐资任务的圆满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亦更为建设性地参与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间，美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由双边渠道扩大到ＩＭＦ多边渠道，致使中国与ＩＭＦ之

间的沟通几乎中断。２００８年Ｇ２０诞生后，这一僵局被打破，中国继续积极参与甚

至是主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同时也呼吁国际机构加大对储备货币发行国政

策的监督。２０１６年，中国将主办Ｇ２０，这会进一步展示其国际责任意识的增强。

当然，由于Ｇ２０本身的固有缺陷，Ｇ２０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结构性问

题，更无法替代大国经济外交。从中国总体经济外交布局而言，Ｇ２０是新的“重要

舞台”，是对美、对欧、对周边及新兴大国等双边和地区经济外交的补充而非替代。

（+）犌２０'K4.45LM
如果Ｇ２０是发达与新兴大国之间对话的平台，毋庸置疑，中国是Ｇ２０中最关

键的新兴成员，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投资、发展等领域均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

家之一，也是未来国际体系变迁最主要的变量来源之一，因而其作用和影响备受

关注。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处于低端和弱势环节，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经验亦相对不足，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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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跃度甚至不如印度、巴西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因而在Ｇ２０中的作用仍然具有

局限性。《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限制了中国参与全球性议

题讨论的能力。３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出席２１世纪理事会北

京会议时表示：“中国是二十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者、贡献者。”对中国在

Ｇ２０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进行分类界定和排序是较为客观的。但是，中国在Ｇ２０

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并未得到充分认识。Ｇ２０中的中国烙印至少有如下几

方面。

１．Ｇ２０总体框架

中国国家领导人参与历次峰会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关系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

重要演讲，这是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建构世界的重要尝试。但是，中国更直接的影

响在于自Ｇ２０诞生以来制定的基础框架和讨论的核心议题。有效的多边主义必

须以关键成员之间的有效合作为前提（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Ｇ２０关键成员之间的协调

仍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美关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正是在２００９年４

月Ｇ２０伦敦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双边会晤，共同商

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当年９月，Ｇ２０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第三次峰

会，确立了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框架”（ＳＳＢＧ），为后来Ｇ２０的发

展确立了核心使命，峰会结束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ＴｉｍｏｔｈｙＧｅｉｔｈｎｅｒ）在记者

招待会上表示，该框架正是以此前７月份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为

基础确立的。不过，在Ｇ２０推动世界经济平衡的议题上，中国与德国等少数几个

贸易盈余的国家一直面临较大的压力。特别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期间，Ｇ２０财长会

议就评估持久、大规模失衡的“参考性指南”（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进行谈判期

间，中国反对将经常账户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控制在４％以内的量化指标，

因而处于少数者的地位。不过，如今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其ＧＤＰ比重大幅下降

到３％以下，这一问题有所淡化。

２．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题影响

由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有限，资本项目

管制依然比较严格，金融部门未受到严重的直接冲击。因此，中国在参与Ｇ２０时

对西方讨论热烈的金融监管议题发声不多。但在落实Ｇ２０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

事项上亦因为起点本来就高而走在欧美前列，只是出于保护香港和澳门利益的考

虑，在伦敦峰会期间对经合组织拟推出的避税天堂黑名单提出了反对意见。不

过，中国新领导层的反腐行动使之成为Ｇ２０税收合作的重要支持方。相反，在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问题上，中国一直是最主要的推力之一。参

与相关议程的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使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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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大幅提高，是我国引导国际议题讨论的成功实践。”（金中夏

等２０１４）２００９年伦敦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呼

吁改革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王岐山副总理亦积

极撰文，表达中国立场，并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不过，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

鲁格曼则指出，与其说这是中国想挑战美元地位，不如说是在向国际社会发出的

求救信号（ＢＢＣ２００９）。

３．贸易与发展议题影响

中国是Ｇ２０框架内支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主要成员之一，不过２００８年

美国对多哈谈判彻底失去兴趣，中国亦回天乏力。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峰会前夕，中美之

间就《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容达成协议，有助于提振全球贸易体系。在Ｇ２０洛斯卡

沃斯峰会上，中国与印尼、印度一道推动Ｇ２０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

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新的增长点。（金中夏等２０１４）中国还在Ｇ２０框架下通过地

区议程推动全球贸易与发展议题。２０１４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峰会的

主办国，与今年的Ｇ２０主办国澳大利亚就两者议程的互动问题组织了专门研讨。

ＡＰＥＣ与Ｇ２０议程的联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２０１４年５月举行的ＡＰＥＣ贸

易部长会议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ＦＴＡＡＰ）进程，这实际上是复活１０年前加拿大

提出的目标，有利于促进美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ＴＰＰ）与东盟十国与中

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六国之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的融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在坦然接受ＴＰＰ之后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方

面的又一重要进步。二是ＡＰＥＣ促进地区互联互通的努力与Ｇ２０关于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增长的倡议不谋而合。在中国的倡议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

成立框架协议已经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签署，助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更广

泛的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此外，中

美气候协定的达成，对于全球气候谈判亦是重大利好。

４．推动金砖合作参与Ｇ２０议题协调

Ｇ２０推动了灵活性的次级协调机制的出现，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金砖国家

协调机制（ＢＲＩＣＳ），这代表了新兴大国引领的新南南合作势头。ＢＲＩＣＳ合作最

初由俄罗斯于２００６年发起，后来由部长级向首脑级升格，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

域扩展，４中国是积极的推动方。２０１４年，ＢＲＩＣＳ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库

宣告成立，标志着金砖务实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美国学者担心它妨碍美国

在Ｇ２０框架下开展灵活外交（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Ｇｏｗａｎ２０１１）。但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

济治理的若干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和立场，若能有效协调并真正实现“发展、伙

伴、包容、贡献”（杨洁勉２０１１），将有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促进对话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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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

但是，不容置疑，中国在Ｇ２０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仍具有明显的局限

性。归根结底，中国作为“全球性发展中大国”的复杂身份，即既具有全球性利益，

又受到国内转型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的约束，界定了其参与Ｇ２０及全球经济治理

时具有转型性、模糊性、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力量上的总量优势与结构弱势并存、

态度上的抱负与含糊并存的寓意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务实可行的方式

是，一方面，确保自身的转型发展成功，比如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峰会中，中国提交的改革

措施达１３４项，这将是Ｇ２０整体ＧＤＰ在未来５年内实现增长２％以上的最大贡献

方。另一方面，从地区议程入手，倒逼全球性机制改革，比如金砖合作与周边合

作。此外，中国可能难以直接领导全球性议程，比如“多哈回合”未能如外界期待

的那样成为“中国回合”。当然，中国倡议的任何新机制要真正促进全球性机制的

改革，必须真正促进互利共赢，在地区或跨地区意义上补充国际性公共产品的

不足。

78

１．如果将欧盟成员以及瑞士、挪威等欧洲小国视为一个整体，则Ｇ２０当初成立时的成员大体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２０位的经济体，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８５％左右。如今格局大体

相同，只有阿根廷被非成员国委内瑞拉超过。参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ＴｏｔａｌＧＤＰ１９９９，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２０１０”。

２．中共十八大报告原文如下：“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

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

３．“ＣｈｉｎａＳｌｏｗｌｙＧｒｏｗｓｉｎｔｏＩｔ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Ｒｏｌｅ，”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Ａｐｒｉｌ３，２００９．

４．ＢＲＩＣＳ领导人会议机制开始于２００９年，而此前他们便开始了联大框架下的外长会晤和

Ｇ２０财长会议下的财长会晤。可以认为，ＢＲＩＣＳ的升格与金融危机和Ｇ２０升格有着密切

关系。

9:;<
金中夏等（２０１４）：《中国与Ｇ２０：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中国经济出版社。

宋国友（２０１３）：《全球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国际金融治理》，载《国际观察》第２期。

吴建民（２００６）：《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载《外交评论》第

４期。

杨洁勉（２０１１）：《金砖国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机制建设》，载《当代世界》第５期。

历年Ｇ２０峰会成果文件。

ＢＢＣ（２００９）：《Ｇ２０峰会：中国的机会和挑战》，４月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ｏｖｉｓｉｏｎ．ｎｅｔ／ｐｏｒｔａｌ．

ｐｈｐ？ｍｏｄ＝ｖｉｅｗ＆ａｉｄ＝７８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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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Ｍｉｋｅ（２０１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Ｃｌｅａｒ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犔狅狑狔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犳狅狉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犾犻犮狔，Ａｐｒｉｌ．

Ｄｒｅｚｎ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Ｗ．（２０１２），“ＴｈｅＩｒｏｎｙ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ｒｋｅｄ，”犜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狅狀犉狅狉犲犻犵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Ｏｃｔｏｂ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ｌｏｗｌｙｇｒｏｗｓｉｎｔｏｉｔ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ｒｏｌｅ，”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Ａｐｒｉｌ３，２００９．

Ｇ２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

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Ｇｉｌｅｓ，Ｃｈｒｉｓ（２００９），“Ｇ２０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犜犻犿犲狊，Ａｐｒｉｌ３．

ＩＭＦ（２０１１），“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Ｇ２０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ｐｐ／ｅｎｇ／２０１１／０５１３１１．ｐｄｆ，ｐ．１１．

Ｊｏｎｅｓ，ＢｒｕｃｅＤ．，Ｇｏｗ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ｎｄＯＢｒｉｅｎ，Ｅｍｉｌｙ（２０１１），“ＴｈｅＧ８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ｏｆ

Ｂｌｏ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Ｌａｍｙ，Ｐａｓｃａｌ（２００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ｒｗｉｃｋ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ｎ１５Ｊｕ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ｔｈｅＷＴＯｗｅｂｓｉｔｅ．

Ｐｅｅｌ，Ｑｕｅｎｔｉｎ（２００９），“Ａｗｉｄｅｒ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ｏｖｉｅｗ，”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犜犻犿犲狊，Ａｐｒｉｌ５．

ＰｉｓａｎｉＦｅｒｒ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ＥＵＩＭＦ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Ｅｕｒｏａｒｅ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Ｅａｒ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ｒｕｅｇｅｌ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Ｔｈａｋｕｒ，Ｒａｍｅｓｈ，Ｗｅｉｓｓ，ＴｈｏｍａｓＧ．ａｎｄＲｕｇｇｉｅ，ＪｏｈｎＧｅｒａｒｄ（２０１０），犌犾狅犫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犪狀犱狋犺犲犝犖：犃狀犝狀犳犻狀犻狊犺犲犱犑狅狌狉狀犲狔，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ｏｍａｓ（２００９），“Ｔｏｗ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ｈｙＢｉｇｇｅｒ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Ｂｅｔｔｅｒ，”

犜犺犲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Ｊｕｌｙ，ｐｐ．１６３—１８０，１７６—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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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二十国集团

巴里·卡林

=>

中国能否继续崛起与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Ｇ２０）是否有效运作休戚相关。

过去五年，全球经济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其

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Ｇ２０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却不能有效发

挥其作用。虽然人们普遍认为２００９年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Ｇ２０峰会取得成

功，会议决策广受赞许，但Ｇ２０自２０１０年以来的表现，尤其是决策的落实一直差

强人意。

本文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Ｇ２０的有

效运行；其次，未来Ｇ２０能否适时应务、有效运行将主要取决于中国的领导。本文

将根据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评述中国作为未来Ｇ２０的领袖可有的作为，

并在结论部分提出具体的程序和实质变革的建议，可供中国借鉴。

"#4?@AB

世界公认中国已经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

第二，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

地、最大的生产国，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许多经济分析师预测，如以购买

力平价（ＰＰＰ）计算，到２０１７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

２０３０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１８．６％”（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３）。在德勤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中国稳居第一；德勤预测未来５年中国仍将独

占鳌头（２０１３年美国排名第三，预计到２０１８年将下滑至第五名）。１

中国要应对国内挑战，确保其经济增长率接近过去３０年的水平是关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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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将取决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２００８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中国的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下

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中国的出口需要客户，也即需要其他国家的经济持

续平衡发展。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陷入金融动荡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世界。中

国还需要Ｇ２０的贸易伙伴继续遏制保护主义。中国的经济要继续发展，Ｇ２０必须

成功地履行其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首要平台”的使命。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不

论是经济社会理事会，还是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都无法胜任协调各国宏观经济

政策、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工作。

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

国内石油增产）；到２０３５年，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将超过每天１３００万桶。美国能

源信息署（ＥＩＡ）预测，到２０３５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当前水平的近两倍。

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项研究预

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要满足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并避免因排放而引发冲突，就

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规则严明的全球市场。无人可以承受气候变化的后果，为

了应对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世界各国必将想方设法，以图扭转排放增加的趋势。

如果中国不积极组建多边应对机制，许多国家可能铤而走险，对中国的出口实施

非常规贸易限制。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内调整边境税，作为对高排放国

的惩罚。参与规则的制定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规则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少全球问题如果能够得到积极解决，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发展。在国际储

备货币、改进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等领

域，中国都有必须维护的具体利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遗留了不少问题，触发了大量关于水下资源开采的国际争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

制，友好解决与中国利益相关的诸多争议，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平解决争端可

消除不确定性，刺激投资。

Ｇ２０的有效运行对中国的持续增长非常重要。Ｇ２０是最有希望打破僵局，令

上述全球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的渠道。事实上，目前也别无其他的选择。

Ｇ２０CDEFGHIJKLM"#4NO

２００８年，Ｇ２０取代七国集团（Ｇ７）成为了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核心国际组织。

成立初期，Ｇ２０因为控制危机、协调宏观政策而广受好评。但过去四年其表现却

令人气馁。当前，各界普遍担忧Ｇ２０成效低下，这不无道理。Ｇ２０面临着日渐式

微的危险，但却没有明确可替代其有效管理全球风险，更遑论引导全球经济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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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组织。事实上，由于政府两党相持不下，美国更加重视Ｇ２０的前景渺茫；而在

欧洲，因为永无休止的欧元债务危机，狭隘的内倾思想占据了上风。因此，Ｇ２０未

来能否适时应务，主要看中国如何引导。

NO
在实质问题上，Ｇ２０主要的成功在于其２００９年协调各国共同推出的经济刺

激配套计划，在全球经济濒临萧条之际阻止了事态的恶化。各方普遍认同Ｇ２０在

此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Ｇ２０的干预，经济萧条将蔓延全球，后果不堪设

想。大部分观察家认为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值得肯定，但Ｇ２０关于影子银行、场

外衍生产品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行动时间表太过悠闲宽松，因此

受到多方批评。此外，Ｇ２０还因为多项承诺最终没有兑现（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配额制度改革和低效矿物燃料补贴）而饱受诟病。诊断其原因，显然是因为

群龙无首。美国因各方意见分歧而手脚被缚，且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韩国、墨

西哥、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等中等强国影响力不够。

Ｇ２０近年来的失败还包括在多哈回合等关键国际经济问题上，以及联合国气

候变化谈判进程问题上所发布的公报空洞无物。协调宏观经济行动（Ｎｅｗ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３）进展缓慢，部分人认为甚至是倒退。在发展方面，罕有重

要的具体承诺，只有大堆关于粮食安全、普惠金融和基础设施的空话。许多其他

全球治理的缺口不会自动填补。从各智库到《金融时报》到世界经济论坛，观察家

们都指出，Ｇ２０的可信度正在日益下降（Ｔｈｉｒｌ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KP
程序上，Ｇ２０的多个决定令人遗憾，对其工作的有效性和声誉产生了负面影

响。首先是屈从于非Ｇ２０国家的要求，同意它们参与Ｇ２０决策。这一决定很不

明智———２０个国家参与决策已经是决策委员会有效开展工作的极限。虽然不论

按何种标准看，欧洲在Ｇ２０初始成员国中的总体代表比例已经过高，但Ｇ２０的前

几任主席仍屈服于西班牙的抱怨，邀请其成为永久受邀国。２０１０年的主办国加拿

大和韩国还邀请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ＮＥＰＡＤ）、非洲联盟和东盟的主席参加

了会议。新加坡受邀担任全球治理组织（３Ｇ，由２８个非Ｇ２０国家组成的非正式

组织）的主席。近几届主办国利用特权擅自邀请邻国与会。澳大利亚计划邀请新

西兰参加２０１４年布里斯班峰会，２０国会议因此变成了２５国会议（也可说是２６

国，因为欧盟有两个席位）。尽管Ｇ２０千方百计提高合法性，但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的国家仍坚持不懈地施加压力。挪威的外交部长称“这个由２０个最重要的工业

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组织……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的‘最大

倒退’”（Ｓｔｒｅ２０１０）。然而，组织的规模越大，代表范围越广，其工作成效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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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第二个令人惋惜的程序决策是加拿大和韩国在担任Ｇ２０主席期间邀请

了国际组织参加峰会。现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都理所当然认为应该

得到与会的邀请。

第三个不幸的决策是Ｇ２０的主席制未能践行“三驾马车”的理念。“三驾马

车”的宗旨是通过轮流主办，前任主席国、候任主席国与现任主席国并驾齐驱，确

保没有常设秘书处的非正式组织也能够形成制度记忆，传承机构经验，保证工作

的连续性。

"#PQＧ２０NRSG4PQ

QRSTUV
“群龙无首”的“零国集团”对中国有害无益（ＢｒｅｍｍｅｒａｎｄＲｏｕｂｉｎｉ２０１１）。中

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在诸多全球问题（如全球经济合作、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上

拥有关键的影响力。然而，在外界眼中，中国一直秉持“低调”的外交政策，避开国

际领袖的角色，专注应对国内的挑战。

各界公认是邓小平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提出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韬

光养晦。

他的２４字格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

为）有多个英文版本，但通常表述为：

Ｏｂｓｅｒｖｅｃａｌｍｌｙ，ｓｅｃｕｒｅｏｕ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ａｌｍｌｙ，ｈｉｄｅｏｕ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ｂｉｄｅｏｕｒｔｉｍｅ，ｂｅｇｏｏｄａ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ｅｖｅｒ

ｃｌａｉｍ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２

这一常用的英文翻译被认为解释了中国低调收敛、在国际治理的探讨中总有

所保留的表现。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其外交箴言中之所以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是为

了防止政治上的招摇作风和对领导地位的炫耀，以免扛起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家

的大旗……。而英文翻译对其中的内涵概念不清，导致了意义混淆。例如有些人

将其翻译为“掩饰光芒，提倡（重视）隐匿”（ｈｉｄ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ｎｏｕｒｉｓｈ（ｏｒｃｈｅｒｉｓｈ）

ｏｂｓｃｕｒｉｔｙ），带有表里不一的含义。张清敏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在外交往来

中采取低调、谦逊的态度是一种“风格”而不是战略（Ｂｌｕｅｎ２０１１）３。

吴建民（Ｗ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２０１２）也认为现在常见的对邓小平的指导意见的解释是

翻译不当的结果。他认为这套指导方针应该翻译为“保持低调，等待时机，同时有

所作为”（ｋｅｅｐａ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ｂｉｄｅｏｕｒｔｉｍｅ，ｗｈｉｌｅａｌｓｏ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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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他解释道：

所谓保持低调，指应该谦虚、谨慎，而不是傲慢自满。国家就和个人一

样，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而不是盛气凌人，四处树敌。

保持低调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解决好中国的国内事务对中国人民和

世界都有利。

保持低调、谦虚谨慎也意味着摒弃大国的姿态和行事作风，平等对待所

有国家，这正是中国外交的王牌。

“赞成中国摒弃韬光养晦政策的人提出，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经

济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应该在外交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坦言自己的意见。”

（Ｔｙｌｅｒ２０１３）布雷默的表述很精辟：“外界，尤其是美国，都在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

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它们大声地许愿，希望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来

自世界各地区的国家和企业的投资，中国会越来越有全球合作伙伴的行为风范，

以和平和可预测性为先。”（Ｂｒｅｍｍｅｒ２０１３）

WX<YZ[\
当今的中国已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大相径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

济总量已经增长了１０倍；虽然几度经历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仍然保持了年均８％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近年来，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取代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亿

万富翁第二多的国家。”（Ｆａｃｔｏｒ２０１０）

皮尔曼（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ｅａｒｌｍａｎ）在报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时写道：“分析家

们认为，人们对２００９年的记忆将是中国放弃其低调外交，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与其全球经济势力相匹配的威力的一年。”在此次大会中，中国扮演了关键的角

色。皮尔曼还在文中提到，有评论认为西方普遍欢迎并鼓励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

所表现出的发挥世界领导者作用的意愿。

在近期一篇文章中，王逸舟写道：“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全球意识与其前任有

所不同———他们更为自信，更有雄心，也更敢于开拓。”（Ｗａｎｇ２０１３）他引用了习近

平的话：“本届领导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的伟大使命。”他指出，除了

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安全之外，中国梦的第三个目标是“作为新兴大国，为东亚的

和平和繁荣以及全球发展作出贡献……，突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角

色……，致力于推动更合理、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从而赢得世界更多的尊重”。

王逸舟开出的处方是沿循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抗而不战，和而不同”，“灵活

机智地平衡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他建议尽力在“按照国际惯例解决问题和提供

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物品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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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所有成员在全球经济中都拥有共同的自身利益和投资。泰勒（Ｍｅｌｉｓｓａ

ＣｏｎｌｅｙＴｙｌｅｒ）在报道２０１３年９月在上海召开的某次大会时指出：“中方代表的措

词令人欣慰，如‘摆脱零和思维’、‘摒弃冷战思维’，‘逐步加强合作’，建设‘和谐、

繁荣的世界’。”（Ｔｙｌｅｒ２０１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２０１３年９月为理解中国的外交思想提供了一个权威

的诠释。４细读该文可以发现几项令人鼓舞的内容：

● 党中央……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对外行

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 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

行互利共赢的战略。

● 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高度重视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

● 金砖国家机制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入强劲

动力。

● 中国外交呈现出理念丰富、重点突出、立场坚定、策略灵活、风格鲜明等

特点。

● 合作共赢，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

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 内外兼顾，统筹协调。

也许杨洁篪的讲稿中最鼓舞人心的是：“优化外交布局，更好发挥首脑外交引

领作用，大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的发展，加大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利合

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Ｙａｎｇ２０１３）

"#NOT4Ｇ２０4UVW

毋庸置疑，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内稳定，保持发展的势头。事实上，这些

也正是Ｇ２０其他成员国的第一要务。而成为Ｇ２０的领袖有助于开展相关工作。

有评论称，中国正在寻求“通过长期的调和、谈判、建立共识来推动变革。Ｇ２０是

建立必要关系最理想的平台。……Ｇ２０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得到平

等代表的多边论坛，各成员国意气相投，中国可借助这一平台建立、发展与其他大

国的关系，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寻求自身利益，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步改变和长

期变革。这对中国百利而无一害”（Ｔｙｌｅｒ２０１３）。

中国有望在２０１６年担任Ｇ２０轮值主席（２０１４年为澳大利亚，２０１５年为土耳

其）。本文撰写之时，尚未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５中国任Ｇ２０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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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帮助Ｇ２０脱离日渐式微的困境，推动多个共赢的实质行动。然而，要获得

成效，首先必须改变Ｇ２０的工作方法。

KP$%

Ｇ２０的工作流程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三驾马车”制度被边缘化、国际组

织过度参与、秘书处缺位以及过度倾向于安抚外围对话、透明度和问责的要求。

中国担任主席期间应充分利用主席国享有的特权，重新设计Ｇ２０非正式的体

制框架和职能，而非被动地接受现状。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邀请美国和另一个大

国共同组建“管理署”或执行委员会，落实“三驾马车”制度，形成一个能有效处理

问题，做实事的核心小组。纳伊姆（ＭｏｉｓｅｓＮａｉｍ）建议“放弃让地球上近２００个国

家众口一词的想法。我们应该放弃徒劳的追求，而支持少边主义这一新思路”

（Ｎａｉｍ２００９）。由五个国家组成核心机构可确保工作有效开展。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

莫斯科召开的事务协调人会议与会者达１００多人———唯一结果便是会议陷入瘫

痪。管理署的会议应对Ｇ２０其他事务协调人开放，但具体工作由五个正式成员国

负责落实。

第二项改革措施应该是废弃国际组织参与Ｇ２０事务协调人会议的规定———

可选择邀请国际组织在会前提交想法和建议；也可设立类似于工商峰会（Ｂ２０）的

国际组织峰会（ＩＯ２０），作为国际组织聚首探讨想法，向事务协调人会议提交其一

致意见的平台。

第三项改革是停止邀请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作为受邀国参加会议。近几届

Ｇ２０峰会上与会者超过５０人———所谓“峰会”大打折扣。首脑会议从最初Ｇ７峰

会的亲密对话降格为乱哄哄的大会场，认真参会的人寥寥无几，其重要性反而亚

于本属于配角的双边会议。

为外围对话所投入的时间和资源，不论是为了收集想法还是报告结果，都已

经超出正常的比例。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人们预期之高，根本无法实现。

熟语常云：“重点太多等于没有重点。”因此，第四项改革应该是大刀阔斧地削减外

围对话，例如仅限于在接任轮值主席后前期召开一次大规模的“达沃斯”型大会。

尽管每次峰会的主办国都宣布要回归根本，专注讨论全球经济增长、金融稳

定、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等核心重点，但每次会议都会出现议程的蠕变。例如，

２０１０年，尽管尹三康警告“不要在会上增加气候变化等重量级问题，防止会议效果

被削弱”，但韩国仍在议程表上添加了“发展”的议题。中国可在任主席期间推进

第五项改革，落实以下建议，即任何提出讨论新议题的国家应以书面方式解释问

题的关键缺口所在，Ｇ２０如何提供有意义的政治指引、推进问题的解决，以及关于

Ｇ２０参与的“日落条款”等（ＵＳ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ｏｎＧ２０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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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没有常设秘书处，因此无法确保机构经验的传承和体制的连续性，这是

Ｇ２０会前筹备和会后跟进流程中一个明显的缺陷。大部分成员国坚持Ｇ２０应该

保持其由首脑国家控制的非正式组织的形式，反对成立正式的秘书处。２０１０年，

就在法国接任Ｇ２０主席之前，法国总统萨科奇提议成立秘书处，以便监督会议决

策的执行。６成立秘书处的呼吁从未间断，例如，近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呼吁

“二十国集团设立常设秘书处，执行峰会上达成的决议，给予新兴国家更大的发言

权”，以弥补Ｇ２０的这一缺陷。７

要保持连续性，设立“非正式秘书处”大有可为。在外交上，“非正式文件”指

非正式提供的审议文件，没有明确的来源、标题或署名。这些文件不具有约束力，

仅作辅助推进谈判而用。中国可开展的第六项改革即设立Ｇ２０“非正式秘书处”，

长期负责峰会的筹备工作。秘书处可轮流驻于轮值主席国。为确保首脑国保留

控制权，秘书处工作人员由“三驾马车”国家的政府官员担任，薪资由其政府支付。

其他国家政府可在相同条件下派驻人员。秘书处可由“三驾马车”国家的事务协

调人管理。２０１３年９月，金砖五国（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宣布将“在几

个月内设立虚拟秘书处，以便更好地协调成员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Ｂｒｉｃｓｐｏｓｔ

２０１３）。

]^NO1_(.!`ab
中国积极履行Ｇ２０主席的职责，可抢占先机，影响全球规则的制定，同时提升

Ｇ２０的工作成效。２０１５年，中国将作为下任主席国和时任主席国土耳其以及

２０１４年的主席国澳大利亚一起成为Ｇ２０的“三驾马车”。中国可以此为起点，启

动相关工作，为２０１６年Ｇ２０的决策奠定基础。例如，中国可以决定重新审议关于

放缓赋予金融稳定理事会基于条约的法人人格权和财政自治权的建议，强化国际

金融体系。８其次，改进国际经济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此外，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和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问题上需要援手；２０１５年，两者的谈判进程皆可能因各方

意见分歧而破裂，联合国对外界支持的需求将更为凸显。或者中国也可选择全球

治理中的其他问题，如贸易体系或互联网治理，为工作重点。

Ｇ２０尚未采取行动缓减与影子银行相关的潜在系统风险，包括对正规银行体

系的溢出效应、货币式基金的“挤兑”风险、与证券化相关的激励倒错等。场外衍生

产品的监管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构想２０２０年金融稳定理事会理想的权力、

资源和治理架构并绘制Ｇ２０实现该构想的路线图可以成为中国的标志性倡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覆车在即。年复一年，谈判代表们粉饰太平，声

称谈判成效显著，然后再约来年继续谈判。戴维·维克多（ＤａｖｉｄＶｉｃｔｏｒ）认为，只

有建立一套“类似于詹姆斯·麦迪逊在美国宪法中所采纳的无序的联邦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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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制度，各国、各地区和各企业不拘一格，“各显其能，快慢并行”地打造气候政

策的全球联邦体制，才有可能取得进展（Ｖｉｃｔｏｒ，ＨｏｕｓｅａｎｄＪｏｙ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初，人们将发现谈判将再一次错过最后期限，关于排放目标和资金转移的协议达

成无望。世界将迫切需要中国的引导。

中国可以倡导一些自下而上的行动，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有建设性的应对方

案，例如成立一个全球性的研究和发展联盟，其成果完全开放，没有许可和专利的

束缚。联盟的组织结构可参照国际空间站或大型强子对撞机；或者组建一个研究

机构合作网络，由机构所在国提供资金支持。９再如推进高排放生产工艺的标准

制定。

当前的政府间谈判不太可能形成继千年发展目标后新的共识。候选的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目标不胜枚举，达成协议遥遥无期。各特殊利益集团侧重不一：消除贫

困；就业；粮食安全；水资源；健康；教育；可持续性；电力、交通、金融和通信设施的

普及；恢复能力；和平与安全、民主治理、法治、性别平等和人权等。中国可以编制

一份周密的文件，阐述上述目标间内在的联系，同时兼容可持续发展三方面的内

容。中国可以提出一个统一的框架和一套共同目标；该框架和目标应适用于所有

国家，同时兼顾各国国情，尊重各国的政策和工作重点。谈判眼见将陷入僵局，如

果中国能够找到一条合宜、共赢的道路，在Ｇ２０支持下行联合国之所不能，带领世

界走出困境，实为各方所乐见。

XY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持续经济增长需要全球的稳定和法治。经济格局变幻莫

测。随着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和跨境效应日益彰显。局限于国境之内的监管不再

奏效。游戏规则需要与时俱进。Ｇ２０被指定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但却漫无目的

地随波逐流，美国不再引领多边体系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一个原因。

中国可以在“三驾马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执行委员会，合理安排国际

组织参与、非Ｇ２０参会和外围对话，严格管理会议议程，建立“非正式秘书处”，从

而为Ｇ２０的工作程序重新注入能量。

中国可以激发动能，填补全球治理的关键缺口，打破多边谈判进程的僵局。

金融行业监管危机爆发，气候变化谈判有待实际的行动，各方仍在探索继千年发

展目标后２０１５年后的新范式，这些都是绝佳的契机。

现在是Ｇ２０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时候了。中国在保持谦虚谨慎的同时，可

以利用Ｇ２０主席公认的特权引领Ｇ２０，推行创新的解决方案，为所有国家谋福利，

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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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该指数为根据对全球５５０位制造企业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编制而成。

２．例如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ｄｅｃａｄ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７５１９４＃ｉｘｚｚ２ｎＺＲ４ｌｄＰ６。

３．见对北京大学教授张清敏在ＴｈｉｎｋｉｎＣｈｉｎａ活动上关于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是否仍然适

用这一话题发表的演讲。

４．杨洁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５．参见Ｃａｒｉｎ（２０１０）有关２０国集团轮值主席制度的论述。

６．参见ｈｔｔｐ：／／ｅｎ．ｔｒｅｎｄ．ａｚ／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１７４０８８４．ｈｔｍｌ．

７．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ｘｉｖｉｓｉｔｃｅｎｔｅｒａｓｉａ／２０１３０９／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

６９５０９３９．ｈｔｍ．　

８．按照瑞士法律，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法律身份为协会。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１２０６１９ｃ．ｐｄｆ。

９．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其目标包括减少农村贫困、加强粮食安全。小组共由全球１５

个专业从事农业发展知识、技术和政策的研究及传播的研究中心组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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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巨大的成功抑或令人失望的失败？

黑里贝特·迪特尔

)* =>

１９９９年，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以财长会议形式成立。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后，Ｇ２０财长升级为首脑会议。值得赞扬的是，Ｇ２０在次贷危机中的危机管理很

成功，有效协调了各方行动，从而避免了保护主义，保持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一致

性。然而，Ｇ２０尚未能够成为危机防范的主体：不论是贸易还是金融，Ｇ２０都未能

取得切实的成效。

在金融方面，Ｇ２０一开始雄心勃勃，计划重新制定全方位的金融行业监管体

系。最初几届峰会给人的印象是Ｇ２０成员将共同制定通用的规章制度。规则在

超国家层面协商，然后由成员国负责国家层面的落实。然而，这一构想并未实现。

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背离了建立全球通用金融规则的初衷。例如，华盛

顿不再愿意接受“母国监管”的原则，要求外资银行设立正规子公司，且资本必须

达到充足标准。因此，美国实际奉行的是“东道国监管”原则。这一原则有其可取

之处，但却导致了金融监管的割裂。

大部分分析家对Ｇ２０未能出台全球通行的金融规则深感失望，但我的观点与

此类主流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目前的监管态势带来的是机会而不是问题。金

融监管的多元化以及华威委员会（Ｗａｒｗｉｃｋ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９）所指出的“不公平

的竞争环境”的裨益将被强化，而非削弱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性。金融监管

应该且必将主要属于主权国家的权力范围。１

与此相反，多边贸易机制未能取得进展，暴露了国际合作的欠缺。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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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监管规则可继续为上亿人创造意义更大的福祉。当前，优惠贸易协定主导了

贸易谈判，但这些协定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简言之，Ｇ２０应推动贸易全球

性规则的制定，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同时接受各国的金融规则。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成员皆口头上承诺要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但事实

上，为了追求优惠贸易协定，多哈回合却被打入了冷宫。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签订的《巴

厘岛协议》也未能改变局势。巴厘岛会议回避了所有关键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只

涉及“唾手便可解决”的事项。《金融时报》认为，巴厘岛会议可以说只不过是一场

短暂的热闹狂欢，它绝不代表多边机制的复兴。

然而，各国决策者和监管者却往往放任金融行业成为辩论的主题，且各行其

是。金融行业的巨大影响，导致政府对市场经济甚至民主这一理念的支持日益减

弱。各国都亲身体验了因为金融行业监管不力而强加给纳税人的重大负担。金

融行业如放任自流，将给社会造成高昂的成本。冰岛、瑞士、英国和美国都是先

例。要降低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把监管责任重新纳入国家政治范畴，就必须寻

找国家或区域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全球性的金融监管。

本章第二部分对历史上几次危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危机之所

以日益频繁，且日趋严重，资本流动限制的全面解除和金融的全球化是其中重要

的原因。第三部分将阐述对金融进行经济监管的“结构性局限”。

%* Z[\]^Z[_`a4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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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来看，制定全球性的金融标准并没有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例

如，《巴塞尔协议Ⅱ》（ＢａｓｅｌⅡ）未能阻止近期两大危机———次贷危机和欧洲危

机的爆发。事实上，设计不合理的规则反而给危机火上加油。例如，虽然《巴塞

尔协议Ⅱ》要求银行根据预先确定的风险标准提取准备金，但却没有考虑到市

场恐慌时流动性的需求。因此，自２００８年９月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即使偿付能

力充足的银行也因为市场崩溃，无法出售资产而陷入了流动性紧缺的困局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０：８１）。

此外，《巴塞尔协议Ⅱ》关于住房抵押贷款的规定相当宽容。２００７年之前，购

房贷款业务风险较低，在各国监管部门的假设中，大中型企业贷款风险更高。《巴

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ＢａｓｅｌⅢ）旨在制定一套能够确保全球公平竞争

环境的规则，但问题在于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采用的是相同的，或至少类似的策略。

英格兰银行的安德鲁·霍尔丹（ＡｎｄｒｅｗＨａｌｄａｎｅ）认为，同质化的策略放大了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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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竞争环境导致所有人在同一时间用同一颗球玩同一个游戏。金融

行业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这些渠道日益同质化，金融成为了单作，其后果就是金

融体系和之前的动植物及海洋一样，抗病能力日益削弱（Ｈａｌｄａｎｅ２００９：１８）。

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美国危机爆发前监管的各种问题，但对未来哪条才是

合适的监管道路，相关探讨还太少。每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决策者总是信誓旦旦

这次必定要彻底解决问题。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人们总认为“更好的”监管

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这种想法和金融危机一样在所难免。卡门·雷恩哈特

（ＣａｒｍｅｎＲｅｉｎｈａｒｔ）和肯尼斯·罗格夫（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９）在其经典著作《这

次不一样》中指出：金融市场总是存在重复狂妄自负的规律。但这种过度自信的

心态不仅限于市场参与者，监管者同样也受到了感染。新规则出台时，人们满怀

希望，相信这次一定与以往不同，但在激动情绪过后，金融行业照旧成功找到了规

避监管的新对策。Ｇ２０的新监管规定也难逃此命运。

市场一再重蹈覆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金融监管的定义决定了监管必须

依据历史经验而行。改革实际上亡羊补牢。新的监管规则一如既往未能预料金

融的新发展，或总被金融创新先发制人。所谓金融“创新”的实际裨益往往不得而

知，但新的金融工具确实给监管者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监管者通常不能承担起相

应的责任。

其次，全球性的规则可能遭到金融业游说群体的诋毁，事实也经常如此。银

行家们一次次向决策者施压，成功地迫使他们同意了戈登·布朗（ＧｏｒｄｏｎＢｒｏｗｎ）

所称的、众人熟知的“宽松监管”。金融行业的游说工作颇有成效，决策者们竞相

下调监管的底线，对错失机会，业务被其他国家夺走的担忧主导（误导）了政策走

势。游说者们最常用的战术就是呼吁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其论点是，如果其

他国家（至少其他Ｇ２０成员国）不实行同样的规则，国内任何严格监管的措施都将

削弱该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

当然，利用这种言论的不仅是金融行业，决策者也经常把银行的利益置于社

会利益之上，发表类似的言辞。简言之，华尔街主导了舆论，后果却由普罗大众来

承担。无约束金融的受益者“俘虏”了决策者的“认知”，左右了他们的逻辑。

有人认为，全球化———狭义定义为通过降低贸易和金融的壁垒增加国与国之

间的经济交易———缩小了各国的政策空间。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性与日俱增，迫

使决策者放松对经济的管控，减少监管限制，例如，放开资本流动是不可避免的趋

势，且绝对必须放开。套用撒切尔夫人的话，除了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外，

别无选择。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取缔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开始奉行新古典主义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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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情况下，放开资本流动的决策都未经政治讨论，遑论更广泛的民主辩

论了。

在欧盟，自由资本流动的支持者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欧洲一体化得到了普遍

的政治支持，货物、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混为一谈。西班牙和爱尔兰等经

济体加入了经济和货币联盟，但却不具备防御不受欢迎的外来资本冲击的能力。

结果，两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高企，当局面对房地产市场过热却束手无策。

以西班牙为例。在摆脱多年的威权统治约１０年后，西班牙加入了欧盟。在

其１９９９年加入欧元区前，西班牙监管部门可以很好地把控金融行业的发展。但

加入欧元区（名义和实际利率因而大幅下跌）加上无约束的资本流动导致了房地

产价格不可持续的暴涨。流入西班牙的资本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位。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期间，西班牙的经常项目赤字———反映了资本流入的规模———达到ＧＤＰ的

９％—１０％（ＯＥＣＤ２０１１）。显而易见，此量级的资本流入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

都是风险，而西班牙的决策者局限于欧元区和新古典主义偏见，被迫坐视事态脱

离控制而一筹莫展。当然，在房地产繁荣期，西班牙的决策也充分展现了自以为

是、刚愎自用的特征。

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欧洲危机暴露了多边规则的缺陷。因为加入了欧元区，成员国

在面对信贷膨胀时往往无计可施。在爱尔兰和西班牙，房地产泡沫已非常明显，

但当局却无能为力。他们没有可用的工具：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统一设定了

欧元区的利率，而且欧盟的规定禁止采取其他稳健的限制措施。西班牙和爱尔兰

都无法放缓外资的流入，房地产市场暴涨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因为禁止对流入资

本征税，同时不能采取其他类型的限制措施，西班牙和爱尔兰不得不承担市场严

重失效的风险。虽然西班牙政府试图收紧对国内银行的监管，但结果也不尽如人

意：在欧元区其他国家借贷从而绕过国内规则相对来说并不困难，而且甚至不会

产生汇率风险。

（&）opqrn#.\*
然而，需要完全放开资本流动的说法其实仅反映了少数人的利益。跨国经营

的金融机构一直在热切地推动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早在１９９８年杰格迪士·

巴格瓦蒂（ＪａｇｄｉｓｈＢｈａｇｗａｔｉ）就指出：

显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是为其自身利益考虑，因为

资本自由流动的唯一结果便是放大了谋利的空间（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９８：１１）。

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资本流动的限制问题无关紧要。除了度假及偶尔因为

侄子生日需要转账汇款以外，跨境资本流动对普罗大众的生活并无影响。汇率稳

定与否更为重要。汇率的波动对经济所有涉及出口或与进口竞争的板块都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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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罗伯特·蒙代尔（ＲｏｂｅｒｔＭｕｎｄｅｌｌ）在１９６３年提出了货币政策中不相容的三

位一体。我认为近年来的政策反映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受益者的政治势力日益强

大，其代价是牺牲稳定汇率受益者的利益。

大体而言，蒙代尔认为，货币政策的三个目标（稳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国内

货币政策独立）同时只能实现两个（详见Ｍｕｎｄｅｌｌ１９６３；关于汇率政策三位一体的

探讨详见Ｏｂｓｔ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在民主社会，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

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提高或降低利率的能力）不可或缺。２因此，要做的政治选

择很简单：资本自由流动和稳定汇率两者选其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资本

流动受到管制，反映了当时金融行业处于弱势，以及制造业相对较高的地位。当

前资本自由流动观点占据了上风，清楚地表明金融行业已重新夺回“大萧条”前的

强势地位，再次压制了国内的决策者。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资本流入对国家经济的效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资本流动

普遍受到管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贫穷一方。该观点

认为，资本将从资本充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主要为发展中经济体）。３

为什么是如此呢？上述观点的依据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的根本观

点是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处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因此，市场会意识到相较于

成熟的发达市场，资本在发展中经济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的确，部分资本已

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资本更多是从较贫穷国家向上流往

美国。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不同类型的外来资本其效用也大相径庭。艾森曼、京

加拉克和帕克（Ａｉｚｅｎｍａｎ，ＪｉｎｊａｒａｋａｎｄＰａｒｋ）对两个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约１００个国家的外来资本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的确证明了外

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但没有证据显示组合投资和短期债务有同样

的效果。后者甚至可能对增长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动荡期间（Ａｉｚｅｎ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１８）。

时至今日，显而易见，因为缺乏限制资本流动的意愿，那些没有考虑资本流动

负面效应的国家遭到了严重的惩罚。毋庸置疑，这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学的

失败。决策者必须考虑、维护广大社会，而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利益。

（+）s"\.tuvwx[y
社会偶尔会给人以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已习以为常的印象。海曼·

明斯基（ＨｙｍａｎＭｉｎｓｋｙ）在１９７７年（当时危机也时有爆发，但频率、严重程度远低

于今天）提出，金融危机是系统性事件，并非偶然（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７７：１０）。他的核心观

点是经济的繁荣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预期。在繁荣期，标准会发生改变，

风险也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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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盛转为投机性繁荣的倾向是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的不稳定性（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７：１３）。

明斯基仅代表了少数人的意见，主流的新古典主义者对这一观点不屑一顾。

他们仍然坚信金融市场是与众不同，是理性的，能够有效地处理信息。与此相反，

明斯基认为金融稳定不可能实现：

金融不稳定假说中有一个理论对为何资本主义经济的内生金融结构容

易发生金融危机，以及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期，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为何会

引发金融危机作出了解释（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７７：１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他的呼吁

在当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主张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社会”，扼制企业和银行

家参与投机的倾向（Ｉｂｉｄ．：１６）。不过，他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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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多年来，在关于金融监管的辩论中，主流观点认为全球性规则———且仅有

全球性规则———才能令金融体系更安全、更稳定。对此我并不认同：我更倾向于

因地制宜的国家及／或区域层面的解决方案，形成百纳型的监管格局。虽然这种

方法并不能自动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可缓减动荡的冲击，因为，正如生物学告

诉我们的，多样性有助于复杂体系的稳定，而单一化则会导致甚至加剧冲击。

当然，如果监管部门和学术观察家们能够发现未来风险（事实并非如此），那

么多元化监管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然而，多次金融危机证明，虽然人们普遍假

设监管当局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但结果却依然是狂妄自大和动

荡。全球性的规则可能最终导致全球性的危机。没有证据显示，我们预测未来风

险的能力已经成熟到靠实施全球性的金融标准便可控制风险。

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执行总监安德鲁·霍尔丹对金融体系的诠释是“复杂的

自适应体系”（Ｈａｌｄａｎｅ２００９：３）。他提出了影响金融网络稳定性的四个机制：连

通性、反馈、不确定性和创新（Ｉｂｉｄ．：８）。这四个机制都有可能导致迄今稳定运行

的体系失衡。

金融市场参与者间的联系———在跨境资本流动的推动下———千丝万缕，可以

缓减冲击，但仅限于一定范围。一旦超过“难以预测”的临界点，这种连通性便会

转化为传播源：

但是如果超过了一定范围，这一体系便可能倒转，现出其反面刀刃。随

着损失的转移，连通性放大了，而不是削弱了冲击。这一体系非但没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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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保，反而互相火上浇油。［……］即使微不足道的消息也足以引爆整个体系

（Ｉｂｉｄ．：９）。

无数的实例已经证明了连通的两面性。一开始良性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跨境

资金流突然从相对低价的资金来源变成了无法控制的负债。例如，在１９９７年危

机爆发前，外来资金多年来似乎造福了不少亚洲国家，但局势逆转，却成了祸患。

霍尔丹借助流行病学对反馈进行了定义。危机或疾病传播的速度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认知。他们的观点“构建”了危机。因此，市场参与者对危

机的反应决定了传播的速度（Ｉｂｉｄ．：１２）。

霍尔丹在分析中提出的第三个要素是不确定性。网络式体系形成了追索权

连锁。在繁荣期，对手方风险往往被忽略，为不确定性埋下了伏笔。连锁终点是

麦道夫还是巴菲特呢？（Ｉｂｉｄ．：１４）

现代金融在隐藏对手方风险上当然也不遗余力，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

性。其中，场外衍生产品（本质上为在监管部门或其他市场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交易双方私下达成的合约）的普遍使用是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在雷曼兄弟崩

盘后第二天，当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ＡＩＧ）的信用违约互换（ＣＤＳ）

的总敞口公之于世时，各方（包括美国政府）都大为震惊。霍尔丹认为，“对手方风

险不仅不知，事实上是几乎不可知”（Ｉｂｉｄ．：１４）。

此外，“创新”也是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或脆弱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必须严

格区分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创新。金融领域的创新通常意味着复杂度提高，透

明度降低。其实，不论何种金融创新，其效用都还有待证明。以导致美国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金融危机的部分“创新”为例。其中一个尤为晦涩难解、危险的工具是“双层

担保债务抵押债券”（ＣＤＯ２）。ＣＤＯ２的投资者要理解这个产品，得先阅读十亿页

以上的相关资料（Ｉｂｉｄ．：１６）。

鉴于上文所述，我建议以不可知论对待银行监管问题。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未

来发展的风险在哪里；即便推行了严格的规则，金融行业也总能找到创新的方式

规避监管。

（&）|}c'
当前各方普遍强调全球性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我的建议与此完全相反。具体

原因和建议如下。近几十年的金融危机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首先，大部分金融

创新不过是现代的炼金术，伪装可以通过金融工程点石为金。有时的确可以，但

仅仅是短期的获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仅有有限的少数人可从中受益。金融创新

未能从实质上改善投资环境，因此并不能创造更高的福祉。此外，正如次贷危机

所暴露的，金融行业部分人在危机前积累了丰厚的利益，最终却是由纳税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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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晚期以来，跨境资本流动的增加并未能提高金融体系的

可持续性，反而打开了金融震荡扩散的新通道。

第三，审慎监管的尝试总会遭到金融行业强大游说势力的反对，其中不乏学

术界的经济学家们的支持，因为他们个人也是其政策建议的受益者。加强金融监

管的建议总是遭到各种讨伐，历史证明了今天的世界也并无不同。

我们建议进一步细分金融市场，这有哪些裨益呢？例如，必须向国内受众解

释的金融创新得到的支持往往较弱。我建议把金融监管重新纳入国家政体范畴。

因为各国必须承担金融行业监管失效的后果，因此应该由国家直接负责监管的

流程。

此外，市场的割裂有助于扼制金融危机的蔓延。除了因为受影响经济体的需

求减少而受到冲击以外，一个国家的危机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危

机依然会发生，但更多是孤立的事件。

简言之，我要特别强调的是２００９年华威委员会的建议。他们建议应从母国

监管转为东道国监管，这一建议已得到部分评论人士（例如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０：８７）的

支持。只要各经济体商业周期仍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国家监管就一定比全球统一

监管更能保证稳定性。

我建议提高监管的多样性，其中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与２００９年华威国际金

融改革委员会建议一样，我建议放弃母国监管的原则，推行东道国监管，即监管者

可要求国内和国际银行达到本国最低资本要求，防范在该国的风险（Ｗａｒｗｉｃｋ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９：８）。向国家监管转移将提高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开展活动的难

度，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在这方面，我赞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

点：“最重要的是，金融应该主要是各国的事务”（Ｋｅｙｎｅｓ１９３３：７５８）。毋庸置疑，

这一策略也将对欧盟产生影响。至少，欧盟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情况施行不同的

银行监管规则。

}* XY

我建议放弃通过制定全球性规则来提高金融的安全性，可能有人会把这一建

议解读为反全球化的一种手段———但并非如此。准确地说，根据前文所述，我认

为有充分的理由明确区分贸易的全球性规则和金融的全球性规则。我坚定支持

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如杰格迪士·巴格瓦蒂在１９９８年指出的，在亚洲金融危

机后，小部件的贸易和货币的交易已泾渭分明（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９８）。

资本自由流动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迄今仍未得到证实；与此相反，贸易经济学

家们已反复证明了放宽贸易管制所带来的裨益。虽然贸易可能对部分人群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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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可能这一说法有些以偏概全，但可以说最贫穷的国家往往

是那些依然奉行保护主义，阻碍自由贸易在本国推行的国家。此外，发达的工业

化国家也是受益者。如果贸易大幅缩减，消费者就无法享受到丰富的商品和服

务。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自由的贸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全球性的贸易规则仍然是最佳选择，这也已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自由贸易

体制并非完美无缺，但总体而言，上亿人因为这一体制而摆脱了绝对贫困。没

有相对开放的贸易体制，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速度不会如此之快。此

外，Ｇ２０应该承认这些事实，不应继续允许少数国家（世界贸易组织１５９个成员中

不到５个）阻碍多哈回合谈判的完成。

Ｇ２０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功地控制了危机的深化，

避免了全球经济陷入萧条、保护主义和政治关系紧张的困境。这些的确都是重要

的成就。然而，Ｇ２０可以做的不仅于此。

Ｇ２０尤其应该终止对全球贸易体制的破坏。所有的大国，包括中国，都有义

务维护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监管核心的地位。新兴市场，同样包括中国，一直

是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建设性作用的成员。毋庸置疑，争端一直并将继续存在，但

争端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解决。所有大国应利用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Ｇ２０

峰会，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复兴。我知道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ＴＴＩＰ）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上已经投入不少政治资本，但

是，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能重新提上议程，那么将出现多套体制并驱争先的局面，

这一结果绝对不容乐观。美国，一定程度上还有欧洲国家塑造了二战后新的治理

架构，在这一架构下发展起来的国家将另谋出路。世界可能会重新陷入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局面：厚此薄彼，排挤对手，国际关系毫无合作可言。

中国无疑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但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上暂时还未

提出重大建议。不论是贸易还是金融，中国一直采取了防御性的姿态，没有提出

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中国受制于美国及其盟国创建的经济秩序，但对建立与之抗

衡的新体制并未表示出迫切的兴趣。贸易上，中国一如既往支持多边秩序，而且

与欧盟和美国相反，并未与其他大经济体商谈超大区域型的贸易协定。金融上，

许多中国的观察家批判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北京方面并未，至少尚未试图成为

美国货币的竞争对手。

然而，鉴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是不够的。当然，

中国过去的一些决策对其决定议程的能力有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未能在

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达成气候协议对于全球治理以及美国这样的国

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都是一大挫折。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个要全面考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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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象的问题。许多领导人和观察家，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北京连对推

动经合发组织国家间达成协议都犹豫不决，令人对中国在２１世纪全球治理架构

的立场产生了疑问。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很多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正是中国的

领导人在２０世纪末所推动的。有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寻求的是狭隘

的政治目标。当然，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策略也并无不同，但２００９年前的中国

似乎更为和善。

然而，即使中国有此意愿，也不可能减弱全球治理当前所面临的逆风。但是，

Ｇ２０的策略可以，且应该逆转。与Ｇ２０当前策略相反，我提倡贸易规则的全球化，

但是金融的监管规则应国家化或区域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可对资本流动进行征

税，从而为国家组织提供必要的“政体空间”制定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金融行

业，在经常与华尔街亲密无间的学术界经济学家们的支持下，必将提出对跨境资

本征税是邪恶的。这其实不足为奇：远在次贷危机和欧洲各色危机爆发前巴格瓦

蒂就已指出：

尽管证据已经暴露了资本自由流动内在的风险，但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

为谋私利，依然假设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才是完美的世界［……］。现在，应

该由赞成放开资本的人，而不是反对者承担举证责任了（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９８：１２）。

至少，全球性规则不应阻挠在国家层面另外推出监管措施。当然，这一建议

有多个重大缺陷。我们不应对这一策略的局限抱有幻想。加强国家或区域层面

的监管也将受到游说者的激烈反对。参与者会转移到监管更为宽松的市场。素

来如此。然而，监管健全的金融行业所带来的裨益远大于为此付出的代价。

78

１．２００９年，华威大学（英国）成立了专业委员会，研究国际金融改革的各项方案，并于同年发

布了研究报告（Ｗａｒｗｉｃｋ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９）。

２．金本位体系下的政治环境与现在不同。当时工会要么不存在，要么势力微弱，决策者可以

更自由地根据外部经济环境决定利率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历史学

家巴里·艾肯格林（Ｂａｒｒｙ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认为，相较于一战后英国霸权主义的衰弱，工会势

力的壮大是解释金本位体系崩溃的更好的理由（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２００８）。

３．关于自由化的效果的讨论，参见Ｅａｔｗｅｌｌ（１９９７）。

9:;<

Ａｉｚｅｎｍａｎ，Ｊｏｓｈｕａ；Ｊｉｎｊａｒａｋ，Ｙｏｔｈｉｎ；Ｐａｒｋ，Ｄｏｎｇｈｙｕｎ（２０１１），“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ｓｉｓ，１９９０—２０１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７５０２，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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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Ｊａｇｄｉｓｈ（１９９８），“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ｙ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Ｗｉｄｇｅｔｓ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ｓ，”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Ｖｏｌｕｍｅ７７，Ｎｏ．３（Ｍａｙ／Ｊｕｎｅ），ｐｐ．７—１２．

Ｅａｔｗ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９９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１２／１９９７．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Ｂａｒｒｙ（２００８），犌犾狅犫犪犾犻狕犻狀犵犆犪狆犻狋犪犾．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

犛狔狊狋犲犿．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Ｈａｌｄａｎｅ，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０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ｅｅｃｈｂｙＡｎｄｒｅｗＨａｌｄａ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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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十国集团在解决世界经济深层矛盾中的作用

刘宗义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中的深层矛盾集中暴露出来。当前

世界经济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在国际层面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

济治理结构不匹配所导致的矛盾；二是各经济体或经济区以往的发展模式遭遇瓶

颈所产生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解决目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矛盾和

困难，各大经济体必须通力合作。Ｇ２０是进行国际合作的最佳平台。本章将分析

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并尝试建议通过在Ｇ２０平台上的合作来解决这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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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在２０世纪末，日本学者

大前研一曾提出当时世界由三大经济板块（Ｔｈｒｅ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ｌａｔｅｓ）构成，即：以

美国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含加拿大、中南美洲；以欧盟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含

欧盟国家、独立国家联合体和非洲；以日本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含中国、韩国、东

南亚、西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中国台湾（Ｏｈｍａｅ１９８５）。但进入２１世纪后，

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发达国

家、泛亚洲国家以及能源国家三大板块，这三大板块国家的经济周期一致，全球经

济的关联度进一步加强，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朱尼２０１２）。

世界经济格局最明显的变化是泛亚洲经济板块的崛起，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

展已经彻底改变了日本独享亚洲经济领先地位的优势，虽然近两年中国和印度的

发展速度有所下降，但这种局面已经形成。现在在泛亚洲板块中形成了垂直的供

应链，并且打破了原先按照传统的地理位置划分的格局，除了亚洲地区国家，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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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智利、坦桑尼亚、加蓬等拉美和非洲国家也属于亚洲经济金融圈。泛亚洲经济

板块的供应链还在持续扩展中，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创造更多经济发展机会。

由于泛亚洲经济板块的崛起，现在发展中国家的ＧＤＰ已经上升到约占全球总量

的５０％，这将改变全球的需求结构，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的出现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泛亚洲板块崛起的一个明显迹象。在金砖

国家内部，既有中国、印度这样的生产型国家，也有俄罗斯、巴西、南非这样自然资

源储备异常丰富的国家，相互之间经济互补性很强，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对

彼此经济发展大有裨益。预计到２０１５年金砖四国（ＢＲＩＣ，不包括南非）的经济总

量将超过美国，ＧＤＰ增量将占世界增量的１／３（林跃勤，周文２０１１：６３）。

与此同时，那些在二战后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仍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位

置。２０１３年，欧盟经济总量仍占全球ＧＤＰ的２３％，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单一经济

区，经济规模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当年，美国ＧＤＰ为１６．２４万亿美元，是中国９万

亿美元的近两倍，仍将保持世界最大单一经济体的地位。最近，世界银行发布报

告说按照（ＰＰＰ）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今年超过美国，引起美国学者一片批评

之声。按照实际汇率，中美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包括日本而不包括中国的七

国集团（Ｇ７），其成员国经济总量仍占全球ＧＤＰ的４６％。即使到２０１８年按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占据全球ＧＤＰ的１５％的时候，欧盟和Ｇ７仍将分别占

２０％和４３％。１显然，想要否认Ｇ７与欧盟成员国，甚至日本的世界经济大国资格，

还为时尚早。

但２００１年以来，“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与欧洲金融与军事实力

的局限，美欧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世界各国开展全球治理。如果要开展有效的

全球治理，美欧国家必须得到以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积

极配合。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处于转换之中，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印度

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改变，但这一过程将会延续

较长时间，因为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仍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并且欧美国家仍试图

继续保持其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优势。就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所演示的那样，美国和欧盟确实希望利用新兴经济体庞大的外汇储备来遏止危

机，利用它们的力量来加强全球治理，让这些国家分担国际责任，但同时又不希望

让它们分享权力。新兴经济体也希望世界早日摆脱危机，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帮助

欧美国家稳定国际债务市场，保持了发达国家相当大数量的债务。但它们不想将

来平白无故遭受债务损失，虽然这可能不可避免，因此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平等对

待它们，与它们共同制定一个稳定债务形势的长期计划，希望能够为将来的损失

得到一些补偿。它们要求逐渐改变在全球治理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要求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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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国际货币体系在内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但欧美国家并不情愿放弃其既得利益。

２０１３年３月和２０１４年３月，美国国会接连否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使

新兴国家投票权增加的进程一再受阻。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不匹配的状况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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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直到今天世界经济

仍未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效率低下造成的，同

时也说明过去成就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探索新的模式。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五年中，尤其是在危机刚刚发生之后，世界各大经济体联合

或独自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危机，有的效果比较显著，有的措施作用缓慢，因此当

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三速复苏”的局面：虽然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下降，但亚洲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仍位于相对“高速”增长版图，美国组成

“中速”增长版图，而欧元区和日本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短板”（亚太财经与发展

中心２０１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前段时间指出，欧元区和日本距经济

复苏“还有距离”。前者的首要任务应是继续通过资产重组、结构调整或在必要时

关闭一些银行以改善银行系统；而后者最紧急的任务是制定降低公共债务的清晰

中期计划以及进行综合的结构改革（中国证券报２０１４）。

即使新兴经济体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但各自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

服。对于美国来讲，由于过去几年得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由于页岩油气大规

模开采带来的刺激效应，美国当前经济复苏势头良好，当然也有许多专家认为美

国经济复苏更像是海市蜃楼。美国仍面临就业岗位不足、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

等挑战。美国需要通过税收改革等途径提升制造业竞争力，需要加大在科研、基

础设施、能源、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投入，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美国民众的

职业技能，还需要提高最低时薪来帮助工薪阶层改善生活水平，以加快经济增长

和就业创造（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３）。这涉及一系列严

峻的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基本总是在阻碍问题的解决，既不恢复长

期失业福利并保证穷人的食品补助，也不批准新的基础设施支出。只要美国政府

继续瘫痪下去，这一挑战似乎就无法逾越（ＦＴ社评２０１４）。

而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来说，虽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于发达国家而

言已经很快，但经过二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不约而同都遇到了增长的瓶颈，

如果不进行进一步改革，以前的改革和发展成果就有可能付诸东流。中国需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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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突破性改革，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应逐渐实现利率市场化，加快货币自由兑换步

伐，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并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要改革户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以鼓励民众消费，从而减少银行储蓄；同时必须加强反腐，并在环境治

理方面作出重大努力，尤其是解决食品安全、空气和水污染方面的问题。中国高

层一致认为，改革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更可持续的唯一道路。为进行经济结构调

整，现在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

印度也是如此，包括印度前总理辛格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印度经济只有深

化改革，加大力度改变基础设施落后、行政审批繁琐的状况才能继续实现高速增

长。２０１２年９月中旬，辛格政府强硬宣布改革，推出减少燃料补贴、进一步开放零

售业、航空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一揽子改革法令，增加外资在上述行业公司中的持

股比例，另外还决定出售大型国有公司股份，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后来又提出

提高外资对保险业和养老金市场的投资比例，并修改涉及竞争的相关法律。印度

政府的这些举措旨在吸引外资、巩固卢比的地位并扭转印度经济增长放缓的趋

势。但由于印度复杂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未能顺利进行。由于改革不

力，经济下滑，物价高涨，腐败横行，国大党在２０１４年大选中一败涂地，人民党领

袖莫迪成为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将经济发展确定为新政府的核心任务，决

心对印度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努力提高制造业水平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莫

迪此举赢得广大中产阶级和工商业阶层拥护，并且由于人民党及其同盟在议会中

占据多数，改革措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较大。但在印度现行联邦政治体制和政党

制度下，具体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对于经济复苏乏力的日本和欧洲来说，改革更是必需之举。日本安倍政府上

台后开始对其经济政策进行改革，推行所谓“安倍经济学”（Ａｂ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大胆

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以产业振兴、刺激民间投资、放宽行政管制、扩

大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其三大支柱。现在，安倍实施的宽松

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拉动了股市、降低了汇率并推动了物价上涨，但其

效应已明显减弱或正在消失，安倍今后利用量宽政策刺激股市重新回升和日元贬

值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而日本财政目前处于无钱可用境地，新的刺激政策难以期

待。物价上涨的同时工资没有跟进，这势必导致日本家庭实际购买力降低，令私

人消费陷入长期萎缩。提高消费税及长期的增税预期，对内需的负面影响也可想

而知。在国际层面，安倍的右倾政策使日本与其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及韩国的关系

日趋紧张，加之核电站重启困难、伊拉克局势恶化致原油价格上升，进一步增加了

日本的进口负担，令贸易逆差局面无解。一位美国前官员认为，安倍的三支箭给

人留下的印象是，讲的要比做的多。由于缺乏具体措施，上述新目标究竟能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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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落到实处，令市场十分怀疑（张季风２０１４）。也有学者相容安倍“乱箭齐发”（皮

林２０１４）。

欧元区的体制改革可能是所有大型经济体中最困难的。过去几年中，欧元区

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采取措施应对那些一直抑制本国经济增长的顽固因素。这些

措施包括：支持专门的年轻人就业培训计划、放宽劳动法规的约束和对主要产业

进行私有化等。欧元区和欧洲央行还需要为欧洲的中小企业提供合理的定价信

用借贷机制。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南欧国家是

十分重要的（罗兹２０１３）。欧元区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统一的货币联盟，但却

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政策，因此一个欧元区范围的财政及货币联盟框架将有利于

维持欧元的稳定和保持未来欧元区经济的增长。这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

及欧盟的政治改革，需要得到全体欧盟成员国的同意。２０１２年《欧洲经济货币联

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又被称作《财政公约》）正式生效，欧洲财政联盟迈出了

重要一步。欧元区也在稳步实施对欧洲银行业的整合。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欧洲

议会投票通过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最后一根支柱———单一清算机制（ＳＲＭ）法案。

然而，由于欧盟当前坏账、资产负债等问题尚未彻底解决，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很

可能进一步凸显，欧洲银行业联盟未来若要实现真正的“从字面走向现实”，在金

融监管方面仍旧存在诸多挑战。但近两年来，建立财政联盟的计划仍未完成。在

３月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默克尔订立约束性合约以协调财政改革计划的努力

被搁置。现在，欧洲的经济复苏依然脆弱且不平衡，增长缓慢、高失业率、公共和

私人投资不足、宏观经济失衡等挑战仍然存在，欧洲经济需要继续进行结构改革，

需要更大胆的措施来促进增长，增加投资，创造更多就业和提升竞争力（经济参考

报２０１４）。现在，由于通胀率已大幅偏离其２％的通胀目标，今年６月，欧洲央行正

式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由此可见，当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面临相似的任务。首先，无论是欧美发达

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如何推动内部改革和经济体制调整的问题。甚

至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成败可能将取决于谁能直面问题，厉行

改革。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决心。各大经济体对于本身所存在的一些主要症结

基本上是清楚的，关键是如何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改革。在

此问题上，中国进一步改革面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一些欧美国家进行

改革更加困难，它们的政党制度成为推进改革的障碍。如现在美国的两党政治格

局中，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过去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政治游戏是有底线的，双方不会

在涉及底线的问题上撕破脸皮。但现在美国政治出现极端化趋向，反对党为反对

而反对，两党制衡机制成为制度瘫痪的原因；二是国内政治成为“消费文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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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选民不断要求实现眼前的利益，根本没有耐心等待结构性改革。这样的现象

在一些民主制度尚不发达的新兴经济体也很显著。而对于欧元区来讲，情况则更

加复杂，不仅在成员国内部推行改革受到政党政治的困扰，而且在欧盟层面，改革

措施的推行需要全部成员国意见统一，从而形成一种成本巨大的双层博弈。其

实，德国既是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推手，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德国选民不同

意德国政府出钱拯救欧洲经济，因此德国领导人坚持要重债国实行财政紧缩，从

而使得这些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而这些国家经济衰退又会严重影响德国的出口。

但为了将来选举获胜，德国领导人只能如此作为。２

其次，在推进内部改革的同时，各大经济体都面临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处理

与其他经济体关系的问题。金融危机无疑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之一，但

全球化已经使得世界各大经济体成为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全球化

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当前，每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内部经济政策或经济改革都可能

会产生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各国都争

取尽早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很多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会出现相互抵

触的情况。美欧日等国实行的“货币宽松”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形成相当大

的压力，巴西财长将其称为“汇率战争”（ＷｈｅａｔｌｅｙａｎｄＧａｒｎｈａｍ２０１０）。但美国退

出货币宽松照样会对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去年美国宣布要退出货币宽松，

结果使得印度等国家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另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的情况下，贸易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但一些国家为减少贸易逆差、

降低失业率开始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还有一些国家为了继续保

持在全球经济———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规则制订中的优势，并限制其他新兴经济体

的发展，开始建立一些排他性的跨区域投资和贸易安排。这些行为都不利于世界

各大经济体内部经济改革，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加强经济合作和协调是世界各大经济体实现共存共荣的唯一

出路。在这些方面，Ｇ２０可以并且应该发挥进一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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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８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Ｇ２０从一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升格为首脑峰会。

作为一个危机应对机制，Ｇ２０在危机开始后的两年中发挥了重要协调作用，取得

了一些重大并且具体的成果，如在对金融监管部门建章立制，以及改革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并为其融资等方面，但这些成功是有限的。从匹兹堡峰会以来，随着全

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和欧元区的不断动荡，Ｇ２０成员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分歧增

大，各方很难达成一致。多伦多峰会、首尔峰会、戛纳峰会和洛斯卡沃斯峰会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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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只是不断重复危机期间各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问题上形成的一致意见，在行动上鲜有突破，而圣彼得堡峰会几乎被叙利亚等政

治议题绑架。Ｇ２０正处于一个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艰难转型

之中。然而，Ｇ２０作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话和合作的平台仍是其他国际

机制所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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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作为讨论世界经济的首要论坛，其前期几届峰会成功的关键是大国之间

的合作和相互妥协，同舟共济，而不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和世界各大经济体都专注于内部改革的情况来看，Ｇ２０不仅应该成为大国之间协

调和合作的平台，而且应该成为大国之间相互交流改革经验、相互学习和相互借

鉴的平台。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缺陷是此次金融和

经济危机长期不能得到有效遏止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在危机中，有的国家就能很

快摆脱了危机，较少受到危机的困扰，这说明它们的经济或政治体制确有可取之

处。各国只有放弃意识形态上的隔阂，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在今后避免此类

危机的发生。新兴经济体应该进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发展并开放服务业；而发

达国家应认识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和政党政治的弊端。作为一个

非正式的国际平台，Ｇ２０在各大国领导人相互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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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Ｇ２０的优先议题之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将在

一定程度上纠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仍由欧美国家控制的

不协调局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不断买进欧

美国家大量政府债券，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增资以救助西方陷入危机的国

家，并且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之中的经济增长有效避免了世界经济陷入整体衰退。

欧美国家应该兑现自己在危机中的承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多占

的份额转给新兴经济体。只有如此，西方国家才能期望新兴经济体在将来全球经

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弥补Ｇ２０有效性的有力手段。当前对于Ｇ２０

来说，能否真正启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其恢复活力的关键。Ｇ２０作为讨论世界

经济问题的首要平台，虽然仍有一些国家对其合法性抱有怀疑，但以Ｇ２０国家占

世界人口和世界经济的比重来看，无可替代。并且历届Ｇ２０峰会基本都邀请一些

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作为地区代表与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合法性不足的问

题。对Ｇ２０的存在和发展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其有效性问题。Ｇ２０作为一个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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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国家组织，既没有秘书处，也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Ｇ２０形成的决议只能通过成

员国自觉执行，或者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贯彻执行。从

这个方面讲，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将提高Ｇ２０的执

行能力，增强其有效性。现在，很多欧美国家的学者对西方大国在新兴经济体应

该获得与其经济分量相符的国际地位方面认识的太晚深感惋惜，认为在Ｇ２０中新

兴经济体应受到平等对待。３但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重要股东都已

经批准了这项改革计划，只有美国仍在坚持反对，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陷

入困局。美国的行为引起许多国家、许多人士的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

加德甚至威胁将来可能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从华盛顿迁至北京，因为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强（ＥＣＮ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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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Ｇ２０一直在发挥比较有效作用的几个领域之一。但

Ｇ２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努力并没有消除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于欧

盟这样一直没有恢复经济增长的地区来说，贸易保护主义经常成为它们的政策选

项。当然，许多欧盟成员国已经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对欧盟针对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表示反对。而像冰岛、瑞士等一些非欧元区的欧

洲国家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从理论上讲，对于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

家或地区可以进行投资以规避保护主义壁垒。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确实拥有大

量外汇储备需要寻找投资市场和获取更高的技术，而吸引外来投资是欧美国家摆

脱债务危机、创造就业的有效途径，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作为债权国，它们在欧美

的海外资产和产业的安全性没有切实的保障。

除贸易保护主义外，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还有一些

排他性的跨区域投资和贸易安排，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之类，有可能形成新一轮没有

新兴市场国家参加的，甚至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规则谈判，以抗衡新兴市

场国家崛起，抢占后危机时代国际规则的制定权（陈凤英２０１３）。针对这种情

况，有些西方学者也忧心忡忡，世界银行前行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客

座研究员罗伯特·佐利克呼吁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多哈回合

谈判。他认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样，世界贸易组织

也应继续推动多边主义现代化进程，以体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家

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世界贸易组织存在被双边和

区域贸易协定边缘化的风险。过去几年的经济复苏更多是由于财政和货币政

策的推动，而贸易将是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关键（中评网２０１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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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底，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达成旨在简化

贸易的一揽子协议，标志着历时１２年的多哈谈判终于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但

巴厘岛一揽子协议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贸易便利化只是贸易

自由化的一个基本程序。贸易自由化的核心是市场的开放。市场的开放才是

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矛盾和摩擦的焦点。Ｇ２０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对话平

台，作为一个协调各国利益的机制，在多哈回合谈判方面应积极发挥推动作用。

甚至，既然美国建立ＴＰＰ和ＴＴＩＰ的最终目的是达成一个全球性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协定，则Ｇ２０应鼓励美国等国家将ＴＰＰ和ＴＴＩＰ等地区性或跨地区投资和

贸易安排拿到Ｇ２０这一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中进行讨论，这将会激励

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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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Ｇ２０在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矛盾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大国之

间的合作，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态度将决定Ｇ２０在多大程度上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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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Ｇ２０在过去几年成就不太显著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紧

张所致。虽然中美两国的矛盾并不是Ｇ２０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但中美两国间的

和平共处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必要保障，中美之间的合作和默契

确实是Ｇ２０能够达成协议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全球性问题的

解决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加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

应对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挑战。对于美国来说，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是美国

行政部门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的政策优先，包括国会在内的美国政府也应该认

识到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是其继续保持在国际金融领域主导地位的必要条件。如

果美国不积极主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那么新兴经济体就不得不成立金砖国

家发展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美国就更难以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但

美国认为按照经济规模衡量，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代表性相对

偏低，而欧洲国家的代表性偏高，所以美国力图促使将欧洲国家的代表性降到合

理水平。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在Ｇ２０中的合作，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既可以起

到巩固Ｇ２０地位的作用，又可以为两国发展新兴大国关系提供机会。中美双方学

者都认同，为维护Ｇ２０的可信度，Ｇ２０必须实现已经作出的承诺，包括完成２０１０年

达成一致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美国学者更进一步呼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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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中国与美国同样的否决权（中评网２０１３ｂ）。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南加

州“阳光之乡”的会面表明，中美都已意识到，如果不走合作的道路，两国都会面临

太多问题。通过安排这场会面，两国都承认，中美交往的基本游戏规则发生了变

化（钱斯２０１３）。当前，中美两国都需要正视这一现实。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主动

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美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

让世界了解中国在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方面的有限性；美国方面则需要学会不再

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尤其需要在其

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即在现存体系内，美国要向中国

“分享权力”（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ｏｗｅｒ），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金灿荣，段皓文２０１４）。

（&）¨©5ª<«¬%®89�¢犌２０)¯.]°
另一个很多学者担心将导致Ｇ２０运作不灵的问题是Ｇ２０中可能会形成“小

集团”（ｃａｕｃｕｓ）。在Ｇ２０中，既有Ｇ７成员国，也有“金砖国家”成员，许多学者担心

这些国家将会形成两个对立的“小集团”，从而影响Ｇ２０正常作用的发挥。实际

上，金砖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别很大，它们之所以团

结起来，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包括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内的全球治理改革；二

是加强南南合作，包括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如果Ｇ２０能够解决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

得到增加，它们没有理由结成“小集团”阻碍Ｇ２０发挥正常作用。相反，它们会积

极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反倒是Ｇ７有可能成为Ｇ２０中的“小集团”。Ｇ７作为一

个国际组织已经丧失了过去的影响力，单凭Ｇ７几乎已经不能解决任何全球性政

治和经济问题。但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在维护其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既

得利益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是日本、美国等国家刻意强调的一个方面。在乌克

兰危机之后，Ｇ７好像恢复了作为一个西方政治组织的活力，要对俄罗斯进行经济

制裁，并且扬言阻止俄罗斯参加Ｇ２０峰会，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事实上，

Ｇ２０大多数的议题都是由Ｇ７国家提出的。因此，将来Ｇ２０中会不会形成Ｇ７和

金砖国家两个对立“小集团”的关键是西方发达国家能否放弃其居高临下的姿态，

平等对待新兴经济体。２０１４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Ｇ２０峰会将提出世界经济全面

增长策略，促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自由贸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ＡＭ２０１４）。西

方国家是否将公平对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美国

等西方国家是否会与新兴经济体平等谈判ＴＰＰ和ＴＴＩＰ等问题将是一个重要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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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Ｂ．Ｌ．潘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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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三十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和跨国公司大力推动

投资和金融的全球化，并说服世界各国政府消除投资贸易壁垒。电信和计算机技

术的进步使得闲置的投资资金在任何时候从全球各地寻求更高回报成为可能。

全球市场的扩张步伐十分迅速，这种扩张催生了世界各地市场的繁荣。但是，经

济全球化进程快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发展步伐。此外，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

国际金融治理及其基本架构中的软肋。

本章将探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所涉及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

任务就是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改革的具体细节正在斟

酌。我们尤其应该讨论始于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作为

潜在的、指导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组织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致力于维护

全球金融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部门，然而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该机构在金融

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又出现了全

球金融危机，人们对最近的这两大危机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无法成功应对这些危机的事实。

本章分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中，目前

存在哪些问题？第二，如何对这些机构进行改革，才能使其更好地应对金融危

机？第三，Ｇ２０峰会在激励成员国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

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经济大国和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国对于布

雷顿森林体系改革是怎样设想的，如何进行改革才能让它们促进和维持全球金



fxg!#©Z[]ª�� ５１　　　

融稳定？在详述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了解一下政府如同社会机构那样干预市

场的基本理念。

%* Z[\]*«¬^j

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一样的金融危机。然而，它们也有共通之处。在所有金

融危机中，流动性过剩总是打头阵，紧接着在某些行业中出现疯狂的投机活动、经

济出现泡沫和市场暴跌。

市场服务于商品的贸易与交换。正如沈联涛（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０）所指出的，成功的

市场有三项重要特征：保护产权；低交易成本；高透明度。市场是相互联系的网

络，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的发展，市场变得更加复杂。一个细分市场上发生的冲

击很快地传递到其他市场，造成蔓延。从本质上来说，金融市场是股票、债券和衍

生产品的交叉式网络交易，这种蔓延非常迅速。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组织功能的社会机构。但是正如

沈联涛（Ｉｂｉｄ．）强调的那样，政府是市场上的主要合作伙伴，因为它负责监管和保

护财产权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治理的好是通过市场取得经济上成功的重要保

障。只有良好的治理才能成功引导经济闯过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但这并不意

味着人们已经就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达成了共识。

在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后，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后，位于华盛顿的三大

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就世界经济治理达成共识，

这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十条政策措施建议。具体如下：

１．保持稳健的财政纪律；

２．取消补贴，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

３．开展税制改革，促进公平，奖励企业；

４．利率市场化；

５．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开放市场；

６．开放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

７．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

８．实施汇率市场化；

９．放开金融市场，仅实施审慎的监管；

１０．保护私人产权。

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

利茨（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０３）指出，包括那些东亚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并没有遵

循这一战略，政府在推进教育、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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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华盛顿共识混淆了理想结果和过程。华盛顿

共识阐述的放手做法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但并未阐明如何让一个经济体不

再需要国家干预措施的过程。另外，“一刀切”的做法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从１９９４

年的墨西哥危机，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全球

金融危机，都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有力证据。《全球金融发展报告（２０１３年）》显

示，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银行似乎更加明确地强调国家在金融中的作用。

世界银行指出，国家在金融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需要对该领域实施强

有力的审慎监管、确保良性竞争、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世界银行还设想，国

家可以帮助发展当地货币资本市场和长期融资，并在医疗金融和养老金计划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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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格林斯潘（Ｇｒｅｅｓｐａｎ

２０１０）、莱因哈特和罗格夫（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９）、斯蒂格利茨（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２０１０）、克鲁格曼（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００９）、拉詹（Ｒａｊａｎ２０１０）、沈联涛（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０）、印

度储备银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０）、雷迪（Ｒｅｄｄｙ２０１０）和潘迪特（Ｐａｎｄｉｔ即

将付梓）的报告就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一些研究深入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同时还注意到该组织在运作当中的缺陷。首先，我

们应着眼于危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中出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随后，我

们将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后进行的一些改革。最后，我们将探讨Ｇ２０

在指出困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突出问题，以及其在提供改革方案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

（!）5D±²j�³´v!`µ¶1·¸
在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国际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考虑到

该组织的一些结构性特征。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中央银行旗下的银行。

第二，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内金融监管机构通常不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享监督

私营部门资金流动的权力。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执行固定

汇率制度。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来的工作重心在于监控汇率是否与一个经

济体的外部地位和国内基本面同步。第四，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前，资本流

动仅限于政府账户层面，同时在全球层面，外汇资源是稀缺的。由于民间资本无

法在国家间流动，因此这种资金流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前

的运作属于瓦尔拉斯思维定式，侧重于价格或汇率及其失调，同时假设数量或资

本流动在没有任何重大中断的情况下，会自动调整到均衡水平。第五，金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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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全球化，但治理仍然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如果治理实现全球化，这种不对

称问题将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需要进行综合改

革。实现治理全球化不能依靠必须保障社会福利的个别政府，而是要依靠完全以

利益为导向的跨国企业。

除了结构上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也面临严重的局限性。与巨大

的外国私人资本流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用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

（&）¹º>»¼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于成员国认缴的款项。当一个国家加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后，该组织将分配给它一定的初始份额，这个额度与在规模和特点

上相似的现有成员国的额度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份额公式来评估成员

国的相对地位。目前的份额公式是国内生产总值（权重５０％）、开放性（权重

３０％）、经济可变性（权重１５％）和国际储备（权重５％）的加权平均值。国内生产

总值指标由６０％的市场汇率和４０％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组成。在该公式中，压缩

系数减少了份额计算中的离差。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账户单位ＳＤＲ（特别

提款权）中确定。

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三项重要事情。

第一件事是成员的认缴额，也就是成员国有义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缴的

最高金额。认缴额必须在加入时全额支付。２５％的认缴额需以特别提款权或其

他被广泛接受的货币进行支付。剩余认缴额应以成员国本国货币进行支付。第

二件事是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享有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成员的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加上认购的每１０万特别提款权折算的额外一个

投票权组成。２００８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基本票数固定为总票数的５．５０２％，这

相当于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水平的三倍。由成员国的份额决定的第三个重要的事情是

融资额度。成员国在该组织融资的上限是基于该成员国的份额。根据备用协定

和扩展协定，成员国每年最多可以从该组织获得相当于其份额２００％的贷款，累计

不超过６００％。特殊情况下，融资额度可以更高。

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以份额为基础的投票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美国拥有１７％的投票权或份额，这赋予其在该组织决策过程中行使否决权的权

力。因此，如果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不能实施改革。

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份额并没有得

到修改。如果份额得到修改，金砖四国的投票权和份额将会增加，这就相应减少

欧洲的投票权和份额。事实上，欧洲国家所占比例过高。鉴于近年来欧元区出现

的问题，欧洲国家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主要受益者，这主要归因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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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份额和投票权。巴西和西班牙也有类似的投票权，尽管西班牙的经济规模

还不及巴西的三分之二。

一般而言，成员国的份额每五年修订一次。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已于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完成，并提出了五条建议：一是将份额翻倍，将２３８５亿特别提款权提高到

４７７０亿特别提款权；二是将超过６％以上的份额从过度代表的成员国转移给代表

不足的成员国；三是将超过６％以上的份额转移给有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四是

重新调整份额，提出中国应拥有第三大份额，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应是十大

股东之一；五是为最贫穷的成员国保留份额和投票权。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Ｌａｇａｒｄｅ）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与份额发表了一份声明。她表示，她对

美国国会没有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实施这些重要改

革表示失望。她还表示，这些改革既能增强该组织响应成员国的需求的能力，还

有助于其治理面对动态的成员国关系时更具代表性。

为了使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中增加的份额生效，除了需要采纳提议的执行委

员会改革修订案，还需要获得占总份额７０％以上（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５日）的成员国的

同意。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９日，占总份额７９．４３％的１６０个成员国已经同意了增加

份额。

然而，为了使针对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改革修正案生效，要求该组织１８８个成

员国当中的五分之三，也就是占总投票权８５％的成员国的同意。截至２０１４年４

月２３日，占总投票权７６．９７％的１４５个成员国已经接受了这个修订案。然而，奥

巴马政府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修改案所需的多数票，因

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这就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硬态度导致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无法实施其份额修改决定的来龙去脉。鉴于美国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举行的

国会选举，美国政府在未来短时间内将更难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修改和治

理改革获得国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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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核心活动是监控，也就是监控全球区域和国家经

济，从而评估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否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以及它们是否符合国际

社会的广泛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

《区域经济展望》等报告中发表了此类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条中针对成

员国的双边监督一般一年执行一次，不仅评估汇率、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还评

估风险和脆弱性。

２００７年６月，监控政策转而着眼于监控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能够促进外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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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涵盖汇率、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和风险评估。金融部门评估计划（ＦＳＡＰ）于

１９９９年５月启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的项目，该计划试图

找出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和缺陷，以确定一个国家的关键危险源的管理方

式。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将宏观金融部门问题纳入该组织的监控计划范围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控结果屡次出错，导致其颇受诟病。例如，２００７年７

月１１日《美国监控第四报告》指出，“核心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拥有健全的财

务状况，系统性风险较低”。２００７年８月，美国房地产市场发生次贷危机，显然证

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控报告并不可靠，巨大的国际宏观经济失衡导致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它在此之前未发出任何警告。因此，它的监控是失败的，既未

能很好地评估潜在风险，也未能警告可见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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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政策举措：

（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了贷款发放的限制条件，使之更有针对性地考虑

借款国的不同政策和基本面。尽管结构性改革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仍然

是不可或缺的，但不服从结构性改革的国家将不再需要获得正式的弃权声明书。

（２）灵活信贷额度（ＦＣＬ）已经扩展到基本面良好且能够很好地执行政策的国

家。２０１０年８月以后，贷款的期限和可用的信贷额均有所提高。独立的防范信用

额度（ＰＣＬ）是针对经济政策稳健但不能满足灵活信贷额度的较高要求的成员国

设立的。目前，与独立的防范信用额度相比，灵活信贷额度适用于更多的成员国。

（３）备用协定得到修改，它是一种在危机期间广泛使用的提高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信贷额度的协定。

（４）非减让性贷款额度增加了一倍。

（５）贷款成本计算及其到期结构得到了简化。

（６）结构性限制条件针对低收入成员国进行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

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两种财政援助。低息贷款通过减贫增长贷款计划（ＰＲＧＦ）和外

部冲击贷款计划（ＥＳＦ）发放。相同计划和多边债务减免计划下的重债穷国将进

一步得到债务减免。这些资金来自成员国的认缴额，而非他们的份额。２００９年７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对优惠贷款计划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其中减贫增

长贷款—外部冲击贷款信托基金将被减贫增长贷款计划取代。在特殊情况下，该

组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以帮助其应对危机。当减贫增长贷款计划的所

有往来账放款人和双边补贴出资人同意开展这些改革，并且国际货币组织的资金

实际上有所增加的时候，这些改革将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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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计划大幅增加其资金来源。根据双边借款协定，

日本、欧盟、挪威、加拿大、瑞士、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印度、新加坡

和智利都已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

（８）２０１０年９月，金融稳定评估计划（ＦＳＡＰ）正式启动。对于金融部门在系

统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家，该计划已经被列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制监控内

容。金融稳定评估计划共确定了２５个成员国为评估对象，规定每五年开展一次

评估。金融稳定评估计划有三个要素：评估短期内主要风险对宏观金融稳定的潜

在影响；根据国际标准评估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政策和金融监管水平；以及评估

当局管理和解决金融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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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是２０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进行对话的一种机制，

包括Ｇ８（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和十大新兴经济

体（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根

廷）。欧盟和澳大利亚也包括在内。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加拿大总理保罗·

马丁提议设立Ｇ２０，１９９９年９月Ｇ２０对话机制正式启动。第一次Ｇ２０峰会于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召开，目标是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２００８

年９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分崩离析，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首届Ｇ２０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

开。２００９年９月，Ｇ２０首脑峰会宣布取代Ｇ８首脑峰会。１这个新的全球治理平台

将致力于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第八届Ｇ２０峰会２０１３年９月在俄罗斯举行，第九

届峰会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澳大利亚举行。

Ｇ２０促进健全性法规管制及强化透明度工作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共同实施的计划———金融部门评估计划，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条磋

商规定应该被用来监控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稳定性。宏观审慎工具必须与全球协

调机制一起部署，以便发现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有关当局可以通过评级机构，

响应在做法上和程序上的变动，或者妥善处理利益冲突，与评级机构的监管部门

共享信息。Ｇ２０成员应承诺实施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并公布其结论。

Ｇ２０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金融市场诚信工作小组建议，侧重于监控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侧重于标准制定的联邦技术规范局应加强合作，进行早期预警演习

（ＥＷＥ）。２００９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开展了试验性早期预警演习。

Ｇ２０峰会定期举行。每次Ｇ２０峰会的议程总是以三大核心重点议题为基础

的，也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推动金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改革。Ｇ２０峰

会已经在如下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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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别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协调财政刺激措施；减少新

兴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指定负责评估政策对其他国家

的影响。

●Ｇ２０已经开始努力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转移给发展

中国家，以反映他们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Ｇ２０正在努力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金融稳定论坛（ＦＳＦ）１９９９年根据Ｇ７的

建议设立。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的Ｇ２０峰会上，会议决定扩大金融稳定论坛的

成员数量。这就是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ＳＢ）成立的缘由。金融稳定论坛有三

大宗旨。第一，加强其作为国家主管部门、标准制定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

的机制的有效性；第二，解决容易打击金融稳定的缺陷；第三，制定和实施

强有力的监管监督等方面的政策。

●Ｇ２０峰会已经成为定期举办的年度峰会，会上描绘了未来针对国际经济问

题的行动蓝图，评估此前峰会作出的各项决定的实施进度。

● 根据Ｇ２０的倡议，各国正在将金融衍生产品、对冲基金和离岸金融中心的

影子银行业务列入金融监督范围内。

（!）¬犌２０.ÁÂ
谈到对Ｇ２０的评价，有学者（Ｙ．ＴｉｂｅｒｇｈｉｅｎａｎｄＸ．Ｈｏｎｇｃａｉ２０１３）表示，尽管

Ｇ２０的成立宗旨是为了促进各国协调一致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该集团已经

逐渐演变成国际社会协调经济决策的对话机制。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利于Ｇ２０的

形成。正如前述两位作者的评价，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削弱了各

国的紧迫感，不足以促进各国团结起来或提高其安全感。欧债危机的阴云笼罩着

全球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对国际经济构成了威胁。不平衡的

复苏和全球失衡正在威胁Ｇ２０倡议下的全球合作。

Ｇ２０在采取措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上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协

调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富有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大国之间始终有利益冲突。

第二个挑战是，Ｇ２０缺乏权威和制裁力量。此外，自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世界秩序一直是多极的，国际金融架构出现了多个新兴经济体，但是美元仍

将占主导地位。截至２０１１年，８５％的国际贸易使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６１％的国

际储备为美元储备。

（&）����>犌２０.2¤v45.Ãb
长期以来，中国被排斥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１９７９年，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初，世界银行在中国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被证明无法帮助东亚国家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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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为，尽管东亚经济体遵循了华盛顿共识，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发生了。２０１１

年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进步中心和斯坦利基金会成立了一个研究

小组，目的是评估Ｇ２０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作用，并就如何增强Ｇ２０的作用建言

献策。

该研究小组将Ｇ２０视为解决全球主要挑战的重要论坛。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后，Ｇ２０倡议中国、美国和其他大国应联手控制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在

早期取得一些成功后，Ｇ２０似乎后继乏力。也许是期望过高导致了冷嘲热讽。不

过，Ｇ２０也有自身的优势，Ｇ２０峰会以相对非正式的方式寻找重大国际经济问题

的解决方案。中国参加了所有的Ｇ２０峰会。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出席了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一届Ｇ２０峰会。胡锦涛在演讲中概述了中国的策略，提

出了三点主张：首先，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其次，促使各国利益之间的

利益平衡；最后，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实施卓有成效的改革。中国副总理王岐

山和央行行长周小川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并强调Ｇ２０应侧重于发展中经济

体的利益。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认为，Ｇ２０应该注意发展融资，推进国际减

贫活动。此外，李勇认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应进一步深化，Ｇ２０能够在实现这

一重要目标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 ~�»J��

世界开发复兴银行（ＩＢＲＤ），通常称为世界银行，成立于１９４４年，通过开发基

础设施和帮助企业发展，从而重建遭战争蹂躏的经济体。成立７０年来，世界银行

广泛地努力实现两个长期目标：第一，结束极端贫困，第二，促进共同繁荣。该银

行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部门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

此处既不会评价世界银行的巨额开发融资，也不会概括不同思想流派建议的

各种世界银行改革方案。世界银行表示，多项与包容、创新、效率、效益和问责制

有关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在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世界银行估计有一亿人被迫返贫。其次，金

融危机使捐助国修改了他们的援助政策。发生这些变化后，世界银行有必要研究

运作中的问题，并给出潜在的改革建议。戴维·沙曼（Ｓｈａｍａｎ２０１０）指出，截至

２０１０年，有超过１５亿人生活在赤贫中。２００２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将无法在

２０１５年实现。按原计划，捐助国的援助要提高到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０．７％，这个

目标同样没有实现，美国的份额只有０．１７％。

为什么世界银行不说服捐助国去试图消除贫困？首先，专家们称，世界银行

的贷款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由于贷款组合表现不佳，这减弱了世界银行呼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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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更多援助的号召力度。其次，借款国发现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非常严格，

一些借款国退避三舍。因此，与那些迫切需要发展资金的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

济体从世界银行获得融资的项目更多一些。第三，捐助国、借款国和利益相关者

等将世界银行视为具有保密文化、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庞大组织。

２００９年，墨西哥总统尔纳斯特·查迪约（Ｅｒｎｅｓｔｏｚｅｄｉｌｌｏ）担任了世界银行内

部治理改革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查迪约委员会建议，

世界银行董事会的规模和组成应有所变更，董事会里运营事务专家应该有所增

加。此外，公众访问董事会会议和文件的权限应有所增加。一个重要的建议是，

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必须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该委员会表示，

项目评估不应在银行内部而应由外部机构执行。此外，该委员会表示，世界银行

项目下的土地收购导致的拆迁安置问题值得关注。在一些项目中，拆迁安置涉及

的人数众多。在南半球，拆迁是必要的，但是强制拆迁和征用土地的情况已经踩

到了危险的红线。查迪约委员会指出，根据报道，许多项目造成人们不得不移居

别处，但是它们的发展功绩是值得怀疑的。

戴维·菲利普斯（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１１）就世界银行组织结构改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

建议。菲利普斯说，２１世纪的世界银行应提供公共产品。反过来看，人们能够界

定交付那些产品所需的组织类型。显然，世界银行的组织结构需要重大简化。

¼* X½¾

在过去３０年里，市场全球化进程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货

币和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还要快。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运作中的缺陷，这证明该组织不能通过监控发现危机迹象，更谈不

上控制危机。Ｇ２０及其首脑峰会的审议在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国际金融

架构中的问题，以及提出政策措施建议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Ｇ２０建立了金融

稳定委员会，通过它来维持全球金融稳定。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金融稳定评估计

划。Ｇ２０还敦促美国采取立法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

和投票权。然而在早期取得一些成功后，Ｇ２０似乎失去了它的魔力。不过，很显

然，Ｇ２０比Ｇ８拥有更广泛的基础。

世界银行是唯一同时致力于消除贫困和发展基础设施的全球性机构。然而

它的运作中也有一些问题，包括庞大的组织架构、缺乏透明度、世界银行项目导致

的强行拆迁问题，以及“暗箱操作”项目评估。查迪约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得到执

行，Ｇ２０峰会应采纳中国的建议，让Ｇ２０负责监督用于扶贫的开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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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印度财政部长齐丹巴拉姆（Ｐ．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

（ＭａｎｍｏｈａｎＳｉｎｇｈ）一同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第一届二十国峰会，在那之后，齐丹

巴拉姆在新德里发表如下声明：“七国集团已经认识到，光靠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Ｇ２０已经成为应对世界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最重要论坛。”

9:;<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Ａｌａｎ（２０１０），“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ｏｌ．１．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２００９），“ＨｏｗＤ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ＧｅｔＩｔＳｏＷｒｏｎｇ？”犖犲狑犢狅狉犽犜犻犿犲狊，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Ｐａｎｄｉｔ，Ｂ．Ｌ．（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犌犾狅犫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狉犻狊犻狊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犱犻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狔，Ｎｅｗ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１），犚犲犳狅狉犿犻狀犵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犅犪狀犽：２０狔犲犪狉狊狅犳犜狉犻犪犾犪狀犱犈狉狉狅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Ｒａｊａｎ，Ｒａｇｈｕｒａｍ（２０１０），犉犪狌犾狋犔犻狀犲狊．Ｃｏｌｌｉｎ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ｄｄｙ，Ｙ．Ｖ．（２０１０），犌犾狅犫犪犾犆狉犻狊犻狊，犚犲犮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犝狀犲狏犲狀犚犲犮狅狏犲狉狔，ＯｒｉｅｎｔＢｌａｃｋＳｗａｎ．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Ｃ．Ｍ．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Ｋ．Ｓ．（２００９），犜犺犻狊犜犻犿犲犐狊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犈犻犵犺狋犆犲狀狋狌狉犻犲狊狅犳

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犉狅犾犾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０），犌犾狅犫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犆狉犻狊犻狊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犱犻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狔，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Ｓｈａｍａｎ，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０），“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Ｒｅｆｏｒｍ．

ＵＮ，”犌犾狅犫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Ｓｈｅｎｇ，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１０），犉狉狅犿犃狊犻犪狀狋狅犌犾狅犫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犆狉犻狊犻狊．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０３），犌犾狅犫犪犾犻狊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狋狊犇犻狊犮狅狀狋犲狀狋狊，Ｉｎｄｉａ：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１０），犝犖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犚犲狆狅狉狋，ＢｌａｃｋＳｗａｎ．

Ｔｉｂｅｒｇｈｉｅｎ，Ｙ．ａｎｄＨｏｎｇｃａｉ，Ｘ．（２０１３），“ＴｈｅＧ２０ｓ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犌犾狅犫犪犾犛狌犿犿犻狋狉狔犑狅狌狉狀犪犾，

Ｖｏｌ．２（Ｊｕｎ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３），犌犾狅犫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犚犲狆狅狉狋：犚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犚狅犾犲狅犳犛狋犪狋犲犻狀犉犻狀犪狀犮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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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

斯蒂芬妮·格里菲思 琼斯

)* =>

本章主要从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角度探讨监管变革问题；毋庸置疑，金融行

业应刺激、保护储蓄，有效引导储蓄进行生产性投资，为企业提供中长期信贷，满

足家庭资金需求，从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行业“不应伤害”其他经济部

门，避免引发金融危机，破坏发展。本章将重点围绕后者展开论述。

虽然本章侧重国际约定的及发达国家推行的监管改革，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金融体系息息相关，前者的危机对后者也会产生严重影响。例如，新兴经

济体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准确而言，北大西洋危机）中也遭受了

冲击。本章将主要阐述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在最近一次对

二十国集团（Ｇ２０）讲话中所列的其中三个重点监管改革问题：“巴塞尔资本协议框

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简称ＳＩＦＩ）的政策措施，以及影子银行”（ＦＳＢ

２０１３ａ：７）。

《巴塞尔协议Ⅲ》约定并进一步建议通过国际协调的政策降低源自商业银行

的金融崩溃风险。本章第一部分对这些政策以及旨在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系统

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进行了评估，即这些政策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妥善解决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主要来源。第二部分则针对危机后对“影子银行”

类金融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管，以“回购”市场为例，对监管的实际进展，以及打击

 感谢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和罗仁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Ｒｏｓｅｎｐｌａｅｎｔｅｒ）约稿，并感谢马希尔斯·

谢尔曼（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Ｔｈｉｅｍａｎｎ）提出的宝贵意见，爱德华·格里菲思 琼斯（Ｅｄｗａｒｄ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一

流的研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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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套利”的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了评估。所谓监管套利，指把金融活动转移到

监管较为宽松的管辖区，或转变为监管较少的新型活动。发现监管套利是金融监

管的一项重要职责。

本章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尤其以金融稳定为重：如何推行必要的改革确保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使其成为良仆而非恶主？如何从可持续、普惠式发展和

金融稳定角度落实改革措施？

%* ¿B

没有有效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行。

健康运行的金融市场（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可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普惠、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扮演好这一重要积极角色，金融行业应鼓励、调动储蓄，

提供低成本中介服务，引导储蓄流入有效投资，并帮助个人和企业控制风险。正

因为上述对经济的深远影响，金融行业也应效仿医生这一职业，遵守“希波克拉底

誓言”的一条关键原则———绝不危害其他经济部门。金融危机往往会导致财政、

增长、就业和投资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应该尽可能减少源自金融行业的危机，

控制危机规模。

可以说，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金融行业都

比较有效地发挥了上述职能。国内金融市场相对规模较小，监管较为严格，其中

一个原因是在大萧条后各国出台了多项监管措施，包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ＧｌａｓｓＳｔｅａｇａｌｌＡｃｔ），严格区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并对流动性提出

了要求。此外，当时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相对较为封闭。

然而，决策者们开始担忧“金融上受到抑制”的体系不能以足够低的成本为重

要的经济部门提供足够长时间的、充分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这一理

论推动了金融自由化（即放松或彻底放开监管），包括国内和对外的自由化。拉丁

美洲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率先迈上了自由化的进程，但随之而来的是频繁的、代

价沉重的危机。例如８０年代拉美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导致在这“失去的十

年”，拉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萎靡不振。迪亚兹 亚力翰卓（Ｄｉａｚ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１９８５）

当时就敏锐地总结：“告别了金融抑制，却迎来了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

家的危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例如东亚危机就牵涉多个成功

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似乎只有对自由化持更为谨慎态度的印度和中

国没有爆发金融危机。有人认为，这些危机只是短暂问题，随着这些国家的金融

市场日益成熟、深化（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日益相似），问题自然迎刃

而解。然而，这一观点最近遭到严重质疑：拥有全球流动性最强、最深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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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于２００７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均遭受重挫，引发了全球金融

危机，人们因此重新开始强调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监管以及审慎的自由化。

事实上，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随着银行跨境业务日益活跃，各国监

管者就已开始担忧他国金融体系对本国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并因此于１９７４年成

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ＢＣＢＳ），作为国际协商银行监管的统一平台。

然而，非银行金融体系规模日益庞大，一方面为日益全球化的市场提供长

期信贷和股权融资，与银行相辅相成，但另一方面也是银行金融中介服务的竞

争对手（影子银行）。虽然各国的非银行金融监管部门间已有协调和合作［如国

际证监会组织（ＩＯＳＣＯ）、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ＩＡＩＳ）等］，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末的多次金融危机和金融体系近乎全面崩溃后，人们意识到国际金融体系仍缺

乏总体监管。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国合作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ＦＳＦ）（２００９年

后扩大为金融稳定理事会，２００８年其成员扩大为Ｇ２０所有成员），其成员包括

各国财政部、中央银行、主要监管部门以及主要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如巴塞尔

银行监管委员会）。

上述便是在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体制架构。

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论坛是发达国家的发言人。此外，由于决策者普遍深信

金融市场是有效市场，并对监管持怀疑态度，国际监管政策比较被动，其工作重点

更多是促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金融市场向全球开放，而不是防范国际不

稳定性的风险。但在２００８年秋天，这一世界观突然成为了明日黄花：全球金融市

场和机构运作失灵，Ｇ２０（９０年代晚期危机后与金融稳定理事会一起成立的财长

会议论坛）转变成为各国首脑探讨全球金融改革监管问题的平台。

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纷纷出台各项举措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降低未来（银

行）危机爆发的概率，控制危机的规模，把其限制在公共预算可容忍的范围内。其

中最重要的举措包括《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巴塞尔协议Ⅲ》），美国２０１０年出台

的《多德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及欧盟的同类监管措施，尤其是

《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ＥＭＩＲ）下对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此外，美国和

英国还尝试（未完全落实）把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及对冲基金风险更大的金

融市场活动隔离开来。在Ｇ２０指引下，金融稳定理事会针对影子银行开始着手制

定更为严格的全球监管制度。

上述举措旨在解决危机前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银行大而不倒，杠杆过高，资

本金不足，激励机制鼓励其承担过高的风险（ＡｄｍａｔｉａｎｄＨｅｌｌｗｉｇ２０１３），金融体

系整体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繁荣期更容易获得信贷，而衰退期则更难获得信贷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Ｏｃａｍｐｏ２０１０；ＢＣＢＳ２０１１：５）；其他问题还包括过度依赖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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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金融体系日益复杂、不透明，例如影子银行规模日益壮大，在危机中拖累了

实体银行体系（Ｇ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０，Ｇａｂｏｒ２０１３）。

巴塞尔协议改革试图通过协调各国银行监管，制定全球统一的银行最低资本

金和流动性要求（本章仅探讨资本要求），解决上述问题。《巴塞尔协议Ⅲ》中大部

分规定现已进入关键的落实阶段（ＢＣＢＳ２０１３ａ：１２ｆｆ．），但金融行业仍希望在落实

细则的编制过程中弱化这些规定，重新获得在谈判阶段丧失的监管优势。

x* ÀÁÂÃ»J��4�ÄÅÆÇ

如何更有效地阻止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尤其是过度举债用于放贷（杠杆）已成

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ÄÅÆ�>ÇÈÉ1
研究结果证明，银行的杠杆越高，过度承担风险的概率就越大（Ｐｅｒｏｔｔｉａｎｄ

Ｍａｒｔｙｎｏｖａ２０１２）。因此，在繁荣期降低过高的杠杆是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

键（所谓的“好的去杠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危机时期“坏的去杠杆”：危机时期

通过收缩信贷去杠杆，往往会放大亏损—银行资本金减少—信贷供应萎缩这一反

馈循环（Ｔｈｉｅｍａｎｎａｎｄ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当前预防杠杆过高的主要监管手段

是要求各银行的股本必须达到或超过银行总资产余额的一定比例。《巴塞尔协议

Ⅲ》提高了核心资本要求，一定程度上迫使银行降低了杠杆。新的资本要求将于

２０１９年全面生效，普通股股本（最纯粹的核心资本）最低应达到“风险加权”资产的

４．５％；加上资本留存缓冲（见下文），则为７％。资本缓冲总额最低比率为１０．５％

（《巴塞尔协议Ⅱ》规定为８％）。除上述比例调整外，资本的定义标准也更为严格，

提高了危机时期核心资本的可靠性。

不可否认，新的核心资本要求相较《巴塞尔协议Ⅱ》的规定有了进步，但这仅

仅是提高核心资本长期斗争的第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讨论多高才是最优的股本

要求这一问题而忽略了当前股本要求太低，应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这一事实（ＡｄｍａｔｉａｎｄＨｅｌｌｗｉｇ２０１３；关于股本要求最激进的建议参见Ｍｉｌｅ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提高核心资本要求不仅与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要求相关，还需要规

定新的、简单的“杠杆比率”。

由于当前市场上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差异较大（ＢＣＢＳ２０１３ａ：２），巴塞尔银行

监管委员会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杠杆比率。该比率不是风险

加权资产计量的结果，而是简单设定为银行股本对其资产（贷款和持有的证券）面

值的最低比率。这是正确的一步。这一措施使得银行更难同时操纵这两个杠杆

指标，但简单的杠杆比率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限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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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委员会目前建议的３％的简单杠杆比率（一级核心资本对未加权资产）

（ＢＣＢＳ２０１３ｂ）可能太低了。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规定美国的杠杆比率为４％，

而且正在考虑其委员丹尼尔·塔路罗（ＤａｎｉｅｌＴａｒｕｌｌｏ）的建议，把全球系统重要性

银行的杠杆比率提至６％。由此可见，全球最重要的银行监管者也认为目前的比

率太过宽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也在其国

内银行监管中采用杠杆比率的做法，以及合理的杠杆比率应该是多少，从而平衡

金融稳定与持续发展的需求。

此外，《巴塞尔协议Ⅲ》还包括了逆周期的元素，例如要求维持“资本留存缓

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等。当银行的贷款组合增长较快，导致其资本充足率接

近监管最低要求时，可利用资本留存进行缓冲。之后，银行的利润必须首先用于

恢复缓冲水平，而不能分配给股东或作为员工奖金。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之上

另持有２．５％的资本留存缓冲。

除了全球性的资本留存缓冲规定外，各国监管部门将根据国内信贷周期的分

析规定本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ＢＣＢＳ２０１１：５７ｆｆ）。其目的在于通过在繁荣期要

求银行增持股本来放缓信贷的增长，并在衰退期通过降低资本缓冲要求鼓励

借贷。

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鼓励制定新的会计准则，允许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

（ＢＣＢＳ２０１１：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ＩＡＳＢ）目前正在编制相关标准。其中关

键在于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一致性程度。危机爆发前，会计准则的差

异就一直是更好地协调审慎监管的主要障碍（Ｔｈｉ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４）。

上述措施的主要作用是逆周期而行。允许各国监管部门根据国情调整资本

要求是件好事。但相应地，各国对保持本国竞争力的担忧（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

员会成立初期）以及对经济增长爆发的抑制（Ｔｈｉｅｍａｎｎａｎｄ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

ｏｐｃｉｔ．）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理想状态下，这些国内的逆周期措施应为事

前规则，如信贷扩张太快可适当收紧，但绝不能打折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监管者

被金融利益或繁荣期的过度狂热所绑架。

（&）Q�ÊSËV
人们普遍认为，在这次全球危机中，主要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除了出手救助大

银行外别无选择；但下一次一定会不同。在这一问题上，金融稳定理事会已与巴

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合作寻求扼制银行过度扩张的方法。其中一个策略是增加

扩张的代价，消除银行家们确信一定能得到救助的理由。

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协议间接为银行债务提供了补贴，而且银行规模越

大，补贴越多，从而鼓励银行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直至“大而不倒”（ｔｏｏｂｉｇ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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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ｌｌ）（ＣＧＦＳ２０１０）。“大而不倒”进而降低了融资成本，“对市场纪律、竞争、系统性

风险和公共财政造成了不良影响”（ＦＳＢ２０１３ｂ：２３）。为了削弱“大而不倒”的地位

在全球的吸引力，金融稳定理事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决定，考虑到因为全球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ＧＳＩＦＩ）倒闭而导致纳税人不得不承担的外部成本，这些大

机构应在法定资本比率以外达到更高的要求。因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增

加普通股一级资本，达到附加损失吸收能力要求，即其法定资本比率将根据其系

统重要性增加１％—２．５％。为阻止其继续扩张，监管部门可把对系统重要性最高

的银行的资本金要求再额外提高１％。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共有２８家银行被金融稳定

理事会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中四家银行因其规模巨大而被要求增

持２．５％的资本金。

此外，金融稳定理事会还制定了银行破产处置机制，作为各国处置机制的模

板。全球重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与东道国和母国监管部门合作编制处置与

恢复计划，也称为“生前遗嘱”。

截至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系统重要性外资附属机构的问题尚未有解决方案，

尤其是有些附属机构既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非本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

构，但可能对其经营所在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应针

对此类附属机构做好监管规划，降低因发达国家的危机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市

场崩溃的概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必须保障这些国家

贫困人群的利益。

然而，过去五年的经验现实令人警醒：尽管监管部门宣布了未来对大型机构

征收额外费用的多项措施，并承诺任何银行都不可能再“大而不倒”，但美国和欧

洲银行业整合和扩张的势头却有增无减。在这样的趋势下，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置

机制更是关键。

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出，各国应出台相应措施进一步限制“大而不倒”的现象

（ＦＳＢ２０１３ｂ：２２）。但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现有的举措足以解决问题，或未来

必定会有更多举措出台。２０１３年９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

敦促Ｇ２０的领导者重申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决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其他国际机

构也应在Ｇ２０成员国的支持下进一步采取行动，彻底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

（ＦＳＢ２０１３ｂ：７）

因此，全面缩小大型银行集团的规模，减少其冒险行为的工作也许已经准备

就绪。美国《多德—弗兰克法》（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Ａｃｔ）中的沃尔克规则规定应划清银

行的自营交易和做市交易的界限，英国的维克斯委员会也建议部分零售导向的商

业银行或大银行集团的部分业务应与投资银行业务相隔离。此类针对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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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措意义重大。欧盟尚未就上述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但欧盟的高层专家小组已

表示赞同不同业务隔离的想法（Ｌｉｉｋａｎｅｎ２０１２：８６）。

}* ÀÁÂÃ£È»J4�ÄÅÆÇ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首先是一次银行业危机，但决策者们发现，在中央

银行出手购买有潜在问题的证券，以及在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

（ＡＩＧ）国有化的过程中，其救助对象还包括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货币型公募基

金等，而且政府还不得不确保各种衍生证券产品不会触发或有支付条款或违约。

现如今已不可能把金融市场的证券买卖与银行体系分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证券市

场短期类的产品。虽然上述划清传统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活动之间界限的建议

很有吸引力，但现状并非如此，或者说这些建议尚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这些市

场被Ｇ２０和金融稳定理事会视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并因此被称为“影子银行”。

（!）ÌÍÎÏ
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出，影子银行可成为实体经济获得信贷的又一重要来源，

因此不应被抑制；但同时必须确保这些主体合理进行风险拨备，充分反映其自身

的风险及其整体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关于欧洲如何共同监管影子银行，详见

ＥＣ２０１２）。

通过“银行主导的影子银行体系”（Ｐｏｚｓ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降低影子银行对银行的

直接溢出影响可以说是危机后最成功的影子银行监管措施。这次危机其中一个

教训是银行控股集团的非银行金融业务可能威胁到银行业务的流动性，甚至可能

拖累银行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因此，必须同时加强对集团各子公司和集团整体

的资金支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着手解决各国对银行集团要求不统一的

问题，要求各银行集团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合并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并在此基础

上规定合理的资本比率（Ｔｈｉｅｍａｎｎ即将发表）。银行和影子银行间的直接联系引

发了２００７年的危机（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０）；理所当然地，危机后这条金融震

荡扩散的通道基本已被封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影子银行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

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回购”市场———所有从事类银行业务的非银行机构获得

资金的主要来源。此外，可以预见，为回避新的监管规定，金融市场的主体将寻求

不受限制的新投资通道，从而催生新形式的影子银行。要解决这一问题，金融稳

定理事会应着重对其活动的监管，而非仅看形式（ＦＳＢ２０１３ｃ）。

在这一问题上，金融稳定理事会已对此次危机的结构性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面对监管，套利行为必定迅速扩大监管边界，这点在危机前就已昭然若揭。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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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显示，早在２００８年前就已有人指出影子银行给银行体系带来的部分问题

（如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但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八年，仅有少数国家出于维护国家

竞争力的考虑（即国内金融机构反对对外国竞争对手不适用的监管规定）就这些

问题采取了行动（Ｔｈｉｅｍａｎｎ即将发表）。经验证明，在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同

时（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一致性评估项目），还应对发生在巴塞尔监管

框架边缘的事态发展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行动。金融稳定理事会已就如何评

估、缓减影子银行实体和活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提出了一个宏观政策框架。金

融稳定理事会认为：

本框架着眼经济职能（或活动）而非法律形式，旨在帮助监管部门捕捉发

生在银行监管边缘或以外的创新和改变……，预期框架将提供一个结构化的

流程，评估扩大监管边界的必要性（ＦＳＢ２０１３ｃ：６ｆ）。

问题是，执行此类政策行动的将是各国的监管部门，维护本国竞争力的利益

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由国际机构负责行动，或收缩母国对

跨国银行的监管权限，允许东道国监管部门对在其国内经营的所有银行，不仅限

于国内银行，进行监管（Ｐｉｓｔｏｒ２０１１，Ｔｈｉ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４）。

限制母国监管对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助于各国自寻发展之路，而无需担

忧本国银行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向东道国监管倾斜与宏观审慎措施更为

一致，因为后者的许多措施，如在信贷扩张期限制信贷增长等，都需由各国监管部

门落实，且适用于在该国经营的所有银行。

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东道国监管，由该国监管部门监督外资银行的

分支机构更有助于这些国家防范风险。

（&）QÐÑVÒÓ
“回购”市场是规模最大的“影子银行”市场之一。出售与回购协议市场（回购

市场）本质上是为防范借款人违约要求提供抵押的贷款市场。贷款期限从一夜到

一年不等，抵押物通常为政府债券和票据。回购交易是大型的定制化交易（但有

标准合约），其中多数不是集中清算，因此关于回购市场的信息并不完整。银行是

回购融资（包括银行间和银行与非银行间）的重要用户，但并非唯一用户。回购市

场的客户包括资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和非金融企业。在回购交易中，

为降低违约损失风险，贷款人通常要求抵押物的价值高于贷款价值。抵押物与贷

款的价差被称为“扣减”，贷款人根据对资产的市场价值（及资产价值下跌的风险）

以及借款人风险水平的判断决定扣减率（Ｔｈｉｅｍａｎｎａｎｄ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

回购市场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是回购似乎会导致危机雪上加霜。

回购交易中，对手方要求有扣减才愿意接受抵押物，提供贷款。这种扣减通常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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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而变：“在周期上行期，随着金融机构狂热情绪日益高涨”，对手方要求的扣减

“往往会减少”（Ｇ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４５５），而在危机时期则往往会大幅增加，导致依赖

回购市场融资的机构陷入流动性短缺的困境。为解决扣减顺周期性的问题，金融

稳定理事会目前正准备在２０１４年春季正式建议对证券融资交易设定最低扣减率

（ＦＳＢ２０１３ｃ：２），削弱上升期回购交易的顺周期性。和杠杆率问题一样，美联储委

员塔路罗对金融稳定理事会建议的扣减率提出了批评，认为应大幅提高要求（Ｔａ

ｒｕｌｌｏ２０１３）。但金融行业认为设定最低扣减率将减少繁荣期资金的供给，强烈反

对这一举措。

然而，这一建议措施并未解决危机时期负反馈循环的问题。危机“贱卖”的幽

灵仍困扰着监管部门（Ｐｅｒｏｔｔｉ２０１２）。在回购交易中，当借款人破产发生违约时，

贷款人往往选择立即出售而非持有抵押物。这说明交易对手方密切关注抵押证

券的市场价格波动。因此，危机爆发时，随着资产价格下跌，对手方会提高新供贷

款的扣减率，提供给借款人的资金相应减少，导致借款人压力上升，流动性短缺恶

化，甚至可能因而破产。一旦借款人宣布破产，其对手方立即在市场上大量抛售

抵押资产，进一步压低价格。回购合约中免除抵押物被纳入破产程序的“安全港”

条款深化了这一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在借款人破产时，普通贷款人的追索权会

被冻结直至破产程序结束，但拥有抵押物的贷款人却可以“插队”（Ｉｂｉｄ．），立即取

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并出售抵押物。

·* Z[¹º�É,ÊËÌÍ

自金融危机以来，已有多位学术人士指出，事实上回购交易的“安全港”

地位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因为该条款（１）增加了回购交易的“类货币性”，导致

低成本、潜在不稳定的短期融资激增；（２）促使违约时抵押物贱卖；以及（３）减

弱了贷款人监督回购交易对手方信用质量的动力。（ＦＳＢ２０１３ａ）

虽然金融稳定理事会承认上述意见和相关建议解决方案很有道理，但同时指

出这些方案很难落实。正因此，金融稳定理事会决定转而寻求修订标准的“安全

港”条款。“很难落实”更多指的是反对势力的强大，而非技术上的问题。这一失

败是在减少回购市场对金融体系威胁的进程中一大后退。

不过，其他减少回购市场风险的措施将继续推进。金融稳定理事会宣布：

“……建议从合约或法规着手，防止出现大规模提前终止金融合约。……

Ｇ２０的监管部门可鼓励国际互换和衍生产品协会（ＩＳＤＡ）及其他行业组织重新

审核合约条款，预防出现大规模提前终止金融合约”（ＦＳＢ２０１３ｂ，１５ｆ）。

虽然这一建议的细节目前仍不明朗，但直接指出了安全港条款的危害，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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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各方支持。因为该建议很可能会遭到多方阻挠。此外，监管部门需要加深对

回购市场的认识，尤其是双边回购市场（市场总值达３万亿—５万亿美元）。双边

市场因为没有托管人，数据缺失风险更高。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数据的建议措施

是帮助监管部门了解回购市场的关键，而熟知市场是回购市场监管取得成效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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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ＣＢＳ）（２０１３ａ），“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Ｇ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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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角色困境

周　宇

　　２００８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

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是助长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

的主要诱因之一。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这一问题受到高度的关注，但是相关改

革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程。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Ｇ２０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非常有限，市场选择仍是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方向的主导性因素。

)* Z[\]{#©®¯����4ÎÏ

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大矛盾（见表５．１），即逆差输出与

币值稳定之间的矛盾，发行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经济实力与货币实力

不平衡的矛盾。２００８年下半年，起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

上使这些矛盾表面化，从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讨论。

（!）ÔÕÖÍA²×ØÙ[Ú.ÛÜ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就在其《黄金与美元危

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缺

陷，即美国以贸易收支逆差输出美元，国际货币流动性的增加以美国贸易收支逆

差的扩大为前提条件，而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势必导致美元信任危机，从而

使美元无法有效行使国际货币的职能。以上悖论被后人称为“特里芬难题”

（ＴｒｉｆｆｉｎＤｉｌｅｍｍａ）。

“特里芬难题”仅仅揭示了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而２００８年美国次

贷危机的发生表明这一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存在引发美元信任危机的可能性，而且

还会通过助长全球经济的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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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助

长了美国无节制的低成本融资，其结果低成本融资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而

泡沫的破灭最终导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

表５．１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三大矛盾

三大矛盾 内　　容 对应的改革要求

国际货币贸易逆差输

出与保持币值稳定之

间的矛盾

国际货币发行国通常需要通过贸

易逆差输出本币，而逆差的扩大

会形成本币贬值压力，从而使国

际货币丧失信用，无法有效履行

国际货币的职能。另外，过度增

长的贸易收支逆差还有可能诱发

金融危机，从而损害全球经济的

稳定。

第一，以超主权国际货币或黄

金取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职

能。第二，通过量化指标限制

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

国际货币发行国主权

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

的矛盾

当国际货币发行国家的利益与全

球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国际货

币发行国采取的利己主义货币政

策会损害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一，以多元化货币体系牵制

美国的货币政策。第二，以超

主权国际货币或黄金取代美元

的地位。第三，设立量化指标

制约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己主

义政策。

经济实力与货币实力

不平衡的矛盾

美元的货币实力远远超越其经济

实力，美国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

系的主要受益者。新兴市场国家

的崛起要求改变这一状况。

第一，促进反映经济实力的多

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提

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

资料来源：ＩＭＦ数据库。

图５．１　美国经常收支对犌犇犘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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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反映了美国经常收支逆差对ＧＤＰ之比的变动情况。从图５．１中我们

可以看到，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美国经常收支赤字规模一直延续了上升趋势，

进入２１世纪后，美国经常收支逆差对ＧＤＰ之比超过４％，到次贷危机发生前的

２００６年，该比率已经接近６％。通常，该指标达到４％被视为经济面临危险的警戒

线，美国的这一指标高达６％预示着美国遭受金融危机风险冲击的可能性明显上

升，此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正好验证这一可能性。

资料来源：国际结算银行数据库。

图５．２　美元汇率的变动情况（２０１０年的平均值为１００）

图５．２反映了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情况。名义有效汇率

是指根据不同国家贸易权重计算的综合名义汇率指数，该汇率可以全面反映一国

汇率的变化，而实际有效汇率是对名义有效汇率进行物价调整后的汇率指数，该

汇率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一国竞争力的变动情况。对照图５．１和图５．２，我们不

难发现，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美国经常收支逆差规模的扩大，美元开始了长期的

贬值趋势。美国经常收支逆差与美元贬值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里

芬悖论。

尽管经常收支逆差与美元走势之间的关系应验了特里芬的两难命题，然而，

与特里芬设想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并非起因于全球经

济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而是起因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美国的投资超过

了其储蓄，美国的需求超过了其供给能力，两者之间的差额只能通过贸易收支逆

差进行平衡。本币不是国际货币的国家无法用本币进行对外支付，因此其贸易收

支逆差规模受外汇支付能力的限制。然而，与这类国家不同，作为国际货币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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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国可以直接用美元进行对外支付，这一有利条件助长了美国的贸易收支逆

差，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又引发了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

另外，通过贸易收支逆差输出到境外的美元又以投资的形式回流美国金融市

场，从而引起美国经济的过剩流动性供给，资金供给的过度增加引起利率的下降，

低成本融资又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泡沫的破灭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

生。最后，次贷危机又进一步加大了美元贬值压力，美元贬值风险构成了对全球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威胁。

正是鉴于以上事实，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改革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Ý5ÞßAz{Þß[Ú.ÛÜ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仅在于

该体系助长了美国的次贷危机，而且还在于，在危机发生后，美国采取了有可能引

发美元大幅度贬值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一政策使其他国家持有

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面临缩水的风险，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由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货币发行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美元既是美国的货币，也是世界的货

币，作为美国的货币，美元有必要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作为世界的货币，美元应该

服务于全球利益，当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会让美元优先服从于

本国利益，在这种情况，美国的美元政策将会损害全球利益，从而使美元无法有效

履行世界货币的职能。

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并不局限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购买

国债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发达国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以及其他国家的

央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形式采取过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国家采取量化

宽松政策都属于主权范围的事务，其他国家无权进行干涉和指责。但是，美元

不同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美元是全球主导性国际货币，因此，美元具有公

共产品的性质。鉴于美元的这一性质，当美国的利益与全球利益发生冲突时，

美国的货币政策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对，这正

是其他国家可以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不能随意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

原因。这一状况，揭示了两个道理：其一，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己主义政策会损

害世界经济的稳定，这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重要缺陷之一；其二，国

际货币发行国不能随意采取有利于本国的货币政策，这是国际货币发行国需要

承担的成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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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扭曲操作

推出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２００９年３月，美联储宣布将在６个月里购买总额为３０００亿美元的

长期国债，正式宣告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ＱＥ１）。美联储购买

合计１．７万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资产。

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美联储再次宣布到２０１１年６月底以前购买６０００亿

美元的中长期国债（ＱＥ２）。每一个月购买７５０亿美元的长期国

债，在８个月中完成这一措施。

实施扭曲操作

２０１１年９月美联储宣布将推出价值４０００亿美元的扭曲操作。即

抛售短期债券并买进长期债券来压低长期利率。计划于２０１２年６
月底结束。

延长扭曲操作

２０１２年６月，美联储宣布将“扭曲操作”期限延长６个月，美联储将

再次买进２６７０亿美元期限从６年到３０年不等的中长期国债，并

卖出期限为３年甚至更短的等量国债。

　　从美国国内经济的视角来看，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刺激

本国经济和增加就业机会。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为了刺激国内

经济，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是这一政策无法有效阻止美国经济的衰退。

鉴于这一情况，如表５．２所示，２００９年３月，美联储声明将在６个月里购买总额为

３０００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美国正式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ＱＥ１）。美联储的干预并不局限于购买长期国债，这一时期，美联储购买了合

计１．７万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资产。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鉴于美

国经济恢复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美联储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ＱＥ２），宣布

到２０１１年６月底以前购买６０００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每一个月购买７５０亿美元

的长期国债，在８个月中完成这一措施。以上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共投放２．３万

多亿美元货币。

美元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６０％，美元资产几乎构成所有国家外汇储备

的主要部分。鉴于这一现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损害所有国家的经济

利益。

另外，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引起美元贬值和导致

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从而导致其他国家贸易收支的恶化。为了防止出现

以上情况，其他国家纷纷通过外汇市场干预，阻止本币升值。进入２００９年后，随

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本币升值与反升值的博弈成为货币战争的导火索。

由于货币战起因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因此，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引起国际社会

的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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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２０１１年下半年，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政策，改用扭

曲操作干预，即通过抛售短期债券和买进长期债券来压低长期利率，其目的是通

过降低长期利率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２０１１年９月美联储宣布推出价值４０００

亿美元的扭曲操作。该计划于２０１２年６月底结束。２０１２年６月，美联储再次宣

布将“扭曲操作”期限延长６个月，美联储将再度买进２６７０亿美元期限从６年到

３０年不等的中长期国债，并卖出期限为３年甚至更短的等量国债。通过以上两次

扭曲操作，美联储将买入６６７０亿美元的长期国债。

资料来源：美联储数据库。

图５．３　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亿美元）

资料来源：纽约棉花交易所（ＮＹＣＥ）数据。

图５．４　美元指数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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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引起基础货币的大幅度增加。图５．３反映

了这一变化，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到，２００９年以后，美国的基础货币出现了大幅度

的增加。这一变化助长了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预期。

图５．４是美元指数数据。美元指数类似于名义有效汇率，是反映多边汇率关

系的综合汇率指数，因此该指数被广泛用于衡量美元汇率的变动情况。通过该数

据的变化，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元汇率变化的影

响。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开始于２００９年初，从图５．４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入

２００９年美元指数开始下跌。第二轮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开始于２０１０年底，这一时

期美元汇率也出现了贬值趋势，但是美元开始贬值的时期出现在２０１０年年中，要

早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有可能推

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前形成美元贬值压力。

（+）89N¥A±²àáS<â.ÛÜ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通常一国的货币地位应该对应于其经济实力，经济实力

较强国家的货币应该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美元在国际货币体

系中的地位远远高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的货币

地位要远远低于其经济实力。这种不平衡不仅不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而且

也不符合公平分享利益与风险的原则，经济实力与货币地位的不对称是现有国际

货币体系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是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

要原因之一。

一旦一国货币充当主要国际货币，该国可以在经济方面享受许多其他国家无

法享受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第一，可以获得铸币税收入。作为国际货币，有一

部分现金长期滞留于境外，货币发行国可以无偿占有对应于这部分资金的商品；

第二，可以获得本币短期负债和长期投资的利差收入。即为了满足流动性的需

要，其他国家通常以短期投资的形式购买货币发行国的资产，而货币发行国可以

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对外长期投资，长期投资的收益高于短期投资，因此货币发

行国可以获得两者之间的利差收入；第三，可以降低本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汇率

变动风险，另外，用本币进行对外结算还可以降低汇兑成本；第四，可以增加本国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本币国际业务，因此有助于本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

发展。

鉴于本币国际化的以上好处，那些本币国际地位相对低于本国经济实力的国

家和地区通常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诉求。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随着全球金融危

机的发生，欧元区国家和中国率先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俄罗斯等新

兴市场国家也支持这一建议。这是因为欧元区国家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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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本币国际地位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问题，都希望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高本

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根据ＩＭＦ数据库数据计算。

图５．５　主要经济大国和经济体占世界经济份额

从图５．５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只占全球经济的２１．７％，而美元占

外汇储备的份额却高达６２．２％，后者是前者的三倍。欧元区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其经济规模与美国旗鼓相当，但是欧元占全球储备货币的份额却远远低于美

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其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已经超过１０％，但是人

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几乎等于零。鉴于以上状况，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

后，为了提高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欧元区国家政府首脑积极倡导改革以

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政府开始出台政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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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２００８年下半年，起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

带来了巨大冲击，以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为背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度成为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助长

这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进行无节制的

低成本融资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状况助长了次贷危机的发生。另外，在次贷危

机发生后，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助长了美元的

贬值预期和提高了世界各国储备资产缩水的风险。鉴于以上问题，在美国次贷危

机发生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受到空前的关注。在此，我们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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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内容和现实情况展开具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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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包括：第一，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第

二，恢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推进多元化货币体系；第四，维持和改

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以上议题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第一个问

题，即是否有可能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

在２００８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周小川（２００９）、施蒂格利茨（２００９）、鶷

原英资（２００９）和联合国（ＵＮ，２００９）提出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这一

建议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表５．３　不同储备货币模式的比较

储备货币模式 优　　点 缺　　点

一元主权货币

第一，与多元体系相比，可以降低

交易成本和发挥规模优势。

第二，与一元超主权模式相比，具

有现实可操作性。

第一，存在利益冲突问题，主权国家

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损害世界经济的

稳定。

第二，在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之

间存在非对称性问题。

一元超主权货币

第一，与一元主权货币相比，可以

避免利益冲突问题和非对称性

问题。

第二，与多元货币相比，可以降低

交易成本和发挥规模优势。

第一，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担保和

难于在私人部门推广。

第二，缺乏愿意积极推进超主权储

备货币的利益集团。

多元主权货币

第一，与一元主权货币相比，可以

缓解利益冲突问题和非对称性

问题。

第二，与一元超主权货币相比，相

对容易实施。

第一，与一元货币体系相比，存在交

易成本过高和无法充分发挥规模经

济优势的问题。

第二，增加了汇率波动风险。

第三，与一元主权货币相比，可以降

低利益冲突和非对称性问题，但无

法根除这些问题。

黄金主导模式

第一，有助于平抑通货膨胀。

第二，有利于纠正非对称性。

第三，有助于防止美国无节制的

政策。

第四，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

第一，有可能引发流动性不足。

第二，限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引起贸易萎缩。

第四，可能引起物价的大起大落。

　　在国际学术界，一些著名学者和国际金融领域的专家踊跃参加了这一问题

的讨论。罗德里克（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９）和威廉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９）对周小川提出的

建议持肯定态度。其中，罗德里克（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９）认为增加特别提款权（ＳＤ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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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是助长通货膨胀风险，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一作用反而有助于降低通

货紧缩风险。但是，艾亚尔（Ａｉｙａｒ２００９）对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并认

为中国很难受惠于周小川的改革提案。萨克拉曼尼（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０９）也认为

中国是现存美元主导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放弃这一体制并不是中国的本意。库珀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９）和巴里·艾肯格林（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２００９）认为提高特别提款权作用的

必要条件是在私人部门推广其使用。但是，这一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难以克

服的困难。

就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言，李扬（２００８）和管涛（２００９）等认为从历

史的经验来看，特别提款权很难有发展空间。余永定（２００９）和黄益平（２００９）认

为这一改革思路值得肯定，但是要变成现实需要较长的时间。黄梅波等（２００９）

提出：为了克服推广特别提款权的困难，可以把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作为突破

口。而曹红辉等（２００９）认为，鉴于推广特别提款权的困难，应该把国际货币多

元化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有关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讨

论是理论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博弈策略而不是发展战略。

除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案外，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还有一些人提

出重新加强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是这一观点

的代表性人物。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

构建协作性货币体系的改革提案，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佐利克２０１０）。一些人认为佐利克是建议恢复金本位制，但是佐利克本人随后否

定了这一说法，他仅仅建议将黄金作为对通胀、通缩及未来货币价值市场预期进

行判断的国际参考基准。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提案，许多学者支持加强黄金的作用，但是，在让黄

金扮演怎样的角色问题上，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英国华威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如果把黄金作为储备货币，外汇储备的积累会引起通

缩效应，因此有助于防止中国这样的国家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罗伯特２０１０）。马来

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也倡导建立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他指出：“该体

系应考虑设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交易货币，其他货币应根据这一货币确定汇

率。金价将在很小区间波动。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变小。各国政府应当根据金

价或经济表现来固定汇率”。但是马哈蒂尔并没有明确指出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

是美元还是超主权货币。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建议恢复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布

雷顿森林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美国经常收支逆差的扩大会引起美国黄金的流出，

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结局，美国政府会采取控制经常收支逆差规模的政策，因此这

一制度有助于限制美国经常收支逆差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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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两种观点相比，多数人主张应该走多元化国际货币的改革道路。在多

元化货币的选择问题上，主流观点认为短期来看，欧元是可以向美元挑战的唯一

货币，如弗兰克尔等人（Ｃｈｉｎ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ｅｌ２００８）认为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将在

２０２０年超过美元。从长期来看，许多学者看好人民币的前景，即认为美元、欧洲和

人民币会成为未来多元化货币体系的核心。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内，美元本位仍然是最佳的国际货币体系，无论超主权货币、黄金和多元

化货币都无法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综合以上观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前景有四种可能性：第一，建立超主权国

际货币体系；第二，建立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

体系；第四，维持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表５．３归纳了这些选择方案的长处和

短处，从这些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到，没有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十全十美的选

择。即使是多数人看好的多元化货币体系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主要问题是会

增加交易成本和加大汇率变动风险，因此即使将来国际货币体系步入真正的多元

化货币体系，这一体系也不会成为终极国际货币体系。如果追求效率和公平代表

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那么国际货币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建立超主权世界

货币。

如果以上判断正确，那么上述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选择方案更有可能属

于不同时期的阶段性选择方案。即第一阶段仍然维持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第二

阶段向多元化货币体系过渡，最后阶段创立超主权世界货币。

（&）5D±²����.åN
尽管学术界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然而，如果着眼于

现实，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

展。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只停留在一些设想和建议上。历次的Ｇ２０峰会并未就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甚至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

系的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认真的研究。随着世界经

济走出衰退，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论开始逐步退出人们的视野。

出现以上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尽管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

一种能够替代这一体系的、更优的改革方案。尽管在学术界，一些学者提出了用

超主权储备货币代替美元或将国际货币体系与黄金挂钩的建议，但是由于这些建

议缺乏可操作性，并未受到Ｇ２０的重视，因此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改革成果。另外，

尽管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被视为较为现实的选择，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建

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属于改革的范畴，这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否能够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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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并非属于可以通过改革而实现的

目标。

第二，在全球层面，缺乏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政治力量。美国是现

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美国政府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采取了消极

态度。从历次Ｇ２０峰会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从未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

建议。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主要来自欧洲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但

是欧洲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层面的建议也只停留于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

发展。

资料来源：国际结算银行数据库。

图５．６　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成

第三，随着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腊向其他欧元区国家的扩散，美元兑欧元汇率

出现升值趋势，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要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

声。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后，以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为背景，美联储实施了量化宽松

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助长了美元贬值压力，从而提高了国际货币多元化的预期。

然而，此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美元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出现了升值趋势，这

一变化弱化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期待。从图５．４中我们可以看到２０１１年年中

以后，美元指数在７４点左右触底反弹，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２０１２年年中为止，到

２０１２年７月，美元指数上升到８４点左右，与２０１１年年中相比，上升幅度超过

１０％。与美元汇率的这一变化相对应，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重新得到巩

固。从图５．６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入２１世纪后，美元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一直

延续了下降趋势，然而，２０１１年以后，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的兆头。２０１０年美元

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下降到６１．８％，创历史最低水平，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又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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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６２．２％。与以上变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２００９年欧元占国际储备货币上升到

２７．４％，创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拖累，出现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第

一季度下降到２４．９％。

受以上三个因素的影响，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论正在逐步退出人们的

视野。这一情形非常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状态。亚洲金融危机也引发

了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论，但是那场金融危机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

革成果。

x* #©®¯��¡ÕAB4Õv

如上所述，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远去，国际社会要求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的呼声明显有所下降。从未来的展望来看，Ｇ２０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非常有

限，市场选择仍是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方向的主导性因素。

在市场选择的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这

一变化会以多快的速度发生将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多元化趋势。从国际货币发展

的历史来看，有众多因素会影响到国际货币形成，然而，在这些因素中，经济实力

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货币多元化代表了未来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这种观点主要立足于经济实力的多元化趋势，即认为

经济实力的多元化趋势必然会引起国际货币的多元化趋势，从这一判断来看，国

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实力多元化的发展速度，经济

多元化发展得越快，国际货币的多元化趋势也就发展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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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问题１

冈瑟·施纳贝尔

)* =>

世界货币体系是不对称的（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２００４）。极少数的货币构成了这一体系

的中心，许多国家都使用这些货币进行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目前，美元是国际

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其根本原因是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经济和

政治霸权（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２０１０）。受世界经济网络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影响，

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都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习惯使用美元，因此，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延续至今。依托美国庞大的商品和金融市

场，在欧洲之外，美元是国际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方式。

然而，金融危机的乌云迟迟没有消散，更凸显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

系的不稳定性。因为这场危机，各国普遍要求建立新国际货币体系，降低对美联

储的货币政策依赖（周小川２００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２０１０）。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承诺将循序渐进推动改革，提高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大国际宏观经济协

调和国际金融监管力度（ＴｉｂｅｒｇｈｉｅｎａｎｄＨｏｎｇｃａｉ２０１３），包括提高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重。在此背景下，Ｇ２０已开始推动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及

汇率体制渐进式改革，并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的份额

（Ｇ２０２０１１）。

然而，本章认为，只要各大工业化国家坚持低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任何

试图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并将其与美元脱钩的努力都将遭遇阻力。外部施

加的金融压制，构成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退而求其次

的解决方案是保持人民币与美元紧密挂钩，并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通胀，防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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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过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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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银行（ＦＥＤ）是非正式美元本位制的核心。作为美元这一主

要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的发行者，美联储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一直趋向于寻

求一种不对称的利率计划。在被称为“大稳健”（Ｇｒｅａ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时期（Ｂｅｒ

ｎａｎｋｅ２００４），消费物价通胀一直保持低位，利率趋近于零。人们认为，促进国内金

融市场繁荣并非中央银行的职责所在，因为央行无法辨别特定金融细分市场的泡

沫和／或确定价格走势（Ｂｌｉｎ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ｉｓ２００５）。伯南克和盖特纳（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ａｎｄ

Ｇｅｒｔｌｅｒ２００１：２５３）认为，央行应该仅在资产价格影响其对通货膨胀预测的情况

下，才对之作出反应。因此，各央行往往在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期维持低利率

政策，降低了流动性成本，由而催生了过度繁荣的市场（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

２０１１）。

另一方面，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前车之

鉴，在面临经济危机和衰退时，美联储一般都会降低利率。１９８７年初，面对金融市

场的危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率先果断降息（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０）。进入２１世纪，

在所谓的“杰克逊·霍尔”共识中，美国央行官员一致认为，央行不具备充分的信

息以辨别经济泡沫的苗头，但应该在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出手干预（Ｂｌｉｎｄｅｒａｎｄ

Ｒｅｉｓ２００５），由此诞生了所谓的“格林斯潘对策”，即金融市场发生危机时，央行可

通过降息提供准紧急救助（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１０）。

因此，在发生经济危机时，美联储通常会迅速降低利率，并在经济复苏阶段保

持低利率政策。这种模式经由汇率影响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欧元区国

家。日本的表现最为明显：由于美国降低利率，引发了日元升值压力，此时，投资

者买入美元（卖出日元），迫使日本央行不得不随之降息。２与此相反，日本货币主

管部门没有在日元贬值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而是倾向于在危机过后、经

济复苏时，逐渐调高利率。

这种不对称利率政策（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１）导致短期和长期利率收

敛，接近于零，如图６．１所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日本、德国／欧元区的短期

名义利率平均值从约１２％开始逐渐下降，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已逼近于零。

扣除物价因素，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到２０１４年，实际利率从６％下跌到了负值。

在利率降至零后，几个大国央行出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其资产负债表

迅速膨胀。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购买政府债券（以进一步压低收益率曲线的长期利

率）和境况不佳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图６．２显示，先是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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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增长，随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与此同时，自２００８年欧洲金融危

机和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扩张迅猛。

资料来源：通过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获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数据。Ｇ３是指：美国、日

本、德国（１９９８年以前）／欧元区（１９９８年以后）。

图６．１　犌３国家短期利率（算术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互联网金融服务、《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洲央行和欧盟

统计局。

图６．２　欧美日央行货币基数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全球各大工业化国家利率的结构性下降导致大量资本流入利率较高的新兴

市场经济体（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４）。中国吸引的外来资本流量尤为庞大，

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

投资，这也促进了全球劳动力市场和贸易市场的分离。第二，美国和其他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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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低利率政策拉大了工业化大国和中国的利率差距，可以说是热钱流入中国的

主要原因。利差扩大刺激了套息交易，即投资者在低利率的发达资本市场融资，

然后到高利率的新兴市场投资，拮取差额利润。第三，套息交易的利润不仅取决

于利率差，还跟汇率变动有关。如果预期投资期间目标货币升值，则可实现额外

的套利利润。从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不包括２００８年７月到２０１０年６月），中

国货币主管部门就确定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路径（见图６．３），可预测性很高。

投资者据此普遍押注人民币单向升值（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０９）。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ＦＲＥＤ）经济数据库。

图６．３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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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资本流入高涨，中国一直采取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外汇储备随之累

积，形成导致通胀压力和信贷增长失控的内在根源。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进行广泛

的外汇冲销操作，由此滋生了影子银行。

（!）ØÙæçA:æèé.êë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稳定汇率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

先，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仍然主要是出口驱动的。随着中

国逐步成为东亚成熟生产体系的中枢（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０），确保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是稳定向美国这一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的基础

（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２）。除日本外，所有东亚国家都紧盯美元，确保了区域内汇率的高度

稳定；此外，从密集型的东亚区内贸易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十分依赖稳定的

美元汇率（ＳｃｈｎａｂｌａｎｄＳｐａｎｔｉｇ２０１４）。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经常项目大量盈余（见图６．４）加上资本市场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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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促使人民币紧盯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原因（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０４）。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经常项目保持盈余，持有大量外币净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

资本市场发达的债权国可以通过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推动资本外流，

以促进（匹配）其经常项目（储蓄）顺差。随着资本外流，对外国的债权与日俱增，

且皆以债权国货币计价，债权国的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因

此规避所有的外汇风险。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互联网金融服务。

图６．４　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经常项目差额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债权国，无法以自身货币进行放贷。由于美元

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加上中国的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其发展受到利率控制和资本

管制的阻碍，所以中国金融机构无法在国际资本市场用人民币放贷。持有大量外

汇资产会让中国金融机构容易因汇率升值遭受损失：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

值，中国不断增持的美元资产净值以人民币计算就会缩水。

如此而来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公共部门，即外汇储备积累来为经

常项目盈余提供资金。截至２０１４年春季，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总量已达到

３．８５万亿美元（见图６．５）。除了大量持有流动性美元资产，中国政府还开展了对

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投资目的地是向中国工业提供初级产品的和原材料的生产

国。中国的国际资产日益增加，其中大多数以美元为计价货币，这是中国政府竭

力放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步伐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中国不再采取措施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综合考虑美国金融市场流动

性高及中国的大量资产以外币计价这两个因素，人民币势必持续升值。在人民币

近乎无风险单向升值的预期下，势必引发投机行为，导致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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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极端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螺旋式无限上升趋势，由于投资相对于

储蓄存在无法融资的正向缺口，汇率将无法确定（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图６．５　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因此，为了控制升值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在每个交易日上午都会设定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该汇率与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近。在整个交易日内，该汇

率保持在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约１％的狭小区间内波动（２０１４年初开始增至２％

左右），以促进商业银行的国际支付交易。因此，人民币汇率一直紧盯美元，并自

２００５年起，开始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见图６．３）。４

（&）ìí|}�:î��ï#ðLñòÝ
如不实行冲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将成为滋生通货膨胀

压力和信贷增长失控的温床。这是亚洲危机前夕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前车之鉴

（Ｃｏｒｓｅｔｔｉ，ＰｅｓｅｎｔｉａｎｄＲｏｕｂｉｎｉ１９９９）。根据开放市场中的利率平价理论，随着美

元的货币市场利率接近０，而人民币的利率又紧盯美元利率，那么人民币的货币市

场利率也将为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每年实际产值都在以７％—１０％的速度飞速

增长的经济体来说，这一利率实在太低。正因如此，中国人民银行才不得不豪吞，

或者说“冲销”中国金融体系内大笔潜在的流动资产，以此防止通货膨胀和不可持

续的信贷热潮。

“冲销”主要有两种方式（Ｌｆｆｌｅｒ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３）。第一种方式是市场主导

型，即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实体出售本币债券（或称央行债券），以减

少本国金融行业内的流动资产。这些债券是以市场利率获益的，因而可以视作市

场机制仍在发挥作用的表现。但不利的方面是（通常相当不利），这种方式代价较

高，会迫使利率不断攀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反而会吸引更多热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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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国。

第二种方式是非市场主导型“冲销”。中央银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率，商业银行冻结在央行的资金增加，贷款也随之减少。由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很

低，甚至零利率，所以冲销的成本较低。但该方法的弊端在于，商业银行作为金融

中介的功能受到了限制，因为冲销的成本转嫁给了它们。为了保证利润率，它们

只得提高信贷利率，或是降低存款利率，或是双管齐下。

若商业银行以降低存款利率的形式将冲销成本转嫁给储户，就会催生出一种

能提供更实惠的存款条件、监管不如银行严格的“影子银行”。鉴于冲销的目的是

紧缩信贷供应，非市场主导型冲销通常与资本管制一同实行。面向国内的资本管

制以减少投机资本流入为目标，这种资本流入正是由国内信用紧缩吸引而来；如

果非市场主导型冲销的成本以降低存款利率的形式转嫁给储户，那么面向国外的

资本管制也是必要的。

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已采用上述两种冲销方式干预汇率，而且有一种频繁

运用非市场主导型方式的趋势。图６．６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区”

（正数部分）显示，央行的外汇储备已大幅增加；“负债区”（负数部分）显示了冲销

的工具。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央行债券，从国内资本市场吸收流动

资产。从图６．６中（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急剧上升的曲线可以看出，自２００６年

起，央行逐步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扩大了存款准备金缴存基数。然而，央行债券

的利率则更接近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可以说主要由市场决定），其存款准备金的

获利率约为２％，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见图６．７）。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６．６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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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金融压制”。“金融压制”的概念是由麦金农（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７３）和

肖（Ｓｈａｗ１９７３）联合提出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高额的存款准备金、

利率上限、严格的银行管控、不断上涨的消费物价、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共

同导致了拉美及东亚多国出现真实利率负值。上述金融压制是国家政府内部强

加的，目的是解决财政赤字。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制”的最新形

式，则是由外部强加的（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２０１４）。在不对称的世界货币体系

内，核心国家将短期利率几乎降至为零，又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压低长期利率，因而

处在该体系边缘的国家只得被迫采取资本及利率管制的措施。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６．７　中国的利率结构分散不一

如图６．７所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放存款准备金，只能获得不到２％的

收益；与此同时，还被迫压低贷款利率———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

约６．５％的银行贷款利率当然是很低的。国内银行信贷严重供不应求，国有银行

因而更愿意把信贷额度分配给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ｎａｂｌ

２０１２；白重恩２０１３）。

由于中小企业的风险及向其提供贷款的成本（即每元的信贷成本）较高，中国

的银行不愿以受国家管控的低利率向其贷款，因此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５只能向

贷款利率远远高于国有银行的影子银行借贷。在实际操作当中，国有银行可能给

非正式下属机构（表外机构）提供资金。大客户也许会将存款投入信托基金，因为

信托基金的存款利率更高，相应地其贷款利率也更高———但风险也更高。因为国

有银行无法覆盖所有信贷市场，影子银行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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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外部金融压制，中国必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汇率可自由浮动

的、成熟的债权国。只有这样，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才能向外国政府和企业提

供贷款，而无需承担外汇风险。类似地，中国政府可在上海等国内城市向外国人

士发售人民币国际债券。中国的私营金融机构可为经常项目盈余提供资金，而无

需中国人民银行调节外来国际资本。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自由化将促进中国

的资本市场走向繁荣，这是人民币挑战美元国际地位的先决条件。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措施，通过支持香港、伦敦、法兰

克福等金融中心的人民币离岸交易，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中外人士可在经授

权的外资银行开立人民币储蓄账户，银行可进而利用这些资金开展离岸人民币贷

款业务或各种支付业务。事实上，从２０１０年至今，香港的人民币存款额和人民币

债券（即“点心债券”）的发行量增长迅速（见图６．８．１）。中国与全球各主要央行达

成了货币互换协议，鼓励以低汇率风险的人民币开展结算交易（见图６．８．２）。然而

图６．８．１　人民币存款占香港存款总额比例

图６．８．２　人民币货币互换额度最高的十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截至２０１３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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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８．３　各币种国际外汇交易量比率（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

与各大央行的美元储备额度相比，该互换额度仍不算多，尤其是人民币交易占全

球外汇成交量的比例仍然极低（见图６．８．３）。

为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将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促进国际

资金流动，为外国投资者进入人民币资本市场提供便利，并为中国投资者创造了

开展境外投资的平台。不过中国政府必须控制资本在上海自贸区与中国其他地

区之间的流动，否则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存在，美元将持续兑换成人民币，热

钱加速流入中国，把银行利率推向零。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来说，零利率实在

太低。

简言之，人民币成为汇率自由浮动的国际货币的先决条件就是资本市场自由

化，而美国的零利率及量化宽松政策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实现国内与国际自由化

难以逾越的阻碍。美联储现已表示将谨慎缩减量化宽松政策，而世界上的其他几

大中央银行（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预期将长期维持一个宽松的流动

性环境。美国第一轮货币紧缩的消息刚公布，就已在全球主要新兴市场上引发了

金融动荡，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仍无定数。世界各大工业化国家宽松的

流动性环境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共同构成了一种外部约束力，限制了中国开放国

内资本市场和摆脱国际资本控制的能力。中国尚无法摆脱不成熟债权国的地位，

难以全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退而求其次的解决方案是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挂钩，

尽量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促进国际间和区域内的贸易流通。

·* uÞ¯#©a4AB

国际货币体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等世界各大工业化国家的扩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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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热钱大量涌入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一个原因，而由于人民币处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边缘，这些涌入的热钱成为危及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和政治稳

定的风险因素。Ｇ２０试图通过改革，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打造为一个

更为平衡、稳定的体系，但至今尚未成功。从中长期看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

范围，或者推行美元、欧元、人民币及特别提款权构成的四元货币体系都不太可能

实现（ＴｉｂｅｒｇｈｉｅｎａｎｄＨｏｎｇｃａｉ２０１３）。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一旦对美元升值，就意味着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受到阻

碍，也意味着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以人民币计算将会贬值，包括流动和非流

动资产。

面对资本管制，境外投资者见招拆招，只要听到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任何风吹

草动，都会向中国注入大量热钱，使人民币升值“失控”。中国人民银行将再次被

迫持有前所未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并将银行利率降至零点。这将导致严重的通货

膨胀，可能引发政治压力。而通货膨胀将导致中国巨大的房产泡沫进一步发酵，

直至最终破裂，随后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陷入长期衰退。

既然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利于中国（及其邻国）的稳定，那么可以考虑以人民币

为核心货币推动东亚独立货币一体化，从而帮助东亚实现货币独立。作为东亚最

大的经济体，中国构建了东亚地区成熟的劳动分工体系的中枢，既然人民币资产

市场正在走向自由化，那么人民币就有资格成为东亚独立货币一体化进程的“货

币锚”。东亚将能够在经济腾飞的进程中因地制宜调整货币政策。此外，东亚货

币与美元脱钩，很可能形成一种对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约束机制，源自美国的

通胀压力将更多地限制在其本国。

然而，如前文所述，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传递至其他几大工业化国家）

构成了中国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全球主要工

业化国家的非常宽松的流动性状况也迫使中国控制流入资本和利率，并导致了信

贷资源分配扭曲的问题。可以说，影子银行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正是外部金融

压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放开资本管制和利率控制虽然必要，但中国实施该举措就等于压低银行利率

近于零。但是对这样一个飞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零利率远远过低，因此中国别

无他法，只能继续实施管控措施。实现国际化是人民币挑战美元国际地位的先决

条件，但长期的金融压制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大阻碍。因此，退而求其次

的解决方案是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尽可能减少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并以行政手

段控制国内通胀水平和资产（房产）价格泡沫。美元很可能继续保持其国际货币

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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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章根据与ＲｏｎａｌｄＭｃＫｉｎｎｏｎ共同研究的结果撰写而成，２０１４年出版，由麦金农（ＭｃＫｉｎ

ｎｏｎ）和施纳贝尔（Ｓｃｈｎａｂｌ）共同署名，并在此感谢Ｋ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ｐａｎｔｉｇ和ＨａｎｎｅｓＢｈｍ协助

开展了卓越的研究工作。

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日本首先触及了零利率界限，这并不代表日本是第一个降息为零的国

家。Ｇｏｙａｌ和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２００３）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自由度最高，其货币政策立

场通过汇率影响了日本的货币政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日本的利率较之美国持

续走低，因为日本的结构性经常项目顺差和不断增持的外汇国际净资产导致日元升值预

期持续升温。正因为如此，美国利率的结构性下降将促使日本利率接近零。

３．目前，例如中国的低风险人民币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４％，而大型工业化国家的存款利率

接近于零。将组合投资从美国转向中国，能确保４％的额外利润。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继

续以每年约３％的可预见趋势使人民币升值，美元投资者如能规避中国国内资本管制，就

可以获取７％的收益。

４．自２０１４年１—６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贬值。这被视作中国人民银行应对投机者的

举措；不过，也可能是由中国（影子）金融行业的不稳定引起的。

５．中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发行债券。

9:;<

白重恩（２０１３）：《从收入分配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清华大学。

周小川（２００９）：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３月２３日。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ｓ．ｏｒｇ／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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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二十国集团的制度缺陷与人民币国际化

查晓刚

)* A>

自２００８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已几乎尝试过所有方法

来复兴世界经济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未来可能的危机。为解决全球经济治

理问题，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作为高端的国际经济论坛而建立，此论坛聚集了全球

２０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并对国际经济体系提出政治性指

导。Ｇ２０的建立，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金融稳定论坛不得不经

受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在区域和跨区域层面，已有多种预防危机及促

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括美国咄咄逼人地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东亚地区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在国家层面，几乎所有的主要经

济体已采取多种政策措施以重新平衡和维持经济势头。

但是，在众多刺激性和危机预防措施中有一种途径脱颖而出，就是中国推行

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纵观全球，只有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利用本国

货币作为工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危机的不利影响，更是巩固了在未来能取

得更大经济成功的基础。那么，为什么中国决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Ｇ２０造成

的影响又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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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者和决策者中普遍地认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有众多缺陷，特别是在紧随

而来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Ｇ２０对于推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无所

作为，主要是由于Ｇ２０自身存在的缺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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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Ｇ２０通过的８个声明中，有４个提及建立更稳定更具弹性的国

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分别为：２００９年的伦敦峰会、２０１０年的多伦多峰会、２０１０年

的首尔峰会和２０１１年的戛纳峰会所通过的声明。但是只有戛纳峰会声明更加地

精要，提出了明确的措施和建议。戛纳峰会首脑宣言描绘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

部分细节。第一，宣言旨在寻求一种得益于金融一体化及更大的应对游浮资本流

动的弹性所培育的增长和发展。第二，通过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

以强化应对危机的能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希望强化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监管能力１。这一切建议都值得欢迎，但是结果有好有坏。资本流动仍然

十分不稳定，而且许多新兴国家受到主要货币发行国家不断变化的金融政策的影

响。虽然承诺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金融资源，但是改革一次又一次地推

迟。尽管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在涉及主要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时毫无作用。

应当承认的是，作为Ｇ２０的主席国，法国一直认真对待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为了在戛纳峰会上取得一些进展，法国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在中国南京举办了一

场高调的研讨会，包括Ｇ２０所有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众多知名学者和智库成员，以

及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出席了会议。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虽然此次研讨会就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监管、全球金融安全网和资本流动波动性的重要性达成了广泛的一致

意见，但最终只能采取很少的具体措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这令人失望的结果预

示着，法国在借助戛纳峰会作为契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过程中会遭受

挫折。

Ｇ２０作为一种国际机制，它的非正式性是导致它无法有效地推动国际货币改

革的一个根本原因。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它很容易能够使Ｇ２０成员在处理紧

急和短期议题上协调一致，例如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应对危机的措施，但在长

期的、战略性的和规则变化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更别说制定强制性措施。结果

就是，Ｇ２０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失效（李晓，冯永琦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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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的地位虽然能带给货币发行国好处，但同时也带来各种限制。鉴于

此，甚至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政府以及专家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意见也是大相径

庭。一些人大力倡导，而其他人认为这是愚蠢的。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决心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

许多迹象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作出决策是出于无奈而非是在一开始就

有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讨论过的，中国对包括Ｇ２０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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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边体系能够在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点是没有信心

的。在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前，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已经被讨论过并得到

公认，但是多边体系没有采取主动措施。危机发生后，Ｇ２０建立，但这甚至更降低

了中国对多边体系推动改革的能力的信心。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单

边方式来处理由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造成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抵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负面影响。现有国际货

币体系的弊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重大的挑战。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

已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出口和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

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定价和结算的，部分是用欧元，更少的部分用日元或英镑。

主要国际货币的大幅波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中国的进口商和

出口商的征税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货币对冲的成本。此外，中国所需

的近一半石油是进口的。石油价格几乎全部以美元定价，中国承受着美元贬值和

石油价格上涨的战略风险。

第二，给中国带来不便的是美元外汇储备堆积和由此导致的无意的后果。危

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为了防止人民币过于强势并对中

国的出口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从出口企业购买外汇收入，同时限制海外投

资。结果是，央行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用于投资美国国债和其他

美元资产。中国政府担心由于美元贬值可能造成的损失，国内舆论也担心这会危

及普通人来之不易的储蓄。

事实上，通过累积美元资产，一方面，中国政府发展了中美之间更深层次的经

济相互依存关系，这将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中拓宽共同利益，从而稳定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也存在相互破坏金融的风险：如果美国对中国过于强硬，中国可能停止

购买美国国债，推高收益率；而如果中国的行动对美国不利，后者可以通过货币贬

值减少中国国有海外资产的价值。不过，中美之间更深层次的经济相互依存，对

于经济增长仍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更有战略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美元储备似乎过量，从而把中国资产置于危险之中，需要重新考量这种做法

的必要性。

过高的贸易顺差、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和巨额外汇储备的整合导致了另外一个

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央行被迫印制更多的货币来购买外汇，而出口商又需要将外

汇出售给央行，这就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资源被错

误地定价，经济结构被扭曲。伴随着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在中国的社会中出现

了许多不满的声音，政府担心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这

就是中国自２００５年７月以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控制的主要原因，虽然美国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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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无疑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外交舞台上，中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保持固定汇率以保持出口

竞争力的必要性，而汇率之争是自２１世纪初以来中美之间最大的经济冲突点。

中国希望减少冲突，更多地依靠本国货币来进行国际贸易，实现人民币和美元之

间的汇率均衡。

当然，成为一个国际货币的发行者所拥有的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战略利益也极

大地鼓舞着中国领导人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最吸引人的一方面体现在，国际化的人民币能够在减少

中国海外投资和从他国进口货物的成本上起到潜在的促进作用。这对于转变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并将在未来数年推动其由依靠出口和外商直接投

资为主转变为依靠扩大国内消费和对外直接和间接投资为主。在过去的３０年

中，随着开放和自由化，中国已极大地提高了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虽然仍然有

相当大的挤压空间，但如果继续向国外投资者开放，边际收益会更少。考虑到这

一点，随着近几十年大量资本的积累，中国意识到不仅要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更

要利用世界其他国家资源的重要性。中国因此努力开始实施新的开放战略，即

“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同时，中国还鼓励必要的商品和资

源的进口，使中国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以美元作为定价和结算

单位，仍然会使中国的投资和进口的能力及稳定性受制于美国的政策，交易成本

随之提高。如果这些投资和进口以人民币来定价和结算，中国甚至可以为它提供

近乎无限的流动性供给能力，从而也减少了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就这一点而

言，可能实现的地区是非洲。中国可以用人民币支付进口商品和资源，非洲国家

可以通过人民币收入来支付进口中国商品和服务。这确实有巨大的潜力。

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于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后过度自由化的实体经济（制造业），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国家掌控，并且

不是特别有效，从而诱发了如此多的经济扭曲。国际化会使中国承受外部压力和

竞争，加速包括国内证券市场自由化、利率形成机制等方面的金融改革。

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人民币的国际化，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加强

中国与邻国的经济联系，并增强中国在经济和金融合作（区域内贸易、亚洲地区资

本市场、危机预防和管理）方面的影响，这对于中国发展稳定的周边关系是必

要的。

美元的国际地位已使美国保持贸易顺差超过３０年，目前在世界经济中仍然

有竞争力。因此，从全球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享有

的主要国际货币国家的战略优势，并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大角色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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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希望看到一个更全面、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包括美元、欧元和人

民币，或许还有其他主要的货币，例如日元和卢比。这将给世界经济的投资和贸

易形式更多选择；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之间的竞争会在普遍范围内对整个世界

金融秩序产生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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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拥有坚实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

家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然而，经过３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稳定，中国目前已

基本拥有这样的实力。

中国目前是世界领先的投资者和交易者，涉及中国的国际交易的数量是巨大

的。因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先选择应该对贸易手段和方法有重要影响。有

些人认为，美元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６０年之后才成为国际货币。然而，正

如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教授（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１１）指出的，中国虽然目前仅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比１９世纪后期的美国拥有更大的国际贸易份额和投资。

不过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和进口能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已

十分巨大；虽然国内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很低，但其国内市场正

逐渐成为美国（未将欧盟作为单个实体）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市场。更重要的是，得

益于中国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其国内市场预测在１０年之内将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将为海外产品和服务提供巨大的出口空间，从而形成人

民币流出的基础，就像美国数十年来用美元做的一样。

中国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目前已拥有相对

完善的监管机构、商业银行系统、证券交易经纪和诸多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中

国的金融体系积累了相当的国际经验和人才，这是进一步的财政改革与应对人民

币国际化负面溢出效应的重要基础。

此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总体上是非常稳定的。在中国，集体领导有助于保

持这种稳定性并避免严重的政策错误。政治稳定，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保

持国内、跨国界，甚至国际安全的能力，都是使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强大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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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国际货币的发行，发行国需有能力保证货币的跨国流动和通过多种机

制回收货币，以保证其流动性。虽然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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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十分谨慎，但已建立一系列的渠道来推动人民币的跨国使用。

首先，为了推进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中国正在积极寻求达成用自己的

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双边贸易合作伙伴协定（２０１０年３月与白俄罗斯、２０１１年６

月与俄罗斯、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与日本、２０１２年与金砖四国、２０１２年３月与上合组织、

２０１２年６月与阿根廷签订协议）。

货币互换协议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一条道路。目前中国已与２０多个国家

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４）。近日，中国表示希望与印度建立互换协

议，印度与巴西和俄罗斯也已达成协议（凤凰网２０１２）。这些互换协议有不同的功

能：阿根廷主要是在贸易支付时使用人民币；白俄罗斯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韩国

使用人民币，以资助其在中国的企业；香港用它来满足离岸业务的人民币需求。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币互换协议在处理短期流动性问题，维护金融稳定上有帮助，

而中国利用该协议来推进人民币的广泛使用（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２０１１）。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国政府在五个主要城市（上海、广州、珠海、深圳、东莞），启动

人民币跨境结算试验方案，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２０１１年８月，该方案

在中国扩大。该项目已取得显著进展：２００９年６月之前，人民币贸易结算量接近

零，但在２０１０年人民币贸易结算的份额占到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的２％，到２０１１

年上升到１０％。

２０１４年５月，有报道说，伊朗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将石油销售给中

国（Ｓｅｎｄｅｒ２０１２）。虽然这还没有被伊朗或中国当局证实，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

看，由于美国的制裁，这种说法是讲得通的；中国也有很强的动因，因为用人民币

购买石油将大大降低汇率风险。此外，还有网络传言俄罗斯将使用人民币作为其

石油贸易的交易货币。这种炒作表明了中国在这个敏感领域取代美元的潜力。

其次，人民币也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在２０１２年上半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

资为４４２亿美元，较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同期增长５３％。鉴于如此巨大的总量，使用人

民币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有重大的潜力。

第三，中国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援助提供者之一。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中国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比世界银行还多的援助（Ｈｏｇｇ２０１１）。中国可以给发展中国

家提供人民币贷款、援助和进口信贷，这将帮助后者获得需求的资金，也促进了人

民币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发展中世界促进形成一种使用新的国际货币

的习惯。

最后，国际金融机构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促进人民币

在著名的多边机制中使用的机会。２００９年９月，中国同意用人民币购买５０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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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这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而有效的渠道，不仅能

为国际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时还能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

人民币资产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作为外汇储备。在过去，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积累有限的人民币储备，主要来自贸易交易。然而，２０１２年，日本决定购买

中国国债作为其储备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沙特也表示用人民币资产作为储备

（黄培昭２０１２）。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也同样这样做了。虽

然目前人民币资产在外汇储备池中的比重仍相对较低，但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

币的国家数量的快速增长已显示出其实力。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２０１４年６月访问英国时，对外宣称英镑将可以直

接兑换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在减少依赖美元的中介作用方面取得了进展。在

此之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其他一

些国家达成类似的协议。与英国、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货币直接兑换是非

常重要的。英国因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而非常重要；日本是世界第三

大经济体，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的两大资源贸易伙伴。

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货币直接兑换将大幅度降低通过美元中介的汇率风险，有

利于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些国家在货币关系上的做法将很快被许多

国家效仿。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人民币的地位将上升，而美元的地位相对而

言会有所下降。

（&）óô²Ðö45
获得人民币资金流入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其他国家进口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并

以人民币支付。这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人民币的信任。

第二个重要的渠道是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所

谓的点心债券在２００９年是２３亿美元，２０１０年是５４亿美元，２０１１是１４０亿美元；

２０１２年４月伦敦的汇丰银行发行首批人民币债券２０亿元。此外，台湾等其他金

融中心也已开始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

第三个渠道是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由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大陆发

行的在岸人民币债券（即所谓的熊猫债券），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境内的企业。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一项计划，以促进中国境外人民币存款的循环利用，同

时保持对资本账户的控制。这一创新就是所谓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简称（ＲＱＦＩＩ）计划，该计划允许合格的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投资一定

的配额。

此外，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央行和国库购买中国的国债作为外汇储备（包括日

本、韩国等），这也只限于一定配额，并且是根据双方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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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币业务，在岸中心将设在上海。中国决定设立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但法律环境、金融衍生工具和管理经验都还没有完全到位。在未来十年，我们

将看到深刻的变革，例如金融部门发展和改革的“十二五”规划。

离岸金融中心可能将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台湾和迪拜。这些城市或地区

都在争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包括地理位置、

更熟悉内地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伦敦在离岸金融和专业

知识方面，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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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来看，人民币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发挥一个事实上的统一货币的作用。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人民币总量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扩大到两倍于日元总

量。再加上亚洲内部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投资，中国快速发展的国内市场能够进一

步整合区域经济资源，发展亚洲内部资本市场。

由此，东亚可能成为继欧元区之后全球第二大货币和金融合作区域，这将进

一步促进本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与协调，同时如清迈倡议多边化等机制将获

得更多的制度化与政治支持。经济和金融进一步一体化的东亚地区，自然会在国

际事务中就经济事务，环境和安全问题发出更多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区域声音。

这将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化和趋于平衡，也迫使世界主要经济体更负

责任地决策，以维持其国际货币的地位。

大宗商品价格将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美元汇率的影响。迄今为止，大多数大宗

商品价格已与美元挂钩。一旦美元汇率有所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亦随之而变，这

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麻烦和不确定性。

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稳定。目前，美元是主导的国际货币，但

美国货币当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只负责国内问题，而忽视了对世界其他国家

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已经有建议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意操纵其所谓的

独立地位，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有更多的国际

货币，尤其是包括来自两个几乎相当于美国的经济体的货币（欧元和人民币），单

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国内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将减弱。

美国权力根基可能被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国际

权力支撑。美国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支持其海外行动（军事、援助、投资）。随着

越来越多的替代选择出现，美国的权力优势将会被大大压缩。

随着美国的货币力量减弱，人民币的地位不断上升，欧元恢复到正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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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权力结构也将相应调整。由于金融业目前在经济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

色，国际货币的重新调整将会对国际金融影响力的分布产生重大影响。权力结构

的调整可能性会更大。

欧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不明朗。当前的危机清楚地表明，

美国并未对支持欧元的稳定和地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揭示了跨大西洋关系的

脆弱性。同时，中国在帮助欧元区中发挥积极影响，其核心国家———包括德国和

法国———都对此非常清楚。如果人民币变得更加国际化，三边关系可能会更加微

妙，并伴随着多种政治和经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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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层面，只要中国能够保持国内的稳定和正常的经济增长，基于经济规

模和高层次的国际相互依存，人民币迟早会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然而，现代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才是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

币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发展迅速。

利率形成机制正在发生变化；私人资本被允许进入银行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

在认真讨论一种国际板；对国外参与中国债券市场者更加灵活的管理制度正在

形成。

此外，外部因素也很重要。美国如何应对可能丢失的美元主导地位，仍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否能顺利并和平地进行，还是个未

知数。

78

１．Ｇ２０官方文件，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２０．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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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及

对东亚地区领导地位的探求

朴成瞕

=>

２００９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并于２０１３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货物贸易国。中国非凡的经济崛起树立了其全球大国的地位。诸多国际组织与

论坛，如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也日益重视中国的意见。近期，中

国作为Ｇ２０成员国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问题的讨论，如全球及地区金融安全网、

国际发展等。如布雷斯林（Ｂｒｅｓｌｉｎ２００６）指出，中国已成为区域超级大国，同时似

乎也已做好准备，在全球扮演更为重要的、负责人的角色。

尽管如此，但中国尚未准备好担任全球问题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此外，中国

作为东亚领导者的角色也还未完全呈现。与日本在历史教科书、领土归属权等问

题上的争端似乎是最重要的障碍。应该说，在东亚国家区域主义深化的过程中，

中国尚未能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然而，随着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成为亚太地区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区域计划之一，美

国也成为了中国在本区域的竞争对手。美国试图加强其在东亚的经济和地缘政

治影响力，中国的应对则是加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亚洲区域架

构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大全球大国的领导地位之争。

本章以此为背景，试图阐述中国在东亚区域架构发展过程中可以获得领导地

位的几种方式。在第一部分引言之后，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经济和东亚区域主义

倾向的现状；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关于区域主义的战略思想；第四部分则专

门对东亚和亚太地区两大相互竞争的区域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区域全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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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五部分探讨了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战略方针；结论部分，提出了中国可以在东亚地区

架构中稳固其领导地位的三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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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诸多重大影响。不论如何，世界已开

始逐渐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固定的变量，其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增强。虽然存

在不少争议，如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等，但中国无疑

已成为重要国际组织和论坛的成员。例如，中国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并很快成为全球贸易界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反映了中国作为最大贸

易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在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为严峻之时，中国受邀加入

Ｇ２０（Ｇ２０是探讨全球经济问题和治理的首要经济论坛）。如亚历山德罗夫（Ａｌｅｘ

ａｎｄｒｏｆｆ２０１０）指出，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之一”。此外，很多分析

家认为中国与美国共同构成“两国集团”（Ｇ２）。虽然Ｇ２并非正式组织，但Ｇ２这

一提法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中的分量已可与美国相提并论。

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现，各方看法不一。不少西方学者和政策决

策者认为，中国已展示其重新领导亚洲的雄心（Ｂｒｅｓｌｉｎ２００６），作为全球大国，其地

位与美国相当，因此其成为Ｇ２一员实至名归。部分人还认为Ｇ２０集团将为Ｇ２

所主导（Ｇ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０）。如保尔森（Ｐａｕｌｓｏｎ２０１０）指出，许多美国观察家乐见Ｇ２０

成为美国和中国强强联手共同治理全球问题的平台。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部分西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曾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大影响，但随着中国

力量不断强大，正濒临被边缘化。

而中国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似乎仍对成为全球两极权力结构中的一极犹豫

不决。很多人认为，中国尚未完全具备领导全球新秩序的条件。池万洙（Ｊｉ２０１０）

分析认为，在中国主要的学者中，大部分人对中国扮演的任何积极角色皆持怀疑

态度；中国更愿意接受由美国领导其发达国家同盟协力积极塑造全球秩序。布雷

斯林（Ｂｒｅｓｌｉｎ２００６）指出，中国似乎已经成为“区域超级大国”，但尚未准备好承担

与美国相当的全球大国的角色。

鉴于以上情况，分析中国在当今最值得关注的区域问题之一———东亚区域架

构上的战略更为合适。随着美国加速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也日益凸显。此外，由于日本于２０１３年３月也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

判，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与日俱增。东亚多个重要国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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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公开表示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兴趣。作为应对，中国与

东盟合作提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在东亚

区域架构问题上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因此，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东亚未来的格局。

%* üý4óô¥!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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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虽然世界经济中的区域主义倾向不断深化，但

东亚国家一直未受其影响。然而现在东亚国家也成为了区域主义的积极支持者。

尤其是自９０年代末以来，东亚各国越来越重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许多分析家认为，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触发东亚国家调整其政策

导向的诱因之一。

东亚深入参与日益深化的区域主义是当今全球区域主义最值得关注的特点

之一。东亚各国皆需要加强内部的区域团结，在此驱动下，（关于相关因素的具体

分析，参见Ｐａｒｋ２０１３）各国开始接纳区域主义，视其为除自二战以来被各方青睐

的多边主义之外的另一政策选择。事实上，东亚已从原来躲避区域主义彻底转变

为积极实践区域主义，尤其是在２１世纪头１０年的中期。自此，越来越多的自由

贸易协定被提上东亚国家间的讨论议程，并对此开展了可行性研究，甚至进入了

谈判阶段。川相昌弘（Ｋａｗａｉ２０１３）近期指出，部分协定已经生效。此外，东亚国

家还参与了多个与区域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表８．１显示了截至２０１３年

７月东亚国家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相关活动的强度。

表８．１　东亚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相关活动：通知世贸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

国家／地区

货物贸易

（区域贸

易协定）

货物贸易

（加入）

服务贸易

（经济一体

化协定）

服务贸易

（加入）

实际区域

贸易协定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ＴＡ）

文莱达鲁萨兰 ８ ０ ５ ０ ８

柬埔寨 ６ ０ ３ ０ ６

中　国 １０ １ ９ ０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８ ０ ４ ０ ８

日　本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１３

韩　国 １２ １ ８ ０ １２

老　挝 ８ １ ３ ０ ８

马来西亚 １３ ０ ８ ０ １３

缅　甸 ７ ０ ３ 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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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地区

货物贸易

（区域贸

易协定）

货物贸易

（加入）

服务贸易

（经济一体

化协定）

服务贸易

（加入）

实际区域

贸易协定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ＴＡ）

菲律宾 　９ ０ ４ ０ 　９

新加坡 １９ ０ １５ ０ １９

泰　国 １１ ０ ６ ０ １１

越　南 ８ ０ ４ ０ ８

总　计 １３２ ３ ８４ ０ １３２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ｈｔｔｐ：／／ｒｔａｉｓ．ｗｔｏ．ｏｒｇ／ＵＩ／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ｅＤｅｆＲｅｐ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ｓｐｘ．

例如，自２００３年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路线图以来，韩国已成为区域主义最活跃

的参与国之一，目前已与４０多个国家签订实行了１２份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中

国也在积极打造本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分别成功签订了１３份和１０份自由贸

易协定。此外，除现有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外，近年来，东盟不少成员国，如新加

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也与非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随着区域主义在各东

亚国家盛行，东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区域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东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寥寥可数，但到２０１３年，东亚国家签订的协定总数已

超过１３０份（Ｋａｗａｉ２０１３）。

（&）ûüýþ!�÷.øù·¸
尽管———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东亚区域主义历史较短，相较于其他主要

地区，东亚的格局有其独特之处。东亚区域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和挑战）包括：自

由贸易协定网络重叠（成员重复）以及领导国缺位（领导真空）。

１．成员重复

由于涉及东亚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激增，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日趋复杂。

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同时与东亚区域内和区域外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

定。例如，韩国与东盟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又在与中国、印度尼西

亚、越南谈判贸易协定事宜。此外，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韩国与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预计环境改善后这一谈判将立即重启。１

东亚经济区域主义的一大特征是，除了三个被称为东盟＋１的双边自由贸易

协定———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外，多个东盟国家

也与东北亚各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例如，日本在这方面最为活跃，与东盟十

国中的七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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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越南和文莱。２中国除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外，还与新加坡、巴勒斯坦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３，此外，中央政府还在２００３年与香港和澳门分别签署了《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积极开展

自由贸易协定活动，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日益密集。

在此背景下，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东亚日益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是否有利于推进东亚展望小组（ＥＡＶＧ）在其最终报告中所建议的泛区域经济一

体化。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４其中一方观点认为，日益增加的双边自由贸易协

定和东亚区内协定成员重复是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其主要论据是，由于实

施有效原产地规则非常复杂，成本将相应上升。而另一方则认为协定越多，越有

助于减少贸易自由化的知识和政策相关壁垒，从而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关

于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间关系的辩论一样，这种辩论目前尚未有定论，并仍将持

续一段时间。鉴于大区域计划———如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越来越多，我更倾向于认为上述自由贸易协定是推进泛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基石”，而非“绊脚石”。

２．领导真空

东亚区域主义之所以出现领导真空，主要是由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激烈的领导

地位之争。事实上，多个因素导致了东亚这两个区域大国的领导地位之争，如日

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中国复兴成为区域和全球大国、日本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

来迷失的十年导致日本在区域内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地位日益衰弱等。法国和德

国的双边关系，即所谓的“法德双驾马车”（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ＦｒａｎｃｏＧｅｒｍａｎ

Ｔａｎｄｅ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但在东亚，领导真空似

乎已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关键障碍。帕克（Ｐａｒｋ２０１１）指出，东亚要成功推进区域一

体化，还缺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５

截至目前，东亚国家试图通过委任东盟为东亚区域主义的（临时）推动者，缓

减领导真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说，东盟承担了驾驶者的角色，引领东亚各

国驶向泛区域一体化。东盟成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自９０年代初以来一直积

极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因此，东亚主要国家授予东盟临时领导者的角

色是现实的。张蕴岭（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指出，中国政府的默认也是这一安排成为可能

的重要原因。

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东盟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领导协调者这一安排存

在多方面局限。首先，东盟最初是为了推进政治合作而成立的，直至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才开始经济一体化工作，因此相关经历较短。此外，东盟在东亚的经济分

量较低，主要经济体都在区域北部，因此东盟可发挥的作用较最初的预期更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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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与东北亚“大哥们”的“一厢情愿”相反，东盟在区域和全球的国际贸易谈判中

更关注为自身谋取利益，而不是提供优惠。因此，各方需要重新思考东亚的区域

主义方针，革弊兴利。东亚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激增以及大部分东盟国家积

极参与其中的现象清楚地显示，东盟并不具备领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能力。事实

上，预期和现实大相径庭。

因此，领导真空是东亚区域主义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中，韩国和东盟值得关

注。虽然韩国的区域主义发展起步较晚，但它已成功转型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

枢纽（见表８．１），通知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协定有１２份。事实上，韩国是唯一一

个成功与美国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东亚国家。除了积极推进区域主义以

外，过去１０年中，韩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升，加之其他因素，韩国的区域领导地

位也水涨船高。如帕克（Ｐａｒｋ２０１２ａ）指出，韩国主办了一系列重要国际峰会，如

２０００年亚欧首脑峰会、２００５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２０１０年Ｇ２０峰会、２０１１年核安

全峰会等，这些也大大提高了韩国区域领导的地位，提升了其国际形象。从东亚

区域主义角度而言，２０１１年三国合作秘书处落户首尔也增强了韩国在东亚经济一

体化中的影响力。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明确表示，一旦东北亚区域主义成形，

将把三国合作秘书处发展为类似于欧洲委员会的机构。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韩国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企业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领导的角色。６东盟一

直以“东盟中心”的名义担任着临时领导者，而韩国正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领导真空，东盟任临时领导者，韩国雄心勃勃，有意争夺领导者的角色，这些

因素导致在东亚区域主义中出现了两个争夺领导地位的赛场：中国与日本之争及

东盟与韩国之争。因此，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这两场竞赛的结

果。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和Ｇ２０等重要国际论坛的成员，将在塑造东亚未来区域架

构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影响。

x* U&üýóô'ª"4"#

如前所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东亚的区域主义格局逐渐形成。越来

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得到商定和实施，而另一些多边协定则已生效。此外，

若干个由不同成员国组成的全东亚自由贸易协定计划已被提出，待正式谈判或进

一步细化。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这有力地证明了整个东亚的区域架构正变得

日渐复杂。总之，与１５年前相比，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东

亚区域一体化环境也今非昔比。

上述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不断变化的区域性生产制



fúg!"#PQ%&#'(4pû#1ÊüýøóNOøù4þÿ １１７　　

造网络的影响，尤其是日韩的跨国公司：它们已经在东亚建成了一张庞大而富有

活力的生产制造网，能高效地利用该区域的现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其他各种

资源。随着这一生产制造网不断得到完善，东亚许多国家还通过体制安排为其提

供支持。东亚展望小组于２００１年发布的总结报告（ＥＡＶＧ２００１）中提出的“东亚

经济共同体”愿景就是此现状的最突出例子。

与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尝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东亚各国在政治和安保领域的

合作仍旧十分罕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已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到现在也没

能提供有效的机制，防止各国发生纠纷和／或让其实现和平共处。孙熙（Ｓｏｈｎ

２０１０）指出，东亚地区所缺少的是一个多边安全框架。在东北亚，六方会谈同样也

未能在该地区的多边安全局势中发挥战略性主导作用。事实上，东亚的安全格局

仍然取决于一些东亚国家同美国的双边关系。这些国家以美国为核心，将其视为

最重要的安全伙伴。而与此相对峙的是处于另一边的中俄轴心。

相应地，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还较为脆弱（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４）。除了上面提到

的背景因素之外，中日之间存在主导权之争，韩国的国际地位起伏不定，加上东盟

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些都阻碍了东亚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一些观察员由此

总结认为，东亚的未来并不乐观（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０），还有的认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是一个神话（Ｈａ２００８）。尽管这些评价相当悲观，但只要仔细研究近期的东亚区

域一体化进程，以及相关各国的国家战略，就不难发现，目前依然存在一些建设性

途径，这些途径有助于东亚区域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实现一体化。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正越发积极地参与区域及全球性生产网络，以及有关东亚区域架构的讨论，

这是非同寻常的新现象，因此尤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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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外学者、决策者和记者认为，由美国来参与和领导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的谈判将使得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政策挑战。近来，日本政府也决定参与其

中，这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制定出一项新决策以加速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事实上，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一个

区域经济架构，与美国支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间的竞争似乎愈演愈烈。

（!）45ýþøÿ$%.�©&
和许多东亚国家一样，中国的区域主义兴起得相对较晚，但此后一直日趋活

跃。一些学者（Ｙａｎｇ２０１０，Ｗａｎｇ２０１１）认为，中国的区域主义战略之所以从被动

转向主动，很大程度上是受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与本章之前所分析的

一样。就东亚的区域架构这一问题而言，中国在言行上的态度都更加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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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经常被人放到“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分析。人们在这个背景下最关切的问

题是，中国实行这种日益活跃的区域主义战略是会（迫）使其邻国也必须遵循中国

的路线，还是会寻求其他内部和／或外部伙伴，如日本、美国甚至欧盟？

过去十年间，已有许多中外学者就中国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基本战略

方向进行了分析。早期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由沈大伟（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２００４）提出的，

他认为中国奉行的区域主义与东亚区域架构是基于以下四项指导原则：（１）积极

参与区域合作对话；（２）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加强双边关系；（３）扩大区域经济

合作；（４）就本地区国家的安全问题减少互相猜疑和顾虑。换句话说，中国一贯奉

行的是务实的外交政策，现在也将该政策延续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上，其

中这四项战略考虑是中国在一体化问题上的核心原则。这种区域主义战略的制

定可被视为中国外交姿态转型的成果，即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的一贯被动转变为

２１世纪的更加积极主动。韩国学者李泰焕（Ｌｅｅ２００８）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近期

的战略方针朝区域主义转变，体现出如下政治意图：（１）缓和其邻国对中国威胁的

恐惧；（２）表明中国正崛起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和全球大国；（３）通过积

极参与解决区域架构问题来树立中国渴望实现共同繁荣的亲仁善邻形象。许多

中国学者和决策者（Ｙａ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都引用了类似的战略考虑作为中国

区域主义战略的主要原则。

特别是有学者（Ｙａｎｇ２０１０）认为，中国的区域主义战略基本是由以下两个因

素引导的。首先，中国和许多东亚邻国一样，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感到

有必要进行区域合作，甚至形成共同体以应对未来潜在的金融危机。第二，中国

政府打算利用东亚区域架构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工具，来推动

必要的国内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区域主义战略

似乎是在利用而非企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为塑造新的东亚地区秩序而努力

进行的一种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的尝试。这种更为开放和积极的战略决策在中

国看来，似乎是受到了２１世纪初以来中美双边关系改善的影响，这种改善促使中

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的既得战略利益，并且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将美国在亚

洲既有的存在与影响力考虑在内（Ｌｅｅ２００８）。韩国一些学者（Ｈａ２００８）的关注点

超越了双边关系，认为区域主义战略是中国为追求有利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经济

增长的终极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最为务实的做法。

尽管中国所持的是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战略，但中国偶尔也会主动积极地尝

试建立某种国际新秩序。考虑到其在世界上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这可以解读为中国立志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的区

域大国和全球大国。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份决心可能会变成国内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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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从而树立起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国家声望。

至于东亚区域未来的架构，中国似乎勾勒出了一个一体化的东亚体系———不

像欧盟那般强有力的共同统一系统，而是从目前的多层结构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区

域性的结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基于对东亚未来的基本设想，中国接受了东盟的中心

地位及其可能发挥的积极角色，并认为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也应发挥

领导作用。７中国的基本战略考虑是，东亚区域主义最终肯定要建成一个一体化的

系统。然而，正如一些学者（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Ｙａｎｇ２０１０，ＳｏｎｇａｎｄＷｅｎ２０１２）指出

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将现存的各种体系都纳入进来，以逐步实现

区域一体化。

在不断讨论加入东亚区域主义过程中，中国原先属意加强东盟１０＋３（指东盟

十国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机制）的框架，也就是设想建立一个东亚自由贸易

区，８而不是像日本提出的那样扩大成员国范围。９直到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谈判，中国才开始竭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在东盟成员国的１０＋３框架之外，还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

个非东亚国家。１０

至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覆盖领域，中国当前似乎只关注经济一体化，而视其

余的方面为时过早，如外交及安全领域、文化与社会等（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尽管中国

由于近年的经济腾飞而在区域及全球舞台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信心和影响力，但制

定这一相对谨慎的政策或许还是受到了国内体制的影响。

（&）'(<)*+]��Ù>ýþz,89*+]��Ù.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一个由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的四个小型开放

经济体所发起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四国自由

贸易协定，在２００５年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太平洋四国，简称Ｐ４）发起成

立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由于其规模小，对周边非成员国的经济影响

也相对微弱。然而美国于２００９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其正式成员

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首先，美国的参与像一块吸铁石，吸引了一批亚太经合组

织其他成员随后加入谈判。四国自由贸易协定现已扩大为十二国自由贸易协定，

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１１其次，有分析人士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者

所追求的标准很高，背后隐藏的是美国想从经济和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意图（Ｐａｒｋ

２０１４）。包括金建民和宋国友（Ｊｉｎ２０１２，ＳｏｎｇａｎｄＷｅｎ２０１２）在内的一些中国学

者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能力破坏整个东亚区域一体化项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着，１２个参与

国共开启了１９轮谈判。尽管雄心勃勃，但他们还是没能在２０１３年底前结束正式



１２０　　 "#$%&#'(

谈判。谈判国正面临困难，由于在一些政策领域利益存在分歧，因此该谈判很可

能将在２０１４年结束。１２如前所述，一些亚太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经济体也愿意加

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相应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带来了

更大的潜在竞争。

图８．１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构成

相较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计划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它涵盖了亚太地区所有已经与东盟签署过自由贸易区协定的那些国

家，东盟因此被赋予了推动者的角色。鉴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许多观察家预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计划未来将会由中国主导，而东盟将

在东盟核心地位的概念基础上发挥领导作用。事实上，中国想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来制衡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挑起了中美在东亚和

亚太的区域架构中的领导力之争。

目前有７个国家正在同时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的谈判，其中包括４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东

北亚地区中，日本只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和韩国１３则只参加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仔细梳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结构

还可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特点：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东盟国家现被打

散成了三组：（１）四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

国；（２）三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国；（３）三个什么也不参与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东盟成员国分裂成三个集团，最终可能导致东盟的中心地位不保，而

始作俑者显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计划。这种担忧可能使东盟各成员国意

识到在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同时也该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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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谈判，从而使东盟能继续有效运用其核心地位，并在中美两个全球大国之间

取得地缘政治上的平衡。

这项东盟的战略考虑正好也与中国的战略利益相重合。不过在２０１３年初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开始的时候，东盟曾因美国和日本参与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谈判而受到过其加速和扩展的强烈影响。在这两个协定开始充当东

亚和亚太地区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区域架构理念之前，东亚就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

的区域主义计划。一方面，东盟１０＋３将设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长期目

标，这也是中国鼎力支持的。另一方面，日本所支持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ＣＥＰＥＡ）认为，除了那１３个国家之外，东盟１０＋３的成员国还应当包括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印度。后来美国和日本分别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为其注入了新的动力。随后为了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展竞

争，中国和东盟开始偏向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胡一帆（Ｈｕ２０１３）认为，中国国内的学者和决策者要求中国制定自己的自

由贸易区战略的呼声渐高，故中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计划的支持可以

被看作是对这一呼声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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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提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计划自２０１３年初起得到中国

的大力推动。胡一帆（Ｈｕ２０１３）指出，中国发现该伙伴关系是其发挥领导力，塑造

东亚区域架构的有利机会。特别是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比，中国将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设定为谈判步调慢得多、覆盖面小得多、自由化程度也低得

多，并想以此获得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为了实现自己的自贸区战略，中国在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之余，还一直在尝试利用其货币资源通过不

同渠道吸引东盟成员国（Ｓｏｎｇ，Ｙｕａｎ２０１２：１１３）。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包

括日本和韩国，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国。这一事实也有利于中国通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争高下。

尽管从未正式地强烈反对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中国近期预计还是无

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主要是由于其达不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国所设定的严格要求。１４这类谈判议题和领域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国有

企业（ＳＯＥｓ）在内的竞争制度、服务自由化以及包括投资者—国家争端（ＩＳＤ）解决

在内的投资制度自由化，这些都被称为是中国潜在的痛处。尽管有中国学者和决

策者声称中国需要在后一阶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但根据绝大多数

分析师的观察，这仅仅是一套政治说辞而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相反，胡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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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２０１３）指出，中国预计将更为卖力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构建

一套用来制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集团的机制。

在此背景下，中国针对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一亚太经合组织的长远目标所

制定的战略方针也应该得到一些重视。２１世纪初的几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所通

过的战略决策使次区域主义计划日益增多，亚太经合组织看起来正迈向通往亚太

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的道路。起初，亚太经合组织意在通过合并和对接（ＡＰＥＣ

２００６），利用次区域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中间步骤，以实现更高层级的亚太经合组

织自贸区协定。然而亚太经合组织已采取更为务实的做法，直接利用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成果来试图促成亚太自由贸易

区１５（ＡＰＥＣ２０１０）的建立。早期的做法集中在限制和阻止次区域自贸区的扩大，

而近期的做法是：更为主动地运用次区域自由贸易区、进而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途径。作

为成员之一，中国完全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在区域主义方针上的这一转变。虽然没

有决策者或学者在文献中列明，但中国采用这种战略定位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

种解释是，中国这样做是希望在后续阶段还有机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在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的上述决议时，并未料到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能拥有它现今所具备的如此大的影响力。

其结果是，中国似乎已经积极走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道路，挑战

美国在东亚区域架构中日渐增长的势力。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

的加快，它已吸引４０％的东盟成员国加入，而东盟作为推动东亚区域主义的领导

机构，中心地位则受到了削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会打击到东亚地区为实现自身区域化作出的努力。为了

实现其所宣称的促进东亚区域架构建设的政策目标，中国必须寻求富有建设性的

渠道来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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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东亚区域架构面临重重难题。在该架构中，成员国的重叠和领导权的真

空已经是两大挑战。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计划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计划间的竞争导致中美之间在领导权问题上的角力，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另

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启动和加速令东盟的核心地位岌岌可危，如果

中国此刻能发挥领导作用，让东亚成功实现一体化，那确是再好不过了。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明白，成为区域和全球领导者是有代价的。例如，自关

贸总协定体系成立之初，美国为了确保其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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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维持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与所有其他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国相比，开放程度都

大得多。美国市场由此向世界各地的商品敞开了大门，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商品。虽然美国现在已更倾向于区域主义，但其多边贸易体系下的自由贸易主

张，一贯都是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有力保障。中国若想在东亚区域

一体化中扮演更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需要参考美国的经验。

中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所需的领导地位。首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不

久的将来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虽然这在当下来说难度极大，但如果

中国坚定承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加入，就可以向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的东亚各国传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它也可以动员该地区那些第二集团

国家（只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国），作出有利于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的决定。特别是对已经宣布愿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东

亚国家（如韩国和泰国）而言，这种友好信号将促使他们更快加入，进而削弱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对优势。其次，中国可以尝

试用利益诱导其他参与者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由于中国目前

是大多数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包括日韩在内，所有人都希望从不断增

长的中国市场中获益更多。只要坚持开放市场，中国就能将东亚诸国的注意力更

多地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转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加速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通过实行此类大手笔的贸易政策，中国可以提早

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此真正威胁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

谈判进程，继而震慑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第三，帕克（Ｐａｒｋ２０１１）指出，促进东亚

区域架构形成最可取的办法是，及早建成中日韩自贸区，再延伸到东南亚，最终完

成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动员韩国和日本，同意就开放市场和建

立信任的具体方案达成一致，那么从最终的长期区域和平建设角度来看，这将是

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一条绝佳途径。虽然还有一些政治障碍有待克服，但第三条

道路将是东亚各国和平共处，特别是以区域一体化方式实现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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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ａ．ｇｏ．ｋｒ／ｎｅｗ２／ｆｔａｋｏｒｅａ／ｆｔａｋｏｒｅａ２０１０＿ｄ．ａｓｐ（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查询）。

２．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ｐｏｌｉ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ｔａ／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查询）。

３．参见：ｈｔｔｐ：／／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查询）。

４．这一辩论与９０年代中广受关注的辩论，尤其是关于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关系的辩论，非

常相似。当时两方分别提出了“基石”和“绊脚石”的观点。（详见Ｐａｒｋ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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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Ｍａｔｔｌｉ１９９９）提出了区域一体化成功的三个前提条件：（ｉ）就潜在经济效益达成共识；（ｉｉ）

普遍认同经济困难时期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ｉｉｉ）出现善意领导者国家。本章作者

（Ｐａｒｋ２０１１）认为，东亚已经满足了前两个条件，但在第三个条件上仍有巨大障碍。

６．Ｃｈｏｉ（２０１０）提出，韩国的领导应该是软实力领导，结合韩国在知识和企业家精神上的领

导优势。

７．王玉柱（Ｗａｎｇ，Ｙｕｚｈｕ２０１１）还指出，主要是中日的领导权之争造成了东亚区域架构内东

盟火车头的“临时”性。

８．东亚自由贸易区（ＥＡＦＴＡ）是东亚展望小组在其最终报告中提出的更为全面的东亚共同

体的一部分（参见东亚展望小组２００１年的报告）。然而最近，设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

议让位给了其他一些计划，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

因为后者可以覆盖更广区域和更多成员。

９．正如下文将分析的，因为最近兴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已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亚太地区制度性区域架构，故中国对成员国的立场也已经发生

改变。

１０．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日本和中国都已经偏离了各自的一贯立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的成员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完全一致，而东亚自由贸易区是日本在２０１３年

初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前一直大力推动的。相反，中国则不得不接受东盟的

倡议，开始与曾经和东盟就加入自由贸易区成功谈判过的各国重新进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谈判来平衡美日所做出的战略举措。

１１．胡一帆（Ｈｕ２０１３）列出了以下国家和地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现出兴趣：老挝、印

尼、韩国、泰国、台湾、哥伦比亚、菲律宾、哥斯达黎加。

１２．分析人士指出，谈判国之间的主要利益分歧在于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敏感问题。预计

要么整个谈判进程陷入失败，要么相对于其期望值而言，各国只能达成某种低水平的自

由化。（ＬｅｅａｎｄＢａｎｇ２０１２）

１３．应当注意到，在此背景下韩国于２０１３年表达了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兴趣，

并随即开展了双边磋商，即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第一步。

１４．对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潜在得失的详细探讨参见（Ｈｕ２０１３）。

１５．２０１０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包含以下内容的宣言：通过开展建立持续性

的区域举措如东盟１０＋３，东盟＋６，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来促使亚太自由

贸易区成为一项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参见（亚太经合组织２０１０）。虽然宣言中没有明确

提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东盟＋６的成员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

员完全匹配，因而本章的解读是可以接受的。

9:;<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Ａｌａｎ（２０１０），“ＴｈｅＧｘ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ＦａｃｅｓＧ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犌犾狅犫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６，Ｎｏ．３，ｐｐ．１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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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ＥＣ（２００６），“Ｔｈｅ４ｔｈＳＯＭ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ｏｎＦＴＡｓ／ＲＴＡｓ：Ｃｈａｉ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０６／

ＳＯＭ／ＦＴＡＲＴＡ／００９，Ｍａｙ２８．

ＡＰＥＣ（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Ｖｉｓｉｏｎ—

Ｂｏｇｏｒ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Ｂｒｅｓｌｉｎ，Ｓｈａｕｎ（２００６），“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ｔｏ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ｓ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犘狅狑犲狉犻狀犃狊犻犪，犃犳狉犻犮犪，

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狋犺犲犖犲犪狉犪狀犱犕犻犱犱犾犲犈犪狊狋，Ｇｅｒｍ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Ｃｈｏｉ，Ｔａｅｗｏｏｋ（２０１０），“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Ｋｏｒｅａ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ｕｎ，Ｈｏｎｇｔａｅｃｋａｎｄ

ＭｙｕｎｇｈｏＰａｒｋ（ｅｄｓ．），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犳狅狉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犐：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犪犌狉狅狑狋犺犛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犛狅犾犻犱犪狉犻狋狔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ｐｐ．２６７—３０９，Ｋｏｒｅ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Ｋｏｒｅ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９９），“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ＵＳ—Ｊａｐ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ｉｎ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ｐｐ．４９—８０．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Ｖｉ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１），“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Ａａｒｏｎ（２０００），“ＷｉｌｌＥｕｒｏｐｅｓＰａｓｔＢｅＡｓｉａｓＦｕｔｕｒｅ？”犛狌狉狏犻狏犪犾，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ｐｐ．１４７—１６０．

Ｇａｒｒｅｔｔ，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２０１０），“Ｇ２ｉｎＧ２０：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犌犾狅犫犪犾犘狅犾犻犮狔，Ｖｏｌ．１，Ｉｓｓｕｅ１，ｐｐ．２９—３９．

Ｈａ，ＹｏｕｎｇＳｕｎ（Ｅｄ．）（２００８），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犕狔狋犺犪狀犱犚犲犪犾犻狋狔，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Ｋｏｒｅａｎ）

Ｈｕ，Ｙｉｆａｎ（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ｏＳｕｒｆｔｈｅＮｅｗＷａｖｅ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ｉｔｏ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ｍｅｏ．

Ｊｉ，Ｍａｎｓｏｏ（２０１０），“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ＵｐｃｏｍｉｎｇＧ２０

Ｍｅｅｔｉｎｇ，”犠狅狉犾犱犈犮狅狀狅犿狔犜狅犱犪狔，Ｖｏｌ．１０，Ｎｏ．３，Ｋｏｒｅ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ｒｃｈ１６．（ｉｎＫｏｒｅａｎ）

Ｊｉｎ，Ｊｉａｎｍｉｎ（２０１１），“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ＰＰＮ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ｐｔｙＷｏｒｒｉｅｓ，”

Ｆｕｊｉｔｓ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１．

Ｋａｗａｉ，Ｍａｓａｈｉｒｏ（２０１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Ｋｏｒ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９．

Ｌｅｅ，ＣｈａｎｇｅＪａｃａｎｄＨｏＫｙｕｎｇＢａｎｇ（２０１２），“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ＪＫＦＴＡａｎｄ

ＲＣＥＰａｎｄＫｏｒｅ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犠狅狉犾犱犈犮狅狀狅犿狔犝狆犱犪狋犲，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４，Ｎｏｖ．２０．

（ｉｎＫｏｒｅａｎ）

Ｌｅｅ，ＴａｅＨｗａｎ（２００８），“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Ｈａ，Ｙｏｕｎｇｓｕｎ（ｅｄ．），

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犕狔狋犺犪狀犱犚犲犪犾犻狋狔，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Ｋｏｒ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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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ｔｌｉ，Ｗａｌｔｅｒ（１９９９），犜犺犲犔狅犵犻犮狅犳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犱犅犲狔狅狀犱，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ａｒｋ，ＳｕｎｇＨｏｏｎ（１９９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ｓｉａ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Ｋｏｒｅａ，”犓狅狉犲犪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犝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４，Ｎｏ．１，ｐｐ．４２—

７１．（ｉｎＫｏｒ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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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Ｆａｌｌ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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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狆犲狀犺犪犵犲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ｐｐ．１０９—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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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一轮跨区域主义及其对二十国集团的启示１

贺　平

　　随着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长期逡巡不前、金融监管等新型全球治理议题不

断涌现，新一轮区域主义正在形成，其特点在于区域合作日益超越传统的地理约

束，表现出尤为明显的“跨区域”（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或“区域间”（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特征。

据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于２０１１年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在所有已经生效的特

惠贸易安排（ＰＴＡ）中，有近一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协定，而几乎所有已经

签字但尚未生效或尚处于谈判阶段的ＰＴＡ都具有“区域间”特征（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这种跨区域合作的势头也引起了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等区域组织的高度重视（ＡＤＢ２０１３）。在这些跨区域合作实践中，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

ＴＴＩＰ）、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以下简称ＲＣＥＰ）等案例由于其巨大的体量

和极具战略意义的内容，尤为引人注目。本章将初步探讨其共性特征，并从“意愿

联盟”（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ｉｎｇ）的理论视角分析其对多哈回合谈判和二十国集团

（以下简称Ｇ２０）的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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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跨区域合作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ＴＰＰ、ＴＴＩＰ、ＲＣＥＰ和日本—欧洲经济伙伴协定／自由贸易协定（ＥＰＡ／ＦＴＡ）为

代表的数个“超级自由贸易协定”（ｍｅｇａＦＴＡ）正在逐步成型（见表９．１）。奥巴马

政府在２０１３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强调，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并肩

合作，寻求“雄心勃勃的、广泛的、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承诺”（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ｅ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２０１３）。美国正在加紧与中东和北非（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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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ＭＥＮＡ）、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ＧＣＣ）、东非共同体（以下简称ＥＡＣ）、东盟

等区域组织和国家集团实现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以下简称ＴＩＰ）、贸易和投资框

架协定（以下简称ＴＩＦＡ）等跨区域合作倡议。欧盟除了与美国的ＴＴＩＰ谈判之

外，还于２０１３年３月正式启动了与日本的ＥＰＡ／ＦＴＡ谈判。欧盟在其文件中多

次强调，到２０１５年全世界９０％以上的增长将来自欧盟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金

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盟进一步意识到发展贸易是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

增长，而又不必加剧财政负担的少数捷径之一。根据欧盟的测算，如果全部完成

目前与加拿大、美国、日本、东盟、地中海南岸国家（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约旦）、

印度、南方共同市场、海湾合作组织、非加太国家的ＦＴＡ谈判，有望使欧盟国内生

产总值（ＧＤＰ）提升２．２％（约为２７５０亿欧元），并增加２２０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相

当于欧盟劳动力的近１％）（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３ｄ）。

表９．１　新一轮跨区域主义中“超级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中村志保２０１３）

经济规模 人口规模

美元（万亿） 占全球比例（％） 人口（亿） 占全球比例（％）

ＴＰＰ ２７．６ ３８．５ ７．９ １１．４

ＲＣＥＰ ２１．２ ２９．６ ３４．０ ４９．０

日欧ＥＰＡ／ＦＴＡ ２２．５ ３１．４ ６．３ ９．１

ＴＴＩＰ ３２．３ ４５．０ ８．２ １１．８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勃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

的重要原因。

第一，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出现是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的产物。对于电子产品、汽车、机械等代表性产业而言，从产品设计和原料到零部

件和半成品再到最终产品的完整生产链，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突破了

国家的界限，而且日益超越次区域和区域的地理束缚。由于外包和中间产品贸易

的增加，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传统贸易之外，日益出现了格罗斯曼（Ｇｅｎｅ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学者所谓的“不同任务间的交易”（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ａｓｋｓ）（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８）。因此，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品价格与别国企业息息

相关，一国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但有益于这一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企业，也使

处在这一生产网络，特别是价值链后端的本国企业受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可

能不再是对本国企业的一种“保护”，而成为一种“伤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ＧＡＴＴ）和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ＷＴＯ）建立初期

的“让步交换”的谈判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国际经贸格局。理查德·鲍德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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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ｌｄｗｉｎ）提出，“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的综合体”（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Ｐｎｅｘｕｓ）已经成为２１世纪国际商务的核心，尽管 ＷＴＯ议题中也

涉及知识产权、投资和服务贸易，但多哈回合谈的基本还是“２０世纪的议题”，而不

是上述“２１世纪的议题”。鲍德温甚至认为，这种“２１世纪的区域主义”正在颠覆

ＷＴＯ作为世界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地位（Ｂａｌｄｗｉｎ２０１３）。为此，瑞典国家贸

易署等机构和一些学者呼吁，应超越传统的“攻防对立”的谈判思维，从全球价值

链的角度开展ＴＴＩＰ的谈判，为双方企业创造更为开放和互利的环境，实现货物

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同（Ｋｏｍｍｅｒｓｋｏｌｌｅｇｉｕｍ２０１３）。

根据对２００８年状况的一项研究，欧洲、南美和北美已经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

网络与其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重叠程度远远落后于亚洲和大洋洲，即美欧的

ＦＴＡ伙伴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偏离（ＯＥＣＤ２０１３）。这也成

为美欧加紧ＴＴＩＰ以及欧盟—日本ＥＰＡ／ＦＴＡ等谈判的重要原因。这一趋势不

但表现在上述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跨区域合作中，也同样表现在ＴＰＰ、ＲＣＥＰ等不

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群体之间。正如日本—泰国ＥＰＡ等一系列案例所反映

的，基于产业分工的产业内垂直贸易，是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ＰＴＡ的

一个重要诱因，这些ＰＴＡ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机制性因

素（Ｍａ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此外，自１９５９年以来，意在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ｓ）也出现了

突飞猛进的增长。为了加强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减少生产、物流、营销等成本，

防范可能的风险，相关国家除了关税之外必须在投资承认、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

益、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一系列规制领域开展深度融合，提供整套而非单一的政策

工具。这恰恰就是ＴＰＰ、ＴＴＩＰ等新一轮跨区域主义实践的主要目标。

第二，发达经济体力图通过新一轮跨区域主义，把握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

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这既是对于国际经贸格局变迁的防御性应对，又是着

眼未来的战略性布局。

首先，传统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间建立的特惠贸易协定，形成了以

前者为轴、后者为辐的某种轴辐结构，以及以美欧日为核心的某种等级结构

（Ｍａ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北方国家—南方国家之间的跨区域贸易谈判和贸易协定体

现出一种非对称性（Ｂｉｌ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但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

快速崛起及其群体性合作，这一等级结构出现了一定的松动。美欧力图重新主导

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种种实践，既是重新建立乃至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构的尝试，

事实上也是ＷＴＯ内原有四方集团（Ｑｕａｄ）在国际经贸新格局下的一种再生。当

时四方集团的成员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现在都是ＴＰＰ、ＴＴＩＰ、欧盟—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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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Ａ／ＦＴＡ的谈判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一轮跨区域主义也可以被视为发

达经济体对新兴国家不断崛起及其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制度性回应。因此，席卷

全球的经济危机并没有使美欧之间的经济摩擦愈演愈烈，反而使双方力争携手扛

起一面“西方的旗帜”（ｗｅｓｔｅｒｎｆｌａｇ），无论是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ＴＥＣ）的议程，

还是双方在Ｇ２０中的行为都证明了这一点（Ｌａｇａｄｅｃ２０１２）。丹尼尔·汉密尔顿

（Ｄａｎｉｅ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等学者甚至强调，在美欧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道义形象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ｔｕｒｅ）就日益成为其比较优势。为此，“积极防御和维护自由国际经

济秩序”就成为美欧合作的关键领域，通过制定贸易和规制机制，欧美应努力使新

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所谓“真正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２０１２）。

丹尼尔·德雷兹内（ＤａｎｉｅｌＷ．Ｄｒｅｚｎｅｒ）曾基于主要大国间的分歧高低、主要

大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分歧高低两个选项，将全球规制协调分为四种。作

为两种极端，“和谐的标准”（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和“虚假的标准”（ｓｈａｍ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分别出现在两者分歧均较低或较高的情况下。当主要大国之间缺乏全面共

识，但又能协调一致同其他国家达成标准时就出现了所谓的“竞争的标准”（ｒｉｖ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反之则出现“俱乐部标准”（ｃｌｕ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此时大国协调（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ｅｒｔ）就显得尤为重要（Ｄｒｅｚｎｅｒ２００７）。不难发现，无论是ＴＰＰ、ＴＴＩＰ

等新一轮跨区域主义还是传统的八国集团（以下简称Ｇ８）（更严格意义上的七国

集团（以下简称Ｇ７）都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标准”的特征。

类似地，迈尔斯·卡勒（ＭｉｌｅｓＫａｈｌｅｒ）和戴维·莱克（ＤａｖｉｄＡ．Ｌａｋｅ）提出，除

了超国家（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机制之外，尚有两种机制可以作为前者的替代或补

充。一种是等级制（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由某一个主导型国家制定权威决策，如美元化；

另一种是网络制（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主要基于部分国家长期的、稳定的交往，但同时又

缺乏超国家的、第三方的合法性权威对可能出现的争端进行仲裁，如《巴塞尔协

议》（Ｂａｓ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ｓ）（ＫａｈｌｅｒａｎｄＬａｋｅ２０１１）。如果说等级制尚带有浓重的“霸权

稳定论”的色彩，网络制则是对ＴＰＰ和ＴＴＩＰ等区域和跨区域合作的生动写照，

前者试图提供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而后者提供的则是特定成员范围内的俱乐

部产品。

其次，新一轮跨区域主义并不局限于关税壁垒，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至国

内规制上，强调力争上游而非逐底竞争（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３ｂ）。根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作为技术性壁垒的代表，技术性贸易壁垒

（ＴＢＴ）影响到近３０％的国际贸易，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ＳＰＳ）则影响到６０％以上

的农产品贸易。数量控制、价格控制、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限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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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非技术性壁垒同样成为阻碍贸易的重要因素（ＮｉｃｉｔａａｎｄＧｏｕｒｄｏｎ２０１３）。

传统上北方国家之间的协定通常比南南协定表现出更深的一体化。美欧新近签

署的诸多ＰＴＡ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投资等一系列“超越世界贸易

组织”（ＷＴＯｐｌｕｓ）的国内规制议题，也充分反映出美国和欧洲作为两个规制制定

的“轴心”（ｈｕｂ），力图将自身的规制取向推广至其贸易伙伴（Ｈｏｒ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这

在ＴＰＰ、ＴＴＩＰ等案例中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

肯尼斯·阿博特（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ｂｂｏｔｔ）和邓肯·斯奈德（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ｉｄａｌ）等学

者曾提出规制过程（ＡＮＩＭＥ）的五个阶段：议程设置、标准谈判、自主执行、监控和

强制执行（ＡｂｂｏｔｔａｎｄＳｎｉｄａｌ２００５）。在规制标准设定（ＲＳＳ）中，尽管政府、企业与

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三角互动，且后两者的作用日益提升，但政府在国际规制

设定中的核心作用仍无可替换，特别是在议程设置、标准谈判和强制执行等阶段

（ＡｂｂｏｔｔａｎｄＳｎｉｄａｌ２０１１）。大国仍是书写全球规制的主要角色（Ｄｒｅｚｎｅｒ２００７）。

传统上，国内规制往往是“硬规则”（ｈａｒｄｒｕｌｅｓ），由各国政府执行，而国际规制

则多为“软法”（ｓｏｆｔｌａｗ），表现为自愿标准和最佳实践等（ＭａｔｔｌｉａｎｄＷｏｏｄｓ

２０１１）。例如，由于美国和欧盟在裁定和处理反垄断上的机制差异（美国主要通过

州和联邦法庭的司法机制，而欧盟则更为重视行政机制），竞争政策被认为是部分

重大国际议题中“机制匮乏”（ｎｏｎｒｅｇｉｍｅ）的代表性案例。尽管包括美欧在内的国

际社会自国联以来，并不缺乏建立相应机制的努力，但始终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条

约化机制（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但ＴＰＰ、ＴＴＩＰ的提出和进展使美欧等主要经

济体在相互监督、规制改革、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制融合的态

势，创造少数国家通用的高标准正在逐渐成为现实。欧盟甚至将美欧规制模式的

融合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认为其系统外溢能够促进多边贸易谈判的后续进展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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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影响首当其冲地反映在其与多边主义的关系上。这一

问题事实上是传统的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争论的延续及其新的发展。

新一轮跨区域主义实践可能产生的巨大收益有可能使相关经济体更加无心

推动多边进程。区域和跨区域协定事实上在 ＷＴＯ多边协定之外提供了一种最

佳替代方案（ＢＴＡＮＡ），也提高了 ＷＴＯ多边谈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Ｏｄｅｌｌ

２００９）。根据Ｅｃｏｒｙｓ公司于２００９年进行的测算，如果将美欧之间的非关税壁垒取

消５０％，将每年分别为欧洲和美国带来１２２０亿欧元和４１０亿欧元的经济收益

（Ｅｃｏｒｙｓ２００９）。根据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ＥＣＩＰＥ）于２０１０年所作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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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考虑到生产力提高和贸易便利化等动态因素，实现零关税将为欧盟和美国分

别带来５８０亿—８６０亿美元和５９０亿—８２０亿美元的收益（ＥｒｉｘｏｎａｎｄＢａｕｅｒ

２０１０）。而根据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３年开展的独立研究，ＴＴＩＰ有望每

年为欧盟和美国分别带来１１９０亿欧元（约合欧盟ＧＤＰ的０．５％）和９５０亿欧元

（约合美国ＧＤＰ的０．４％）的经济收益，并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１０００亿欧元的收

益（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根据法国国际信息和展望研究

中心（ＣＥＰＩＩ）的一项研究，ＴＴＩＰ能使欧盟和美国的ＧＤＰ各自增长０．３％，分别带

来每年９８０亿美元和６４０亿美元的收入增长（Ｆｏｎｔａｇｎé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根据欧盟委

员会的初步估算，光是对美贸易的增长就将为欧盟创造７００万个就业机会（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３ｂ）。根据美国商会的估算，取消美欧之间的所有关税

将在５年内为双方带来１８００亿美元的ＧＤＰ增长，而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取消一般

性非关税壁垒，则美欧的ＧＤＰ将得到额外的３％的增长（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３）。而据贝塔斯曼基金会更早发布的但饱受争议的一项

报告，ＴＴＩＰ将使欧盟和美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分别实现４．９５％和１３．４％的惊人增

长，即便是全球平均的人均收入增长也有望达到３．２７％（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到２０２５年，ＴＰＰ（包括现有１２个谈判国及韩国）有可能为全球带来年均２９５０亿

美元的收益，其中为美国带来的收益为年均７７５亿美元，而ＲＣＥＰ的收益将达到

５０００亿美元，整个亚太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ＡＰ）的收益更有可能达到１．３万亿—

２．４万亿美元（ＰｅｔｒｉａｎｄＰｌ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Ｐｅｔ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与之相对应，根据加

里·克莱德·赫夫鲍尔（ＧａｒｙＣｌｙｄｅＨｕｆｂａｕｅｒ）等学者的测算，多哈回合谈判所带

来的收益仅为６３０亿—２８３０亿美元（ＰｅｔｒｉａｎｄＰｌ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远远低于上述跨

区域合作。２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拖累和其他议

题的牵制，各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事实上缺乏对于实质性推动多边贸易进程的魄力

和决断，也缺乏国内主要政治力量的强力支持。乌拉圭回合启动和结束时的那种

时代精神（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似乎已不复存在（Ｇｒａｓｓｔｅｋ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大国领导力的消退使多哈回合谈判只能长期停留于纸面或口头。更有极

端者如前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ＳｕｓａｎＣ．Ｓｃｈｗａｂ）已明确表示，多哈谈判已注定失

败，各方应放弃“拯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分法以及美欧眼中的单边减

让、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一揽子协议等诸多谈判结构也已过时，最佳

的出路在于完成一些规模更小、更为集中的双边或诸边谈判和协议，并使部分志

同道合者得以加入（Ｓｃｈｗａｂ２０１１）。

从历史来看，ＧＡＴＴ／ＷＴＯ的多边贸易进程主要是由公司利益特别是美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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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公司利益推动的，无论是欧盟一体化及其扩大对美国企业的促动还是乌

拉圭回合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的议题的加入，无不体现了私人部门的力量。

但是现在这一推动力正在渐渐消退，主要原因在于美欧企业得以通过区域或双边

的贸易自由化取得相应收益，而无需求助于多边谈判，这是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

艰的重要原因之一（Ｍａｔｔｏｏａｎｄ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１１）。

x*Ｇ２０;F<)=.óô>P4GH?�,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出现大幅下降，这与部分国家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

信贷链的断裂、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等因素不无关系（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２０１１），这些因素

也成为促使Ｇ２０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就“意愿联盟”的本质属性而言，Ｇ２０

并不是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理想载体，也无力实质性推动集团内部和全球范围的

贸易自由化进程。当然，Ｇ２０仍有助于各国特别是其最高领导人保持沟通、交换

意见乃至促进共识。３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主化程度、经济发展

阶段、宗教文化差异所形成的界限乃至对立正在日益消解。Ｇ２０的出现既是这一

趋势的反映和结果，又成为推动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机制。但这并不

能掩盖各国在若干重大议题上的立场差异和利益冲突。借用斯图尔特·帕特里

克（ＳｔｅｗａｒｔＰａｔｒｉｃｋ）关于全球领导集团中志同道合程度（ｌｉｋｅ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有效

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和代表性（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三个要素的分析（Ｐａｔｒｉｃｋ２０１１），由于

新兴经济体的参与，Ｇ２０与Ｇ８相比，在代表性上显著增强，但与此同时在志同道

合程度和有效性上则面临巨大的潜在危机（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ａｎｄＫｉｒｔｏｎ２０１０）。这在

Ｇ２０建立初期各国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应激性合作时尚不明显，各国在金

融、财政特别是银行业等领域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合作成效，但随着金融危机冲

击的渐渐消退、Ｇ８成员国相对实力的恢复，以及Ｇ２０本身议题范围的逐渐扩大，

这一先天性的结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

单就贸易自由化而言，Ｇ２０并未从“危机应对委员会”（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成功

转型为“全球治理的全面领导委员会”（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的角色。Ｇ２０

在其领导人峰会以及财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多次提出建立规则导向的贸易

和投资机制、抵制保护主义压力、推进贸易自由化、顺利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等倡

议，官方开发援助（以下简称ＯＤＡ）承诺之外的“促贸援助”也成为Ｇ２０在贸易领

域的政策内容之一。尽管如此，Ｇ２０在市场开放上的成绩单并不尽如人意。Ｇ２０

成员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方面相当自制，但在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临

时贸易壁垒（ＴＴＢ）方面却并无收敛，而那些真正的贸易保护措施又恰恰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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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中若干主要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上（ＢｏｗｎａｎｄＫｅｅ２０１１）。根据全球

贸易预警（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ｌｅｒｔ）的报告，金融危机之后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主

要来自Ｇ２０成员国，其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比例从２００９年的５８％逐年上

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７０％，截至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２０１３年度的这一比例仍高达６０％。

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底，Ｇ２０成员共实施了１５２７项以邻为壑的保护主

义措施，而且其中的８９％仍未撤销。在全世界尚在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

Ｇ２０国家占据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而相比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这四个最发达

的工业化国家，金砖五国在２００８之后的五年中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又翻番。

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３年，在对Ｇ２０国家造成的商业利益损害中有６０％—７０％恰恰是

Ｇ２０成员自己施加的（Ｅｖｅｎｅｔｔ２０１３）。

一方面，与Ｇ７或Ｇ８所反映的三边主义不同，Ｇ２０的一个关键特征就在于其

更为显著的跨区域的地理和权力结构。但是Ｇ７／Ｇ８不仅仅是所谓的“富人集

团”，也是志同道合的一个小型俱乐部。与之相对应，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南方国家

加入Ｇ２０并不是因为他们与Ｇ８成员有多少共同语言，而在于其不容忽视的经济

体量（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０）。Ｇ２０既是试图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载体，更是平衡Ｇ７等工

业化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权力天平的载体（Ｂａｙｎｅ２０１１）。巴西、印度、中国等发

展中大国作为Ｇ２０成员，在国际经贸议题核心决策圈中存在感的日益增强，确实

使决策集团更为多元，也客观上增加了谈判低效和陷入僵局的可能（Ｎａｒｌｉｋａｒ

２０１０）。正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所体现出的一样，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争论

的核心甚至并不在于技术性细节，而在于对公平、民主、正义、发展等基本价值观

的认知差异，而这一矛盾在短期内是难以调和的。

另一方面，Ｇ２０本身也并不能够代表所有国家，这一集团之外的其他１５０余

个国家甚至面临着成为“被边缘化的大多数”的风险。正如新加坡领导的“全球治

理集团”（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ｒｏｕｐ）所展示的，其他国家有可能通过组建新的集

团来应对乃至抗衡Ｇ２０（Ｐａｙｎｅ２０１０）。换言之，Ｇ２０既没有大到足够击碎对其不

过是“大国协调”的质疑，又没有小到像Ｇ８一样为其领导人提供足够的“非正式

性”（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和寻求共识的“舒适度”（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２０１３）。不少人甚至

相信，所谓美欧代表的“自由主义秩序”与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力量”之间的冲突

和对立，既是各国实力消长后的必然结果，也因其立场和观点的相左还将继续维

持乃至恶化。因此，Ｇ２０从本质上而言并不能解决 ＷＴＯ决策在效率和民主之间

的矛盾，甚至会加剧这一两难困境。Ｇ２０并不能替代 ＷＴＯ，只能通过坚持 ＷＴＯ

的规则和规范给予其一定的外部支持（Ｎａｒｌｉｋａ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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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近２０年后达成第一个多边贸易协

定———“巴厘一揽子协定”，在历经重重挫折后取得了多哈回合谈判来之不易的阶

段性成果。可以说，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飞速发展为这一突破施加了某种动力和

压力，而两者的互动也为相关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一方面，超国家的但

又次于全球层面的经济安排可以被视为有关国家政策协调的试验场，在多边和

（跨）区域的双轨制下，为最终形成完善的全球性政策机制奠定基础（Ｐｏｍｆｅｔ

２００７；Ｃｒｕｍｐ２００６；Ｃｒｕｍｐ２００７）。正如欧盟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

动了多边贸易进程一样，以ＴＰＰ、ＴＴＩＰ、ＲＣＥＰ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和跨区域深

度一体化也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同时，ＷＴＯ也可以借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的方式，设立多边层次的自愿最佳实践纲领，建立相应的咨询中心，加强

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ＣＲＴＡ）的透明机制（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０；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ａｎｄＡｌｖｓｔａｍ２０１２），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新一轮跨区域合

作的挑战。

另一方面，ＷＴＯ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最佳选择，也应该尝试探讨过去十年

来不断涌现的所谓“非多哈议题”，并且在多边协定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努力通过诸

边协定等方式实现更多的阶段性突破，保持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势头（ＩＭＦ２０１１）。

无论是多哈回合谈判还是 ＷＴＯ本身都不仅仅是减少保护、交换承诺的市场，同

样也是制定规则、监控执行进程的机制，加入新的议题对于多边谈判保持“向前

看”的意识非常重要（Ｈｏｅｋｍａｎ２０１３）。事实上，除了多边一揽子协定之外，ＷＴＯ

本身不乏建立在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诸边协定和建立在关键多数（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ｓｓ）

原则基础上的部门协定，如政府采购协定、民用航空器协定和信息技术协定。截

至２０１２年，１５８个ＷＴＯ成员方中仅有３４个（约占２１．５％）全部加入了上述三个

协定，而且其中还包括欧盟及其２７个成员国（Ｇｒａｓｓｔｅｋ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从这个意思上而言，部分国家在特定议题上率先达成较高标准，对

于ＷＴＯ以及多边主义而言并不是洪水猛兽，反而有可能是突破现有僵局的一个

契机。

78

１．２０１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ＲＣＥＰ与ＴＰＰ背景下的中国亚太跨区域开放合作战略研

究》（１３ＣＧＪ０２９）和复旦大学自主科研项目。

２．当然霍夫鲍尔的测算只是诸多研究之一，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考虑到贸



１３６　　 "#$%&#'(

易自由化对于提高企业生产力和扩大出口的巨大作用，多哈回合有可能使全球ＧＤＰ提升

０．２％—１．４％，约合１５００亿—９０００亿美元，参见ＩＭＦ，“ＴｈｅＷＴＯＤｏｈａＴｒａｄｅＲｏｕｎｄ—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６，２０１１。其他的测算可参见

ＡｎｔｏｉｎｅＢｏｕｔ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Ｌａｂｏｒｄｅ，“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ｏｆＤｏｈａＴｒａｄｅＴａｌｋｓ：ＷｈｅｒｅＤｏＷｅ

Ｓｔａｎｄ？”ＩＦＰＲＩＩｓｓｕｅＢｒｉｅｆ６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ＹｖａｎＤｅｃｒｅｕｘａｎｄＬｉｏｎｅｌＦｏｎｔａｇｎé，“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ＤＤＡ，”ＣＥＰＩＩ，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１１—

２０２３，２０１１．

３．约翰·基顿对于迄今为止关于Ｇ２０的各大观点流派有着相当详尽的梳理，尽管他本人从

三角和平论的角度出发似乎对于Ｇ２０的评价颇高，甚至认为Ｇ２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系

统轴心（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ｈｕｂ）。参见ＪｏｈｎＪ．Ｋｉｒｔｏｎ，犌２０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犳狅狉犪犌犾狅犫犪犾犻狕犲犱犠狅狉犾犱，

Ｆａｒｎｈａｍ：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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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ｂｏｔｔ，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ｎｄＳｎｉｄａｌ，Ｄｕｎｃａｎ（２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ｒｍｓ，”ｉｎ：ＰｅｔｅｒＮｏｂｅｌｅｄ．，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犪狀犱犜犺犲犔犪狑，Ｂｅｒｎｅｒ：Ｓｔａｅｍｐｆｌ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Ａｂｂｏｔｔ，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ｎｄＳｎｉｄａｌ，Ｄｕｎｃａｎ（２０１１），“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ＭａｔｔｌｉａｎｄＮｇａｉｒｅ

Ｗｏｏｄｓｅｄｓ．，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狅犳犌犾狅犫犪犾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ＡＤＢ（２０１３），犃犇犅，犐犇犅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狊犇犻狊犮狌狊狊犐狀狋犲狉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犪狀犱犛犺犪狉犲犱犆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ＡｌａｎＳ．，ａｎｄＫｉ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２０１０），“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Ａｌａｎ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Ｆ．Ｃｏｏｐｅｒｅｄｓ．，

犚犻狊犻狀犵犛狋犪狋犲狊，犚犻狊犻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犆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狅犳犌犾狅犫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Ｏｎｔ．：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３），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犜狉犪狀狊犪狋犾犪狀狋犻犮犜狉犪犱犲

犪狀犱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

Ｂａｌｄｗ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３），“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ＷｈｙＴｈｅｙＥｍｅｒｇｅｄ，ＷｈｙＴｈｅｙ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Ｇｏｉｎｇ，”ｉｎ：ＤｅｂｏｒａｈＫ．Ｅｌｍｓ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Ｌｏｗｅｄｓ．，犌犾狅犫犪犾犞犪犾狌犲

犆犺犪犻狀狊犻狀犃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犠狅狉犾犱，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ｙｎｅ，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２０１１），“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８Ｓｕｍｍｉｔ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２０，”ｉ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ａｙｎｅ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ｏｏｌｃｏｃｋｅｄｓ．，犜犺犲犖犲狑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犇犲犮犻狊犻狅狀

犿犪犽犻狀犵犪狀犱犖犲犵狅狋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Ｆａｒｎｈａｍａｎｄ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ｔ．：Ａｓｈｇａｔｅ．

Ｂｉｌａｌ，Ｓａｎｏｕｓｓｉ，ｄｅＬｏｍｂａｅｒｄ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ｎｄＴｕｓｓｉｅ，Ｄｉａｎａ，ｅｄｓ．（２０１１），犃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

犜狉犪犱犲犖犲犵狅狋犻犪狋犻狅狀狊，Ｆａｒｎｈａｍａｎｄ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ｔ．：Ａｓｈｇ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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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ｕｔ，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ｄｅ，Ｄａｖｉｄ（２００９），“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ｏｆＤｏｈａＴｒａｄｅＴａｌｋｓ：ＷｈｅｒｅＤｏ

ＷｅＳｔａｎｄ？”犐犉犘犚犐犐狊狊狌犲犅狉犻犲犳，Ｎｏ．６１．

Ｂｏｗｎ，ＣｈａｄＰ．ａｎｄＫｅｅ，ＨｉａｕＬｏｏｉ（２０１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ｅｗ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ＭｏｎａＨａｄｄａｄａｎｄＢｅｎ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ｅｄｓ．，犕犪狀犪犵犻狀犵

犗狆犲狀狀犲狊狊：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犗狌狋狑犪狉犱狅狉犻犲狀狋犲犱犌狉狅狑狋犺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犆狉犻狊犻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犚犲犱狌犮犻狀犵犜狉犪狀狊犪狋犾犪狀狋犻犮犅犪狉狉犻犲狉狊狋狅犜狉犪犱犲犪狀犱

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犃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Ｆｉ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Ｅ１０／Ａ２／Ａ１６，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０），犆狉狅狊狊犆狌狋狋犻狀犵犐狊狊狌犲狊狅狀犚犜犃狊，ＷＴ／

ＲＥＧ／Ｗ／５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Ｆ．（２０１０），“ＴｈｅＧ２０ａｓ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ｅｄ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ｏｒａ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犳犳犪犻狉狊，Ｖｏｌ．８６，Ｎｏ．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Ｆ．，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Ｒａｍｅｓｈ（２０１３），犜犺犲犌狉狅狌狆狅犳犜狑犲狀狋狔（犌２０），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ｒｕｍｐ，Ｌａｒｒｙ（２００６），“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Ｔｗｏｔｒ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犔犪狑，Ｖｏｌ．９，Ｎｏ．２．

Ｃｒｕｍｐ，Ｌａｒｒｙ（２００７），“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ＷＴＯ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ＬａｒｒｙＣｒｕｍｐａｎｄＳ．ＪａｖｅｄＭａｓｗｏｏｄ

ｅｄｓ．，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犪狀犱犌犾狅犫犪犾犜狉犪犱犲犖犲犵狅狋犻犪狋犻狅狀狊，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Ｄｅｃｒｅｕｘ，Ｙｖａｎ，ａｎｄＦｏｎｔａｇｎé，Ｌｉｏｎｅｌ（２０１１），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犐犿狆犪犮狋狅犳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犗狌狋犮狅犿犲狅犳

狋犺犲犇犇犃，犆犈犘犐犐，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１１—２０２３．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ＲａｄｏｓｌａｖＳ．，Ｓｐｒｉｎｚ，ＤｅｔｌｅｆＦ．，Ｄｉｇｉｕｓｔｏ，Ｇｅｒａｌｄ Ｍ．，ａｎｄＫｅｌｌ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

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９，Ｎｏ．２．

Ｄｒｅｚｎ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Ｗ．（２００７），犃犾犾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犐狊犌犾狅犫犪犾：犈狓狆犾犪犻狀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狔

犚犲犵犻犿犲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Ｅｃｏｒｙｓ（２００９），犖狅狀犜犪狉犻犳犳 犕犲犪狊狌狉犲狊犻狀犈犝犝犛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犃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Ｊ２００７／Ｓ１８０—

２１９４９３．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Ｂａｒｒｙ（２０１１），“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ＭｏｎａＨａｄｄａｄａｎｄＢｅｎ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ｅｄｓ．，犕犪狀犪犵犻狀犵犗狆犲狀狀犲狊狊：犜狉犪犱犲犪狀犱

犗狌狋狑犪狉犱狅狉犻犲狀狋犲犱犌狉狅狑狋犺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犆狉犻狊犻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Ｅｒｉｘｏｎ，Ｆｒｅｄｒｉｋ，ａｎｄＢａｕｅｒ，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２０１０），“Ａ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Ｚｅｒ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Ｇ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Ｇｏｏｄｓ，”犈犆犐犘犈犗犮犮犪狊犻狅狀犪犾犘犪狆犲狉，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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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ｎｅｔｔ，ＳｉｍｏｎＪ．（２０１３），犠犺犪狋犚犲狊狋狉犪犻狀狋？犉犻狏犲犢犲犪狉狊狅犳犌２０犘犾犲犱犵犲狊狅狀犜狉犪犱犲，Ｔｈｅ１４ｔｈ

Ｇ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ＰＲ）．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Ｇａｂｒｉｅｌ，Ｈｅｉｄ，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ａｎｄＬｅｈｗａｌｄ，Ｓｙｂｉｌｌｅ（２０１３），犜狉犪狀狊犪狋犾犪狀狋犻犮犜狉犪犱犲

犪狀犱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 （犜犜犐犘）：犠犺狅 犅犲狀犲犳犻狋狊犳狉狅犿 犪 犉狉犲犲 犜狉犪犱犲 犇犲犪犾？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ｏｎｔａｇｎé，Ｌｉｏｎｅｌ，Ｇｏｕｒｄｏｎ，Ｊｕｌｉｅｎ，ａｎｄＪｅ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２０１３），“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ｒａｄｅ：

Ｗｈｉ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犆犈犘犐犐犘狅犾犻犮狔犅狉犻犲犳，Ｎｏ．１．

Ｇｒａｓｓｔｅｋ，Ｃｒａｉｇｖａｎ，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

犠狅狉犾犱犜狉犪犱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ＧｅｎｅＭ．ａｎｄ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Ｅｓｔｅｂａｎ（２００８），“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ａｓｋｓ：ＡＳｉｍｐ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９８，Ｎｏ．５．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２０１２），“ＴｈｅＬｉｓｂ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ＦｅｄｅｒｉｇａＢｉｎｄｉａｎｄＩｒｉｎａ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ｕｅｄｓ．，犜犺犲犉狅狉犲犻犵狀

犘狅犾犻犮狔狅犳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犃狊狊犲狊狊犻狀犵犈狌狉狅狆犲狊犚狅犾犲犻狀狋犺犲犠狅狉犾犱，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Ｈｏｅｋｍａ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２０１３），“ＴｈｅＤｏｈ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１０Ｙｅａｒｓｏｎ，”ｉｎ：Ｒｏｒｄｅｎ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ｅｄｓ．，犜狉犪犱犲，犘狅狏犲狉狋狔，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犌犲狋狋犻狀犵犅犲狔狅狀犱狋犺犲

犠犜犗狊犇狅犺犪犇犲犪犱犾狅犮犽，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ｏｒｎ，Ｈｅｎｒｉｋ，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ＰｅｔｒｏｓＣ．，ａｎｄＳａｐｉｒ，Ａｎｄｒé（２０１０），“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ＥＵａｎｄＵ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犜犺犲犠狅狉犾犱犈犮狅狀狅犿狔，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１．

ＩＭＦ（２０１１），犜犺犲犠犜犗犇狅犺犪犜狉犪犱犲犚狅狌狀犱—犝狀犾狅犮犽犻狀犵狋犺犲犖犲犵狅狋犻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犅犲狔狅狀犱．

Ｋａｈｌｅｒ，Ｍｉｌｅｓ，ａｎｄＬａｋｅ，ＤａｖｉｄＡ．（２０１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ｙＳｏＬｉｔｔｌｅ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ＭａｔｔｌｉａｎｄＮｇａｉｒｅＷｏｏｄｓｅｄｓ．，犜犺犲

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狅犳犌犾狅犫犪犾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Ｋｉ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Ｊ．（２０１３），犌２０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犳狅狉犪犌犾狅犫犪犾犻狕犲犱犠狅狉犾犱，Ｆａｒｎｈａｍ：Ａｓｈｇａｔｅ．

Ｋｏｍｍｅｒｓｋｏｌｌｅｇｉｕｍ（２０１３），“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犖犪狋犻狅狀犅狅犪狉犱狅犳犜狉犪犱犲，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Ｋｏｍｍｅｒｓｋｏｌｌｅｇｉｕｍ，

Ｎｏ．４．

Ｌａｇａｄｅｃ，Ｅｒｗａｎ（２０１２），犜狉犪狀狊犪狋犾犪狀狋犻犮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２１狊狋犆犲狀狋狌狉狔：犈狌狉狅狆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犪狀犱

狋犺犲犚犻狊犲狅犳狋犺犲犚犲狊狋，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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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二十国集团在联合国２０１５年后

全球发展议程中的角色

张海冰

　　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即将于２０１５年到期，２０１５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以下简称

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的塑造在以围绕千年发展目标（以下简称 ＭＤＧｓ）的减贫和发展为核

心，还是以目标更为宏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下简称ＳＤＧｓ）为核心的问题上存

在争议。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更关注通过规范设置来主导全球发展目标的设定，

试图通过对发展手段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嵌入更多政治、价

值观和社会条件，偏离了ＭＤＧｓ减贫和发展的主线。发展中国家则普遍比较倾向

于以 ＭＤＧｓ为基础构建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反对以ＳＤＧｓ淡化甚至彻底取代

ＭＤＧｓ。实际上，关于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

家的利益诉求不同，导致了在谋划全球共同发展蓝图时出现了愿景冲突和战略重

点错位。联合国主导下的Ｐｏｓｔ２０１５能否将各种发展主张和意见融合成一个国际

社会的共同目标，以及能否带领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发展行动，仍然面临不少难

题和挑战。与联合国相比，Ｇ２０相对较小的成员规模更有利于协调立场，对推进

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可起到有效协调和补充协助作用。更为理想的是，二十国集团

（以下简称Ｇ２０）如果能够在关键的发展领域做出实质性贡献，这对国际发展合作

的有效落实和协调行动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Ｇ２０�7@>#２０１５.{_`¡ÕAB4C¦Å

Ｇ２０需要关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增强Ｇ２０发展议

程的国际关联度，扭转其在Ｇ２０众多议程中的边缘化地位；二是着眼于Ｇ２０机制

转型，发展议程的丰富维度有利于Ｇ２０从应急性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常设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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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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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议程对于Ｇ２０而言并非新议题，但是长期以来并不是核心议题。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前的Ｇ２０部长级会议就已经开始关注发展议程，２０１０年６月Ｇ２０多

伦多峰会宣言中也谈及要关注发展议题，并成立了发展工作组（ＤＷＧ），提出“缩

小发展差距和减贫是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以及保障更加强劲和有弹性

的全球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１。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程的是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的

Ｇ２０首尔峰会，发展议程与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和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共同组成

了四大核心议题。但是，发展议程始终未能成为Ｇ２０领导人峰会的焦点。

发展议程之所以成为Ｇ２０首尔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实际上与韩国自身的战

略考虑有关。韩国作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ＤＡＣ）的新晋成员，２希望能够

借助Ｇ２０这个国际多边平台，提升韩国的国际影响力。韩国从一个受援国成功跻

身援助大国俱乐部，倡导国际发展合作和分享发展经验对于增强韩国软实力具有

重要意义，Ｇ２０首尔峰会恰好给了韩国一个难得的展示机会。《首尔发展共识》

（Ｓｅｏ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ｆｏｒＳｈａｒｅｄＧｒｏｗｔｈ）阐述了将发展议程列为Ｇ２０

核心议程的战略考虑。其中提及，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Ｇ２０有责

任扮演和补充援助贡献者、联合国系统、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机构的角色，帮助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实现ＭＤＧｓ。为了增强Ｇ２０在发展领域的行动力，

首尔峰会还设立了关于发展议程的跨年度行动计划（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

ＭＹＡＰ），并确立了九大支柱：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发展、贸易、私人投资和创

造就业、粮食安全、有弹性的增长、金融包容性、国内资源动员和知识分享。为了

实现上述九个方面的目标，行动计划还提出应重点因循的六大原则。３在２０１１年

Ｇ２０法国戛纳峰会的主要议题中，发展议题虽然在列，却被排在最后一位。鉴于

欧债危机的恶化，戛纳峰会把恢复欧元区信心放在首位，其次是国际货币体系、社

会议题、金融规制和发展议程。就发展议题而言，Ｇ２０戛纳峰会延续了首尔峰会

确立的九大支柱，并提出重点关注食品安全、基础设施和发展融资。２０１２年的

Ｇ２０墨西哥沃斯卡沃斯峰会则重点强调了对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和粮食安

全的关注。４２０１３年的Ｇ２０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则关注了首尔行动计划九大支柱

中的五个：粮食安全、金融包容性和汇款、人力资源发展、基础设施、国内资源

动员。５

遗憾的是在Ｇ２０峰会上，发展议题似乎逐渐成为一种装饰性议题，有边缘化

趋势。Ｇ２０作为领导人峰会，很难在议题设定上左右领导人尤其是大国领导人的

意志和关注焦点。首尔峰会预期发展议题将成为其最大的亮点，但是期间恰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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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战争”意外成为峰会关注热点，

从发达国家德国到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直至非洲大陆的南非，都对

此强烈关切。无独有偶，２０１１年的Ｇ２０法国戛纳峰会上，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成

为峰会焦点问题，发展议题被搁置了。２０１３年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上，叙利亚

危机而非发展议题成为此次Ｇ２０峰会的焦点。对于刚刚成立的Ｇ２０峰会而言，

其应急性机制的特征非常明显，发展作为长期议题显然缺乏像量化宽松政策这种

经济热点的紧迫性。Ｇ２０峰会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还很难协调和

平衡好短期应急性问题与长期全球经济治理议题。而且，这种状况恐怕还会一直

延续下去，因为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却无法将其作为最重

要和最紧急的议题来应对。

总的来看，关键问题可能在于Ｇ２０毕竟是发展领域里的后来者，既无强大的

国际影响力，也没有相应的落实机制。如何走出发展议程边缘化的困境，考虑与

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这样的国际发展议程接轨可能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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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危机的消退，Ｇ２０如何从一个危机应对型机制向长效管理机制转

型，议题选择是关键，而发展议题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长期议题。之所以强调Ｇ２０

应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发挥作用，主要还是着眼其有利于Ｇ２０机制转型的

考虑。

一方面，关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有利于增强Ｇ２０机制的长期有效性。金融危

机爆发以来，Ｇ２０成员国联手合作，采取了共同的刺激经济增长行动，对于遏止金

融危机深化和扩散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要实现Ｇ２０机制的长期有效性却

非易事。Ｇ２０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其有效性取决于核心成员尤其

是主要经济体的重视与合作。重视程度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Ｇ２０在全球重要经

济议题上的影响力和有效作为，以及是否能够获得全球数量最为庞大的发展中国

家群体的支持。美国在金融危机压力逐渐减退的趋势下，对Ｇ２０的重视度也随之

减弱，Ｇ２０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为了确保Ｇ２０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

心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内的话语权，尽可能争取发展中国

家群体的支持，Ｇ２０有必要关注发展议题。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关涉多个国际机构

和组织，包括联合国、经合组织（ＯＥＣＤ）、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等，Ｇ２０介入有

助于提升其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也是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互动的一个渠道，无

疑会提高Ｇ２０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关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有利于Ｇ２０从应急性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

常设性机制转型。就Ｇ２０机制转型而言，关注发展议题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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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是增强Ｇ２０机制转型的合法性基础。关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可以帮助

Ｇ２０拓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全球主要援助大国和新兴援助者之间的广泛联系，

增强Ｇ２０机制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化解Ｇ２０作为一个有限成员集体而面临

的合法性质疑。发展和减贫是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一个长期重要议题，但是

全球在发展问题上的成效却受各种因素掣肘，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碎片化。发

展问题的碎片化集中体现在发展行动和发展融资方面。如果Ｇ２０能够成为一个

全球发展行动的协调中心，这对于促进全球发展议程无疑是利好，对Ｇ２０自身的

机制转型也是有利的，因为毕竟合法性是Ｇ２０成为一个常设性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的基本前提。其次，发展是Ｇ２０转型阶段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合适议题。发展议题

是关系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议题之一，并且与其他全球经济治理议题如贸

易、投资、税收等具有内在联系，不可分割。Ｇ２０匹兹堡峰会确立了Ｇ２０作为协调

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地位，发展议题理应列入全球经济事务的内容中，没有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就无从实现。关注发展这一长期性

议题，可以增强Ｇ２０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首要平台地位。最后，Ｇ２０关注发展

议题具有一定的基础。从Ｇ２０现有发展议程所关注的领域看，基础设施建设、粮

食安全、人力资源发展和绿色增长是其最为关注的四大领域，而且，Ｇ２０将经济增

长作为实现上述四个主要发展目标的基础。这四个方面与ＭＤＧｓ和ＳＤＧｓ所关

注的发展领域是重合的。因此，Ｇ２０关注并参与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是互利选择，对

Ｇ２０自身有利，对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发展目标的达成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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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展议程已经嵌入Ｇ２０峰会的主要议题“菜单”中，但是关于Ｇ２０机制

是否适合关注并参与发展议程，以及即使参与是否能够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有

所作为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论。对于Ｇ２０参与发展议程持怀疑论的看法主要基于

两方面的理由。一是机制不适宜论，二是功能重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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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制设置看，Ｇ２０是轮值主席国制，不适宜关注发展议程这一长期性并

且需要持续投入的议题，会影响到Ｇ２０的效率和有效性。总的来看，Ｇ２０是一

个决策机制而非执行机制，缺乏执行力就不可能在发展领域有实质性作为。另

外，从机制属性看，Ｇ２０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应该是说

服其他机构多做发展和援助贡献，而不是亲力亲为。如果Ｇ２０关注的议题过于

宽泛和分散，反而不利于Ｇ２０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降低其效率。

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ＣＩＧＩ）的资深研究员巴里·卡林（ＢａｒｒｙＣａｒｉ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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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认为发展议程对于Ｇ２０来说无疑像泰国人心目中的白大象，只可远观。出于

装饰门面的需要，可以将发展议程列入Ｇ２０议程，但是绝不能将其作为Ｇ２０的

主要议程。在他看来，能够列入Ｇ２０议程的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令所

有成员国苦恼而且对他们都有重要影响的议题；这些议题在别的国际机制里无法

得到解决；有助于强化其他国际机制，并且对增强Ｇ２０公信力带来积极影响的议

程（Ｃａｒｉｎ２０１３ａ）。

功能重复论的理由则在于，发展领域已经有足够多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全球

层面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层面有众多的地区性开发银

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以及双边的发展援助组织等，Ｇ２０没必要

做重复劳动。与现有的发展机构和组织相比，Ｇ２０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因此没

法期待其在发展领域能作出特殊的贡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展政策中心副主

任罗宾·戴维斯（ＲｏｂｉｎＤａｖｉｅｓ）就直言不讳地批评Ｇ２０现有的发展议程没有实质

内容，是松散的和没有牙齿的（Ｄａｖｉｅ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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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Ｇ２０应重视参与发展议程的观点主要出于增强Ｇ２０的合法性和考虑

Ｇ２０机制长远发展的利益。Ｇ２０峰会成立以来，一直被诟病的是其合法性问题。

将发展议题列入Ｇ２０峰会议程将有助于增强Ｇ２０的合法性。尽管Ｇ２０成员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８５％，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２／３，但是被排除在

外的国家对此大为不满。毕竟，Ｇ２０在非成员国家看来是一个新的集团，掌控全

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但大部分国际社会成员却被排除在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Ｇ２０成立５年以来作出了各种努力，通过智库峰会（Ｔｈｉｎｋ２０）、市民社会峰会

（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和工商峰会（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来征询意见，试图增强Ｇ２０的广泛代

表性和合法性。发展议题的加入，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成为Ｇ２０核心议题

的，因为这一议题涉及发展中国家这一庞大的群体利益。关注这一议题，可以为

Ｇ２０机制发展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正如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Ｇ２０

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卡拉汉（Ｍｉｋｅ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所言：“发展议题应该是Ｇ２０的优

先议题。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Ｇ２０成员国不能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前景，也必须

关注其政策对非Ｇ２０成员国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也是实现强劲、可持续全球增长的一个重要聚焦点。”（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２０１３）

从Ｇ２０机制的长远发展来看，正如前文所述，关注发展议程有利于Ｇ２０由应

急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常设机制转型。毫无疑问，Ｇ２０之所以从部长会议升格为

领导人峰会，首先要归功于全球金融危机。２００７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迅速演变

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Ｇ２０峰会首次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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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９月Ｇ２０领导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峰会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匹兹

堡举行。一年之内，Ｇ２０领导人三次聚首，呼吁合作、寻求共识，在稳定国际金融

市场、携手应对经济衰退、谋划世界经济长远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和不可替代

的作用。但是，随着危机应对压力的消退，Ｇ２０如何顺利转型成掌舵全球经济治

理的常规性机制的问题也逐渐显现。自Ｇ２０峰会机制成立以来，其合法性的一个

重要基础在于其有效性，尤其是应对危机上的有效性。但是，就长远而言，如何促

进Ｇ２０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内持续发挥有效性，的确颇费思量。选择发展议程作

为长期议题，或许可以成为Ｇ２０机制长期化发展的一个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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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Ｇ２０是否应关注和参与发展议程的争论，实际上也反映了Ｇ２０峰会成

立５年来在机制发展和功能定位两大问题上的争议。软机制特性和应急性特征

将会是Ｇ２０在机制发展和功能定位方面面临的两个长期性问题，其根源还是在于

危机推动型的全球经济治理特征。作为危机推动型的经济治理机制，Ｇ２０在危机

压力消退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持机制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并顺利转型为

一个常态化的经济治理机制。这不仅涉及Ｇ２０机制的转型和建设，更重要的是治

理议题的慎重选择。对Ｇ２０而言，似乎全球性经济议题都应属于其治理范畴，但

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是Ｇ２０保持治理有效性的前提，否则“圣诞树式”的过多议题

反而会抑制Ｇ２０的运作活力。发展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呈现议题泛化和问题多

元的特点。全球经济发展的联动性和共生性，需要有一个国际治理机制来进行协

调和治理，而这一机制非Ｇ２０莫属。因为Ｇ２０包括了全球１９个系统重要性国家

以及欧盟，并将传统援助大国和新兴援助大国聚拢在一起。Ｇ２０成员占据了全球

ＧＤＰ总量的９０％，官方发展援助的９４％，以及全球人口的７０％。６这些特征使得

Ｇ２０具备了在全球发展领域发挥独特作用的先天条件。对于国际发展合作而言，

目前的焦点议题是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Ｇ２０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关键是要弄清楚

Ｇ２０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内的定位和关注点。

从首尔峰会来看，Ｇ２０对于自身在发展领域的定位和关注点还是相当客观和

准确的。从定位看，Ｇ２０强调了补充性作用，即补充现有的国际多边援助体系的

不足，而非替代和主导。国际发展援助长期以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碎片化，援助

主体、援助行动和援助资金等各个方面都呈现碎片化的趋势。联合国主导下的

ＭＤＧｓ作为全球共同发展目标，其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双边援助资金和行

动，甚至是受援国自身的努力。全球协调一致的行动往往多停留在倡议和文件

中。Ｇ２０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有能力在促进国际发展共识方面作

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协助联合国相关机构在推动实现 ＭＤＧｓ和就联合国Ｐ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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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中的发展共识形成方面有所作为。因为Ｇ２０有着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双重视

角，有助于有效的援助对话和达成共识。

从Ｇ２０在发展领域的关注点看，首尔共识强调了“发展伙伴关系”和“成果导

向”。这一关注重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契合了当前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强调“平等

伙伴关系”和“援助有效性”的发展潮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援助所

带来的负面问题，如“援助依赖”“腐败”等意见较大，对于援助有效性和援助效率

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作为受援国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发

展负有责任，传统的援助大国在借鉴新兴援助国的经验基础上也开始倡导“平等

伙伴关系”。因此，把推动更为平等的发展伙伴关系和以成果为导向的国际发展

合作列为Ｇ２０在发展领域的重要关切，符合国际发展合作的现实需要。

x*Ｇ２０�@>#２０１５.{_`¡ÕAB"*+¡¢P�

Ｇ２０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２０１３年

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作出了明确回答。俄方在总结此次峰会成果时明确提及：

“联合国目前是塑造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的主导者，Ｇ２０承诺将协助联合国致力于Ｐｏｓｔ

２０１５。”７《圣彼得堡发展展望》（Ｔｈｅ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ｕｔｌｏｏｋ）中写

道：“Ｇ２０力图发挥补充性国际力量，推动国际共同商定的发展目标得以达成。

我们保证将来的Ｇ２０发展议程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回应Ｐｏｓｔ２０１５。”８　

对于Ｇ２０能否发挥好协助角色，也有不少不看好的观点，关键还是担忧Ｇ２０

到底有多大的执行力。巴里·卡林认为“Ｇ２０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只能是个配

角（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ｌａｙｅｒ）。尽管Ｇ２０的文件和领导人声明具有广泛的国际传播效

应，但是在全球发展议程的话语权主导方面竞争相当激烈，世界银行主推自己的

‘减贫２０３０’，联合国占据了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如何作为千年发展目标议程继承者的讨

论。就Ｇ２０而言，可以在研究方面发挥影响，选择某个问题在领导人宣言中加以

阐述。可是Ｇ２０迫于其执行能力的有限，很难吸引国际发展组织将有限的发展资

源转移到Ｇ２０的目标框架下”（Ｃａｒｉｎ２０１３ａ）。然而，Ｇ２０如果能够积极发挥协调

影响力，并且尝试在关键发展领域有实质性贡献，还是可以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

发挥重要影响力。为此，Ｇ２０可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协调立场，推动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方面达成共识。关于联合国Ｐｏｓｔ

２０１５的设定，参与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众多，可以说各种意见多元而庞杂。联合国

秘书长成立了专门制定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的联合国系统工作组９以及高级别知名人士小

组，还任命了一名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发展规划的特别顾问。与此同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会议，即“里约＋２０”会议成果文件启动了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一个由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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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员组成的开放式工作组也致力于为第６８界联合国大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提交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案。里约＋２０峰会成果文件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应

与２０１５年后的发展一致。此外，发展政策委员会是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

构，就新兴的跨部门发展议题提供独立意见。发展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也致力于讨

论与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相关的概念议题。１０除了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外，一些地区性

政府组织如欧盟和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对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目标的设定提出了

各自的设想和建议。如何有效地协调和整合这些意见，最大限度地平衡好不同利

益诉求，并有效发挥全球力量是一个紧迫而棘手的问题。

Ｇ２０在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领域内可以协助联合国做一些工作。巴里·卡林提

出Ｇ２０应该尝试参与精简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毕竟，在Ｇ２０范围内比联合国范围内

更容易达成共识。他建议将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的远景目标和原则合并，形成数目

有限但是具有实质和时间限制的承诺（Ｃａｒｉｎ２０１３ｂ）。的确，Ｇ２０成员包含了传统

援助大国如美欧国家，也包含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些中

等力量国家如韩国、加拿大等，不仅可以涵盖利益多元的国际发展体系的主要意

见，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而且因成员数量相对有限而更有助于达成共识。Ｇ２０

可以成为一个在传统援助大国和新兴援助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合作的机制性平

台，现有的多边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如ＯＥＣＤ在成员代表性方面的不足正好是Ｇ２０

所具备的优势。

第二，成立全球发展理事会，整合全球发展治理的碎片化机制。Ｇ２０如果要

在发展领域，尤其是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发挥更大作用，就不能仅限于给联合国提交建议

报告。Ｇ２０或许可以创设一个机制来整合全球发展治理的缺口，该机制有点类似

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现有发展工作组的基础上成立全球发展理事会。现有的全球

性、区域性、双边国际发展和援助组织，以及非政府发展组织数量繁多，彼此协调

起来很困难，或许Ｇ２０可以发挥其作为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的首要平台的作用，在

协调国际发展合作方面有所贡献。Ｇ２０还可以充分利用其领导人峰会的平台作

用，通过国家承诺的方式和相互评估程序来完善和解决其执行力弱的问题，为联

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作出更大的实质性贡献。

Ｇ２０成立全球发展理事会具有一定的执行力和影响力保障。参与Ｇ２０峰会

的领导人是国家象征，代表国家行为，领导人承诺虽然并不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

强制约束力，但是代表国家形象和国家行为，具有无形的而且是较强的软约束力。

Ｇ２０如果能够设立全球发展理事会，将有助于协助联合国领导下的联合国Ｐｏｓｔ

２０１５达成共识和设定目标，并且有助于与全球主要多边国际发展合作组织，如

ＯＥＣＤ、世界银行、地区性多边开放银行等加强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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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重关键发展领域，为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作出切实贡献。Ｇ２０对于联合

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的贡献将不仅限于目标和原则的设定，更为重要的是对全球发展目

标的实现作出实质性贡献和起到表率作用。长期以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的一个瓶颈因素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尤其是跨国和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受

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因素限制，以及由于一些政治形势不稳的国家和地区

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私人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作为相对有限。因此如何

增加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备受关注。近年来，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研

究和投入都在持续上升，世界银行和一些地区性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和非

洲开发银行，甚至是处于筹建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都比较关注基础设施领域

的发展融资支持。Ｇ２０成员囊括了全球主要发展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完全有能

力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作出实质性贡献，以协助联合国系统内发展援助机构、世

界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在此领域的作为。如作为

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布里斯班峰会主席国的澳大利亚也非常重视和关注基础设施建设，

总理托尼·阿博特（ＴｏｎｙＡｂｂｏｔｔ）在２０１４年１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中，

高度肯定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在减贫和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再次强调澳大

利亚将强劲增长作为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峰会的主题，认为经济增长才是解决所有全球

性问题的关键。托尼·阿博特还调侃自己是一个“基础设施部长”（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希望Ｇ２０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能够将决策者、融资人和建筑

商组织在一起，来确定一个长期可行的基础设施融资方案。１１２０１４年２月召开的

Ｇ２０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第七条明确承诺，将为提高投资尤其是对基础设施

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创设便利的投资环境，并强调这一点对于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

具有决定性作用，鼓励私人投资和市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１２

Ｇ２０还可以将其成员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设想和实施方案纳入Ｇ２０框架，予

以支持和推广，并将其作为Ｇ２０在全球发展领域和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中切实贡献

的一部分。２０１４年７月，金砖五国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成立，Ｇ２０应对此予以支持和鼓励。因为这种大规模

的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不可低估，对于Ｇ２０刚刚确定的

在未来５年，将全球ＧＤＰ总量由目前的预测水平提高２％的目标实现，具有实质

性的支持作用。

正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所言，基础设施建设是ＡＰＥＣ和Ｇ２０在创造全

球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的共同着力点：“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生产型投入，对内可拉动

内需、增加就业、提高生产力，对外则有利于贸易投资便利化，使商品和人员流动

更快捷和高效。ＡＰＥＣ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下一步要更上一层楼，制定亚太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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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蓝图，从软件、硬件和人文交往三方面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

设。Ｇ２０积极探讨此问题，下一步要从营造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大环境、

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加大投入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１３总的来看，Ｇ２０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主要关注领域具有切实可行性，不仅有Ｇ２０现任主席国澳大利亚的支持，

也有中国这样重要成员国的实际行动支持。

第四，广泛联络地区性合作机制，寻求更多的地区力量支持。Ｇ２０发挥协助

性和补充性作用，并不意味着Ｇ２０的次要作用。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

台，Ｇ２０除了要在具体的经济治理议题上拿出治理方案，还应在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的网络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地区性经济治理机制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网络的

一个重要维度，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全球经济治理机构来协调各地区性机制的联

系与合作，Ｇ２０可以借助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这一具有广泛联系的议题，加强与地区

性经济治理机制的沟通与合作，为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目标的共识

达成乃至后续落实，发挥不可替代的沟通与协调作用。

例如，２０１４年下半年，ＡＰＥＣ和Ｇ２０会议将先后召开。澳大利亚和中国分

别作为Ｇ２０和ＡＰＥＣ的主席国，在如何加强两个机制间的联系和议题的相互支

持方面，已经开始接触和协商。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中澳双方委托各自智库在上

海召开Ｇ２０ＡＰＥＣ的地区协调会议，澳方Ｇ２０协调人希瑟·史密斯（Ｈｅａｔｈｅｒ

Ｓｍｉｔｈ）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对于加强Ｇ２０和ＡＰＥＣ两个机制间的互相

协调与合作，都提出积极看法。会后的联合新闻稿显示，“ＡＰＥＣ和Ｇ２０在结构

改革、互联互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等方面可以采取的共同行动”，

“ＡＰＥＣ和Ｇ２０应加强合作，扩大对区域和世界经济的正面效应，并采取共同行

动推动ＡＰＥＣ和Ｇ２０成员贸易和经济领域的改革”。１４若能以此为契机，建立

Ｇ２０和ＡＰＥＣ的联系机制，将为更大范围的Ｇ２０和地区性机制的联系提供范

本。中澳今年分别为ＡＰＥＣ和Ｇ２０的主席国，又都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有

能力促成Ｇ２０和 ＡＰＥＣ的联系机制，并且此举有三利：一是有利于 Ｇ２０和

ＡＰＥＣ的议题对接，共同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二是有利于稳固Ｇ２０机制

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地位，为Ｇ２０与其他地区合作机制建立联系

开创新模式；三是有利于扩大ＡＰＥＣ的影响力，借助Ｇ２０的平台，ＡＰＥＣ的议题

和进程可获得更多的国际关注。

第五，二十国集团商界峰会（Ｂ２０）是推动企业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不可或缺的

渠道。Ｂ２０是Ｇ２０峰会框架内的商业峰会，由来自Ｇ２０成员国的企业家代表组

成。Ｂ２０是Ｇ２０成果落实的一个重要渠道，没有企业层面的参与和支持，Ｇ２０推

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以及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就失去了切实的落实机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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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所言：“如果我们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不能给企业带来利

润，这样的政策就不起作用。”他强调所有国家都面临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挑

战，企业部门在引领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１５这并不意味

着Ｇ２０的议程要围绕企业利好而设定，我们必须意识到企业对于微观经济运行层

面的敏锐观察和建议，这对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具有关

键作用。

例如，基础设施和投资一项，全球的资金需求到２０３０年估计将高达５７万亿

美元，按照目前的资金来源趋势测算大约有２０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１６如何促进

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参与，是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一环。在全球发展议题上，仅仅

依赖政府力量存在明显不足，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在于企业的发展。对于发展中

国家而言如何建立和扶持更多的中小企业发展，是解决就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Ｂ２０是一个集合跨国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台，可以为创设更有利的营

商环境提供客观和有效的政策建议，是Ｇ２０达成和落实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依赖平

台。Ｇ２０可以借助Ｂ２０的平台力量，为参与联合国Ｐｏｓｔ２０１５提供切实的落实机

制，并起到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发展议程和企业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作用。

X¾

展望２１世纪，正如联合国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吴红波副秘书长所言，联合

国主导下的Ｐｏｓｔ２０１５应该使人类的发展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ＭＤＧｓ

是基石，是ＳＤＧｓ的基础，ＭＤＧｓ将确保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建成一个没有贫困的

世界，能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吴红波２０１３）。作为协调全球经

济事务的首要平台，Ｇ２０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建设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作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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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犜狅狉狅狀狋狅犇犲犮犾犪狉犪狋犻狅狀，Ｊｕｎｅ２６—２７，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２０１０／ｇ２０ｓｅｏｕ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２．韩国于１９９６年正式加入经合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１０年正式成为隶属于ＯＥＣＤ的发展援助

委员会（ＤＡＣ）成员。韩国成为首个由受援国转变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

国家。

３．犕狌犾狋犻犢犲犪狉犃犮狋犻狅狀犘犾犪狀狅狀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Ｓｅｏｕ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２，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

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２０１０／ｇ２０ｓｅｏ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１日）六大原则内

容如下：第一，聚焦经济增长。Ｇ２０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需要缩小发展差距，携

手最不发达国家提高他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第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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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平等伙伴，应尊重其发展自主权，并充分认识到发展还是要依赖其国内的发展

政策。第三，全球和区域的系统性问题。发展作为系统性问题需要集体的、协同性行动，

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多边合作创造发展的协同效应。第四，私人部门的参与。尤其是私

人部门在发展经验、技术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特殊作用。第五，补充性。Ｇ２０应该发挥不

同的但是具有补充性的作用，避免重复。应关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能够有助于增

强Ｇ２０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首要平台功能的发展议题。第六，成果导向。

４．２０１２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犚犲狆狅狉狋狅犳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犠狅狉犽犻狀犵犌狉狅狌狆，Ｊｕｎｅ１９，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６１９ｄｗｇ．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８日）

５．犛狋．犘犲狋犲狉狊犫狌狉犵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犗狌狋犾狅狅犽，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５，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ｓ／２０１３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８日）

６．犛狋．犘犲狋犲狉狊犫狌狉犵犃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犚犲狆狅狉狋狅狀犌２０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犆狅犿犿犻狋犿犲狀狋狊，Ａｕｇｕｓｔ２８，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ｓ／２０１３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

６月８日）

７．犗狌狋犮狅犿犲狊狅犳狋犺犲犚狌狊狊犻犪狀犌２０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犮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９，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ｅｎ．ｇ２０ｒｕｓｓｉａ．ｒｕ／

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１２９／７８４４９７４７１．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

８．犜犺犲犛狋．犘犲狋犲狉狊犫狌狉犵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犗狌狋犾狅狅犽，ｈｔｔｐ：／／ｅｎ．ｇ２０ｒｕｓｓｉａ．ｒｕ／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７８４４９７４７１．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

９．联合国系统工作组是由联合国秘书长为支持系统范围内准备２０１５年后联合国发展议

程，而于２０１２年１月份建立的。工作组汇集了６０余个联合国实体和机构及国际组织，

并由联合国经济社会部与联合国发展署共同主持。工作组为关于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的

讨论提供分析建议、专业知识和宣传推广。

１０．《２０１５年后的发展》，参见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ｓａ／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ｙｏｎｄ２０１５．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

１１．犜犺犻狊犢犲犪狉狊犌２０：犌犲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犉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狊犚犻犵犺狋，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ｙ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ｏｎｙ

Ａｂｂｏｔｔ，ＭＰ，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Ｄａｖｏ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

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ａｂｂｏｔｔｄａｖｏ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

１２．犌２０犕犻狀犻狊狋犲狉犻犪犾狊犆狅犿犿狌狀犻狇狌é，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Ｓｙｄｎｅ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０２２３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

１３．《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２０１４

年４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ｗｊｂｘｗ＿６０２２５３／ｔ１１４７７０１．ｓｈｔｍｌ。（访

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

１４．《中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联合新闻稿》，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ｗｊｂｘｗ＿６０２２５３／ｔ１１４７６９８．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

１５．犜犺犻狊犢犲犪狉狊犌２０：犌犲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犉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狊犚犻犵犺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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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上述信息和数据均引自Ｂ２０的工作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２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ｎｆｏ／。（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

9:;<

吴红波（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联合国视角》，载《国际展望》第３期，第７页。

Ｃａｒｉｎ，Ｂａｒｒｙ（２０１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Ｇ２０：Ｗｈｉｔ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ｏｒ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Ｊｕｌｙ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ｇ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２０ｗｈｉｔ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ｏｒｃｏｒ

ｎｅｒｓｔｏｎ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

Ｃａｒｉｎ，Ｂａｒｒｙ（２０１３ｂ），“ＴｈｅＧ２０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犜犺犻狀犽２０犘犪狆犲狉狊２０１４：犘狅犾犻犮狔

犚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犅狉犻狊犫犪狀犲犌２０犛狌犿犿犻狋，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ｎｇｕｅｖｉｌｌｅＭｅｄｉａ，ｐ．１７０．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Ｍｉｋｅ（２０１３），“犗狏犲狉狏犻犲狑：犠犺犪狋狊犺狅狌犾犱狋犺犲犌２０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狉犻狅狉犻狋犻犲狊犫犲？”

Ｊｕｌｙ３１，ｈｔｔｐ：／／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２０＃＿ｆｔｎ１．（访问日

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

Ｄａｖｉｅｓ，Ｒｏｂｉｎ（２０１３），“犠犺犪狋犘犾狅狋？—犚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犻狀犵狋犺犲犌２０狊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犃犵犲狀犱犪，”Ｊｕｌｙ

３１，ｈｔｔｐ：／／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２０＃＿ｆｔｎ１２．（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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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国、美国和二十国集团：建立合作型多边治理模式

亚当·赫尔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Ｅｌｉｎｏｒ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曾提到，

共同体即为“面临一系列同样常见问题的”团体，而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Ｇ２０）就

是一个这样的团体。

Ｇ２０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体现在，不仅要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经济运行，还要

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长期福利。Ｇ２０成员国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的

８６％，成员国的领导者是全球经济的实际掌管者。

如Ｇ２０所示，主要双边关系与多边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日俱增。加强中美

关系以及中美两国与Ｇ２０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十分必要，但这不足以使Ｇ２０成为

一个成功治理全球经济的多边组织。作为世界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以及国际经济

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共担特别责任，召集其他成员国，加强Ｇ２０的建

设，促进全球经济合作。

作为世界经济公共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中美两国领导人共担这份特殊的责

任，确保全球公共商品贸易和金融体系有效运转。此体系有助于解决国际经济失

衡的矛盾，促进旨在再平衡的合作行动，加快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中美两国须在

Ｇ２０的框架内通力协作，加强管理全球经济公共事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为此，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必须鼓足勇气，放眼长远，不囿于日常纠纷，以３５年

来和平发展、不断深入的中美关系为基础，筹谋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而避免崛起大

国与现有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历史假说。可以肯定，深化全球合作及政策

协作，必然能产生共享的收益。但如何在国家内部及国际经济中分配收益，也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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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的核心任务即为协调冲突，制定解决方案，达成合作。中美两国领导人

肯定会作出明智之举，投入精力确保这个机制的成功。Ｇ２０的领导人应努力打造

能调解纷争、使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多边机制。Ｇ２０能胜任此项任务吗？

本章以奥斯特罗姆（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提出的成功合作治理公共资源的七项原则

为视角来考量Ｇ２０。尽管Ｇ２０在运用这七项原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只达成

了七项原则中的四项。缺失的三项原则包括：建立可靠的监察体系、制裁体系和

有效的争端解决体系。在考量Ｇ２０之后，本章探究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并

总结深化中美关系的解决之道和实施方案。

然而，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执行合作标准，这些缺失的制度特征是不可或缺

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多边经济关系中的“公地悲剧”难以避免。这

将把所有国家拉回到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当中，而这正是世界经

济在危机爆发前所呈现的。

)* ��_`EF?@ÉG

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Ｇ２０应运而生，并随即聚焦

于扑灭金融危机之火，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协调经济刺激方案。一些雄心勃勃的

人誓要解决全球经济协调中的长期问题。这场“大火”最终得以扑灭，然而核心问

题仍然存在：Ｇ２０能够维持成员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吗？

尽管Ｇ２０各成员国在这场博弈中都占据了一定份额，但在一个不合作的世界

中，要通过合作获得潜在的经济利益可能难以实现。国家领导人独立制定带有某

种战略目的的政策，并认为其他领导人也同样以利己的角度作出战略决策。对于

人们为多边治理付出的努力，一些怀疑论者通常将合作的前景视为“囚徒困

境”———这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建模工具。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两人若合作，结

果是最优的，但在社会交往结构的利益驱动下，两人都可能选择不与对方合作。

有时，人们可能达成合作以避免最坏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多次的互动，人

们会默认选择不合作的方式。

虽然国际经济关系看上去似乎就像是“囚徒困境”，但事实上人们更加倾向

于将其视为社会互动，也称之为保证型博弈。让 雅克·卢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

ｓｅａｕ）在猎鹿博弈的寓言中曾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论述（Ｓｋｙｒｍｓ２００４）：在一个团体

中，猎人们可以选择合作捕鹿，或是各自捕兔，但后果是另外一方将空手而归。在

猎鹿博弈中，通过互相合作可获得对每个人都更好的结果，尽管个人单干也有可

能取得领先，但其他人的境况将会因此而变糟。在此种情况下，面向共同体的机

制通过维持合作准则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从而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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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Ｇ２０如何保证成员国合作捕鹿呢？经济学———尤其要感谢奥斯特罗

姆（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不仅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失衡有诸多见解，而

且还探讨了需要建立哪种制度来维持公共资源的合作治理，而公共资源涉及从公

共福利至功能完备、按规则运行的全球经济的各个层面。通过非正式的互动或是

如Ｇ２０这样的正式机制，成员国可以“尝试与其他国家订立合约，或是找到最有可

能合作的国家，或是对弄虚作假者的惩罚规则达成共识，或是人工调整激励比

率”。通过这些做法，成员国能创造出让所有成员获益的集体行动的制度。

奥斯特罗姆为共同体机制就如何持续合作治理提出了七个“设计原则”。并

非所有原则都是成功治理的必要条件，各项原则的重要程度也不尽相同。１然而，

在那些成功的合作治理共同体机制中，通常可以观察到这些设计原则：（１）明确划

分组织边界；（２）因地制宜，制定管理公用资源使用规则；（３）确保受到规则影响的

成员能参与规则修订；（４）确保共同体成员制定规则的权利受到外界尊重；（５）建

立由共同体成员实施的成员行为监督机制；（６）对违反规则者实行分级制裁；

（７）建立可实施的、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

Ｇ２０在以下关键原则中取得了成功：明确成员国的构成，尽管需要采取更多

措施明确成员国身份并进一步扩大成员国范围（奥斯特罗姆第一原则）；基于共识

的决策过程（奥斯特罗姆第三原则）；建立自主治理机制（奥斯特罗姆第四原则）。

尤其在共同体建设上，Ｇ２０意识到融入那些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上息息相关的、

人口众多且发展迅猛的地区的必要性，从而将原来的七国集团（以下简称Ｇ７）扩

展为Ｇ２０。发达国家还同意再平衡各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金份额和投票权，

早在２００１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开始前，发展中国家即已就此屡屡敦促。

表１１．１显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变化。美国的投票权下降０．５％，

而欧盟２７国出让３．１％的投票权，日本的投票权基本保持不变２。总体而言，发展

中国家的投票权总共增加５．５％，其中中国和韩国的投票权各增加超过一倍，印度

的投票权增长率超过１／３。日本、中国、韩国与印度总计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

票权的１６．５％，与美国持平。该数据绝非表明以上四国组成某种治理联盟，而是

表明改革后治理权向亚洲转移的程度。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发展银行内也增加了

类似的资金和投票权。

很多原因表明，国际机构投票权的调整很有意义。发展中国家人口更为庞

大，持续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扩大其代表数量，能促进机构民主化

进程，增强机构公信力。如同奥斯特罗姆所说，这项举措有利于“确保受到规则影

响者能参与规则修订”。机构的合法性得到保证，从而提高了成员国社会资本的

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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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犐犕犉）投票份额分配表

目前份额 改革前份额 变化率（％）

美　国 １６．５％ １７．０％ －０．５

欧　盟 ２９．４ ３２．５ －３．１

中　国 ６．１ ２．９ ３．２

日　本 ６．１ ６．１ ０

韩　国 １．７ ０．８ ０．９

印　度 ２．６ １．９ ０．７

发展中国家 ３７．２ ３１．７ ５．５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１。

扩大多边治理机制的代表比例，还需要各成员国平等合作，承担同等责任，促

进集体的公共利益。在反映“关键国家”崛起的切实可行的国际治理机制中，不

“（需要）美国向后退，而是其他国家向前进”（ＨａｃｈｉｇｉａｎａｎｄＳｈｏｒｒ２０１２）。然而，

主动参与代价昂贵，要求２０国领导人投入政治资本以建立合作共识，并在多边治

理机制中贯彻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重组问题在共和党领导的美国众议

院屡屡受挫，这增加了对合作的质疑，并损害了美国在广泛包容的组织机构中的

信誉，而其他国家领导人愿意为此直面国内的政治风险（Ｔｒｕｍａｎ２０１４）。

为了维护共同体的标准规则，成员国自愿监督、制裁别国，即使为此需要付出

代价，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多边治理机制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原则。事实上，不同

于世界贸易组织等从外界发号施令的共同体机制，只有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机制才

能够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共同体内实施成员间的协议。

当国家拥有权力和决定权，选择独立但又相互依赖的政治道路时，只有经济

学家所称的“内源性执法”机制才能成功维持共同体的规则。要想取得成功，共同

体必须建立并实施自我监管机制。没有有效的内源性执法机制，共同体将缺乏争

端解决机制（奥斯特罗姆第六和第七原则）。

如同卢梭的猎鹿案例，如果缺乏执法机制，国家将着迷于捕兔子，并制定单独

获益的政策，即便这意味着其余国家将无法捕到雄鹿。缺乏可信的执法机制将使

领导人难以解决既开展经济治理合作又顾及当地条件时的政治成本（奥斯特罗姆

第二原则）。

共同体依赖多边执法，即利用社会手段制裁违反公共规范的以及推卸促进

全球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共同责任的成员国。多边执法要求Ｇ２０成员国充分

了解本国经济政策对别国经济的影响，有责任通过协调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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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往往会损害某些国内利益团体，附加潜在政治成本，让领导人面临政

治选择。

在国际金融机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建

立国际合作的基础。但Ｇ２０领导人能否成功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让成员国遵守

共同体规则（奥斯特罗姆第五、第六原则），是其转变为合作规范的真正措施。建

立领导者之间的社会资本，使其承诺坚持对多边经济治理进行同级监督，仍然需

要时间才能实现；尤其在当下，没有如２００９年的全球危机推动，更是如此。只有

通过长期坚持外交活动，建立领导人之间及成员国代表与Ｇ２０之间的信任和社会

资本，该类社会资本方可建立。

Ｇ２０具备奥斯特罗姆七项原则中的四项，缺乏保证有效解决成员国争端的三

项重要原则，即可靠的监督机制、制裁机制和争端解决促进机制。合作意愿取决

于对彼此利益以及协议条款公平性的理解。理论与实践证明，维持符合这些标准

的多边合作经济治理体系，在国际经济历史上难得一见。

%* MNOPQ4RX

Ｇ２０内部存在一个如何分担再平衡调整所带来成本的基本矛盾。是逆差国

家应采取紧缩政策来限制生活标准以偿还境外销售的金融资产，还是让那些以他

国经济为代价的出口导向的顺差国家应更重视以国内需求带动发展？

当然，每个人的回答大多依据他们在世界上处于何种位置以及对于这些国际

经济制度的历史持何种看法。除了不同的历史视角，各国领导人还要应对国内和

跨国利益集团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网。对于这些集团来说，任何政策调整都会使国

际和国内的经济成本和利益分配产生根本性改变。解决分配矛盾是摆在Ｇ２０领

导人面前的政治难题。

援引财新网总编辑王烁的观点，“增进相互理解可解决因误解导致的问题，而

不是与误解无关的问题”（Ｈａｃｈｉｇｉａｎ２０１４）。因再平衡导致经济成本和利益的分

配矛盾仍将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但目标仍然一致：有效消除国家间的贸

易与经常账户的盈余与亏损。

要依靠Ｇ２０的领导人来建立制度，制定、监督与维持国际社会的行为标

准———无论是在国际商业和金融领域，还是在更广泛的民族国家关系领域都是如

此。但知易行难，这既需要国际合作，又需要国内变革这一涉及主权选择的敏感

区。但是，如果将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引入强有力的多边制度，那么美国、中国和

其他Ｇ２０国家就能够化解阻碍合作与再平衡的冲突，也能减少矛盾，给予领导人

更大的政治空间来处理导致国际不平衡的国内结构性原因。



１６２　　 "#$%&#'(

x* Ö"S#�67~�"4A� T

在为多边经济治理制定可靠制度时，Ｇ２０领导人的目标为何，而我们应如何

衡量里程碑？

行为研究表明，简单的改变可获得更多合作性的成果。政治科学家希望领导

人和民族国家的表现与个人层面的互动表现一致。例如，亚历山大·温特（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１９９４）假设，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互动，国家得以形成自身的集

体认同和利益。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巴里·诺顿（Ｂａｒｒｙ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１３）发现，中国

似乎“始终不满于国际制度，尽可能多地从该制度获益，但不提出任何建设性建议

以改变该制度”。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于国际形势可能有不

同的诠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建立国际经济管理制度所作出的努力，例如Ｇ２０，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

史上的最新发展。这些努力的成果只在固定汇率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

顺逆差国家间的平衡调整中得以正式化。但自１９７３年权力转向金融债权方以

后，国际金融体系开始逐步发展并自由化，调整的重担移回紧缩政策（Ｈｅｒｓｈ

２０１３）。对于这些制度的质疑实际上使很多国家退出现行体系。

信任的建立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成功的互动已反复出现，人们开始采取“投桃

报李”的往复型策略，以合作回报合作（Ａｘｌｅｒｏｄ２００６）。因此，Ｇ２０的领导人迈出

的第一步是先从易处着手，带起合作的势头，再借着这股势头努力实现深层变革；

这样就能够达成Ｇ２０的目标，即通过调解成员国间的经济矛盾与推行共同体规则

来保持合作关系。这些步骤将照亮前路。

（!）<%�>?�)@AB��ÁCKP

Ｇ２０领导人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名为相互评估程序（以下简称ＭＡＰ）

的一系列经济分析，辅助各国同行评审过程。ＭＡＰ建立了用以评价国际不平衡

的范围与原因的经济准则，并模拟是否实行经济再平衡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反过来提供关于Ｇ２０成员的一系列珍贵而详细的经济研究。实际

上，在很多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国际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

化的原则和政策提供了新的再思考。但ＭＡＰ并未解决Ｇ２０的体制缺陷。仅靠

技术分析无法改变不合作的常态。部分共同评估必须被纳入领导人讨论国际经

济结构的分析与可能改革的后续流程。Ｇ２０成员应在 ＭＡＰ框架下进行全面合

作，包括提供分析所需的必要预测和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信息，以此作为迈出扩

大Ｇ２０领导人对话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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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可靠性，Ｇ２０仍需处理先前承诺。美国应努力保证Ｇ２０能够履行这些

承诺，包括２０１０年国际金融机构（ＩＦＩ）改革的实施。这一改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权和表决权部分转移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但遗

憾的是，美国国会中的保守人士阻止美国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重组投赞成

票，并推迟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份额改革（Ｌａｃｈｍａｎ２０１４）。

（+）Ùÿ>?�
为增强共同体的有效性，Ｇ２０成员应重新审视并清楚订立成员资格标准。无

论是从囊括世界实际的最大经济体，还是在多边进程中代表权的公平地缘分布，

现行的成员资格都并非最理想。因为现行准则规定，每年Ｇ２０主办国有权邀请与

会国代表，对于给予非盟、东盟和其他国际机构代表“永久”受邀嘉宾身份这一非

正式惯例，美国应表示支持。

（G）45HI.JK>EF
机构是否有效取决于机构能否保持公开和公平参与的信誉度，以及是否能够

适当分配责任。在Ｇ２０中，如果中国能在一开始就得到主办国的机会，以上两个

考量层面都会得到加强。目前，２０１３年Ｇ２０轮值主席国为俄罗斯，２０１４年为澳大

利亚，２０１５年为土耳其。２０１６年中国将担任Ｇ２０主席国，而美国应对此安排持鼓

励态度。

（L）M)��mn��
建立之初，Ｇ２０就要求成员国在国内落实国际协作下的金融改革。这些措施

对于稳定易波动的、充斥投机的全球资本市场十分必要。事实上２０１０年的《多德

弗兰克法》（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Ａｃｔ）———美国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涉

及的几千条规则还有待美国监管机构编写，更谈不上加以实施。美国应率先垂

范，完成本国金融规范改革。同时，中国也在进行主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超大区

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将会影响Ｇ２０

的金融监管调整。为确保成员国坚持有效稳健的金融监管政策，Ｇ２０和其他多边

金融机构将需要起到核心作用。

（N）OP."#
更进一步，Ｇ２０领导人应研究设立其他国际机构的益处，以便协助经济稳定，

可持续增长及再平衡。这些制度应纳入主权破产机制，提供有序重组债务的规

则，保护公共投资的公平增长，以及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建议的国际清算联盟（Ｓｋｉｄｅｌｓｋｙ２００１）。这样可以提供一个中央清算机

制，就像一个股票或商品交易所，自动调整失衡国家各自的国际贸易和财政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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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赤字。此类机制可允许有序调整积累的储备盈余，以便保持适当的汇率。

（Q）<R��_(
美中两国都有特定意愿，调动Ｇ２０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再次讨论治理

问题及其他国际经济制度。特别是美国，应鼓励其他成员国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来调整贸易体系规则。一个透明、平衡、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将

惠及所有成员国，缓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摩擦。

}* ��4AB

国际经济治理中由于不合作所导致的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只有各国领导

人搁置日常纷争，跨越国内政治障碍，深化协作才是唯一能够缓解经济紧张态势，

发挥潜在经济潜力的道路。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是条艰难的道路：上一次全

球机制建设的成果是激发了战后经济架构即布雷顿森林体系（ＢｒｅｔｔｏｎＷｏ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的形成，而其代价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经济大衰退。

当下，美国领导人需要认识到，单极世界无论如何已不复存在。中国领导人

已经表达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１４）。尽

管对这种新型关系的具体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但为了避免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

间必将产生冲突的历史假说，显而易见双方———以及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必

须致力于将这种关系纳入诸如Ｇ２０这样强有力的多边机制之中。

国际合作的共同基础始于国内政治，即制定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全球

经济一体化导致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日增，这种不平等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

内部政治体系，而且维护了财阀统治，正是财阀统治造成了当前多边经济关系中

不合作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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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八项设计原则适用于内部层级治理，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关。

２．从技术层面来看，日本的份额增多并高于中国的份额，但是增长和超过中国的部分只略高

于舍入误差。

9:;<

Ａｘｌｅｒｏｄ，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０６），犜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１４），犃犖犲狑犕狅犱犲犾狅犳犕犪犼狅狉犘狅狑犲狉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犘犻狏狅狋犪犾

犘狅狑犲狉犘犪犻狉狊犪狊犅狌犾狑犪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狔狊狋犲犿，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ｈｔｔｐ：／／ｃｄ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４／０２／

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ＣＡ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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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ｃｈｉｇｉａｎ，Ｎｉｎａ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Ｓｈｏｒｒ（２０１２），“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犲狉狏犻犮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

Ｈｅｒｓｈ，Ａｄａｍ（２０１３），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狀犵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犪犖狅狀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犠狅狉犾犱：犆犪狀狋犺犲犌

２０狉犲犫犪犾犪狀犮犲狋犺犲犵犾狅犫犪犾犲犮狅狀狅犿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ｒｇ／ｉｓｓｕ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３／０７／０２／６８６９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２０１１），“ＱｕｏｔａａｎｄＶｏｔ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ｇｒｅｅｄｉｎ２００８ａｎｄ２０１０（Ｉ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ｈａｒ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ＩＭＦｑｕｏｔａ），”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ｓｅｃ／ｐｒ／２０１１／ｐｄｆｓ／ｑｕｏｔａ＿ｔｂｌ．ｐｄｆ．

Ｌａｃｈｍａｎ，Ｄｅｓｍｏｎｄ（２０１４），“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ｔｒｕｔｈｓａｂｏｕｔＩＭ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Ｕｋｒａｉｎｅ，”犜犺犲犎犻犾犾．

Ｍａｒｃｈ２５．ｈｔｔｐ：／／ｔｈｅｈｉｌｌ．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ｌｏ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５７１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ｒｕｔｈｓａｂｏｕｔｉｍ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ｕｋｒａｉｎｅ．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Ｂａｒｒｙ（２０１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ＮｉｎａＨａｃｈｉｇｉａｎ（ｅｄ．）犇犲犫犪狋犻狀犵

犆犺犻狀犪：犜犺犲犝．犛．犆犺犻狀犪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犻狀犜犲狀犆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狊．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ｓｔｒｏｍ，Ｅｌｉｎｏｒ（１９９０），犌狅狏犲狉狀犻狀犵狋犺犲犆狅犿犿狅狀狊．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ｋｉｄｅｌｓｋｙ，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０１），犑狅犺狀犕犪狔狀犪狉犱犓犲狔狀犲狊，犞狅犾．３：犉犻犵犺狋犻狀犵犳狅狉犉狉犲犲犱狅犿，１９３７—

１９４６．ＶｉｋｉｎｇＰｒｅｓｓ．

Ｓｋｙｒｍｓ，Ｂｒｉａｎ（２００４），犜犺犲犛狋犪犵犎狌狀狋犪狀犱狋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Ｔｒｕｍ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２０１４），“ＩＭ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Ｗａ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犘犐犐犈犘狅犾犻犮狔

犅狉犻犲犳，Ｎｏ．１４—９，ｈｔｔｐ：／／ｐ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ｂ／ｐｂ１４９．ｐｄｆ．

Ｗｅｎｄ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犜犺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８８，Ｎｏ．２，ｐｐ．３８４—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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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及其对二十国集团的影响

宋国友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的主要呈现领域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

美两国在资源禀赋、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很强。本章主要介

绍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原有经贸关系的重要区别、主要表现与未来发展方

向，并探讨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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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有的中美经贸关系相比，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新”将会在如下几方面有

突出表现。

（!）S7��]�
传统的中美贸易关系当中，中国需要美国远远超过美国需要中国。美国是中

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不那么突

出。这表现为中国在美国的出口比重所占份额不大。但在新型中美经贸关系的

框架下，中美贸易关系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首先，作为一种长期趋势，中美双边贸易对于美国也越来越重要。根据美方

统计数据，２０１３年，对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的１４．６％。１此一比重为中美开展双

边贸易以来历史最高，与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占美国对外贸易比重相比，只

有１．８％的差距。按照以往中美贸易的增长速度，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

贸易伙伴在未来几年之内将会实现。

其次，美国对华出口幅度将会大大超过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幅度，对华出口将

成为美国对外出口的增长点。例如，２０１３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速度为３．５％，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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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华出口增长速度为１０．４％。美国对华出口增幅要比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高出

将近７个百分点。中国市场正成为美国产品对外出口的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

最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幅度减小，中美双边贸易失衡进一步改善。以

往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特征，也一度成为中美经贸关系

乃至中美关系的重要阻碍。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

幅将显著下降。主要原因包括：（１）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２）美国正在推进再

工业化，产业结构也在转型，这扩大了美国对华出口；（３）中国对外出口多元化，将

会相对减少从美国进口；（４）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会促进中国增加

从美国的进口。基于以上原因，长期来看，中美双边贸易将越来越朝向平衡的方

向发展。

（&）4¡»q]�

１．中美双边投资关系

第一，从投资金额来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远远大于美国对华投资，呈现出鲜

明的反向投资的情况。自从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关系中一直

扮演着单向投资者的角色。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以及２１世纪初，中国吸收

了大量来自美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伤害了美国企业对

华投资能力。与此相反，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大幅增加。作为一个突出表

现，２０１１年以来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均超过同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更为重

要的是，这不是暂时现象。从中国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加速度来看，中国对美投资将会在很长时间内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中美之间的投

资反向将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特征。

第二，从对美投资企业性质看，虽然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是对美直接投资的主

体，但未来私营企业将会是对美直接投资的主流，私营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无论是

金额还是数量都会超过国有企业。

第三，以国家安全敏感程度划分，对美直接投资行业将会从低敏感性行业到

高敏感性行业。以往中国对美投资主要分布于食品、房地产和新能源等领域，随

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化以及未来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中国企业对美在诸如通

讯、电力设施、高端机械制造等涉及所谓国家安全的行业的直接投资将会增加。

２．中美债务关系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

外债权持有国，占美国全部国债的８％以上。２总体而言，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互利

共赢之举，深化了中美经贸合作，既有利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寻找相对可靠安全

的投资产品，也有利于美国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缓解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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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美国国债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会维持现有的１２５００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短时间内不会大

幅减持，但也不会像以往那样连续多年不断增持。巨额且稳定的国债持有将会

成为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石。第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尽管较为稳

定，但与以往相比波动性将会增大，会更为频繁地出现月度国债变化额超过百

亿美元的情况。第三，从对美国国债的具体操作来看，中国会更为密集地购买

或者抛售美国短期国债，以增加持有美国国债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会保持持有

长期美国国债的稳定性，以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不至于对美国金融市场带来

短期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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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首脑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了重要会晤。在

此次庄园会晤中，两国首脑确认中美已经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

济关系，应抓住两国经济调结构、促增长的契机，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挖掘新的

合作增长点。３

此次庄园会晤，两国元首不仅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沟通，而且在

一系列重要经贸问题上达成了共识：（１）同意充分发挥战略与经济对话、商贸联委

会、省州长论坛等机制作用，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务实合作；（２）推进中美两国在多

边和地区经济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保护主义，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３）同意以对话合作的

方式妥善处理经贸摩擦；（４）同意积极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为相互投资提

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框架。毫无疑问，这些共识将构成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

系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议题范围。

事实上，可将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看成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开始的

历史起点。它为中美经贸关系打上新型特征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将成为未来

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基本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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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初就任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及领导人确定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大政

治决定。２０１３年底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市场的决定性地位，推出

了３００余项改革建议。这些改革建议总体目标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根据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显示，未来５年，中国将进

口约１０万亿美元的商品，有４亿人次赴海外旅游，对外投资有望达５０００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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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１３）。中国不断加大的改革开放力度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商机，为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4¡»q�Ù�¢4¡%78�]�^<ù.S7#_`a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于２００８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正式启动。在２０１３

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中美已经举行９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完

成核心议题和双方各自关注问题的初步讨论和技术性磋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旨在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积极促进双向投资发展，对于巩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

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G）4¡à©8��234¡%7�58�]�bÙcdjk
地方层次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新领域。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

更为重视地方行为体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中美开展省州和城市间交流合

作是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对华出

口也已经成为美国各州对外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若干个州

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数目还在不断上升。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显示，有超过１０个州的

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１０％以上。

（L）z{67��ef)34¡%7�58�]�.%>?$%Þß
中美之间正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中进行新的互动。例如，中国和美国同时是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谈判（ＴＩＳＡ）的重要成员，在这两

大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大谈判如果获得成功，将会把更

多的产品和领域纳入全球贸易体系，极大地促进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提

升中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中美两国在这一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

益，未来将会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N）4¡Àg�2���4¡%7�58�]�hl%=i
能源领域特别是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美政府共同的优先关注点，也将会不

负众望地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之一。中国和美国分别为全球第一和第二

大能源消费国，同时也是世界最为重要的能源生产国之一。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

深度合作不仅会成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撑，有利于维护稳定的中美双

边关系，而且对于确保全球能源安全、解决共同挑战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

两国未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在投资领域，中美两国企业可以更为便利地

进入对方市场；在行业合作领域，中美两国在智能电网、碳捕捉及页岩气等领域开展

良好合作；在国际能源市场方面，中美双方可以共同努力更好地稳定国际能源市场，

确保能源供应多样化；在机制建设方面，中美可以建立更多的双边、多边和全球性能

源合作机制；在能源贸易领域，美方未来可以向中国实施液化天然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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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不会仅仅有合作。与合作同时存在的，还有中美在经

贸关系上的若干矛盾。即使有了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特征，矛盾也会依然存在。

这些矛盾可能以新面貌出现，也可能是老问题的延续。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当，

将会制约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顺利开展。

（!）��¦jøÿeklÚmdn�oe
中国认为美国不断高举“反补贴”和“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中国输

美产品进行了不尽合理的调查以及后续的关税征收。此外，美国还滥用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对中国产品提出诉讼。美国同样认为中国政府针对美国产品的调查让

美国产品受到了歧视性待遇，影响了美国产品对华出口，要求中方慎重考虑。因

为它不仅仅关乎就业创造或者本国产品的市场准入，而且也是对本国国内经济民

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回应，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很难被彻底消除，它会时常出现，影响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q¦jøÿpqSrls
中美的双边投资关系协定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文本谈判阶段，并终将达成协定。

即便如此，中美未来仍然会在具体投资政策上产生矛盾，会不时批判对方的投资保

护主义行为。从中方看待美方的角度，主要体现为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ＣＦＩＵＳ）决策过程和决策标准不够透明，过于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进行外国投资审查

（钟声２０１３）。美方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也会多有指责，认为中国政府对待美资企业不

如以前“友好”，在华投资环境总体恶化，中国政府对于来自包括美国的外来投资设

置了各种无形壁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４）。

（+）S©et`<�89|}u}©,.vw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赖，对等性增强。

如此，一国某些重大经济政策的决策势必影响到另一方。如果这种影响以负面居

多，那么中美两国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中美两国未来需要彼此之间进行密切政

策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抑制经济政策制定的负面外溢性。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方对美的重大经济政策决策不满会集中于美方以量化

宽松政策退出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以美元币值变化为关键的汇率政策、以政府债

务削减为要旨的财政政策以及以再工业化为特征的产业政策（宋国友２０１１）。归

根结底，中方希望美方不要滥用目前的经济霸权，希望美方能够在这些影响到中

国经济利益的议题上进行协商。

美方对于中方重大经济政策的不满未来会围绕着人民币改革的汇率政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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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政府采购政策、贸易规则遵守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

（G）x5eS7>ýþõy��efzþ.{ã
中美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领域中正在进行合作，并可能成为中美新型大

国经贸关系开展的亮点。但是在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领域，中美之间会存在

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尤其表现在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ＴＰＰ）和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下简称ＲＣＥＰ）方面。ＴＰＰ由美国主导，包括１２个亚太

国家。相比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ＴＰＰ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ＲＣＥＰ包括中国在内共１６个成员国，预定于２０１５年结束谈判。

正式谈判于２０１３年启动。由于ＲＣＥＰ以太平洋西部国家和地区成员组成，不包

含美国在内，所以美国认为其有被ＲＣＥＰ排斥的风险。由于ＴＰＰ和ＲＣＥＰ这个

巨型自由贸易协定以美国和中国为事实上的主导国，而且现阶段排除了对方的参

与，这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自贸协定方面进行竞争。在自贸协定谈判竞争中，美方

希望通过ＴＰＰ的尽快达成来寻求其在全球新一轮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有利位置，

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所倡议的全球贸易新规则。中国一方面对ＴＰＰ谈判持开放的

态度，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推动ＲＣＥＰ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以便取得相对优势（宋

国友２０１３）。

}* "ÖUJo#?8��4CD¡Õ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特征是摩擦和合作彼此交织，合作总体超过摩

擦。具体而言，中美未来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将会呈现出日益鲜明的“五化”特征。

这五个特征将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成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特点。

第一，相互依赖的均等化。以往由于中国更加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资金，中国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要小于美国，美国因此可以更为强势和主动地

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未来某一时

刻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格局会发生

重大改变。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总体而言会趋于均等化，中国会比当前更为

有力地塑造中美经贸关系，进而可以更为有效地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第二，政策制定的国内化。未来两国新型经贸关系会越来越从属于两国国内

经济政策的制定，而不会主导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在若干年前，一些重

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可能会首先考虑对对方的影

响。换言之，以往的经济政策制定沿循着“中美至国内”的路径，而未来将会是“国

内至中美”的新路径。两国均会以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为主要考量制定本国的宏观

经济政策。对中国而言，这种政策制定路径的变化会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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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贸主体的地方化。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更多的是由中央政府及各部

委管理，但是未来中国的省区市和美国的各州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主

体作用。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不仅在于地方政府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受

益者，它们因此有动力去维持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而且如今中美地方政府层面

的机制化经贸合作平台已经成熟，它们也有条件去共同管理中美经贸关系。

第四，政治关系的经济化。以往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经

济关系的政治化，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推进，会出现一种逆转的潮流，即中

美政治关系的经济化。中美两国政府会尝试把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挂钩，把一些

政治、安全和战略议题通过经贸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有意的高级政治低级

化努力，用相对而言稳定可控的经贸关系来帮助解决脆弱敏感的政治安全问题。

例如，当前中美之间的网络问题本质上是安全问题，但中美之间均有意将其部分

定义为经济问题。

第五，经贸关系的全球化。无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否以及何时超过美国，

中美两国未来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点毋庸置疑。这种新型经贸关系会

日益超越两国的双边关系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意义。在这种大背景下，

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开展势必会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性影响，并会在全球经

济体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 "ÖUJo#?8��ÊＧ２０4£¤

中美之间正在构建新型大国经贸关系，这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双边经贸关

系发展的最新动向。考虑它们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权重以及对规则制定的塑造，中

美之间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将会对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多边机制———Ｇ２０———也产生

重要影响。

总体上，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Ｇ２０是高度互补的。中美已经承诺，要“在

Ｇ２０框架下加强协调与合作，寻求更多领域中的共同利益，推动Ｇ２０作为国际经

济合作主要论坛”４。因此，健康发展的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是对Ｇ２０的有益补

充和支撑，会强化而不是削弱Ｇ２０的国际地位。

（!）4¡%7�58�]�A犌２０.|�
第一，理念相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理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杨洁篪２０１３）。这一核心理念表现在经贸领域为两国不采取冲突和

对抗的方式来解决经贸争端，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的重大经贸利益，通过合作来寻

求共赢。这一理念和Ｇ２０事实上是相通的。Ｇ２０的理念是要通过全球主要经济

体之间的合作来寻求成员在重要国际经济问题上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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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并通过对话，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Ｇ２０同时强调各

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通过各国协调来实现共赢。

第二，定位相近。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最佳定位，

表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愿意建立一种新型的经

贸关系，并由此推动中美两国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而Ｇ２０被定位为当今世界最

为重要的多边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５由

于Ｇ２０成员主要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因此Ｇ２０也为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主要经济体提供了协商对话合作的平台。

第三，利益相融。在本质上，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Ｇ２０的利益是相互融

合的。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离不开其他重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其

他经济体同样需要中美两国能够提供强劲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如果中美能够借

助新型经贸关系的定位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帮助解决两国之间的经贸争

端，这将会有助于推动Ｇ２０成员更好地达成共识和协议，进而实现包括其他Ｇ２０

成员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目标。

第四，政策相配。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和Ｇ２０除了理念、定位和利益均存

在高度一致，两者之间的政策也可以相互配合。大致上，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

重点展开的政策领域为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因为这

些政策场域对于两国经济异常重要且高度敏感，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些政策已

经超越中美两国之间，外溢至全球层面。中美无法脱离全球经济背景单独协商制

定重大经济倡议。中美需要借助Ｇ２０这个平台，增加相关政策的国际支持度。同

样地，Ｇ２０的重要政策主张，也需要得到中美这两大经济体的背书，争取与这两大

经济体的国际经济政策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相配合以便达到最佳政策效果。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和Ｇ２０存在着高度的契合，这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

间的双边经贸安排与全球多边合作平台的对接。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

与Ｇ２０的持续发展和发挥作用有着相互需求。两者的良性互动和模式互借将有

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在这个意义上，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提出有利于

Ｇ２０更好地发挥协调全球经济作用。

（&）��89}ù~3%7.4¡8�]�
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处于缓慢复苏阶段。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有着特殊的使命，要努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增长源。这需要两国着力改变

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调动潜在生产能力，抑制那些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本

国经济较长时间段的稳定增长。仅凭中国或者美国一国，是无法推动世界经济强

劲增长的。就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而言，当务之急需要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合



１７４　　 "#$%&#'(

作，建立更为新型的经贸关系。

第一，更为包容性的中美贸易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在中美双边层

面，中美应致力于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慎用贸易救济措施，

为双方创造良好贸易氛围。中美利用现有各磋商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双边贸易中

出现的相关问题。美国要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与技术出口限制，促进和便利

高技术产品与技术对华出口，释放双方高技术贸易的巨大潜力。在地区层面，中

美要防止各自主导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成为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要尊重对方的

核心贸易利益，适时将ＲＣＥＰ和ＴＰＰ两大贸易协定整合升级，成为涵盖亚太地区

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层面，中美要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已

有的多哈回合巴厘岛协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协调，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

合谈判取得更多成功。

第二，更为公平的中美投资关系。全球经济稳定增长需要可靠、自由流动和

大规模的投资。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直接投资国，中国未来将成长为全球最为重

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未来中美可以在扩大全球自由投资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对中美国内投资环境而言，中美两国政府要取消对外来投资的不平等待遇，为外

国资本在本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不应采取显性或者隐形壁垒限制外来投资。在

双边层面，要促进中美间投资发展，签署高水平、平衡的中美投资协议，协议包括

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等内容。要扩大双向投资，尤其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全

球层面，要为全球资本创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争取在主要经济体间达成全球

多边的投资协定，进而把全球投资水平提升至更高水平。

第三，更为协同的全球经济治理关系。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对全球经济

的有效治理。在Ｇ２０的推动之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

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共同秩序维护国，中美需要建立更为协同的合作关

系，一方面继续维护现有治理体系中的合理之处，同时也要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

行更为深入的改革。特别是在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方面，美国政府要充分尊

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正当利益诉求，真诚支持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尽快协调

国内国会，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６此外，中美共同支持维

护了Ｇ２０治理全球经济的首要作用。中美未来要继续支持Ｇ２０作为旨在保障世界

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主要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所扮演的角色。

XY

中美之间正在积极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经贸关系。这对于实现中美两

国经济互利发展、合作共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中美要将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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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指引，落实现有的合作承诺，拓展可能的利益增长点，规避可能的重大风险，

管控双边经贸冲突，加强对话和交流，把中美经贸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平衡发展，同样具有重

大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中美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在增长中实现再平衡，以及要

致力于加强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公平投资体系的努力，将会有利于全球经济

的复苏和强劲增长。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不是要取代现有

的重要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比如Ｇ２０。中国无意把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打造成

为两国集团（Ｇ２），更不会以此来削弱Ｇ２０在治理全球经济方面的首要作用。中

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是对Ｇ２０的有益补充，将会通过在中美之间建立更为新型的

经贸关系来带动Ｇ２０成员之间更为紧密的多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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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国和欧盟：从战略伙伴关系到新型大国关系？

高宥恩

=>

按照中国和欧盟双方的说法，中国和欧盟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习

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及政府领导集体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及２０１３年３月成立，在此之前，中欧双方就一致同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打

造２１世纪的关系模范。２０１３年，双方宣布了《中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该规划

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面的政策协调和多项联合倡议，其涵盖面远远超出了任何新

投资协定的谈判范围（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３ａ）。这就意

味着，中欧双方都有意愿调整当下的战略伙伴关系，开创双边合作新局面。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纲领性演讲时总结道：“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

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欧关系发展空间还很大，潜

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习近平２０１４：１）。

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提出了新

思路，新规划协议正好符合这一思路。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身份首次出访美国时，重申并强调了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很

快被中美媒体和官员采用。然而，欧洲国家认为这一概念主要适用于老牌超级大

国和新兴超级大国，而不适用于欧盟。对于该概念是否也适用于欧盟和其他国

家，中国国内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这就引出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个新概念是否

可以激发有关“将中欧关系推到新高度”的讨论？这一较高水平的双边关系让中

欧关系显得有些“落伍”，这是否会影响中欧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大国关系的新旧

与否会影响到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的日常运作和长期成功吗？最后，这一概念是否



f&xg!"#^VWÝX()YZ��[UJo#��？ １７７　　

认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全球经济？

"V()YZ��1_`Z[\]

中欧关系的推进比较顺利。双方于１９７５年正式建交。按照欧盟对外行动署

的说法，“１９８５年中欧签署《贸易与经济合作协议》，基于这一协议的合作关系已经

扩大到外交事务、安全事务、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挑战等方面”（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实现现代化，中

欧经济合作关系开始蓬勃发展。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双方的政治层面愈加明显地表

现出发展战略关系的意愿。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网络随之

出现。２００３年，中欧双方一致同意将“遥远伙伴”（Ｋａｐｕｒ１９９０）的“次级关系”（Ｙｅ

ｈｕｄａ１９９３），升级为全面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双方政客不断称赞双方关系

的重要性和强度，学界和公共观察员却时常质疑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内容和性质

（Ｈｏｌｓｌａｇ２０１２）。欧盟成员国之间持续的分歧（ＦｏｘａｎｄＧｏｄ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以及共

同规范视角的变化（Ｍａｔｔｌｉｎ２０１２）凸显了该关系在制度上和规范上的模糊性。中

国的观察员近来已经开始视欧盟为“相对衰落的势力”，其困境可能在建立新型大

国关系的诉求背景下，创造“新机会推动中欧关系”（Ｃｈｅｎ２０１２；Ｑｉｎ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随后各国开始不断调整全球经济治理，这一努力

为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创造了决定性的契机。在处理此次危机的最重要的论

坛———Ｇ２０峰会中，中欧双方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Ｃｈｉｎ２０１０；Ｂｅｒｓｉｃｋａｎｄ

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２０１３ａ）。作为国际论坛，Ｇ２０峰会的初衷是促进各国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长

之间的合作。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峰会升格为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并且发展出

多层次的工作组和委员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

际组织密切合作。自第一次峰会以来，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成为Ｇ２０的主要目

标，并且常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Ｃｈａｎ２０１３；Ｔｉｂｅｒｇｈｉｅｎａｎｄ

Ｄｕｇｇａｎ２０１３）。尽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Ｇ２０的重要性都有待商榷（Ｋｉｒｔｏｎ２０１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２０１３；Ｓｃｈｉｒｍ２０１３），但其指导委员会不断扩大，既包含老牌大

国，也包含新兴国家，显然标志着国际治理体系实现了一次决定性的变革。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间，许多观察员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衰落的

一个标志，并呼吁采取替代经济模式。国际社会希望东亚和中国可以在这个领导

缺失的时期发挥领导力（Ａｃｈａｙａ２０１１）。欧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

和政治泥潭，但仍坚持其一贯做法，其中包括信守有关全球合作的承诺。因此，欧

盟的战略伙伴发现它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根据制度分析法，关键时刻的特征

是，对政治行动的结构性的（即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影响在一段

相对短的时期内明显减少，并出现两大后果：一是大大增加强势政客进行合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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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范围；二是他们为产生利益所作的决定可能产生影响更为深远的结果。”（Ｃａ

ｐｏｃｃｉａａｎｄＫｅｌｅｍｅｎ２００７：３４３）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崛起成为潜在的超级大国。

中欧关系得以建立的规范根基也因此受到挑战（Ｂｅｒｓｉｃｋａｎｄ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２０１３ｂ）。

因此，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说，中欧战略伙伴关系都应该向前发展，尤其是

目前正值中国的领导层试图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头号政治强国美国之间的关系。

完全可以说，美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如同著名的“房间里的大象”———尽管占据

了所有人转身的余地，人人还是装作没看见。

"#4UJo#k)

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改变现状的契机，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及私人

债务危机也提高了采取重大联合行动的必要性，那么此前未能达成的新合作协议

其实已经凸显出有必要提出新的概念，如新型大国关系。通常认为，这一概念出

自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之口。２０１２年２月，也就是习近平当

选共产党领导人数月前，在对美国的一次访问中，他提出，应该为中美关系确立新

的框架。２０１２年３月，中美在北京举行战略高层对话，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引

用了这一概念。２０１３年６月，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又进一步阐释了该概念（人民

网２０１３）。这一概念背后的基本理念包括通过互信和尊重双方国内发展的差异，

来避免老牌超级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此前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外交政

策，胡锦涛又强调国际政治和中国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是与人人都有益的双赢处境，

而非零和博弈，“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正符合这两点思想。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是为

了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缺乏互信，这对中欧关系也极其重要（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２）。信任问题已被定义为中欧关系紧张的关键原因。尽管中国有一些

声音支持以此概念来定位中国与所有大国（其中包括欧盟，甚至还包括大国体系）的

关系，但很多人表示质疑（庞中英２０１３：３—４）。习近平还在十八大的报告中，将这一

概念拓展到所有发达经济体（俞邃２０１３）。“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关键内涵开

始出现在中国新的欧盟政策白皮书里，不过白皮书并没有明确地使用这个术语（国

务院２０１４）。欧洲则几乎无兴趣将这个概念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力来源：事实

上几乎没有官方文件或来源使用这一概念来谈论中欧关系。

YZ��Xª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和规范性基础的问题已经成为双方峰会的

常规话题。多年来，这些讨论与双边关系制度化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经济交

流与合作问题是双边关系的核心，但它们也只构成正式伙伴关系结构三大支柱之

一，即经济和行业对话，另两大支柱分别是政治对话和民间对话（见表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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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１　中欧合作组织结构

中欧对话结构—要点

峰会
年度

欧洲理事会及欧洲委员会主席

支柱一———政治对话

高级别战略对话
（年度）

外交事务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与
中国外交部
长／国防部长
的定期联络

外交部
司长的
对话
（年度）

中国外
交部长
与欧盟
使团团
长的会
议

欧盟特
别代表
与特使
的会议

非洲问
题政治
对话

拉丁美
洲问题
政治对
话

亚洲问
题政治
对话

安全和
国防对
话

防止核
扩散及
解除核
武器问
题对话

网络问
题专责
小组

人权对
话

欧洲议会
（支柱一、二、三）

对华关系代表团

支柱二———经济和行业对话

经济和贸易高层对话
（年度）

欧洲理事会主管竞争事务副主席及主管
经济事务副主席；贸易专员

联合委员会
部长级／高层官员会议（年度）

联合海关
合作委员
会

宏观经济
对话

贸易和投
资政策问
题对话

工业产品
协商机制
及世界贸
易组织／技
术性贸易
壁垒

工业部门
对话和协
商机制

经济和贸
易工作小
组

知识产权
对话／工作
小组

经济金融
问题对话

竞争政策
对话

贸易防御
措施最佳
做法工作
小组

市场经济
地位研究
工作小组

中欧联合
海关合作
委员会指
导小组

前体药物
联合跟进
小组

创新合作
对话

科技指导
委员会

核能源合
作指导委
员会

关于信息
技术、通信
及信息化
的对话

能源对话
（包括能源
问题高级
别会议）

中欧能源
安全宣言／
工作小组

运输问题
高层对话
次级对话
包括：
—中欧海
洋运输
协定执
行会议；

—航空关
系（非正
式 ）对
话；

—城市流
动性问
题对话

中欧空间
技术合作

信息和通
信技术研
究对话

电力市场
对话

中欧气候
变化伙伴
关系及气
候变化的
连续性管
理

环境政策
问题对话

中欧水上
平台问题
对话／工作
小组

森林问题
双边合作
机制

可持续旅
游业对话

中欧城市
化伙伴关
系

农业问题
对话

海洋管理
综合办法
高层对话

渔业对话
区域政策
对话

关于人口
迁移和流
动的高层
对话

劳务、就业
及社会事
务问题对
话

工作卫生
和安全的
政策对话
与合作

卫生问题
对话

就业及社
会政策问
题对话

关于食品
安全的对
话

关于消费
者健康和
安全的协
商合作机
制

动物健康
合作谅解
备忘录

制药问题
中欧工作
小组

其他交流
（非常规对
话）

灾难风险
管理项目

支柱三———人文对话

高层人文对话
（每两年）

教育、文化、多语言及
青年事务专员

高等教育
及职业训
练事务的
政策对话，
包括多语
言对话

文化
事务
政策
对话

青年
事务
政策
对话

欧元区三驾马车
（欧元集团主席，
欧洲央行及经济
与货币事务专员）
与中国的对话
（支柱二）

与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及

中国人民银行
（部长、主管人员）

欧洲经济和
社会委员会
（支柱二、三）

中国与欧洲经济和
社会委员会圆桌会议

　　资料来源：欧洲对外行动署，ｈｔｔｐ：／／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ｈｉｎａ／ｄｏｃｓ／ｅｕ＿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６月。
本图表不完全。对话的规模、性质和数量可定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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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关系架构看起来很复杂，其基础是严重的规范和政策分歧。欧盟对华政

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国的国际化，然后将其融入国际经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并在Ｇ２０及各种经济合作论坛中发挥重要作用，欧盟的目标已经不那么

重要。尽管如此，持续不断的市场准入和公平待遇问题促使中欧寻求进一步的经

济合作。因此，欧盟针对中国的进一步的目标仍有待完成：帮助中国完善社会体

系建设；促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的主要利益则在于获得欧洲的

技术、专业知识和投资，并且支持欧盟在国际政治中采取积极立场。简言之，就是

促进国内改革，以及制衡美国霸权（Ｃｏｔｔｅｙａｎｄ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２００８）。

尽管中欧的经济合作在快速推进，但双边贸易和投资在发展的同时，也要面

对愈加紧张的关系。中欧贸易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０亿欧元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２８０亿欧

元，增长了１００倍以上。２０１１年，欧盟的进口商品有１７％来自中国，中国成为欧

盟最大的制成品供应国。同年，欧盟的出口商品大约有９％销往中国。２０１１年，

欧洲是对华直接投资五大来源之一（１７００亿欧元），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自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也一直在快速增长（２０１１年末达３１０亿欧元）（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２ｂ）。

此外，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协商，据中国驻欧盟大使称，中国与欧盟双方都

在考虑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Ｄ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２年，中欧商品贸易额达４

３３６亿欧元，中国处于顺差地位。欧盟则在服务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但服务贸易

额只达４２６亿欧元，不到商品贸易额的十分之一。尽管中国与欧盟建立了紧密的

贸易关系，但贸易条件仍存在不少问题。近年来布鲁塞尔３１桩贸易调查中，１８桩

牵涉中国。最大的一桩调查涉及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硅片，总额

达２１０亿欧元。大部分的这些调查案件都涉及中国的廉价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

销售（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３ｂ）。２０１３年有关中国太阳能

电池板的基本贸易纠纷显示出欧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分裂，并且几乎导致中欧拉

开贸易战。

%&#'(\4()YZ,

尽管纠纷不断，但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仍为双方在全球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

础。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尤其构成了“核心问题”（ｄｅＬｕ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３：３７）。实

施亟须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有助于创造充分的机会将中欧关系打造成为２１

世纪的双边关系的典范，而不是纸上谈兵（Ｂａｒｒｏｓｏ２０１２）。Ｇ２０峰会的重心已经

从应对危机转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因此这些改革也理应纳入Ｇ２０峰会的

议程（Ｋｉｒｔｏｎ２０１３；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２０１３）。从Ｇ２０的成员体系及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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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难发现全球的实力格局在发生变化。Ｇ２０集聚了各老牌超级大国，也吸纳

了新兴国家。如果欧盟和中国试图重新定位双方关系，不妨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的挑战和发挥各自在Ｇ２０中的作用开始说起。

Ｇ２０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欧盟与

中国一直在这方面加强及扩大合作。２００５年，双方举行了一次行业对话并开展了

多个项目。中欧对话早期由欧洲主导，欧洲意图吸引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这次对话促成了权威专家及决策者之间的深度合作关系。布鲁塞尔及北京

的访谈表明，这样的关系网络发挥了非正式但却重要的作用，确保各方达成共识，

理解各项政策和利益。因此，一旦认识到金融市场的动荡将对全球的稳定造成致

命威胁，欧盟和中国就可以依靠专家群体及各种渠道来协调它们的政策。在不同

的演讲中，双方的领导人都表示，他们愿意“加倍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如国际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２ａ）。然而，直到２０１３

年，这对战略伙伴才开始把Ｇ２０提到双边议程的重要位置上。

欧洲理事会宣言反复明确地表示，欧盟志在全球金融治理上发挥核心作用，

声明指出：“欧盟将在全球层面发挥领导作用，促进全球快速回归可持续的经济增

长……并将金融市场的改革提上议程。”（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９：８）然而，中国的

领导人则强调他们将代表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发挥作用。而中国领导人的首

要重心，仍是寻求稳定正面的环境以发展国内政策（俞邃２０１３）。

欧洲积极推动Ｇ２０开展第一次首脑级别峰会，而中国却始终保持观望态度，

并且在“收到参与峰会的邀请时措手不及”（Ｋｉｒｔｏｎ２０１３：２３７）。目前无事实表明

中欧达成一致立场，尽管双方立场的主旨和政治性质都接近中欧伙伴关系的关键

内涵。在２００８年的华盛顿峰会上，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纲领性演讲，

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这一立场。他呼吁开展密切合作，提出对全球规则进行一次

根本的审查，但他没有推动议程上的具体议题。只有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比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才开始发挥“核心领导力”（ＢｅｒｓｉｃｋａｎｄＧｏｔｔ

ｗａｌｄ２０１３ａ）。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却在强调更发达经济体的特殊责任，并告诫

不能操之过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一届Ｇ２０峰会在华盛顿召开，次年３月，第二届峰会在伦敦

召开，在这两次峰会上，欧盟（包括其成员国）和中国都对议程发挥了各自的影响

力（Ｈｏｄｓｏｎ２０１１：９７—１０１）。２００９年９月，在匹兹堡召开的Ｇ２０峰会将Ｇ２０领导

人峰会制度化，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盟作出的外交努力”（Ｈｏｄｓｏｎ２０１１：

１０１）。经过重大的内部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在华盛顿峰会前几天宣布一项大规模

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期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也得以在领导人峰会上介



１８２　　 "#$%&#'(

绍这一重要政策理念：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为全球的发展作出主要贡献。在最早

的这些峰会上，中国的主要经济利益离不开全球的经济复苏。从政治角度而言，

中国竭力避免作出任何约束其国内政策的承诺。所以，胡锦涛呼吁建立更好的金

融服务行业国际监管机制、更密切的宏观经济合作，诸如此类，但却没有推动议程

上的具体内容，只有两项除外：（１）重新提出国际金融机构的重大治理及投票权改

革问题；（２）呼吁促进发展，包括尤其对最贫困、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保护（胡锦

涛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２０１０）。

尽管中国和欧盟将重要话题纳入了在伦敦、匹茨堡、首尔、戛纳召开的Ｇ２０峰

会的议程，但双方没有达成联合政策。不过某些情况下，欧盟和中国的利益一致，

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相互支持，如支持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以及将大宗

商品价格波动及粮食安全问题纳入范围日益扩大的Ｇ２０议题中。在这一点上，法

国的立场与中国２０１０年的立场是一致的，即议程应当涵盖更多领域，如粮食和能

源安全；此前，萨科齐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以及２０１１年在南京召开的

Ｇ２０财政部长会议上，其立场已经提出来讨论过（新华网２０１０；Ｘｉｅ，２０１１）。面对

美国试图改变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一直积极抵制；当峰会议题从宏观经济协调

转向经济治理改革时，中国的抵制变得更为明显。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最初就

“拒绝服从其他国家的要求”（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２０１３：７６），即中国偶尔与欧洲各

国政府联络，但却未能与欧盟保持一致立场。

如何解决欧元区危机，Ｇ２０在欧元危机问题上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问

题使得欧盟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大背景下的焦点。危急关

头，本应发挥重要领导力的资源最终却成为脆弱的组织架构。中国领导层努力减

少欧元区危机对Ｇ２０峰会议程的影响，批判说危机将“挟持”２０１２年的洛斯卡沃

斯峰会。最后，中国不得不接受会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欧洲形势的事实。类似

地，２０１３年的圣彼得堡峰会完全笼罩在叙利亚危机的阴影之下，几乎没有给中国

与欧盟的联合行动留出任何余地。

()YZ��1V]ó¥^_G\]

当欧洲无法解决它的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问题时，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协

调以及规范的转变也变得相当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欧洲一些主要的领导

人和媒体已经攻击过中国，称中国通过对欧洲（一般来说是全世界）进行成功投资

和扩大出口，成为欧洲的一大对手，威胁欧洲社会和经济福利（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２０１０）。

当欧盟成员国发现它们的银行越来越难再融资，国家预算也越来越紧张时，中国

却突然像“白衣骑士”般出现，伸出援手。尽管中国对欧债的投资有限，但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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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Ｃａｓａｒｉｎｉ２０１３；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ｉａｎｄＳｐｉｅｇｅｌ２０１０）其总体政策路线清晰：与欧洲

加强合作，口头承诺保持伙伴关系，但是基本不对欧债进行额外投资。另一方面，

中国直言不讳地建议欧盟先自己解决问题，再求助于新的大国伙伴的援助。作为

发展中国家，中国本身面对许多重大的国内挑战，因此中国的领导集体拒绝对欧

洲这样的富裕地区承担纾困责任。自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将是否支援的问

题与解决伙伴关系中长久存在的利益冲突关联起来，并且提出，中国提供进一步

援助的前提是欧盟作出政治让步（Ｗｅｎ２０１１；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ｉ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欧洲

人对中国卑躬屈膝，请求中国对他们的政府和金融机构进行纾困，得到的回应是

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这将会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也是恰到好处的比喻。”

（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２０１３：１１０）

ÕvÝUJo#��"4()YZ,

雄心勃勃的新议程《视野２０２０》强调，必须修改中国和欧盟之间战略伙伴关

系。令人意外的是，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却几乎没有对此伙伴关系产生

影响。但中国国内有言论暗示，这一概念适用于众多重要大国，可能就包括欧盟。

相反，欧洲人则认为这些理念不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新策略。中国宣称其崛起并

不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升级，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欧洲人认为，

中国的新理念只是为了支撑他们此前的声明。欧洲表现出的兴致索然，也可解释

为是对这一概念真正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此外，欧盟要保持其全球一大主要

力量的地位，任务也是相当艰巨。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全球对欧盟的认可度

已经大不如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制定了大量再国有化政策。中国声称

中欧政策主要由柏林决定，偶尔才由伦敦或巴黎决定，德国政府对此声称却几乎

不置一词。

因此，尽管中欧双方不断增加专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交流，但“新型大国关

系”的概念也标志着欧盟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中国与欧盟

成员国政府的合作显然已经加速。欧盟及中欧关系是否会朝中国领导人期望的

方向发展将至关重要。中国新闻刊物《环球时报》因此称习近平２０１４年４月对布

鲁塞尔的访问为“诱惑行动”，因中国欣然接受布鲁塞尔，后者已经撇开彼此的摩

擦而切实专注于双边关系的发展（Ｌｕｉ２０１４）。习近平访问结束后几日，中国政府

出版了一份新的中国—欧盟政策白皮书，在充分认识到规范分歧的基础上，提出

关于政治关系发展的几个重要建议；另外也对欧盟在武器销售、技术转让等方面

的政策改革提出明确的要求。从欧盟的角度来说，“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概念凸

显了中国将重点转向了新兴大国及美国。欧盟也因此感到更大的压力，难以重新



１８４　　 "#$%&#'(

定义自己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欧洲的规范力量在逐渐消失。重要性不断减弱

的规范以及对经济利益和政治紧张更加现实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中欧关系充斥着

夸大的雄心，而规范化却迟迟不能达成。

双方决定将民间关系正式纳入官方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结构，可能会成为近

来双边关系中最果断的改革：这一方面肯定了双方的关系在发生改变；另一方面

显示，在起伏不定的峰会上，跨国政治变得越来越独立。然而，尽管这些新情况释

放了有关双边关系实质内涵的信号或保证，但还必须在伙伴关系框架以外及全球

层面证明其重要性。

全球金融危机和Ｇ２０峰会中几乎看不到战略伙伴之间的联合行动。中欧关

系对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新角色的影响微乎其微，倒是中国与金砖国家等其

他新兴力量的偶然联合，以及中美关系对其影响更大。显然，如果新型大国关系

的理念可以帮助中国消除与老牌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紧张关系，那么也一定会对

Ｇ２０的运作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关系又对Ｇ２０将来的制度化构成了一大障

碍。到目前为止，Ｇ２０的特点是建立了复杂的临时联盟结构，而不是稳定的联盟

结构或以大国为轴心的结构。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将进一步巩固这一特

点，在Ｇ２０合作的总体利益已经失去部分吸引力的时候尤其如此。

9:;<

国务院（２０１４），“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ｏｎｔｈｅＥＵ：Ｄｅｅｐｅ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ＥＵ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Ｍｕｔｕ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ｄＷｉ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

载于：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ｅｎｇ／ｚｘｘｘ＿６６２８０５／ｔ１１４３４０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

胡锦涛（２００８）：《通力合作，共度时艰》，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华盛顿，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８３４６５８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３

月２０日）

庞中英（２０１３），《“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２１世纪的大国体系》，载《中国与国际关系学

刊》第２期，第１—１０页。

人民网（２０１３），《解读新型大国关系》，载于：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８１９８／

３６５０３４／。（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温家宝（２０１１），《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在２０１１年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１年新领军者年会，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４日，大连。

习近平（２０１４），在欧洲学院的演讲，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载于：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２００４８５６．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

新华网（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ＦｒａｎｃｅＴｉｅｓ‘ＯｐｅｎｅｄａＮｅｗＰａｇｅ’ａｓＳａｒｋｏｚｙＰａｙｓＳｔａｔｅＶｉｓｉｔ，”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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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ｅｔＯｎｌｉｎｅ，２９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９０００１／

９０７７６／９０８８３／６９６６８５５．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俞邃（２０１３），《把握世界局势展示外交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外关系部分研读》，中国共

产党新闻网，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载于：ｈｔｔｐ：／／ｄ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１２５／

ｃ１１７０９２２０３２２９５２．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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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ｕｒｙ，”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犳犳犪犻狉狊，Ｖｏｌ．８７，Ｎｏ．４，ｐｐ．８５１—８６９．

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ｉ，Ｊ．ａｎｄＳｐｉｅｇｅｌ，Ｐ．（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ＥｘｔｅｎｄｓＨａｎｄ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ｔｈｅ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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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ａ１ａ７７６８０ｃｆａ１１ｅ０ａｃｅ７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ｄｃ０．ｈｔｍｌ＃ａｘｚｚ２ｃｎｎｖＭ９ＢＸ．（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

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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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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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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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ｄｅｒＥＵ，”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ｐｐ．２９１—３０６．

Ｃａｐｏｃｃｉａ，Ｇ．ａｎｄＫｅｌｅｍｅｎ，Ｒ．Ｄ．（２００７），“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ｎ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犠狅狉犾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５９

（Ａｐｒｉｌ），ｐｐ．３４１—３６９．

Ｃａｓａｒｉｎｉ，Ｎ．（ｅｄ．）（２０１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ｍｅ？Ｒｅｐｏｒｔ１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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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ｍ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０日）

Ｃ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ｆ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犃犛犐犈犖，Ｎｏ．１２８（Ｊｕｌｙ），ｐｐ．４８—６９．

Ｃｈｅｎ，Ｚｈｉｍｉｎ（２０１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ｌａｙｅｒ：Ａ Ｖｉｅｗ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犚犲狏犻犲狑狅犳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犳犳犪犻狉狊，Ｖｏｌ．２０，Ｎｏ．２，ｐｐ．７—２９．

Ｃｈｉｎ，Ｇ．（２０１０），“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Ｇ２０：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犛狋狌犱犻犪犇犻狆犾狅犿犪狋犻犮犪，Ｖｏｌ．６３，Ｎｏ．２，ｐｐ．１０５—１２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Ｆ．ａｎｄＴｈａｋｕｒ，Ｒ．（２０１３），犜犺犲犌狉狅狌狆狅犳犜狑犲狀狋狔（犌２０）．Ｌｏｎｄｏｎ：Ｔａｙ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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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ｉｔ，２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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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国与欧盟在二十国集团内的合作

江时学

　　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已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其领导人峰会

自成立迄今只有短短的６年，但它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１确实，正如《二十国

集团峰会五周年声明》所言，“世界经济因我们的行动而更有韧性”２。

中国和欧盟都积极参与Ｇ２０事务。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中国与欧盟共同制定的《中

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提出：“中欧将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更加有效、透明、公

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强调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重视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和平台的作用。欧盟期望中国主办随后的二十国集团峰

会。……加强在多边层面，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

问题上的协调。”３由此可见，中欧在Ｇ２０内的合作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未来中欧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VWÊ%&#'(4I¬^`ë

中国和欧盟对Ｇ２０的立场和态度都是积极和肯定的，对其工作都是大力支持

的。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既是Ｇ２０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这一平台的魅力所在；既

体现了中欧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和热情，也构成了双方在这一多边机制中开展合

作的政治条件。

（!）45¬犌２０.dÓ>�_
中国重视和支持Ｇ２０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积极

参与Ｇ２０事务。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历届Ｇ２０峰会，而且在每一

届峰会上都给予高度评价。如在伦敦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具有广

泛代表性的Ｇ２０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有效平台。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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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Ｇ２０这一平台，继续加强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导向总体一致性、时效性、前瞻性。５在多伦多峰会

上，他说，在Ｇ２０成员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是世

界经济形势仍然十分复杂，需要Ｇ２０发挥引领作用，着眼长远，推动Ｇ２０从协同

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６在

戛纳峰会上，他表示，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Ｇ２０应该继续发扬同舟共

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在这个关键时刻抓住主要矛盾，共同提振市场信心，积极

化解风险挑战，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７在圣彼得堡峰会上，习近

平主席说，Ｇ２０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充分协商的重要

平台，我们要把Ｇ２０建设成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

治理的重要力量。８

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也指出：“我

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

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Ｇ２０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应该指出的是，Ｇ２０峰会的轮值主席国也很重视中国的作用。如在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２１日晚，胡锦涛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就即将召开的Ｇ２０华盛

顿峰会交换意见。９在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法国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在中国

南京市主办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萨科齐总统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

山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财

长和央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参

加了会议。１０８月２５日，萨科齐在前往太平洋法属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巡视行程中

临时增加了一次对北京的“闪电”访问。

萨科齐在北京仅逗留了５小时，但他与胡锦涛主席讨论了世界经济形势及

Ｇ２０事务。萨科齐说，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令人担忧。中国在世界经济重大问

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作为Ｇ２０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共同探讨世界经济面

临的重大问题，加强同各方的沟通协调，推动戛纳峰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积极

作用。胡锦涛主席说，当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

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增强信心、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中方赞同峰会所设的核心议题，积极评价法方为峰会所做的富有成效的筹备工

作，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峰会各项工作，同各成员国一道，为峰会取得成功作出

贡献。１１

中国尚未主办Ｇ２０峰会，但成功地主办了第七届Ｇ２０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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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出席了这一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加强全球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Ｇ２０各成员应该在平等互利、求同存

异、灵活务实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加强同其他国际和区域经济机构的交流合作。

在这一讲话中，胡锦涛还就推动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提出四点主张：（１）要

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

（２）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对话和协调，特别是要加强在一些涉及世界经济

发展全局和各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的协调，以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

展。（３）要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支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共同稳定国际

能源市场，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从中受益。（４）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

快发展，加强南北对话，完善发展援助机制，鼓励更多发展资源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１２

（&）��¬犌２０.dÓ>�_
欧盟同样重视Ｇ２０的作用。欧盟对外行动署认为，自１９９９年起，Ｇ２０在巩固

国际金融架构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发达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恢复国际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加强合作提供了动

力。１３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曾说过，在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过程中，Ｇ２０采取了

最成体系的、影响最深远的行动。１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认为，Ｇ２０是发达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分享领导权的场所（Ｂａｒｒｏｓｏ２０１０ａ）。他

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Ｇ２０必须团结一致地实施雄心壮志般的行动。虽然Ｇ２０

难以在一夜之间解决危机，但它确实能够有所作为。”（Ｂａｒｒｏｓｏ２０１０ｂ）

针对人们对Ｇ２０的疑问，巴罗佐在首尔峰会前夕对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说：“在

本月举行的Ｇ２０峰会之前，有人担心，一旦（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减退，Ｇ２０就很

难发挥全球经济协调平台的重要作用。我能让你们相信，本月的首尔峰会后，对

Ｇ２０的负面印象是无法得到证实的。”（Ｉｂｉｄ．）

巴罗佐甚至还认为，召开Ｇ２０峰会的倡议是欧盟提出的。他在伦敦峰会前夕

对欧洲议会说：“在全球范围应对全球危机的倡议来自欧洲。我能这样回忆：萨科

齐总统和我去戴维营见奥巴马总统，主张对危机作出一个全球性的应对。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在华盛顿召开的Ｇ２０峰会就是这一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可见，欧盟在

Ｇ２０事务中拥有特殊的责任。”（Ｂａｒｒｏｓｏ２００９ｃ）

除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外，欧盟也在Ｇ２０中拥有席位，因此欧盟委员

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也出席Ｇ２０的每一次峰会。这无疑在客观上提升了欧

盟在Ｇ２０中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分别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至２日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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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４日主办了Ｇ２０峰会。作为东道国，英国和法国为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巨大的

努力，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效。两次峰会都发表了多个重要文件，为当时世界

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指出了方向，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措施。事实表明，如果没

有伦敦峰会和戛纳峰会在多方面达成的共识，世界经济或许难以出现目前的

复苏。１５

%* "#^VWÊＧ２０4ÒÓ^¦ÿ

中国和欧盟对Ｇ２０的期待和要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为了探讨中

欧在Ｇ２０内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必须发现和归纳双方对Ｇ２０的期待和

要求，以最大限度地知己知彼、求同存异、有的放矢。

（!）45¬犌２０.É>ù0
根据中国领导人在历届Ｇ２０峰会上的讲话，可将中方对Ｇ２０的期待和要求

归纳为以下几点（胡锦涛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习近平

２０１３）：

第一，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为了遏制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主要发达

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

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此外，Ｇ２０应

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

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

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

是正确抉择。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有效平台，Ｇ２０应

该大力开展各项实质性合作，加快结构调整，稳定市场，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改善

民生，千方百计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１６

第三，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

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十分重要，因此，Ｇ２０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更大的

努力。

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Ｇ２０应该关注以下问题：（１）如何提高国

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

权；（２）如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３）如何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使用并改善其货

币篮子组成，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４）如何尽

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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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

（５）如何加强和改善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

第四，进一步反对保护主义。以各国资源禀赋为基础开展国际分工和自由贸

易，体现了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潮流。任何

国家和地区都不应借刺激经济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Ｇ２０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

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

义行为，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有关国家应该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

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取消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不合理限制，共同营造

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此外，Ｇ２０还应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

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

第五，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全球经济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的

失衡和贸易收支的失衡，也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的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的失衡

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转移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也同现行国际经济体

系、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各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根本上看，

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因此，Ｇ２０应优先考虑各国之间的发展不平

衡问题。发达国家应该认真落实“蒙特雷共识”，切实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

模，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在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过程中，

要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国情，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第六，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

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因此，Ｇ２０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要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

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

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

其自我发展能力。此外，国际金融机构也应该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

筹集资源，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１７

第七，倡导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增长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世界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Ｇ２０应该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增加资金投

入，强化机制保障，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应该坚持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发展绿色产业面临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能力

水平差异，支持各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Ｇ２０应该

加强有利于绿色增长的国际技术传播和合作，避免产生新的绿色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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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发表的有关文件和欧盟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可将其对Ｇ２０的期待和

要求归纳为以下几点：１８

第一，尽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复苏。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必须尽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复苏。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Ｇ２０应该协调各国财政刺激政策和“财政退出”战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各

种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在这一过程中，Ｇ２０要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合作。

Ｇ２０要关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通过鼓励投资等方式解决其面

临的食品安全和能源安全，并为其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此外，Ｇ２０中的援助

国还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立即实施“除武器以外的所有商品倡议”（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Ａｒｍｓ）１９，帮助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第二，开展金融市场改革。为避免今后再次发生金融危机，Ｇ２０应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合作，对金融市场进行

深刻而有力的改革。Ｇ２０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执行《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

议Ⅲ》，并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２０

此外，Ｇ２０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为具有全球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

制定有效的清算机制和其他框架，强化对影子银行部门的监管，避免对信用评级

机构的过度依赖，努力实现国际会计标准的趋同，规范金融机构的分红和薪酬制

度，并在管理场外衍生产品市场的跨国界交易时加强合作。

第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贸易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的过程

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尽快构建多哈回合等全球贸易框架，世界经

济就会失去一种增长的动力，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就会出现。２１因此，Ｇ２０应该为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并认真讨论如何解决这一不利于世界

经济增长的问题。

第四，消除全球经济失衡。Ｇ２０应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全球经济平衡的政

策，使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采取刺激国内需求的措施，同时也使拥有大量贸

易逆差的国家努力提高其竞争力。２２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已为其国内经济的

再平衡采取了一些措施。除此以外，这些国家还应该扩大汇率的灵活性。２３

第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２０１２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的

迹象，但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依然居

高不下。由于失业对人民生活水平有着极大的影响，对社会稳定也构成巨大的挑

战，因此，Ｇ２０应该进一步重视各国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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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全面落实２０１０年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配额和治理改革计划。这对提高该机构的合法性、信誉和效率是至关重要的。欧

盟所有成员国都已批准这一改革计划。Ｇ２０应该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

成员也尽快予以批准。

此外，Ｇ２０还应该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区域融资安排（ＲＦＡｓ）和合作，

在打击偷税漏税、洗钱和跨国界金融犯罪时加强国际合作，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征

收金融交易税的可能性。

第七，推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全球气候变化的速度比预料的快得多，由此

而来的风险业已显现。这意味着各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Ｇ２０应该寻求一种现

实的、各方都能接受的谈判立场。至２０５０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应减少８０％。除

最不发达国家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提供资金，

资金的分配取决于不同国家的需求，以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资金多于其贡献的

资金。

第八，关注能源领域的问题。能源领域中的问题主要包括：对化石燃料提供

补贴，能源价格大起大落，在海洋石油开采和运输的过程中出现事故。Ｇ２０为解

决这些问题作出了努力，欧盟支持Ｇ２０的努力。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双方的期待和要求，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中欧双

方对Ｇ２０提出的期待和要求都是很高的。（２）双方都认为自己为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３）在最初几次Ｇ２０峰会上，双方都比较关

注如何尽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但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双方都开始重视

其他一些重大问题。（４）双方都希望Ｇ２０能认真落实其在历届峰会上通过的行动

计划和领导人声明等文件中提出的种种政策建议和措施。（５）欧盟更为关注如何

增加就业。（６）中国较为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并希望发达国家为其提供

更多的援助和照顾。（７）除经济领域以外，欧盟的主张还涉及反腐败等非经济问

题，甚至还同美国站在一起，希望圣彼得堡峰会讨论叙利亚问题，而中国则不希望

Ｇ２０峰会讨论非经济问题。２４

还应该指出的是，欧盟有时还指名道姓地对一些国家提出具体要求。如在

２０１２年６月的洛斯卡沃斯峰会之前，欧盟提出，美国和日本应该实施可信的中期

财政计划，２５中国应该继续强化其社会安全网，并为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实施更深

入的结构性改革（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２）。

x* "V�Ｇ２０�ab>P4cLcd

一方面，Ｇ２０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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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Ｇ２０中的重要性也在稳步上升。同样

不容忽视的是，欧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

此，中欧完全可以在Ｇ２０内加强合作，合作的内容及方式方法可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中国在致力

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

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１）。欧盟同样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

佐曾说过：“我们的发展中国家伙伴最不应该对（当前的）危机负责，但受到该危机

的打击却最沉重。……我们的增长和稳定与这些国家密切相连，它们的增长和稳

定也与我们有关。对这些国家提供帮助不仅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意

义的。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介入全球经济，以便使它们享受更多

的繁荣。这也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Ｂａｒｒｏｓｏ２００９ｃ）

由此可见，中欧双方应该充分利用Ｇ２０这一多边机制，更好地协调立场和政

策，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使其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尤其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欧双方都积累了成功的援外经验。因此中欧合作必

将使各自的援助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

第二，对Ｇ２０轮值主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根据Ｇ２０的制度安排，轮值主席

国在确定Ｇ２０峰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议题时拥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而议

题的确定既能对全球经济确定发展方向，也会对Ｇ２０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产生或大

或小的影响。例如，在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要求下，Ｇ２０的多次峰会曾提到

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中国认为，世界经济最根本的不平衡是经济结构、经济治

理、国际规则制定和南北发展的不平衡，而非贸易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２６

中欧双方如能团结一致，在重要会议之前协调立场、相互帮助、交流看法，必

然会对Ｇ２０轮值主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使其确定的议题更能被各方接受或更有

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中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已要求

中欧双方加强多边场合合作，包括在重大会议前进行协调。因此，中欧不妨建立

一个Ｇ２０事务特别工作组，就Ｇ２０事务的动向和Ｇ２０峰会的议题时刻保持密切

的沟通和磋商。而且，中国既要与欧盟保持密切联系，也要与Ｇ２０中的欧盟成员

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及经常列席Ｇ２０峰会的西班牙等国保持紧密的联

系和交流。

第三，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加强合作。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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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都认识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艰难的博弈，这一改革

已起步，Ｇ２０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随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美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必将下

降，欧元和人民币的地位有望上升。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在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通过的份额和改革计划有望增强该机构的可信性、合法性和有效性。２７这无疑

也是有利于中国和欧盟的。

然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也面临着不少阻力。例如，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

国家尚未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因此，中国领导人多次在Ｇ２０峰会

上呼吁尽快落实这一方案，以提高其应对危机和紧急救助的能力，更好地履行维

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职责。２８欧盟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由此可见，在改革国

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欧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很大。中欧双方应该利用

一切机遇，在Ｇ２０峰会和其他场合呼吁美国等国尊重国际社会的共识，尽快批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

第四，合力推动Ｇ２０的功能转型。众所周知，Ｇ２０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

生的。毋庸置疑，在应对这一危机的过程中，Ｇ２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危

机的好转和全球经济的复苏，Ｇ２０的重要性和效能似乎在下降，甚至Ｇ２０成员国

之间的团结也遭到质疑。如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的首尔峰会前夕，伦敦经济学院的罗

伯特·韦德等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Ｇ２０显现的“救生圈”精神已不复存

在，因此，无论是在诊断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源时还是在为其“开处方”时，新兴经济

体与发达国家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他们甚至建议，Ｇ２０的作用应该从国际金融危

机之初的“救生圈”升华为“全球经济治理委员会”或“世界经济的指导委员会”

（Ｗａｄｅ２０１０）。

在圣彼得堡峰会前夕，英国《金融时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发表的一篇社评也

写道：“２００９年，Ｇ２０的领导人为避免（世界经济的）萧条而团结协作，展示了世界

上主要经济体的气概。但在四年后的今天，这种团结精神已崩溃。政策协调几乎

没有，即使有的话也是吞吞吐吐。”该文章还指出：“当前的挑战不同于四年前，但

政治和经济危机已再次显现。当Ｇ２０领导人本周聚首圣彼得堡时，世界需要他们

再次燃起合作的意愿。”２９

事实上，早在２０１０年６月的Ｇ２０多伦多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指

出，Ｇ２０应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着眼长远，使其从协同的财政刺激转向协调的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

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此外，还要处理好Ｇ２０机制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

的关系，确保Ｇ２０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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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Ｇ２０中拥有多个席位，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还经常性地列席Ｇ２０峰

会，因此，在推动Ｇ２０转型的过程中，中欧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中欧应该呼吁Ｇ２０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本届、上届及下届轮值

主席国构成的“三驾马车”的合作机制，使Ｇ２０峰会和其他重要会议（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工商峰会、劳工峰会、社会峰会、青年峰会及智库峰会）的议题更为符合

世界的现实和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此外，中欧还应该考虑如何逐步实现Ｇ２０的机

制化等问题，以避免其成为“空谈俱乐部”。

第五，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时相互帮助。在Ｇ２０目前的“非机制化”制度安排

中，轮值主席国的作用较为重要。轮值主席国既能与上届及下届轮值主席国合

作，也能主办Ｇ２０峰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既能在确定Ｇ２０峰会的议题时拥有较多

的发言权，也能因主办这一峰会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

在亚洲地区，只有韩国担任过Ｇ２０轮值主席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尚在

等候中。《中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指出：“欧盟期望中国主办随后的Ｇ２０峰会。”

这意味着欧盟支持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

}* X½¾

中国和欧盟都重视Ｇ２０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都积极参与Ｇ２０事务。

《中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要求双方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更加有效、透明、公

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重视Ｇ２０等多边组织和平台的作用。欧盟甚至还希望

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主办Ｇ２０峰会。由此可见，中欧在Ｇ２０内加强合作的前景

是美好的。

Ｇ２０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中欧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扩大。同样不容

忽视的是，欧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

欧完全可以在Ｇ２０内加强合作，合作的内容及方式方法可包括以下５个方面：共

同帮助发展中国家；对Ｇ２０轮值主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

过程中加强合作；合力推动Ｇ２０的功能转型；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时相互帮助。

78

１．《二十国集团峰会五周年声明》全面地总结了Ｇ２０的以下成就：“在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

峰会上，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刺激世界经济，恢复经济增长，重塑金融机构资本结构，发起

雄心勃勃的金融行业改革计划，保持市场开放并打击避税天堂。我们建立金融稳定理事

会，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增加２倍，并成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我们的协

调行动帮助消除了严重的市场紧张情绪，避免了全球衰退。在多伦多、首尔、戛纳和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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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沃斯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在诸多领域展示了领导能力，包括恢复财政可持续性、金融和

税收改革、反腐败、发展、能源、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等。我们开始同二十国集团之外的

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以缩小发展差距并消除贫困。在圣彼得堡峰会上，我们强调在确

保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恢复强劲和包容性的增长和就业，促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

的投资融资，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在贸易、发展、打击逃税、改变允许国际避

税、税基侵蚀和利益转移的规则方面作出坚定承诺。”（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

ｃｈｎ／ｚｙｘｗ＿６０２２５１／ｔ１０７５５９９．ｓｈｔｍｌ）

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ｚｙｘｗ＿６０２２５１／ｔ１０７５５９９．ｓｈｔｍｌ．

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３１１／２４／ｃ＿１２５７５２２９４．ｈｔｍ．

４．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４／９０７３７３７．ｈｔｍｌ．

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０９／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１１２５０２．ｈｔｍ．

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００６／２７／ｃ＿１２２６９６３２．ｈｔｍ．

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１／０４／ｃ＿１２２２３５１３１．ｈｔｍ．

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１３０９／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８２２８４．ｈｔｍ．

９．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８１０／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２３００１５．ｈｔｍ．

１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为这一会议提供会务服务。

１１．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４／１５５１１９４３．ｈｔｍｌ．

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ｚｈｕａｎｔｉｈｕｉｇｕ／ｃｚｈｚｈｙ７／ｍｔｂｄ／２００８０５／ｔ２００８０５１９＿２２０３８．ｈｔｍｌ．

１３．ｈｔｔｐ：／／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ｇ２０／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

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ｕｅｄｏｃｓ／ｃｍｓ＿ｄａｔａ／ｄｏｃｓ／ｐｒｅｓｓｄａｔａ／ｅｎ／ｅｃ／１３８６５９．ｐｄｆ．

１５．２００９年４月３日上午，胡锦涛主席在伦敦下榻饭店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胡锦涛说：“很

高兴同总统先生再次见面。昨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已经圆满成功。韩国作为

这次峰会筹备工作的三驾马车之一，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０４０３／１６３２２４４．

ｓｈｔｍｌ．

１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９０４／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１２２８３４．ｈｔｍ．

１７．中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愿同各方积极探讨并作出应有贡献。但注资应该坚持

权利和义务平衡、分摊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新增资金应该确保优先用于欠发达国家。

１８．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Ｈｅａ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７，２００８：Ａｇｒｅ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７，２００８；Ａｎｎｅｘ１，

“Ａｇｒｅ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２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２９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９；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７，

２００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ｅｒｍａｎ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Ｊｏｉ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ＢａｒｒｏｓｏｏｎＥＵ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Ｊｕｎｅ２３，２０１０；“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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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ｉｔ：Ｊｏｉ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Ｂａｒｒｏｓｏａｎｄ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ｔｏＧ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５，２０１０；“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ｒｒｏｓｏ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ｏｎｔｈｅ１ｓｔ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Ｃａｎｎｅ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３，２０１１；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ｒｒｏｓｏｔｏｔｈｅＥＵＨｅａ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Ｇ２０

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ＬｏｓＣａｂｏｓ，Ｍｅｘｉｃｏ，”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Ｍａｙ２５，２０１２；“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Ｊｏｉ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２３Ｊｕｌｙ２０１３．

１９．为支持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欧盟在２００１年提出，这些国家的除武器以外的

所有商品均可免税进入欧盟。

２０．金融稳定理事会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其前身是１９９９年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ｕ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ｍ．

２１．在Ｇ２０匹兹堡峰会之前，欧盟甚至雄心勃勃地希望多哈回合谈判能在２０１０年结束。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７，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

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ｕｅｄｏｃｓ／ｃｍｓ＿ｄａｔａ／ｄｏｃｓ／ｐｒｅｓｓｄａｔａ／ｅｎ／ｅｃ／１１０１６６．ｐｄｆ．

２２．欧盟认为它并没有加剧全球失衡，因为欧盟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大，通货膨胀率较低，债务

水平不高，汇率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２３．“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ｒｒｏｓｏ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ｏｎｔｈｅ１ｓｔ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Ｃａｎｎｅ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１７５４＿ｅｎ．ｈｔｍ？ｌｏｃａｌｅ＝ｅｎ．

２４．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认为，Ｇ２０峰会是一个经济论坛，不应该讨论政治问题。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３０９／１７／ｃ＿１２５４００５１７．ｈｔｍ．

２５．欧盟甚至要求美国避免“财政悬崖”。

２６．ｈｔｔｐ：／／ｂｉｇ５．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ｇａｔｅ／ｂｉｇ５／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ｃ＿１１４５

８８７１２．ｈｔｍ．

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ｓｅｃ／ｐｒ／２０１０／ｐｒ１０４７７．ｈｔｍ．

２８．美国国会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３日公布的联邦政府２０１４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没有包含批准

ＩＭＦ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ＩＭＦ份额和治理改革是该

机构作出的重大决定，有关国家应抓紧落实这一改革方案，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０１／１６／

ｃ＿１１８９８６２０２．ｈｔｍ．

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ｃｏｍ／ｉｎｔｌ／ｃｍｓ／ｓ／０／ｆｄｆ４７ｂ２６１３ｄ７１１ｅ３９２８９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ｄｃ０．ｈｔｍｌ＃ａｘｚｚ２ｔｇ７

Ｗｓ７ｔＫ．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１０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３９０２９．ｈｔｍ．



２００　　 "#$%&#'(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１）：《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４月。

胡锦涛（２００８）：《通力合作　共度时艰———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１１月１５

日，华盛顿。

胡锦涛（２００９ａ）：《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

话》，４月２日，伦敦。

胡锦涛（２００９ｂ）：《全力促进增长　推动平衡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上的讲话》，９月２５日，匹兹堡。

胡锦涛（２０１０ａ）：《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６月

２７日，多伦多。

胡锦涛（２０１０ｂ）：《再接再厉　共促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１１

月１２日，首尔。

胡锦涛（２０１１）：《合力推动增长　合作谋求共赢———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

话》，１１月３日，戛纳。

胡锦涛（２０１２）：《稳中求进　共促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的讲话》，６月

１８日，洛斯卡沃斯。

习近平（２０１３）：《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

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９月５日，圣彼得堡。

Ｂａｒｒｏｓｏ，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Ｄｕｒｏ（２００９ａ），“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ｈ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ｎｄＧ２０，”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Ｍａｒｃｈ１８．

Ｂａｒｒｏｓｏ，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Ｄｕｒｏ（２００９ｂ），“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Ｍａｒｃｈ２４．

Ｂａｒｒｏｓｏ，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Ｄｕｒｏ（２００９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Ｃ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ＬｏｕｉｓＭｉｃｈｅ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Ａｐｒｉｌ８．

Ｂａｒｒｏｓｏ，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Ｄｕｒｏ（２０１０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ｔ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ｕｎｅ１８．

Ｂａｒｒｏｓｏ，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Ｄｕｒｏ（２０１０ｂ），“ＴｈｅＧ２０：Ｐｕｔ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４．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２），“Ｊｏｉ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ａｒｒｏｓｏｔｏｔｈｅＥＵＨｅａ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ＬｏｓＣａｂｏｓ，

Ｍｅｘｉｃｏ，”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Ｍａｙ２５．

Ｗａｄｅ，ＲｏｂｅｒｔａｎｄＪａｋｏｂＶｅ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０），“ＯｖｅｒｈａｕｌｔｈｅＧ２０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Ｇ１７２，”

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犜犻犿犲狊，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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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

———国际体系新权力格局

罗萨娜·皮涅罗 马沙多

=>

国际体系中新力量的出现引导着２１世纪地缘政治的走向，打破了２０世纪相

当长一段时期内十分盛行的两极甚至是单极权力格局。在新的多极世界里，被称

作“金砖五国”（英文缩写ＢＲＩＣＳ，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新兴市场

国家，无疑在与全球最富有国家之间的权力抗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尤

其体现在它们作为二十国集团（Ｇ２０）成员所开展的行动中。然而，尽管金砖五国

这个新集团集中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１４．７万亿美元），拥有全

球约５０％的人口１，但是它们未来能否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实体尚不明确。金

砖国家在国际谈判中到底有多少话语权，依然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此问题的答

案取决于几个变量，其中一个变量就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凝聚力，而这与中国的参

与尤为相关。

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摇摆不定：时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而又是一

个“帝国”。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行事有时不得不屈从于

霸权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

及全球最大的出口份额，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影响力。

中国选择了一条中间线路，既努力捍卫自身的利益，与金砖集团其他国家交涉协

商，同时又与美国保持接触。这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直接反映在中国与其他金

砖国家的关系上———尽管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的ＧＤＰ是金砖

集团五个国家ＧＤＰ总和的一半以上２，因此可以说，用“ｂｒｉＣｓ”作为金砖国家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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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缩写，以大写“Ｃ”凸显中国的实力，比“ＢＲＩＣＳ”更为合适。金砖国家之间力量的

不均衡催生了一种新型依赖关系，从而造成其他国家对当前“中国现象”的不满和

焦虑。

在此背景下，本章分析了中国在金砖集团中的作用，并由此进一步分析金砖

国家在Ｇ２０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尽管金砖国家的行动范围还受到诸多限制，比

如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均衡和不稳定等，但它们凭借其在Ｇ２０中所获得的代表权，

已经成为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的重要力量集团。所谓的全球南北关系要发生根本

的改变，主要取决于金砖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而这又取决于其他金砖国家

与中国关系的好坏。

本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金砖国家进行了简单

定义。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在整个金砖集团体系中的作用，指出了中国与该集

团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最后，探讨了金砖国家如何在Ｇ２０中力推更为一致和坚定

的议程，以及金砖国家如何成长为能够推动当今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集团。

)* Ze#Úf;ghÝＢＲＩＣｓ*ＢＲＩＣＳij1ｂｒｉＣｓ

２００１年，在高盛的一份出版物中，吉姆·奥尼尔（ＪｉｍＯＮｅｉｌｌ）创造了“ＢＲＩＣ”

这个首字母缩略词，分别代表全球几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即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当时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七国集团成员国。从那时起，金砖

国家集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成为２１世纪早期多极化的一个象征。２００９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２０１０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巴

西会晤，同意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这标志着ＢＲＩＣ正式增加“Ｓ”，成为了

ＢＲＩＣＳ（金砖五国）。今天，该集团正在考虑吸纳新的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印度尼

西亚，但目前谈判尚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显示，排在金砖国家首位的中国ＧＤＰ达到了８．２万亿美元，处

于中间位置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ＧＤＰ分别为２．２万亿美元、２．０万亿美元和１．８

万亿美元，而南非居于末位且远远落后于集团内其他国家，仅为３８４０亿美元。金

砖国家的ＧＤＰ加总约占全球ＧＤＰ的２０％。就经济增长来看，金砖国家也都经历

过起伏。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整体经济恢复较快。２０１０年，金

砖国家中除南非外，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过，２０１２年，金

砖五国中只有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从２０１０年的７．４％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０．９％）低于

全球平均水平；而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恰恰是巴西展示出了最为强劲的复苏

势头。

由于巴西经济缺乏活力，国际媒体有传言质疑金砖国家集团是否应“踢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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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３，将简称改为“ＲＩＣＳ”４。但是，也有人对俄罗斯提出了同样的质疑。例如保

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ｍａｎ）就表示，金砖国家应该是ＢＩＣＳ，去掉俄罗斯，因为

俄罗斯经济的国际贸易主要依赖石油。５尽管有人对印度也颇有微词，但是中国无

疑一直公认是金砖国家集团的骨干。十余年后，首字母缩略词ＢＲＩＣＳ的创始人

奥尼尔表示，只有中国有资格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他说：“假如让我修改这个缩

略词（ＢＲＩＣＳ），我会只保留一个字母‘Ｃ’。”６此外，金砖国家集团作为整体的存在

也受到质疑。２０１３年，《外交事务》杂志（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刊发了一篇题为《破碎

的金砖国家》（ＢｒｏｋｅｎＢＲＩＣＳ）的文章，直指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放缓（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１３）。这可谓是上述质疑观点的代表之作，其他主流出版物也不乏类似观点。

然而，国际媒体的论调并非只有悲观情绪。总的来说，人们对金砖国家的崛

起看法比较极端，经历了从鄙夷到欣喜乃至恐惧的态度变化。一些著作和特刊也

预言：新的国际秩序即将到来；标志性作品有２０１２年《外交事务》杂志特别版刊发

的《世界其余国家的崛起》（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ｔ），以及已成为经典的研究报告《与

金砖国家一起梦想》（犇狉犲犪犿犻狀犵狑犻狋犺犅犚犐犆犛）（Ｗｉｌｓ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ｕｓｈｏｔｈａｍａｎ２００３）

等。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有潜力主宰全球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在此背景下，关

于金砖国家现在和未来的论辩明显存在相互矛盾和对立性；学者们也并未回避这

种不稳定性，他们试图通过论辩了解、预测乃至最终控制金砖国家现象，因为任何

一种话语都可能具备操纵结果的力量（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２０１２）。

除经济问题外，社会及政治问题也是金砖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除巴西外，

其他四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Ｓｉｌｖéｒｉｏ２０１２）。

政治上，金砖国家对国内事务的处理———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和俄罗斯对乌克

兰局势的介入，都引发了对金砖国家未来的辩论，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媒体作为

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有能力创造、重构，甚或强化全球话语

霸权。

在此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金砖国家能否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新型权力集团，

并在Ｇ２０乃至整个国际体系中主张自己的意图。然而，尽管金砖国家每个成员国

都面临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注意到，每年召开新的峰会时，金砖国家的话语权

都在稳步增强，再次凸显了团结一致对于形成一股全球重要力量有多么重要；金

砖国家将能够成为新的一极，抗衡由最富有和最发达国家构成的霸权。今天，很

少有人会否认，金砖国家代表着权力结构的重组，标志着全球治理的领导力量正

在重塑，全球治理将呈现出更为平衡的关系（Ｃａｒｍｏ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２０１２）。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当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束

手无策时，金砖国家在重建全球经济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国际体系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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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人怀疑全球正在见证一个新“帝国”的崛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独立行事，或作为金砖国家集团的一员发挥其作用？金砖国

家如果要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支有效力量，其内部分歧和不稳定就必须让道于更

强的凝聚力和更为正式的关系。然而，这直接取决于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角色。

尽管北京方面一再重申，重视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但是，众所周知，即

使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中国也有能力和力量独自展开行动（Ｃａｒｍｏａｎｄ

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２０１２），这种情况就像中国同意与国际体系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大国

合作一样（Ｇｌｏｓｎｙ２０１０；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８）。的确，较之于中国，其他金砖国家更需

要金砖国家这个集团（Ｇｌｏｓｎｙ２０１０）。

中国政府，尤其上一届中国政府的官方方针的核心是和平与和谐的发展。围

绕和平与和谐的发展，与其他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这是重构国

际地缘政治，打造一个权力关系更为平衡的世界的关键。２０１２年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访问新德里时的表述极具家长式特色：“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他还表示：

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世界经济更

加平衡、国际关系更加合理、全球治理更加有效、世界和平更加持久。……金

砖国家在合作中努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早日实现多哈回合谈判发展回合授权的目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７

然而，现实更为复杂，而且是多层面的。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时

应付几支力量的国家之一。而且，尽管现在分析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尚为

时过早，但显而易见，新一届政府希望巩固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

同时也多少流露出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倾向（ＰｉｎｈｅｉｒｏＭａｃｈａｄｏ２０１３）。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对抗性的（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８３）。不过，在考虑

到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的同时，许多研究者观察到了两国之间一丝和解

的迹象，这可能标志着和平路线将得到推进（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５；Ｇｌｏｓｎｙ２０１０；Ｉｋｅｎ

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８）。伊肯伯里（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８）认为，中国的崛起未必会带来紧张局势、

战争和冲突，虽然这些都是过去权力转移时呈现的特征；这种观点与许多人的预

测相反。同时还需说明的是，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将中国或是东方世界的崛起

等同于美国或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国际体系并非建立在单独一股势力的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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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是与由诸如七国集团等体系和国家构成的复杂权力架构相关联。因此，与

美国及发展中国家进行沟通或结盟可能是中国的政策趋势，而且这样做可能直接

影响到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成为新型权力集团的力量。

比如，中国愿意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结盟的倾向在知识产权领域有所体

现。知识产权是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为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所

主导（Ｆｌｙｎｎ２０１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倡导应该对发展中国家采

取灵活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抵制发达国家的做法，采取

了以生产仿制品及廉价品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中国认为这种方式是后毛泽东时代

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而巴西则完全没有力量维护发展中国家应获得特殊对待

的需求：当它被美国贸易代表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后，巴西立即通过大力投资来摆

脱这一境地，以避免外贸制裁。中国则一直属于美国贸易代表重点观察国家，但

中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境地。只有当中国宣布采取新的发展模

式，不再以生产廉价的制成品为基础，而是寻求成为一个在高科技创新和出口方

面被认可的大国之后，这种境地才有所改变。相应地，对由欧美国家操控的全球

执法权表示认可已成为一种趋势，这就要求中国与华盛顿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及

其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主义条约保持一致口径。中国的确也在这么做，但是是按

照自己的方式在做（ＰｉｎｈｅｉｒｏＭａｃｈａｄｏ２０１２）。

中国之所以能够遵循自己的意愿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谈判磋商，与其丰富的出

口产品有关。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巴西主要的贸易伙伴，取代了美国几十年来的

霸主地位。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巴西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后者依赖于出口大宗商

品或自然资源，因而在金砖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型依赖关系。比如，中国大

规模进军拉丁美洲和非洲市场，短期内可以刺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从长

期来看，会抑制这些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它们严重依赖于本国的原始资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Ｒｏｃｈａ２００２；ＢｕｌｌａｎｄＢｏａｓ２０１２）。然而，新兴市场国家

之间双边贸易关系不仅是最大程度减小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根本，也是全

球金融体系方面恢复的基础（Ｃａｒｍｏ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２０１２）。毫无疑问，对于其他金

砖国家而言，中国既是伙伴又是威胁。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很脆弱，但本章所持的

观点是，金砖国家实际上在稳步形成凝聚力，进而在国际体系中逐渐构建一个能

够力推自己意图的新集团，而且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中坚

力量。金砖国家的软肋主要为各国国内不稳定因素，甚至是与中国的关系，尽管

这些问题尚未阻碍金砖国家的前进与发展，但它的确会限制其行动的范围和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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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而言，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互相强化了

它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金砖国家的诞生反映出了２０世纪末单边主义的特

征，随着单边主义在新千年时代不断弱化，金砖国家应运而生。如果说世界体系

的权力重构正在进行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这种变化的程

度到底有多大？一些研究者认为金砖国家近年来的合作对于改变全球治理十分

重要，但是这种合作依然受到诸多限制，比如金砖国家之间的不均衡：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和金砖集团其他国家正试图推翻现有的国际秩

序。相反，中国不但已经接受和参与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也在与其他大

国合作改进现行体系的不足。尽管这种沟通尚处于早期阶段并且将十分困

难，但是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愿意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行事，而西方国家也

对满足金砖国家的某些诉求持开放态度，这使得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

试图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变得更小（Ｇｌｏｓｎｙ２０１０：１００；另见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８）。

正如前文所述，许多研究者一再断言，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并未威胁要“推翻

现有秩序”；相反，它们在与现有秩序合作并且扩展现有秩序。这样，美国的霸权

地位将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得以维持。然而，尽管金砖国家集团的强大实际上

受到诸多重大限制，但我们认为它们的抱负和行动范围依然是开放的，尤其是考

虑到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事件。２１世纪，Ｇ２０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舞

台，新兴市场国家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声音，制定出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并且在国

际体系中获得了代表（Ｂａｕｍａｎｎ２０１２；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８；Ｃａｒｍｏ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年，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召开的Ｇ２０峰会展现了金砖国家之间的协调

合作，金砖国家在Ｇ２０中的影响力因此与日俱增。正如格洛斯尼（Ｇｌｏｓｎｙ２０１０）

所指出的，起初的报告草案几乎没有提到新兴市场国家，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下，

情况发生了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并扩大了金融稳定论坛。“中国和金砖集团

其他国家认识到彼此交流意见有助于协调各方立场，并且在与西方大国的会议中

尽可能放大谈判的筹码。”（Ｉｂｉｄ．：１１３）

亦如卡莫等学者（Ｃａｒｍｏ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２０１２）所指出，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之所

以导致既定秩序发生变化，国际权力重新分配，主要是由美国霸权的日渐衰落造

成的。Ｇ２０被选作一个讨论和提出经济危机解决方案的舞台，人们普遍认为八国

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解决经济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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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中的分量就颇值一提，因为中国凭借自身的外汇储蓄和外贸能力，在确定恢

复全球经济增长的全球议程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新兴国家选择增强本国国内市场并推动外贸发展，减少本国经济、社会和政

治上的漏洞。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期间，俄罗斯是金砖国家中最脆弱的国家，而巴西、

印度和中国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保持着骄人的经济增长率（其中中国和巴西实现

了超常复苏，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在２０１０年分别达到１０％和７．５％）。经济危机过

后，较之于美欧和日本，金砖国家依然发展良好。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金砖国家之间

的贸易额由２６７亿美元增长到２７６１亿美元，增长超过九倍。而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期间，就在经济和金融危机日益恶化时，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

从１４３６亿美元增长到２７６１亿美元（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２０１４）。

发展中国家展示出了将经济危机的影响降至最小的能力。这也促进了金砖

国家（当时尚不包括南非）之间的协调和联合；金砖国家联合起来成为国际谈判中

为世界所瞩目的重要集团，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在Ｇ２０中的影响力，同时也推动

了Ｇ２０的发展（Ｃａｒｍｏ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２０１２）。

２００９年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峰会报告强调：

（１）我们强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

中心作用，峰会有助于促进各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合作、政策协调和

政治对话。（２）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积极落实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

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共识。我们将在彼此之间并同其

他伙伴开展密切合作，确保２００９年９月在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

采取集体行动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我们期待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纽

约举行的联合国“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高级别会议”取得

成功。（３）我们承诺将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

化。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原则。我们强

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４）我们确

信，一个改革后的金融经济体系应包含以下原则：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和执行

过程应民主、透明；坚实的法律基础；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活动

互不抵触；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实践。（ＢＲＩＣ２００９；Ｃａｒｍｏ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

２０１２：３１９）

上文表明，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危机强化了金砖国家的认同感和自尊，就像金砖国

家承认的那样，Ｇ２０为金砖国家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自２００９年以来金砖国

家之间的会晤进一步强调了上文第三条中的观点，即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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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此外，上文也印证了鲍曼（Ｂａｕｍａｎｎ）对金砖国家在Ｇ２０中行动的

分析，正如他指出的：“尽管金砖国家集团内部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它已经能够以

相当统一的方式来应对国际辩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关于发展空间以及

缓解同时发生的失衡危机的问题。”（Ｂａｕｍａｎｎ２０１２：２０９）

尽管传言认为金砖国家目前增长疲软，特别是巴西经济增长滞缓，而且新兴

市场国家整体上经济增长放缓，但２０１２年（新德里）和２０１３年（德班）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峰会仍从全球秩序的视角全力推出了一些影响巨大的计划。金砖国家已

经宣布创立一个（以本国货币为基础的）货币基金和发展银行，以此来缓解内部和

外部的危机，并对美元作为优选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中国将向

金砖国家货币基金出资４１０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出资１８０亿美元，南非

将出资５０亿美元，总计约１０００亿美元（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２０１４）。

金砖国家货币基金和发展银行的创立有望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自

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签订以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掌控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进而支配着国际体系。阿图罗·埃斯科巴（ＡｒｔｕｒｏＥｓｃｏｂａｒ２０１２）等

学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了后殖民时代新的依赖关系，其标志就是金融从

属关系和对过去常常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控制。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银行表明：

（１）在与发达国家决策相关的问题上可能拥有自主权；（２）Ｇ２０在国际谈判中的范

围得到扩展；（３）调整国际权力平衡秩序；（４）有可能产生新的帝国和霸权集团，但

其意图尚有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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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各国国内面临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受到金砖

集团内部竞争和不均衡的影响。但是，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后，我们发现，金砖国家趋

向于增强集团内的协调，奥尼尔（ＯＮｅｉｌｌ）在２００１年提出的模糊且非正式的概念

因而更加富有凝聚力，逐渐成为正式的机制。Ｇ２０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一个增

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的空间，而Ｇ２０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最终将削弱八国

集团（Ｇ８）作为国际谈判重要舞台的地位，尽管这种影响目前仍然很轻微。

金砖国家推动了Ｇ２０的发展，而Ｇ２０又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和多元

化。这直接意味着一个如上文所述的新的经济集团已经出现。在国际关系出现

权力重新分配和多极化的时候，中国逐渐崛起成为一个新的大国。总而言之，我

们可以看出，中国采取了多层面的外交政策，即寻求与美国和解（尽管也与美国激

烈争夺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在以集团（金砖国家和Ｇ２０）成员国的身份在国际体

系中寻求更大的保护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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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者间就中国和金砖集团是否威胁并将最终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观点

迥异，相持不下。有人认为这是２１世纪的权力重构，同时会扩展已有的国际秩

序，也有人认为这将替代原有的权力集团。我们已经探讨过，认为这种辩论提出

了一个伪命题。那种认为金砖国家将“威胁”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观点充满

了民族中心主义的逻辑，因此只有发达国家认为这种观点是成立的。从新兴国家

的角度看，尽管受制于各国国情，但它们仍然不断加强协调，努力在国际谈判中争

取更大的代表性。这种复杂的非线性运动在不断扩展着现有国际秩序，甚至有取

而代之的趋势。但这背后有一个假设：国际秩序自身的扩展会引起一些变化，量

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替代当前的秩序。严重背离这一点的预测都是不切实

际的臆断。只有未来才会揭示世界多极趋势的强度和程度，但中国无疑将在这个

过程中发挥关键且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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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据为世界银行２０１２年数据。

２．２０１２年ＧＤＰ数值，依据为世界银行数据。

３．实际上，这只是显示出某个集团脆弱和转瞬即逝的特征，这种集团不能通过有效合作来采

取联合行动，而且受制于短期经济指标的波动。

４．比如，“ＴｈｅＢｉｎＢＲＩＣＳ，ＴｈｅＢｒａｚｉｌＢａｃｋｌａｓｈ，”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或者

“ＤｏｅｓＢｒａｚｉｌｄｅｓｅｒｖｅｉｔｓ‘Ｂ’ｆｏｒＢｒｉｃ？”ＣＮ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１日。

５．参见“ＫｒｕｇｍａｎＳａｙｓＢＲＩＣＲｅａｌｌｙＢＩＣ”，犜犺犲犕狅狊犮狅狑犜犻犿犲狊，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１日。

６．参见ＯＮｅｉｌ，“ＣｈｉｎａＯｎｌｙＢＲＩＣ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ｌｅ”，犜犺犲犠犪犾犾犛狋狉犲犲狋

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７．“ＢＲＩＣｉｓ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来自对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采访，

载《印度教徒报》（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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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ｕｍａｎｎ，Ｒ．（２０１２），犗狊犅犚犐犆犛犲狅犌２０犉犻狀犪狀犮犲犻狉狅，Ｂｒａｓíｌｉａ：Ｆｕｎｄａｏ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ｄｅ

Ｇｕｓｍｏ．

Ｂｕｌｌ，Ｂ．，ａｎｄＢｓ，Ｍ．（２０１２），“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犉狅狉狌犿犳狅狉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ｐｐ．３１９—３３６．

Ｃａｒｍｏ，Ｃ．Ａ．，ａｎｄＰｅｃｅｑｕｉｌｏ，Ｃ．Ｓ．（２０１２）．“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Ｂｒａｚｉｌ，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Ｇ２０，”犗犐犓犗犛（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１１（２）．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Ｃ．（２０１４），“ＢＲＩＣ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ｍｓｅｐａｒａｏｃｕｐａｒｅｓｐａｏｎｏｐｏｄｅｒｍｕｎｄｉａｌ．Ｃｒｉａｏ

ｄｅ‘ＦＭＩ’ｅｂａｎｃｏｐｒóｐｒｉｏｓａｕｍｅｎｔａｒｏａｉｎｆｌｕêｎｃｉａｄｏｇｒｕｐｏｄｅｐａíｓｅｓ”，犆犪狉狋犪犆犪狆犻狋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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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Ｊ．Ｋ．（１９８３），犜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犆犺犻狀犪，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Ｆｌｙｎｎ，Ｓｅａｎ（２０１３），“Ｗｈａｔｉ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Ｉｎｆ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ｎｌｉｎ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２０１２），犜犺犲犃狉犮犺犪犲狅犾狅犵狔狅犳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Ａ．Ｌ．（２００５），“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犮狌狉犻狋狔，３０（２），ｐｐ．７—４５．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ＫｅｖｉｎＰ．（２００８），“ＴｒａｄｉｎｇＡｗａｙ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犖犲狑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１３（１），ｐｐ．３７—５９．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ＫｅｖｉｎＰ．（２０１１），“Ｌｏ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狅犾犻犮狔犚犲狏犻犲狑，２９（４），ｐｐ．３８７—４１３．

Ｇｌｏｓｎｙ，Ｍ．Ａ．（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ＡＲｅａｌ（ｂｕ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犘狅犾犻狋狔，４２（１），ｐｐ．１００—１２９．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Ｇ．Ｊ．（２００８），“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ａｎ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ｒｖｉｖｅ？”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ｐｐ．２３—３７．

ＯＮｅｉｌｌ，Ｊ．（２００１），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犫犲狋狋犲狉犵犾狅犫犪犾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犅犚犐犆狊，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Ｍａｃｈａｄｏ，Ｒ．（２０１２），“Ｃｏｐｉｅｄ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犞犻犫狉犪狀狋：犞犻狉狋狌犪犾犅狉犪狕犻犾犻犪狀犃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狔，

９（１），ｐｐ．３３３—３５９．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Ｍａｃｈａｄｏ，Ｒ．（２０１３），“Ｘｉ，Ｏｂａｍａｅｏｓｏｎｈｏｃｈｉｎêｓ”，犣犲狉狅犎狅狉犪，Ｃａｄｅｒ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ａ，

１５Ｊｕｎｅ．

Ｒｏｃｈａ，Ｇ．Ｍ．（２００２），“Ｎｅ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ｅｎＢｒａｓｉｌ”，犖犲狑犔犲犳狋犚犲狏犻犲狑（ｉｎＳｐａｎｉｓｈ），（１６），

ｐｐ．５—３２．

Ｓｈａｒｍａ，Ｒ．（２０１２），“ＢｒｏｋｅｎＢＲＩＣｓ：Ｗｈｙｔｈｅｒｅｓｔｓｔｏｐｐｅｄｒｉｓｉｎｇ”，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９１，８．

Ｓｉｌｖéｒｉｏ，Ｍ．（２０１２），“ＢＲＩＣＳ：ｄｅｓｉｇｕａｌｄａｄｅｓｓｏｃｉａｉｓｎｏｓｐａíｓｅ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ｅｓ”，犗犫狊犲狉狏犪狋ó狉犻狅

犱犪狊犇犲狊犻犵狌犪犾犱犪犱犲狊（狅狀犾犻狀犲），犔犻狊犫狅狀，犆犲狀狋狉狅犱犲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狅犲犈狊狋狌犱狅狊犱犲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犪

（犆犐犈犛）．

“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ｔ”，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１０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

Ｗｉｌｓｏｎ，Ｄ．，ａｎｄＰｕｒｕｓｈｏｔｈａｍａｎ，Ｒ．（２００３），犇狉犲犪犿犻狀犵狑犻狋犺犅犚犐犆狊：狋犺犲犘犪狋犺狋狅２０５０（Ｖｏｌ．９９），

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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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

朱杰进

OY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

主”的“对话论坛”（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ｆｏｒｕｍ）向“政治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

“全方位协调机制”（ｆｕｌｌｆｌｅｄｇ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转型，沿着机制化建设的方向稳步前

进，正在谈判建设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等金融合作项目堪称推动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的重要抓手。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机制转型，导致出现两种

不同的“唱衰金砖”的观点。一种是“金砖褪色论”，认为金砖国家的合作走不远，

这些国家差异性太大，没有“内部凝聚力”，是一块缺少“泥浆”的砖；机制化建设没

有前途，金砖合作迟早会“褪色”甚至“破裂”。在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背

景下，这种观点更加盛行。另一种观点是“金砖威胁论”，认为金砖国家加强机制

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发达国家，颠覆自由主义这一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共识

和价值基础，复兴过时的“重商主义”和“主权规范”（ＺａｋｉＬａｉｄｉ２０１２），威胁到当前

大多数国际合作的进程，客观上导致整个全球治理体系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最

典型的就是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Ｇ２０）开始分裂成代表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

团”（Ｇ７）和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Ｂ５），全球治理体系实际上陷入“零国

集团”（Ｇ０）的无序状态（伊恩·布雷默２０１３）。

针对前一种观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金砖国家德班峰会取得了积极成

果，中方高度重视《德班行动计划》后续落实工作，把这些合作项目做好了，“金砖”

就做实了，自然就会让金砖“褪色”等论调不攻自破。１本章侧重分析第二种观点，

在阐述金砖机制转型的基础上，从金砖国家在Ｇ２０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以



２１２　　 "#$%&#'(

及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案例实践出发，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

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ｉｎ

ｃｌｕｓ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而“金砖威胁论”实际上反映出某些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结构改

革的不相适应和本能抵制，是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升级的一种误读。

具体来说，金砖合作机制正在经历着怎样的转型升级？应如何看待这场转型

升级？转型升级后金砖国家合作的定位有没有发生变化？金砖国家是破坏Ｇ２０

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一股消极力量”吗？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

外汇储备库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布雷顿森林体系吗？本章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

分析。

)* rs+,$Ze>P]êtJ

２０１３年德班峰会是第一轮金砖国家峰会的收官之作。作为一个只有五年历

史的新机制，金砖机制的发展确实面临很多新机遇，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尤其是一

些成员国对下一轮的金砖国家合作应该如何开展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俄罗斯强

调金砖国家应聚焦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２，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强调经济领域

的合作同样重要，既包括五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合作，也包括在五国之间开展

务实的经济合作。经过艰苦的谈判，在中方的倡议之下，五国在德班峰会上最终

达成了妥协和共识：“我们致力于逐步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

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３其中，“全球经济和政治

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表明金砖合作的议题领域将“不局限在政治治理或经济治

理的某一个领域”，而是“政治和经济治理并重”。“日常和长期协调”表明金砖合

作的内容和时间点“不局限在Ｇ２０峰会、联合国大会或金砖峰会等某一个特殊的

时间点”，而是“日常和长期的”。换言之，金砖合作不仅要促进五国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的政策协调等务虚合作，还要在五国之间开展日常和长期的务实型合

作。这实际上表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要从“对话论坛”向“全方位协调机制”转

型，增加了政治合作与务实合作两个新的维度，换言之，金砖国家合作正在向着高

水平机制化的方向迈进。从这个角度看，德班峰会对金砖机制的发展产生了历史

性影响。４

正是在这样一个机制转型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积极加强机制化建设，目前

已经形成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治理架构。其中，领导人峰会是最高

层次、最为核心，对整个金砖合作发挥政治和战略引领的作用；其下是安全事务高

级代表会议、外长会议、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卫生部

长会议、科技部长会议、教育部长会议、统计局长会议、合作社会议、税务局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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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海关署长会议、竞争力会议、禁毒部门会议，发挥着务实合作的作用；再下是国

有企业、反腐败、人口、科技、经贸、文化、农业、司法、城市化论坛等高官会和工作

组会议，起到技术支撑的作用；以及智库理事会、工商理事会、友好城市暨地方政

府论坛、智库论坛、工商论坛等其他合作机制，起到智力支持和夯实合作的社会民

意基础的作用。

为了加速推动金砖国家从“对话论坛”向“全方位协调机制”的转型，扩大五国

之间的“利益汇合点”，增强五国之间“务虚合作”的“物质基础”和“利益纽带”，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班峰会上提出推进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四大倡议”，即推

动金砖国家建立“贸易领域的一体化大市场”、“金融领域的多层次大流通”、“基础

设施领域的陆海空大联通”、“人文领域的大交流”。这些倡议反映出中国新一代

领导人对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推进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规划，在峰会上引起其他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反应。５

而为了进一步落实这四大合作倡议，金砖国家目前已经通过贸易部长会议达

成《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以推进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大市场的建设；通过

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来推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建设，以实现金砖国

家金融大流通和基础设施大联通的目标；通过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论坛、工商论

坛、智库论坛来推动实现金砖国家人文大交流的目标。也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创

新，金砖国家合作开始进入加速前进的“快车道”。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金

砖合作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大国的广泛质疑，认为金砖

国家的“加速结盟”将会导致国际体系进一步分裂，给目前已经陷入困境的Ｇ２０和

全球治理体系造成威胁和冲击（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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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合作机制转型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是否会对Ｇ２０和全球治理体

系产生“副作用”？实际上，无论是从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框架还是从金砖国家合

作的主要议题来看，金砖合作的快速发展与机制转型都将对Ｇ２０和全球治理体系

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Ｇ２０峰会机制和金砖峰会机

制，前者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核心机制与“国际

经济合作首要平台”６，后者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加强政策协调的合作

平台。而这两个平台之间一直是以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方式在互动（Ｖａｄｉｍ

Ｌｕｋｏｖ２０１３）。

从机制框架来看，在合作目标上，金砖国家合作是新形势下发展中大国在多

边框架内开展“南南合作”的新平台７，是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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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有效“补充”而非“替代”，其目标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提升全球治理

的有效性。金砖三亚峰会指出：“致力于和平、安全、发展、合作的宏伟目标和强烈

的共同意愿使我们拥有近３０亿人口的５个国家从不同的大洲走到一起。金砖国

家着眼于为人类社会发展以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ｍｏｒｅ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ｙａｎｄ

ｆａｉｒ）的世界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坚信，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在维护世界和

平、安全和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８在合作方式上，金砖国家强调合作要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和开放

透明，遵循开放、团结和互助的基本原则，并突出“包容性”和“非对抗性”两大特

征。在合作渠道上，金砖国家强调要更大程度地发挥Ｇ２０和联合国等具有较强代

表性与合法性的全球治理机制的作用，支持Ｇ２０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

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在合作内容上，金砖国家强调要积极推动成员国落实在Ｇ２０峰会和联合国会议上

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和共识，尤其是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执行这些协议和政策承诺

的手段和条件。

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合作议题来看，金砖国家积极参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和危机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而开展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上，金砖国家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分别出台了

各自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上，美国强调危机后世界经济要

平衡增长，减少巨额逆差；欧盟强调要绿色增长，可持续增长，重点应对气候变化；

金砖国家提出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强劲增长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最终在

Ｇ２０框架内形成了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总体框架。在框架

的执行手段上，美欧强调要对成员国进行监督和约束，主张建立强制性的相互评

估机制。金砖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

更大的政策自主性和独立性，强调相互评估必须以一种建设性和非约束性的方式

进行，不能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最终推动Ｇ２０形成一套由成员国主导的

宏观经济政策相互评估机制和“参考性指南”（黄薇、韩剑２０１２）。可见，金砖国家

并没有直接反对发达国家的全球治理主张，而是在不断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

发，提出一些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主张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的全球治理议程（杨力、李蕊２０１１）。

从国际金融监管的议题来看，金砖国家在Ｇ２０框架下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在机

构与规则两个层面获得长足的发展，打破了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监管的不合理

局面以及其推行的“金融市场自我监管”的神话。在机构层面，金砖国家在Ｇ２０伦

敦峰会上推动“金融稳定论坛”（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ｕｍ）升级成为“金融稳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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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ＦＳＢ），成员构成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十国集团”

扩展到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所有Ｇ２０成员国，并参与制定了《金融稳定理事会章

程》作为制度运作的法律基础，增强了对所有金融中心的监管。在规则层面，为加

强对欧美大银行的监管，金砖国家促使达成了旨在提高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的《巴塞尔协议Ⅲ》，推动Ｇ２０发布了《降低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ＧＳＩＦＩ）的报告，并首次将对冲基金、影子银行、场外衍生产品、信用评级机构纳

入金融监管的范围，通过这一系列的机构和规则创新，逐步颠覆了美英等金融市

场发达国家所一直推崇的“金融自由放任主义”（ｌａｉｓｓｅｒｆａｉｒｅ）。

从贸易议题来看，金砖国家通过Ｇ２０机制推动达成在短期内不采取新的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的政策承诺，在长期内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ＷＴＯ）这一全

球唯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相对于深陷危机的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在危机

中扮演了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率先从危机中复苏，但与此同时，金砖国家

尤其是中国也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为防止危机中各国采取以邻

为壑的贸易短视政策，金砖国家通过Ｇ２０机制先后两次达成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措施的政策承诺，一次是２００８年的华盛顿峰会，承诺期限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底，

另一次是２０１３年的圣彼得堡峰会，承诺期限为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底。除了在短期

内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外，针对发达国家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简称ＴＰ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ＴＴＩＰ）等排他性贸易协定在一

定程度上将损害ＷＴＯ的权威性，金砖国家坚决维护 ＷＴＯ这一全球多边贸易体

制在推动贸易自由化中的核心地位，推动２０１３年底在巴厘岛召开的第九届贸易

部长级会议达成ＷＴＯ成立１８年来首份多边贸易协定，使多哈回合谈判和ＷＴＯ

机制本身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发展议题来看，金砖国家大力提升发展议程在Ｇ２０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

位，推动Ｇ２０达成“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以及《圣彼得堡发展展望》

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政策规划（约翰·柯顿２０１３）。金砖国家提出，全球经济的失衡

最主要的表现是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从根本上说，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发

展就谈不上世界的真正发展，没有最不发达国家的脱贫致富就谈不上世界的持久

繁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应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理解、相互协调，避免走相互指责、

公开对立的老路，从宏观和战略高度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叶玉２０１３）。

而对于如何才能推动全球发展，金砖国家在Ｇ２０框架内提出了与发达国家既

有区别又相互包容的政策共识。发达国家主要推崇的是华盛顿共识，即开放市

场、放松政府管制、强化财政纪律、减少公共开支、实施税制改革、汇率市场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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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法治化等原则。为落实这些原则，发达国家还通

过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以及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的发展援助，来强行推动发展中国家通过“结构调整计划”以实施这些理

念。与之不同的是，金砖国家推动形成的更具包容性的Ｇ２０“首尔发展共识”主要

包括经济增长优先、发展伙伴关系、关注系统重要性问题、私人部门参与、互补性、

结果导向等６项原则，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私营部门投资和创造就业、贸易、

金融包容性、弹性增长、粮食安全、国内资源动员、知识分享等９根实施支柱。可

以看出，金砖国家更强调发展的伙伴关系，强调平等性，突出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在各国之间积极创造良好的互帮互助氛围和发展

伙伴关系，这实际上是这些国家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对于丰富和完善全球发展

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黄超２０１３）。

总的来看，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反映了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全球经济治理

更加完善，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张海冰２０１０）。金砖国家始终把自身和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不与发达国家对抗，强调“做加法不做减法”、“不触

动体制内守成集团的核心利益”（苏长和２０１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将金砖国家合作的定位概括成“内谋发展、外促改革”，寻求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进行“包容式改进”。那么，随着金砖机制的转型升级，金砖合作的定位是否发生

了变化？正在谈判建设中的金砖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仍然是“内谋发展、外促

改革”的“包容式改进”吗？抑或是寻求“威胁对抗布雷顿森林体系”？

x* uvwxÝZe#Ú$#©Z[����

１．金砖国家的改革诉求

相比之前的金砖国家合作，金砖开发银行和金砖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是金砖国

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项“实质性举措”，也是“做实金砖”、促进金砖合作

机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是“质疑”，一时

间，“金砖威胁论”愈演愈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Ｊｏｅ２０１３）。

实际上，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国际金融

治理改革势在必行。为什么金砖国家“合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会引起如此

大的“质疑”？金砖国家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胡锦涛主席

在２００９年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叶卡捷琳堡峰会时强调，各国应推动建立公平、公

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

表性，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具体来看，ＩＭＦ应加大对国际金融市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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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和预警，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世界银行应该作出更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达成的《叶卡捷琳堡联合声明》指出：“一个改革后的国

际金融体系应包含以下原则：决策和执行过程民主透明；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各

国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保持一致；加强风险管理和和监管实践。”与此同时，

“我们应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提高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９。

２０１０年金砖领导人巴西利亚峰会进一步指出：“由于金砖国家的贡献，Ｇ２０向

ＩＭＦ进行了大幅增资，我们支持在‘平等分担’的原则基础上，向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国际金融公司增加资本，以使多边开发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强劲、更灵

活、更快捷、更以客户为导向的支持。尽管前景良好，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世界需

要一个经过改革、更加稳健的国际金融体系，使全球经济能够更有效地预防和抵

御未来危机的冲击。”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也明确发出必须加快布雷顿森林体系改

革步伐的警告，我们也认为，ＩＭＦ和世界银行应尽快实现改革，解决其合法性不足

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推动改革产生我们预期的结果，否则有关国际机构将面临

出局的风险１０。

２０１１年金砖国家三亚峰会呼吁各方积极落实Ｇ２０确定的ＩＭＦ份额与治理改

革方案，重申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应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经济体的

发言权和代表性；同时，ＩＭＦ应更加关注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跨境资本大进大

出的风险，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１１

２０１２年金砖国家德里峰会对ＩＭＦ份额与治理改革进展缓慢表示关切，迫切

需要在２０１２年ＩＭＦ和世界银行年会前落实２０１０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２０１３

年１月前全面审查份额公式，并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前完成第１５轮份额总检查。峰会

强调只有所有成员真正切实落实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目前增加ＩＭＦ借贷能力的工

作才可能取得成功。金砖国家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保障ＩＭＦ在完善治理和合法

性的同时能够及时动员充足资源。在当前环境下，金砖国家迫切认识到要加强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为此呼吁世界银行更加重视资金动员和满足

发展融资需要，同时减少贷款成本，创新贷款工具１２。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２０１０年在Ｇ２０框架内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就ＩＭＦ改

革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发达国家承诺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让ＩＭＦ的

６％份额和执董会两个席位１３；金砖国家也多次对ＩＭＦ进行了增资，例如，２０１２年

Ｇ２０墨西哥峰会期间，中国对ＩＭＦ增资４３０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巴西各增资

１００亿美元，南非增资２０亿美元。但迄今为止，ＩＭＦ的改革承诺仍停留在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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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达国家一再拖延承诺的落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砖国家一方面继续积

极推进Ｇ２０框架内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进程，另一方面也通过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来补充上述机构的一些不足。１４

２．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印度德里举行的第四次峰会上表示：

“我们探讨了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的可能性，以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促进全

球增长和发展的补充。我们指示财长们审查该倡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１５２０１３

年３月２７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德班宣言》中指出：“由于长期融资和外国直接

投资不足，尤其是资本市场投资不足，发展中国家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挑战。这

限制了全球总需求。金砖国家合作推动更有效利用全球金融资源，可以为解决上

述问题作出积极贡献。根据财长们的报告，我们满意地看到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

行是可能和可行的。我们同意建立该银行，银行的初始资本应该是实质性和充足

的，以便有效开展基础设施融资。”１６可见，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目的是为了

动员资金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以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

（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起到“补充”作用。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报告，非洲大陆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享有公

路，不到４０％的人口可以使用电力，大约５％的农田可以得到灌溉，３４％的人口可

以得到医疗服务，６５％的人口可以获得干净的饮用水。到２０２０年以前，非洲中低

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每年大约是９３０亿美元（Ｋａｂｅｒｕｋａ２０１１）。亚

洲开发银行也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的资金缺口是８０００亿美元（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南非总统祖马强调，未来五年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是４．５万

亿美元（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３）。

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二十四国集团（Ｇ２４）提出，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础设

施资金缺口是１．５万亿美元，而投资的资金只有８０００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资

金是来自公共部门的投资，大约２５００亿美元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Ｂ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ｉ２０１３）。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来自私人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

资金更是迅速下降。

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ｓ，ＭＤＢ）的

融资能力受到明显的限制，尤其是发达国家担心扩大银行的融资能力会导致银行

的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会稀释自己在其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从这个角度看，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或者南南银行非常“有必要”，因为当

发展中国家需要贷款时，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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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家不是由发达国家牵头成立的国际

性金融机构，这种完全由新兴经济体“当家作主”的银行，无疑将与某些发达国家

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东西有别、区分对待”的潜规则形成巨大反差。

不容忽视的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正式成立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各国有

着不同的利益盘算。对印度而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融资渠道，这对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印度一直依赖世界银行的贷款来支持本

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目前印度从世界银行可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因此对于建

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对巴西而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于本

国基础设施融资将会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巴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卢西亚诺·

库蒂尼奥（ＬｕｃｉａｎｏＣｏｕｔｉｎｈｏ）指出，巴西在２０１３年投资３００亿雷亚尔于基础设施

建设，虽然比上年增长了２２．５％，但相对于实际需求来说，仍然有相当的缺口。１７

对南非而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会覆盖整个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南非自

己的国家开发银行由于资金有限，已经逐步将重点放在了南非国内的基础设施建

设上。根据南共同体的计划，到２０１７年，南部非洲基础设施融资的缺口是２００亿

南非兰特，而其中只有３５亿兰特可以通过公私伙伴关系的方式筹得资金。因此，

南非希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

资金。而对于俄罗斯来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更多的是用来制衡西方主导的国际

金融机构的战略工具，通过增加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规模，有利于构建一

个独立于西方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中国来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将巨额的

外汇储备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化解国内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从而进一步

夯实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政治合作的基础。

３．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

比２０１２年３月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倡议稍晚，２０１２年６月，金砖国家领

导人在墨西哥Ｇ２０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晤，首次提出要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探索

设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应急储备安排”）的可能性。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金砖

国家领导人德班峰会明确表示：“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应急储备安排具有积极

预防效果，将帮助金砖国家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提供相互支持，并进一步加强金

融稳定。这也将作为一道额外的防线，为补充现有国际外汇储备安排、加强全球

金融安全网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在符合各自国内法律和具有适当安全保证的条

件下，建立一个初始规模为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是可能和共同期待

的。”１８Ｇ２０圣彼得堡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明确外汇储备库初始规模１０００

亿美元中各成员国的出资比例，其中中国４１０亿美元，为最大的股东，巴西、俄罗

斯、印度各为１８０亿美元，南非为５０亿美元。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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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属于“自我管理”性质，即由金砖各国的央行分别划出一

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建立共同的储备基金，再由该储备基金签署协议委托各成员国

在非危机时期分别管理各自的出资，在危机发生时集中用于短期资金救助。因

此，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实为金砖国家将于危机时期相互帮助的出资承诺，而不

必实际出资，本质上类似于“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发生金融危机时，危机国按约

定汇率用本币购买外汇储备库的可用额度，约定时期结束时再赎回本币。虽然外

汇储备库初始规模并不大，但对金砖各成员国维护金融稳定来说仍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其实质是实现了金砖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担保，有利于遏制投机者的恶

意炒作行为，平抑资本市场波动，防范金融风险。外汇储备库并不一定以得到使

用方为成功，其存在本身便是一个威慑和防御。

相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谈判，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进展显得更加顺利，

但目前仍有一些遗留问题。例如，金砖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何种条件申请使

用外汇储备库的信贷额度？信贷期限和信贷成本如何？又比如，金砖国家虽然一

再强调，外汇储备库是一道“增加的防线”，会补充现有的国际外汇储备安排和全

球金融安全网，但实际上，外汇储备库仍有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潜在的

冲突，尤其是在要不要附加严格的贷款条件等方面，因此，如何处理好与ＩＭＦ的

关系，也是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下一步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并不是为了挑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客观上也会对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起到一个良性促进的

作用。ＩＭＦ正对贷款工具进行改革，以使其反应更为灵敏和更能适合发展中国家

的需要。ＩＭＦ引入了预防性的“灵活信贷额度”（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ｎｅ，ＦＣＬ）和

“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Ｌｉｎｅ，ＰＬＬ）。所谓预防性，

实际是ＩＭＦ为相关成员国提供的一种流动性担保，指获得审批的签约国可选择

不实际提款但保留该权利。ＦＣＬ对申请国进行事前资格审查（ｅｘａｎ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ｙ），只有具有“非常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记录”方能获得相关合同，具体参

照标准包括申请国的外部收支与市场准入状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部门标

准与监管及数据充足情况等五项指标。ＦＣＬ无事后条件性要求（ｅｘ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即成员国一旦获得资格许可，可直接提款，不以实施一定的政策改革为

条件。巴西官员马塞尔·比亚托（ＭａｒｃｅｌＢｉａｔｏ）表示，ＩＭＦ贷款政策的这种变化，

能够保证脆弱国家有机会抵抗影响经济稳定性的不可预知的风险（陈宗翼、阎述

良２０１３）。世界银行也已经在外力的推动下，不断对其低效的贷款政策进行改革，

发起了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评审程序。新任行长金墉号召世界银行由“知识银

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ｎｋ）向“解决方案银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ｂａｎｋ）转型，包括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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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减少项目准备时间等方面。这表明了最大多边开发银行由“程序导向”向

“结果导向”、“理论导向”向“实践导向”的务实转变（叶玉、徐#２０１３）。

总体上看，金砖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属于“包容式改进”，并不谋求

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希望它能够加速改革，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

化，更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职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将会弥补世界银行在满

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上的不足，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也能够

为国际金融市场增加一道新的“安全防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也会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一定的压力，

但只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通过Ｇ２０的平台，能真正以一种“包容互鉴、合作共

赢”的精神来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压力就会变成新的合作动力。

XY

金砖合作机制从“对话论坛”向“全方位协调机制”的转型，既给金砖国家合作

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给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的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

面，从“侧重经济治理”转向“政治经济治理并重”，要求五国不仅在经济治理上能

够达成共识，还要在政治治理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上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这对于

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存在较大差异的五国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具体来

说，目前与金砖合作机制并存的还有两个重要的新兴大国合作机制：ＩＢＳＡ机制

（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俄印机制，如何整合这三个机制，真正实现中、俄、印、巴、

南这金砖五国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诸多重大问题上”有效协调仍然任重

道远。２０

另一方面，从“务虚合作为主”转向“务虚和务实合作相结合”，要求五国不仅

能在国际事务中协调立场，还要将这种合作延伸到各自国内，这也是个不小的挑

战。德班峰会提出的构建“贸易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

流”的务实合作目标，目前进展落实状况并不均衡，就反映了这一点。比如，要实

现贸易投资大市场的目标，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各自形成的对欧美市场的“深度

依赖”和国内的产业结构，这对于金砖五国来说只能算是长期的目标，不可能“一

蹴而就”。

当然，作为２１世纪新形势下发展中大国之间“内谋发展、外促改革”的“南

南合作”新平台，金砖国家合作反映出来的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

的“世界大势”，其合作动力和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正如《金砖德班峰会领导人宣

言》所说：“支撑现行全球治理架构的有关国际机构是在当年国际版图面临非常不

同的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缔造的。由于全球经济正在重塑，我们致力于通过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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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和各自经济力量，探索实现更加公平发展、更具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和新

方式。”２１

78

１．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ｚｙｘｗ＿６０２２５１／ｔ１０８１８６０．ｓｈｔｍｌ。

２．例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指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俄罗斯一项长期的外交政

策，目标是促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以体现国家之间平等和法治的原则高于一切。

３．《金砖德班峰会宣言》第２条。

４．虽然德班峰会是金砖合作机制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但实际上这个转型进程在德班峰会之

前就已经有所表现。比如，关于务实合作，早在２０１１年的三亚峰会，金砖国家就提出，

“我们致力于巩固金砖国家的合作，并将进一步形成其自身议程”，表明金砖国家准备不

仅在Ｇ２０、联合国内协调政策立场，还要开展彼此间的务实合作。２０１２年德里峰会上，金

砖国家发布了第一份《金砖国家经济研究报告》和最新版的《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关于政治合作，２０１１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针对西方可能对叙利亚开展的军事干预，金

砖国家副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强调叙利亚危机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是在阿盟倡

议规定的各方参与下，考虑所有叙利亚人民的合理诉求，立即展开包容性政治谈判，同时

避免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对叙利亚事务的外部军事干预。

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把金砖国家与联合国、Ｇ２０、上海合作组织并列，作

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平台。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参加的首场重大多边外交活

动就是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足以显示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金砖

国家合作的重视。

６．《Ｇ２０匹兹堡峰会宣言》，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０９２５．

ｈｔｍｌ。

７．作为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事业（“穷帮穷”），南南合作强调要尊重合作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以援助作为条件，构建平等互利的发展伙伴关

系等。

８．《金砖三亚峰会宣言》第３条、第５条。

９．《金砖叶卡捷琳堡峰会联合声明》第３—４条。

１０．《金砖巴西利亚峰会联合声明》第９—１１条。

１１．《金砖三亚峰会宣言》第１５—１６条。

１２．《金砖德里峰会宣言》第９条、第１１条。

１３．按照该改革方案，美国在ＩＭＦ的份额将从１７．６９％下降到１７．４％，仍然拥有一票否

决的权力，发达经济体总体份额将从５７．９％下降到５５．３％，中国的份额将从３．７２％上

升到６．３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份额将从４２．１％上升到４４．７％。改革前，

ＩＭＦ前十位的份额持有国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意大利、沙特、加拿大和

俄罗斯；改革后，前十位的份额持有国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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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俄罗斯和巴西。

１４．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将它概括为“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我们在稳步推进与现有国

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同时，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以我为主推动组建和完善新的多边机构（主

要包括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向着建设性参与国际经

济治理迈出新步伐。”参见史耀斌：《转变观念、推动创新，开创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局

面》，财政部国际司网站，ｈｔｔｐ：／／ｇｊｓ．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ｐｉｎｄａｏｌｉｅｂｉａｏ／ｌｄｊｈ／２０１４０４／ｔ２０１４０４０２＿

１０６２８３７．ｈｔｍｌ。

１５．《金砖德里峰会宣言》第１３条。

１６．《金砖德班峰会宣言》第９条。

１７．ｈｔｔｐ：／／ｅｎ．ｍｅｒｃｏ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８／２２／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ｂｒａｚｉｌｉｓ２．２ｔｏ３．５

ｒｅａｉｓｔｏｔｈｅｕｓｄｏｌｌａｒ．

１８．《金砖德班峰会宣言》第１０条。

１９．ＢＲ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ｍｅｅｔａ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Ｓｅｐｔ５，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２０．ｏｒｇ／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０９０５／７８２４０７８６０．ｈｔｍｌ．

２０．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及其产生的国际政治外溢效应，正对金砖国家的政治

合作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４日，西方七国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七国

集团海牙声明》，宣布要“暂停”俄罗斯八国集团成员国的资格，理由是俄罗斯已经偏离了

西方国家共享的“理念和责任”。而就在同一天，金砖五国外长也发表了一份《金砖五国

外长海牙声明》，强调金砖国家共享的理念是“和平、安全、发展与合作以及建设一个更加

平等和公正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坚持金砖国家合作“包容式改进”的基本定位就显

得更加重要。３月２７日，金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中，也取得了高

度的一致，除俄罗斯投反对票外，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都投了弃权票。参见《七国集团

海牙声明》，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８．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２０１４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ｈａｇｕｅ＿１４０３２４．ｈｔｍｌ；《金

砖五国外长海牙声明》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ｒｉｃｓ．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ｄｏｃｓ／１４０３２４ｈａｇｕｅ．ｈｔｍｌ。

２１．《金砖德班峰会宣言》第２条。

9:;<

陈宗翼、阎述良（２０１３）：《重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国崛起创造空间》，载张建新主编：《国际

体系变革与新型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１９１页。

黄超（２０１３）：《全球援助治理的机制与模式》，载《阿拉伯世界研究》第３期，第２９—３９页。

黄薇、韩剑（２０１２）：《Ｇ２０参考性指南：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一步》，载《金融评论》第１期，

第３８—４８页。

苏长和（２０１３）：《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国际体系建设》，载《红旗文摘》第２期，第１３—１５页。

杨力、李蕊（２０１１）：《刍议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载《国际观察》第１期，第

７１—７６页。

叶玉（２０１３）：《中国与多边发展体系：从受援者到贡献者》，载《国际展望》第３期，第４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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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玉、徐#（２０１３）：《金砖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进展、问题与前景》，工作论文，未发表。

伊恩·布雷默（２０１３）：《零国集团时代：谁是新世界格局中赢家和输家》，孙建中译，新华出

版社。

约翰·柯顿（２０１３）：《Ｇ２０与全球发展治理》，载《国际观察》第４期，第１３—１９页。

张海冰（２０１０）：《二十国集团机制化的趋势及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第９期，第８—１２页。

Ｂ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ｍａｒ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ｉ，Ｍａｔｔｉａ（２０１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Ｇ２４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Ｍａｒｃｈ２１．

Ｃｈｉｎ，Ｇｒｅｇｏｒｙ（２０１４），“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Ｌ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犌犾狅犫犪犾犘狅犾犻犮狔，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ｐ．８．

Ｊｏ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３），“ＷａｔｃｈＯｕ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Ｈｅｒ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Ｂａｎｋ，”犃犘狑犻狋犺

犚犲狌狋犲狉狊，２７ Ｍ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ｉｄ／１００５９６２３２．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Ｃａｕｌｄｅｒｗｏｏｄ，

“ＢＲＩＣＳａ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Ｂｕ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ｓｏｓｉｍｐｌ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ｂｒｉｃｓａ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ｉｔｓｎｏｔｇｏｉｎｇ

ｂｅｓｉｍｐｌｅ１５５７６１７．

Ｋａｂｅｒｕｋａ，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１），“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犠狅狉犾犱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ｐｐ．７—２４．

Ｌａｉｄｉ，Ｚａｋｉ（２０１２），“ＢＲＩＣ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Ｗｅａｋｎｅｓｓ，”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犾犻狋犻犮狊，

Ｖｏｌ．４９，Ｎｏ．５，ｐｐ．６１４—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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